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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趋势和前景：

积极震荡还是徒劳的等待？ I

A. 导 言

在撰写本报告时，距离世卫组织宣布 COVID-19
疫情为大流行病已经过去了 18 个月。疫情考验

了各国政府的反应能力和全球各经济体系的复

原力；它以以前无法想象的方式改变了社会行

为和个人习惯。必要工作人员的奉献精神照亮

了黑暗的时期，而科学界利用合作研究的力量

和公共资金以极快的速度开发了疫苗。

与此同时，疫情暴露了包括最富裕国家在内的

各国对意外冲击的准备程度有多么不足，今年

的一系列极端天气事件凸显了这一点，也暴露

了全球经济的分化程度有多深。四十年来，政

府服务的侵蚀、不平等的加剧、不受控制的金

融化以及金融和企业精英的有罪不罚已经造成

了严重后果。

在经济方面，随着各国实行封锁以控制病毒的

传播，产出的急剧下降如此剧烈，以致引发了

前所未有的反应。富裕国家央行的大规模行动

稳定了金融市场，前所未有的 ( 至少在最近一

段时期内 ) 政府支出缓冲了经济下滑的最严重

影响对企业和家庭的冲击。2020 年下半年，由

于各国采取了不那么严厉的方式来管理健康风

险，全球开始复苏，并且仍在继续之中，尽管

由于财政空间的差异、新的病毒变异株和不均

衡的疫苗接种率，区域和国家前景差异很大。

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长将达到 5.3%，为近半个

世纪以来的最快增速，一些国家将在 2021 年底

前恢复 ( 甚至超过 )2019 年的产出水平。然而，

2021 年以后的全球情况仍然笼罩在不确定性

之中。

明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会减速，但持续多长时间

以及减速幅度将取决于政策决定，尤其是主要

经济体的政策决定。即使假设没有进一步的冲

击，在合理的假设下，回归到疫情前的收入趋

势仍需要等到 2030 年。我们应当记住，这一趋

势本身是二战结束以来的最低增长率。对许多

国家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前景。在全球

经济的大部分领域，COVID-19 危机造成的损

害超过了全球金融危机造成的损害，但对发展

中国家的损害尤其严重。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

最近决定允许发行6 500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

这是其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这带来了一线希望，

但国际社会仍需认识到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

挑战的规模。

不过，任何危机都会带来机遇。2020-21 年，

特别是在发达经济体，但也包括一些新兴市

场，政府支持的范围和规模都开辟了新路，或

者对那些有历史感的人来说，属于重拾旧路。

这一应对措施摒弃了根深蒂固的政策教条，为

改变政府和市场在管理经济方面的权力平衡

打开了政治空间，尽管它突显出在资本自由流

动的世界中，许多国家仍面临着财政和政策空

间的限制。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拜登总统的

广泛政策举措已经开始产生切实的变化。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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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扩大社会保护的立法通过更为累进的税收

筹集资金，打破了将收入转移到收入分配顶层

而将风险转移到底层的长期趋势。在国际上，

美国支持新的特别提款权分配、全球最低公

司税以及在世界贸易组织 ( 世贸组织 ) 放弃疫

苗相关知识产权，这预示着多边主义的复兴，

有助于开始遏制超全球化并解决日益深化的

环境危机。

然而，世界能否在疫情后重建得更好，将不会

取决于单一一个国家的行动，而是取决于全球

经济再平衡的协同努力。跨越实现更大繁荣的

障碍将取决于主要经济体能否在未来几年加强

政策选择的协调，努力保持复苏势头，增强抵

御未来冲击的韧性 ( 见第二章 )。其他发达经济

体不愿在疫苗豁免问题上追随美国的脚步，这

是一个令人担忧且代价高昂的迹象；根据最近

的一项估计，到 2025 年，延迟接种疫苗的累积

代价 ( 就收入损失而言 ) 将达到 2.3 万亿美元，

其中发展中国家将承担大部分代价 (《经济学家》

资料处，2021 年 )。

但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协调也是不够的。需要向

发展中国家提供新的国际支持，由于疫苗的获

取机会有限和新病毒变异株的传播，许多发展

中国家面临着不断加剧的卫生危机，与此同时，

这些国家还在艰难应对日益加重的债务负担，

而且有可能面临失去的十年。这一努力还应该

促使我们重新思考 —— 或者重振 —— 财政政策在

近期反周期干预之外所能发挥的作用。提供必

要的支持还需要对国际经济架构进行在全球金

融危机后承诺的系统性改革，但这一改革在超

全球化赢家的抵制下很快被放弃 (TDR2017)。
在所有这些努力中，政策制定者将需要对散布

通胀恐慌的言论保持警惕，这种恐慌会在通胀

真正起来之前破坏进展。

本章分为四节。B 节概述了 2020-21 年全球经

济的主要发展，特别关注对通胀的误导性担忧，

以及财政政策和公共债务在疫情以外的作用。

C 节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状

况，重点是债务可持续性问题和反周期措施。

D 节回顾了全球贸易和商品市场的趋势。E 节

更深入地考察了区域宏观经济趋势。

B. 全球经济：分散重建？

1. 全球增长展望

全球经济将在 2021 年强劲复苏，尽管今年下半

年区域和国家层面的具体情况存在大量不确定

性。与过去一样，政策制定者继续过度关注金

融市场，其视野很少超出季度宏观经济和盈利

数据，即使先行指标只有小幅变化，市场情绪

似乎也会很紧张。

继 2020 年下降 3.5% 之后，贸发会议预计今年

全球产出将增长5.3%，部分收复2020年的失地。

不过，考虑到 2017-2019 年全球年均增长率为

3%，到 2022 年，世界收入仍将比疫情前的趋

势水平低 3.7%( 图 1.1)。根据今年的名义国内

生产总值估计数，预计短缺意味着 2020-21 年

的累计收入损失约为 10 万亿美元。1 展望未来，

贸发会议预计 2022 年世界产出将增长 3.6%( 表
1.1)。

尽管这两年全球经济得到了提振，但全球收入

仍需要几年时间才能从 COVID-19 冲击中恢复

过来。例如，假设从 2023 年起的年增长率为

3.5%( 这是一个乐观的假设 )，到 2030 年，全

球产出只会恢复到 2016-2019 年的趋势。正如

以往《报告》所讨论的那样，COVID-19 之前

的趋势并不令人满意 ——2009-10 年金融危机后

的十年中，全球平均年增长率是第二次世界大

战结束以来最慢的 —— 这一前景应该引起政策

界的警惕。

这种环境不会使《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重

回正轨，并将阻碍调动应对气候挑战所需的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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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1991-2022年世界产出增长

(年百分比变化)

国家组

1991–
2000a

2001–
2008a

2009–
2018a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b 2022b

世界 3.0 3.6 2.9 -1.3 4.5 3.3 2.8 2.7 3.1 3.1 2.7 3.4 3.2 2.5 -3.5 5.3 3.6

非洲 2.5 5.7 3.0 3.9 5.6 -1.0 8.0 0.7 3.3 2.6 1.7 3.4 3.3 2.9 -3.4 3.2 2.9

北非(包括南苏丹) 3.1 5.4 1.0 3.7 4.7 -11.1 13.3 -6.8 -0.3 1.7 2.7 5.1 4.1 3.2 -5.2 4.2 3.1

南非 2.1 4.4 1.8 -1.5 3.0 3.3 2.2 2.5 1.8 1.2 0.4 1.4 0.8 0.2 -7.0 4.0 2.3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不包括南非和南苏丹) 2.1 6.5 4.8 5.7 7.1 5.7 6.1 5.5 5.9 3.4 1.5 3.0 3.5 3.4 -1.5 2.5 2.9

美洲 3.5 2.8 2.0 -2.5 3.3 2.3 2.3 2.1 2.2 2.3 1.1 2.2 2.6 1.7 -4.4 5.6 2.9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3.2 3.9 1.9 -2.1 6.2 4.6 2.7 2.9 1.1 0.3 -0.9 1.3 1.1 0.1 -7.1 5.5 2.6

中美洲(不包括墨西哥)和
加勒比

3.1 4.8 3.3 -0.7 3.5 3.9 3.6 3.3 3.3 4.2 2.9 3.0 3.1 2.1 -8.1 3.9 2.9

墨西哥 3.2 2.2 2.6 -5.3 5.1 3.7 3.6 1.4 2.8 3.3 2.6 2.1 2.2 0.0 -8.3 6.2 2.8

南美洲其中： 3.2 4.3 1.5 -1.3 6.9 4.9 2.3 3.3 0.3 -1.1 -2.5 0.8 0.4 -0.2 -6.5 5.5 2.5

阿根廷 4.0 5.0 1.2 -5.9 10.1 6.0 -1.0 2.4 -2.5 2.7 -2.1 2.7 -2.5 -2.1 -9.9 6.7 2.9

巴西 2.8 3.7 1.1 -0.1 7.5 4.0 1.9 3.0 0.5 -3.5 -3.3 1.3 1.8 1.4 -4.1 4.9 1.8

北美洲其中： 3.6 2.5 2.0 -2.6 2.6 1.7 2.2 1.9 2.6 2.9 1.7 2.4 3.0 2.1 -3.7 5.7 3.0

加拿大 3.0 2.5 1.9 -2.9 3.1 3.2 1.8 2.3 2.9 0.7 1.0 3.0 2.4 1.9 -5.4 5.1 2.9

美国 3.6 2.6 2.0 -2.5 2.6 1.6 2.3 1.8 2.5 3.1 1.7 2.3 3.0 2.2 -3.5 5.7 3.0

亚洲(不包括塞浦路斯) 4.3 5.9 5.2 2.4 7.8 6.0 5.0 5.4 4.9 4.9 4.9 5.1 4.6 3.8 -1.1 5.9 4.7

中亚 -3.3 8.5 5.5 3.3 7.6 8.1 6.0 6.9 5.6 3.5 3.2 4.5 4.7 4.7 -0.3 4.3 3.1

东亚其中： 4.4 5.8 5.3 2.8 8.0 5.9 5.2 5.5 5.0 4.8 4.7 5.2 4.8 4.3 0.3 6.7 4.7

中国 10.6 10.9 7.9 9.4 10.4 9.6 7.9 7.8 7.4 6.9 6.7 6.9 6.7 6.1 2.3 8.3 5.7

日本 1.2 1.2 1.0 -5.7 4.1 0.0 1.4 2.0 0.3 1.6 0.8 1.7 0.6 0.3 -4.7 2.4 2.1

大韩民国 6.8 4.9 3.2 0.8 6.8 3.7 2.4 3.2 3.2 2.8 3.0 3.2 2.9 2.0 -0.9 3.9 2.8

南亚其中： 4.8 6.7 5.9 4.0 8.7 5.6 3.4 5.0 6.1 6.4 8.0 6.6 4.9 3.1 -5.6 5.8 5.7

印度 5.9 7.6 7.0 5.0 11.0 6.2 4.8 6.1 7.0 7.9 8.2 7.2 6.6 4.6 -7.0 7.2 6.7

东南亚其中： 4.9 5.7 5.1 2.0 7.8 4.9 6.0 5.0 4.5 4.7 4.8 5.3 5.1 4.4 -3.9 3.5 4.7

印度尼西亚 4.2 5.2 5.4 4.6 6.2 6.2 6.0 5.6 5.0 4.9 5.0 5.1 5.2 5.0 -2.1 3.6 4.9

西亚(不包括塞浦路斯) 其中： 4.1 5.5 4.1 -1.3 5.7 8.0 4.6 4.9 3.3 3.8 3.2 2.3 2.1 1.3 -2.9 3.5 3.2

沙特阿拉伯 1.7 4.5 3.7 -2.1 5.0 10.0 5.4 2.7 3.7 4.1 1.7 -0.7 2.4 0.3 -4.1 2.7 3.3

土耳其 3.9 6.0 6.0 -4.8 8.4 11.2 4.8 8.5 4.9 6.1 3.3 7.5 3.0 0.9 1.8 3.9 3.6

欧洲(包括塞浦路斯) 其中： 1.6 2.5 1.2 -4.5 2.4 2.0 0.1 0.5 1.7 1.9 1.8 2.5 2.0 1.5 -6.2 4.3 3.0

欧洲联盟(欧盟27国) 其中： 2.1 2.1 1.1 -4.4 2.3 1.9 -0.7 0.0 1.6 2.3 2.0 2.8 2.1 1.6 -6.2 4.0 3.3

欧元区其中： 2.1 1.9 1.0 -4.5 2.2 1.7 -0.9 -0.2 1.4 2.1 1.9 2.6 1.9 1.3 -6.6 4.1 3.4

法国 2.0 1.8 1.0 -2.9 2.0 2.2 0.3 0.6 1.0 1.1 1.1 2.3 1.8 1.5 -8.0 5.2 3.4

德国 1.6 1.3 1.6 -5.7 4.2 3.9 0.4 0.4 2.2 1.5 2.2 2.6 1.3 0.6 -4.9 2.2 3.2

意大利 1.6 0.9 -0.3 -5.3 1.7 0.7 -3.0 -1.8 0.0 0.8 1.3 1.7 0.9 0.3 -8.9 5.5 3.0

俄罗斯联邦 -4.7 6.8 1.3 -7.8 4.5 4.3 4.0 1.8 0.7 -2.0 0.2 1.8 2.5 1.3 -3.0 3.8 2.3

联合王国 2.9 2.5 1.7 -4.1 2.1 1.3 1.4 2.2 2.9 2.4 1.7 1.7 1.3 1.4 -9.9 6.7 2.1

大洋洲其中： 3.7 3.4 2.7 1.9 2.4 2.7 3.7 2.1 2.8 2.6 2.9 2.7 2.8 1.9 -2.4 3.1 2.8

澳大利亚 3.8 3.4 2.6 1.9 2.4 2.7 3.9 2.1 2.6 2.3 2.8 2.5 2.8 1.8 -2.5 3.2 2.8

备忘项目：

发达国家(M49，包括大韩民国) 2.5 2.5 1.7 -3.5 2.8 1.7 1.3 1.4 2.0 2.3 1.7 2.4 2.4 1.7 -4.7 4.7 2.9

发展中国家(M49) 4.9 6.7 5.2 3.3 8.1 6.3 5.6 5.1 4.9 4.5 4.3 4.9 4.6 3.7 -1.8 6.2 4.7

资料来源： 贸发会议秘书处计算得出的结果，依据包括：联合国全球政策模型、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经社部)、《国民账户主要总表》数据库和《世界经济形势

与展望：2021年年中更新》；拉加经委会，2021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2021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21年
4月；《经济学家》资料处，《经济学家资料处国别数据库》；摩根大通，《全球数据观察》；国家资料来源。

注：国家合计数据的计算结果依据的是按2015年不变美元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

a 平均值。

 b 预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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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2016-2022年世界产出水平

(指数，2016年= 100)

资料来源：见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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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2009-2010年全球金融危机与2020-2021年COVID-19的经济影响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计算，依据是联合国全球政策模型产生的官方数据和估计数。

注：相对于2006年至2008年的趋势，全球金融危机的估计损失相当于2009年和2010年的累计收入损失；相对于2017年至2019年的趋势，

COVID-19的估计损失相当于2020年和2021年的累计收入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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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源的努力。此外，如果意外的冲击 —— 无

论是流行病、金融还是气候性质的冲击 —— 再

次袭来，或者维持当前复苏的政策努力开始动

摇，COVID-19 的负面经济影响将持续更长时

间。鉴于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所发生的情况以及

目前国际政策协调的破裂状态，这是一个不容

忽视的结果 ( 另见第二章 )。

迄今为止，复苏是不平衡的，反映了在疫情前

就存在的断层线。各区域和各国之间的国内生

产总值增长差异很大，许多发展中国家落在后

面；服务业与商品生产复苏之间存在部门鸿沟，

服务业内部蓬勃发展的金融和数字服务与萧条

的招待部门与娱乐部门之间也有部门鸿沟；社

会群体之间收入 ( 和财富 ) 增长亦有巨大差异。

迄今为止，世界经济似乎正在分散重建。

在 大 多 数 地 区， 特 别 是 在 发 展 中 国 家，

COVID-19 危机造成的损害比全球金融危机后

更大，特别是在非洲和南亚 ( 图 1.2)。从地理

上看，截至 2021 年年中，封锁后的增长加速

主要集中在北美，紧密的区域贸易联系强化了

美国和东亚的强大财政刺激和货币宽松，在东

亚，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 ( 通过国有企业 ) 推
动了整个区域的增长。

本章最后一节对世界经济的区域趋势进行了调

查。在这里，可以通过考查二十国集团 (G20)
国家 2 2019 年至 2021 年间的预期累计国内生

产总值增长来初步评估复苏速度的差异 ( 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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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部分国家2021年相对于2019年的实际收入增长

(百分比)

资料来源：见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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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一标准衡量，表现突出的是 2020 年避

免了衰退的两个二十国集团国家：中国和土耳

其。就中国而言，早期的封锁政策，加上大规

模检测和相关的公共卫生措施，以及随后从

2021 年年中开始的快速疫苗推广，帮助遏制了

病毒的传播，使活动相对迅速地反弹。在需求

方面，国内投资项目的维持和封锁后外国对工

业品需求的激增有助于保持复苏步伐，尽管人

们仍然担心一些负债累累的国有企业的财务状

况和新病毒变异株的危险。

土耳其在 2020 年第二季度确实出现了急剧收

缩，但随后在第三季度出现了强劲增长，这主

要归功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和随之而来的信贷繁

荣。尽管感染在 2021 年第二季度有所抬头，

但是该国的工业部门和政府对企业的预算支持

推动了增长。不过，价格上涨和里拉承受的压

力正在给 2021 年下半年的增长前景蒙上阴影，

引发人们对其可持续性的担忧。

中国的增长及其对制成品的需求预计将有助于

大韩民国在 2021 年从疫情全面复苏。澳大利

亚也是如此，尽管由于 2021 年的长期封锁，

以及受商品出口而非制造业的推动，速度有所

放缓。相比之下，尽管商品净出口需求有所扩

大，但疲软的国内需求预计将使日本国内生产

总值低于危机前水平。

印度 2020 年经济收缩 7%，预计 2021 年将增

长 7.2%，而印度尼西亚 2020 年经济收缩幅度

较小，收缩了 2.1%，预计 2021 年将增长 3.6%，

相较于其近年来的增长率，这一增长率相当疲

弱。如 E 节对区域趋势的讨论所示，印度的复

苏受到 COVID-19 持续的人力和经济代价以及

食品价格上涨对私人消费的负面影响的制约。

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将有助于石油出口国的复

苏，尽管这种复苏并不均衡。俄罗斯联邦今年

将把 2019 年 1.3% 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提高

近两倍，但沙特不会出现类似的反弹，原因是

其经济更加依赖石油生产和欧佩克的产出配额

( 即使欧佩克提高了配额 )。大宗商品需求和

相对价格的飙升也不足以将南非 2021 年的国

内生产总值提高到 2019 年的水平以上，原因

是投资环境疲软 ( 疫情前即如此 ) 和财政约束

严格。

在美洲，美国经济的快速复苏预计将使国内生

产总值比 COVID-19 前的水平高出 2%。这将

有助于加拿大接近 2019 年的水平。相比之下，

尽管有美国需求的拉动，墨西哥在 2021 年将

达不到 COVID-19 前的收入，原因是墨西哥在

2020 年的衰退相对较深，国内财政救济较少。

阿根廷的情况类似，原因是财政吃紧，很大程

度上是因为阿根廷在疫情前有大量外债。由于

大宗商品出口增加的积极影响，以及比墨西哥

和阿根廷相对更大和更有针对性的财政刺激，

巴西今年应增长至略高于 2019 年的国内生产

总值。

尽管欧洲央行采取了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立

场，但欧洲的增长恢复令人失望。欧元区各国

政府达成的政策太少，也太迟。从数字上看，

尽管净出口有所恢复，但预计德国 2021 年的

国内生产总值将比 2019 年的水平低近 3%。法

国、意大利和联合王国的复苏甚至更为疲弱，

在这几个国家，英国脱欧造成的破坏抵消了财

政扩张和疫苗快速推出的影响。西班牙和意大

利将感受到欧洲历史上最严重的协调问题，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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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2019-2021年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和个人消费

支出

(指数，2019年第四季度=100)

资料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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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两国 2021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分别比疫情

前的水平低 5.6% 和 3.8%。

就复苏的部门构成而言，疫情对一些全球价值

链的破坏性影响和商品需求的反弹造成了瓶颈

效应 (Goodman and Chokshi，2021)。这个问

题在半导体和建筑材料领域最为严重，半导体

对许多国家的电子和汽车生产产生了连锁影响

(King et al., 2021)，建筑材料提高了住宅投资

的成本 (AGC 2021)。

在服务部门，截至 2021 年年中，许多经济体的

产出仍低于疫情前的水平，特别是在个人城市

服务方面 (Furman and Powell III 2021)。预计更

多采取远程工作方式将对商务旅行和住宿产生

长期的负面影响 (McKinsey，2021)，但许多经

济体在接种疫苗后重新开放，到 2021 年底和

2022 年初，个人娱乐服务将部分恢复 (European 
Commission，2020)。

即使在经济正从 COVID-19 冲击中快速复苏的

美国，2021 年初商品需求的反弹与服务需求的

反弹之间仍有很大差距 ( 图 1.4)。由于服务业

占据了发达经济体的大部分工作岗位，美国劳

动力市场在 2021 年很可能无法完全恢复到疫

情前的水平，特别是如果我们用壮年工作者的

就业人口比率来衡量劳动力闲置，并考虑到上

次全球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 ( 图 1.5)。

2. 通胀压力：除了恐惧本身，没什么可害怕的

COVID-19 最初的经济影响是深度衰退和较低

的通货膨胀率降低。然而，自 2020 年下半年

以来，由于全球总需求的快速复苏和一些不利

的供应冲击，世界发达经济体的价格一直在加

速上涨。

从全球来看，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推高了基本

投入的成本。自 2020 年年中以来，金属和石

油价格一直在上涨，2021 年 5 月，年度食品价

格上涨达到近 40%，根据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

数，这是十年来的最高值。自疫情以来，食品

价格上涨导致世界饥饿指数上升，对发展中国

家的损害最大 ( 见方框 1.4 和 FAO，2021a)。

疫情造成了全球价值链瓶颈，特别是在严重依

赖半导体的部门，这进而提高了世界各地资本

货物和耐用消费品的价格，对发达经济体的影

响更大。图 1.6 所示为 2005 年以来世界主要经

济体的通胀历史。

不出所料，疫情前由于汇率压力而经历较高通

胀的国家，如阿根廷和土耳其，价格加速上涨

( 见图 1.7)。在巴西，国内政治因素导致国内

货币贬值的速度相对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而

严重的干旱迫使经济使用更昂贵的电力来源。

2021 年年中，两次不利冲击将通胀率提高至近

9%，促使巴西央行上调短期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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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2005年12月至2020年12月一些经济体的消费通胀

(百分比)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根据路孚特数据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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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贬值和商品价格上涨也推高了墨西哥、南

非和俄罗斯联邦的通货膨胀，但迄今为止速度

比巴西慢。截至 2021 年年中，这三个经济体的

消费价格通胀率在 4% 至 6% 之间，这进而促使

墨西哥和俄罗斯联邦的中央银行收紧货币政策。

印度的消费通胀率在疫情前已经达到 6%。

COVID-19 冲击导致价格暂时下跌，但随着经

济复苏和食品价格加速上涨，该国在 2021 年年

中重回 6% 的通胀率。相比之下，中国政府在

COVID-19 冲击之前一直在采取限制性措施抗

击通胀。2020 年年中，经济的突然停顿增加了

限制性措施的影响，并使经济短暂陷入通货紧

缩。随着经济复苏，通货膨胀再次转正，但按

照国际标准，仍然较低 ( 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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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2020年1月1日至2021年7月30日部分时间段内部

分货币对美元的汇率变化

(百分比)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根据路孚特数据计算得出。

注：正值对应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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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美国和欧元区的消费通胀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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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根据路孚特数据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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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区

美国

在发达世界，日本仍在与通缩趋势作斗争，这

意味着最近的物价加速不足以抵消疫情造成的

通缩压力。欧洲正在上演一个更为温和版的日

本故事。在欧洲，通胀一直在上升，但仍不足

以弥补年增幅低于 2% 目标的近 8 年的实际价

格停滞。

迄今为止，在发达国家，更大的通胀压力似乎

是美国经济复苏的一个特征。截至 2021 年年

中，美国经济出现了十年来最高的消费通胀率

(5.4%)，一些人认为这表明宏观经济政策过于

扩张。为了强调美国在过去十年中是如何偏离

其模式的，图 1.8 比较了美国和欧元区的通货

膨胀。这两个地区同步波动，但与全球金融危

机之后发生的情况相反，自 2021 年年中以来，

美国的通货膨胀一直在偏离其先前的“欧洲道

路”。

为了分析主要发达经济体的通胀状况，必须要

观察近期价格加速上涨是否偏离了 2% 的平均

通胀目标。以 2005 年 12 月为基准，图 1.9 显

示了美国、日本和欧洲目前的价格差距。近

期通胀率的上升显然不足以让欧元区物价回到

在欧洲央行达到 2% 通胀目标情况下应有的水

平。在日本，情况甚至更加惊人。尽管存在年

度波动，但累计价格差距显示，自 2005 年以

来，通胀率仅为 5%。相比之下，美国的价格

指数在 2014 年之前略高于 2% 的通胀趋势，在

2014 年至 2020 年期间略低于这一趋势。最近

的价格上涨将美国的价格指数再次推高到 2%
的通胀趋势之上，这可能会导致美联储在不久

的将来收紧货币政策。

深度衰退后，暂时的通胀飙升是正常的，这在

从全球金融危机复苏的过程中发生过，现在又

在发生。政策制定者面临的问题是，暂时的价

格上涨是否可能引发一个自我延续的加速价格

上涨过程。通货膨胀正在成为一个结构性问题

吗？可能不会。

要了解原因，有必要将通胀预期和长期利率放

在一起考虑。如果通胀冲击是暂时的，预期通

胀仍将锚定在政府目标上，长期利率将回归均

值。以为其他地方的债券市场设定标准的美国

为例，图 1.10 显示了美国国债隐含的 10 年盈

亏平衡通胀率。该数字是使通胀指数债券的回

报率与非指数债券回报率相等的预期通胀。由

于风险规避，盈亏平衡通胀率倾向于高估预期

通胀率一个常数值。

截至 2021 年年中，美国政府债券隐含的 10
年期盈亏平衡通胀率为 2.4%，比 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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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2005年12月至2021年4月部分经济体与2%通胀趋

势的价格差距

(指数，2005年12月=100)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根据国家资料来源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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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冲击时的深跌大幅上升，当时这一

变量降至 0.5%。然而，如果从历史的角度看

预期通胀率的变化，近期的增长似乎是一个

向常态的回归。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也发生了同

样的事情，目前的盈亏平衡通胀率大约相当于

2005-07 年和 2011-13 年的水平。迄今为止，没

有证据表明美国经济的通胀预期上升。事实上，

最近预期通胀的上升似乎是对 2014-19 年占主

导地位的低通胀预测的修正。

当通货膨胀引发价格 - 工资螺旋式上升并自我

循环时，它往往会成为一个问题，正如 1970
年代许多经济体所发生的那样，当时两次石油

危机和过热经济体的生产率放缓导致了成本诱

导型通货膨胀、工资上涨和另一轮成本推动型

通货膨胀。今天，由于美国经济中工人的议价

能力相对较低，最近的价格上涨不太可能变成

爆炸性的。一方面 ( 见图 1.11)，美国劳动力

市场确实显示出实际工资的恢复，这种恢复在

COVID-19 之前就开始了，由于统计原因，在

疫情的关键几个月中被放大了 ( 低工资工人失

业，这推动了平均实际工资的上升 )。不过，

另一方面，最近的实际工资增长是在经历了 35
年的停滞后发生的，这意味着现在断言当前的

工资恢复将引发工资 - 价格螺旋还为时过早。

实际工资的通胀影响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如果

实际工资增长，但劳动生产率增长更快，产

出中的劳动占比就会下降。因此，利润占比会

上升，如果企业决定或被迫将收益转移给消费

者，价格甚至会下降 (Barbosa-Filho and Taylor 
2006; TDR 2020)。来自美国经济的数据显示，

COVID-19 冲击之后，工人在收入中的份额即

上升，随后又下降，但与实际工资增长一样，

现在尚不知收入分配的这些波动是否会导致通

货膨胀的结构性变化，原因有二。

首先，经济突然停顿的最初影响是减少利润，

劳动占比因暂时原因而上升，正如第二章所

讨论的，这种情况可能已经逆转。其次，即使

最近有所增加，美国劳动占比也只是刚刚恢复

到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而这一水平比

1980-90 年的平均水平低了大约 5%。换句话说，

自 2000年以来，美国出现了大幅度的工资紧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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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2019 年的起点较低，美国企业仍有较大的

利润率来吸收更高的实际工资，而不会提高通

胀率。在极端情况下，经济复苏和劳动力成本

的最初增加可能会推动企业创新，这反过来又

会提高生产率，并在没有过度通胀压力的情况

下适应更高的实际工资 (Storm and Nastepaad，
2012)。

3. 财政政策与公共债务

在发达国家，病毒的肆意传播促发了一套相应

的积极措施来应对大流行病的瘫痪性后果。相

比之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面临着财政、结

构和政治限制，正是同样的这些限制在过去几

十年里阻碍着发展中国家干预经济的能力，在

大多数情况下造成国内和国际不平等加剧。

不过，即使在有财政空间的国家，也存在过早

撤出财政 ( 以及货币 ) 刺激措施的风险。虽然

已达成共识需要大量公共部门干预，但对干预

的构成和持续时间尚未形成明确的一致意见。

如果像前几次衰退一样，国家干预仅限于缓解

眼前的冲击，不稳定的深层根源很可能得不到

解决。3 如果情况果真如此，大力宣扬的在疫情

后转变政策制定模式将沦为空谈，无法实现。

以往危机和复苏中的经验教训强烈表明，应利

用大流行病创造的政治空间，重新评估财政政

策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并重新评估加剧不平

等的做法。

(a) 投机与紧缩：控制其一，以阻止另一个

大流行病暴发时，大多数政府都按照国际组织

建议，迅速宣布大规模一揽子支出计划 (IMF, 
2020a; TDR 2020)。然而，由于缺乏国际协调

努力，全球刺激措施未达到应有效果。在许多

情况下，实际措施并不充分，且规模比最初宣

布的要小得多 ( 见插文 1.1)。

根据基金组织数据，2020 年，41 个发展中国

家实际上减少了总支出，但其中 33 个国家的

公共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反而增大。发

达经济体组内部也出现类似差异 ( 插文 1.1，表

B1.1)，4 但图 1.12 表明两组国家之间的制约因

素仍有很大不同：在 2019 年，发达国家较之以

往能够增加其基本支出总额，远多于公共债务

比率相似或更低的发展中国家。

要理解为何如此，须考虑两个相关因素。第一，

虽然现代经济如此构建是为了创造货币用于公

共和私人支出，但创造流动性不一定增加发展

中国家获得外币的机会，而获得外币是在开放

和金融化的体系中维持支出的基本要求 (TDR 
2020)，对于共同货币安排中的发达国家也是如

此 (Izurieta, 2001)。第二，在这些条件下，政

府的预算战略受制于私人投资者，主要是外国

投资者的贷款意愿，在目前的结构和做法下，

贷款意愿受到短期的投机逻辑以及支持紧缩政

策的倾向意见的影响 (Chandrasekhar, 2016)。
因此，按目前结构构建的全球金融市场对政策

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损害了政策的公共职能

(Nesvetailova and Palan, 2020)。

事实证明，难以就减少财政限制的实际解决办

法达成协议。过去几个月为减少对发展中经济

体的外汇限制而采取的行动范围狭窄，且属于

临时性质：二十国集团允许少数国家暂停偿还

双边贷款债务，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提供紧急

信贷。没有就私人金融债权采取重大行动，

也没有提供应对健康危机迫切所需的直接援助

( 现金、服务或设备，更不用说豁免专利权 )。

因此，虽然若干主要中央银行动用大量公共资

金维持私人信贷机构的运作，但大流行病期间，

发展中国家政府在偿还外债和支持生产、出口、

收入和就业方面继续受到严重限制。最令人关

切的问题仍然是如何避免可能引发金融动荡的

国内行动，或预测主要中央银行何时决定撤回

大规模流动性注入或提高利率 ( 见插文 1.2)。
此外，由于担心惹恼私人债权人，许多符合条

件的国家没有利用二十国集团的暂停偿债倡议：

73 个符合条件的国家中只有 46 个参加了该倡

议 (World Bank, 2021a)。

因此，尽管这场大流行病使财政政策的冲击吸

收层面重回反周期需求管理的主流，但显然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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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1.1 2020年财政刺激措施：事后评估

为应对大流行病和随之而来的封锁造成的经济损失，全球各国政府在 2020 年期间采取了一系列财

政刺激措施和一揽子支援计划。一揽子计划的主要内容包括向特定经济部门输送大量资源，提供

临时工资支持或替代计划，增加失业补助数额并延长期限，直接向家庭转移现金，以及增加卫生

支出 (TDR 2020)。

虽然各国的一揽子财政措施迥异，特别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但在许多情况下，措施

的规模和范围都前所未有。在引入一揽子财政措施时，估计比较粗略，依据仅是政府宣布的数额。

现在有了 2020 年数据，可得出更详细的估计，并可与最近的历史基准进行比较。

表 B1.1 概述了选定经济体的主要调查结果。18

该表对比了事先宣布的财政对策和有效应用

的财政刺激措施估计。这些数据分为两类：

(a) 政府在商品、服务和投资方面的额外

支出 (G)。这些是对总需求流的直接

注入；以及

(b) 从政府向私营部门的转移 ( 包括补贴

和失业补助 )(T)，扣除税收和社会保

障缴款 ( 考虑到退税和递延 )。这些是

对私营部门收入流的增补。

对 G 和 T 的估计基于在没有大流行病的情

况下可能实现的支出和转移水平。政府在

商品、服务和投资方面支出 (G) 的相关基准

为按实际价值计算的趋势水平。对于净转移

(T)，基准为将过去几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平均比例适用于 2020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 考
虑到这种流动的大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经济活动和所产生的收入水平 )。

主要结论

一 . 宣布和实际采取的刺激措施间存在重

大差距

从表 B1.1 可以看出，2020 年 COVID-19 财

政刺激措施宣布的规模和实际规模间存在巨

大差异。一些发达国家，即澳大利亚、加拿

大、德国、日本和联合王国，尤其如此。在

这些国家，COVID-19 一揽子财政刺激计划

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的实际规模比宣布的

规模低 6 至 9 个百分点。

表B1.1 2020年COVID-19财政刺激的估计规模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政府支出
(G)

政府转移
(T) G + T

宣布的
措施

阿根廷 -0.5 4.1 3.3 3.8

澳大利亚 0.1 10.0 10.2 16.1

加拿大 -0.4 8.8 8.3 14.7

法国 -0.5 4.6 3.3 7.6

德国 0.5 3.0 3.3 11.0

印度 -0.9 3.4 2.4 3.3

意大利 0.5 4.9 5.4 6.8

日本 0.3 7.5 8.0 15.5

墨西哥 0.2 1.8 2.0 0.7

大韩民国 -0.5 2.0 1.8 3.4

南非 -0.4 4.2 4.2 5.3

西班牙 0.2 4.7 4.9 4.1

土耳其 -0.5 1.7 1.4 1.0

联合王国 2.1 5.6 7.1 16.3

美国 -0.4 9.2 9.1 10.6

注：

G 指一般政府固定资本支出总额及商品和服务消费支出(不
包括支付及转移)，估计为高于近期(2017-2019年)趋势的

部分。

 T 指政府向私营部门的净转移。包括转移，其中包含补贴

和对其他部门的所有支付(包括失业补助和直接收入转

移)，减去政府税收(包括个人现期税和对政府社会保障

的缴款)；估计为与过去平均数(2017至2019年)的差异占

国内生产总值(采用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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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差异，有多种可能的解释。虽然最初宣布的规模旨在显示应对 COVID-19 冲击的政策反

应力度，但一揽子计划可能纳入了已编入预算的支出，如果没有大流行病，这些支出本来也会发生。

此外，在许多情况下，其他领域的支出被削减，以补偿与 COVID-19 相关支出的增加。同样，一

揽子计划包括递延纳税和加速支出措施，这些支出本将在同一周期晚些时候发生，但从第四季度

提前到了第二季度。最后，宣布的一揽子计划往往纳入了可能在 2021 年或以后发生的支出。

二 . 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间存在重大差异

结果突出表明，大多数发达国家政府刺激措施的规模远大于发展中国家。19 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

者特别容易受到国际投资者、信用评级机构和贷款机构强加给他们的削减债务比率政策的影响 ( 即
使这些国家的债务比率低于发达经济体 )。此外，由于发展中国家易受外部经济冲击的影响，在增

加公共债务时需更加谨慎，因为如果私人部门反复发生破产，政府就不得不进行救助。最后，发

展中国家更大的财政方案往往会造成经常账户更大的赤字，在不造成货币脆弱性的前提下，仅靠

注入国内流动性无法填补这些赤字。

三 . 一揽子财政措施构成中的偏倚

表 B1.1 的另一个关键结果是，政府实际额外支出 (G) 系统地低于向私营部门的净转移 (T)，此外，

直接支出要么仅略高于历史常态，要么甚至更小。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这一点很重要，原因有二。

第一，直接支出对总需求的影响大于减税或增加转移的影响 (TDR 2013; TDR 2019)。由于乘数更大，

注入经济的资金对经济冲击的缓冲作用更大。第二，虽然并非所有商品和服务在封锁期间的需求都

能获得提振，但对许多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可以而且应该得到提振。例如，医疗服务、培训、设备生产；

维持或提高劳动技能的在线教育方案；基础设施项目的规划活动，等等。

因此，大部分财政刺激以净转移 (T) 的形式实施，即税收减免、收入转移、额外或延长的失业补助

和补贴。不可否认，在大流行病期间，保护家庭收入，特别是失业家庭收入的方案是必要的。无

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处于低收入十分位数的工薪阶层靠每月薪资过活且月底即用

尽收入，因此保护他们的收入尤其重要。此外，在发展中国家，有很大一部分工人从事非正规部

门的工作和依赖人际接触的活动，此类转移是唯一有效的生计援助工具。发展中经济体的大多数

家庭无法通过现有的福利或失业补助方案获得其他形式的财政支助。相比之下，在发达经济体，

广泛进行转移支付而非直接支出更难以证明其合理性，更甚的是部分与教育和保健有关的公共支

出以及基础设施的提供无人过问，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不增反降。

2020 年，一些国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家庭储蓄积累，部分来自于实施的额外净转移，这一点不容

忽视。举个最明显的例子，2020 年美国 20 家庭的储蓄从 1.2 万亿美元增加到 2.9 万亿美元，21 占国

内生产总值的近 8%，而经济收缩了 3.5%。在这种情况下，与大多数其他情形一样，储蓄的积累集

中在高收入的 10% 家庭 (Rennison，2021)，而低收入家庭继续受到经济限制，就业前景更加不稳

定 (Dua et al., 2021)。与这种差异不无关系的是，2020年积累的家庭储蓄中有过大一部分流向了股市，

助长了金融投机，推高了股票价格，而没有支撑经济中的实际支出和需求。这样，过度依赖转移

支付不仅无效，而且还会破坏稳定，加剧财富不平等 (Stiglitz and Rashid, 2020)。

最后，虽然财政支持和刺激措施的主要目的是抵御经济活动下滑，以保持企业经营和维持就业，

并向有需要的家庭提供援助，但这些措施也是一个机会，可借以规划并进行有形社会基础设施投资，

包括教育，这将促进生产力，推动更可持续和有韧性的生产模式 (Jotzo et al., 2020)。当经济体面临

改革生产结构和消费模式，以大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紧迫挑战时，这一点尤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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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 2020 年财政措施的当务之急是支持家庭和企业，但基本上错过了利用财政注入，通过积极投

资促进总需求的机会，而这些投资对生产力、增长和气候目标有长期的积极影响，2020 年政府支

出广泛低迷即表明这一点。此外，一揽子财政计划往往会加剧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

差距，并造成持久后果。

图1.12 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2020年额外基本支出与继承的债务比率的关系5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根据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计算的结果，2021年4月。

注：额外基本支出是指2020年一般政府基本支出与2016-2019年期间的平均数之间的差额。发展中经济体是指：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巴

巴多斯、玻利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博茨瓦纳、巴西、佛得角、喀麦隆、智利、哥伦比亚、吉布提、多米尼加共和国、埃及、赤

道几内亚、斯威士兰、埃塞俄比亚、斐济、加纳、圭亚那、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约旦、哈萨克斯坦、肯尼亚、黎巴嫩、莱索

托、利比里亚、马里、毛里塔尼亚、墨西哥、摩洛哥、纳米比亚、尼日尔、尼日利亚、北马其顿、阿曼、巴基斯坦、巴拿马、巴拉圭、秘

鲁、沙特阿拉伯、塞尔维亚、南非、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中国台湾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土耳其、乌拉圭、也门、赞比亚。这一组

经济体不包括属于欧盟的前转型经济体、所罗门群岛和塞舌尔以及所有没有数据的国家。发达经济体是指：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

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德国、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日本、韩国、卢森堡、荷兰、新西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瑞士、联

合王国和美国。这一组经济体不包括前转型经济体和所有没有数据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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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更多措施，以保证所有国家都能根据自身

国情采用哪怕最低限度的财政措施，这也有助

于促进全球复苏和金融稳定。

许多发展中国家长期持这一观点，该观点最近

也得到了一些七国集团成员的支持。美国财政

部长珍妮特·耶伦最终批准了创建 6 500 亿美

元新特别提款权的提议，这是朝正确方向迈出

的重要一步，即便仍然不够 ( 见 C 节 )。同样，

欧盟也发出了支持信号，欧盟成员国没有最后

贷款人，根据欧洲央行前行长、现任意大利总

理马里奥·德拉吉的说法，“我们必须思考如

何让所有 [ 经济和货币同盟 ] 成员国在出现衰

退时发行安全债务以稳定经济”(Draghi, 2021, 
our translation)。由于意大利在 2021 年担任

二十国集团主席国，这一论点有希望也能延伸

到欧盟之外。

随着这些步伐一点点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辩

论将继续下去。但世界尚未吸取核心教训。要

想让国家重新成为公共政策的核心机构，就必

须严格约束全球金融在过去几十年中享有的自

主和不受惩罚现象。

4. 把握反周期措施的时机还是以发展为目

标？

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在创造多年信贷充足之

后，还需要拯救私营部门，这再次暴露了货币

政策作为抵御衰退工具的局限性 (Godle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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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3 1995-2016年一些国家组的公共和私人投资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基金组织，《财政监测》，2020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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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zurieta, 2009)。这一经验有助于恢复积极财政

政策作为临时减震器的正当性，但应迅速撤出，

让市场力量催生最终的复苏 (Bernanke, 2008)。
到 2010 年，二十国集团和基金组织开始发出

需要撤出财政手段的信号。发出这些声音的人

中很多后来都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公共支持

过早结束，使经济陷入脆弱状态，并受到债

务通缩的威胁 (IMF, 2012; Fatàs and Summers, 
2015)。

考虑到这一经验，自大流行病开始以来，似乎

已形成共识，即赞成在刚复苏之后继续保持财

政和货币支持 (TDR 2020; IMF, 2020b)。然而，

问题是财政政策是否仍然只是宏观经济紧急情

况下的反周期工具，或者是否应使之发挥更多

的结构性作用，以促进发展和持续创造就业机

会 (Costantini, 2020)，特别是在发展中经济体，

将结构性变化交给市场力量总是以失望告终

( 见图 1.13)。

如果财政政策在周期中尽早撤出刺激措施，即

使再予以延长，以防止技能过时或债务通缩对

长期增长可能造成的损害，也无法发挥财政政

策必要的结构性作用。根据目前的做法，尽管

给予财政政策相对较长的发挥作用时间，但政

府仍不能积极预防经济下滑，或预先缩小下滑

规模，而即便有需求管理政策，经济下滑还是

时有发生。因此，财政政策的功能只是反周期，

主要在周期下行期间启用。

更雄心勃勃的是，有保障的最低收入计划和累

进税等措施可以为可支配收入的下降提供一个

下限。正如 Gunnar Myrdal 在 1930 年代所倡

导，以及最近 Haughwout (2019) 和 Orszag 等人

(2021) 所建议，预先批准并按计划在经济衰退

初露端倪时即开始进行公共投资也可发挥类似

作用。5 但这种主动措施很少实现，在 2020 年

也没有实现，当时的财政对策过分依赖转移支

付 ( 见插文 1.1)。

普遍的基础性假设是，经济的增长和发展路径

完全由生产要素和技术决定，具有周期性，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自我修正。在此观点中，

“精心设计的自动稳定器是及时、有针对性和

临时提供财政刺激的最佳方式”(Boushey and 
Shambaugh 2019: 5)。由于在正常情况下不应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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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1.2 实现公共债务可持续性的坎坷之路：发展的观点

在封闭经济的核算框架中，抛开国际和宏观经济限制以及政策和制度反馈，可以确定基本预算余

额、利率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之间的具体关系，在已知初始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比率的情况下，

可以保证这三者关系总体长期稳定 (Domar, 1944; Blanchard et al., 1990; Pasinetti, 1998)。特别是，

如果适用于债务存量的利率高于收入增长率 ( 收入增长率决定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 )，基本预算必

须有盈余，以避免债务比率不受控地攀升。

如《2020 年贸易和发展报告》( 第四章 ) 所述，现实世界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因为有各种外生因素

( 每个经济体的国内和外部因素 ) 改变“r 减 g”的计量，如预期改变，或突现外部冲击，影响汇率

和利率 (Barbosa-Filho and Izurieta, 2020)。但是，结构性约束和政策选择影响财政预算、经济增长率、

价格和利率的方式也不一而足。事实上，如果政策分析框架意在通过基本预算盈余来考察公共债

务可持续性，并假设经济必然有机增长，仅围绕技术驱动的产出潜力和调优的价格和利率预期进

行小幅振荡，那么这些分析框架都具有误导性。

如果未来要避免老路，就需要依靠一套不同的国际商定的金融条件，重视流动性供应以及债务管

理和重组，最重要的是对发展中经济体运作的假设要更现实，如下文所述。

要放弃宏观经济分析的主流方法，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在当前情况下正确解读财政赤字 (Godley and 
Izurieta, 2004)。例如，当前赤字可能表明政府支出太少，而非太多：隐藏在赤字之下的可能是紧缩

政策限制了增长，预算削减未按预期减少净支出，同时又侵蚀了财政收入。这不仅会恶化眼下情况，

而且会威胁债务可持续性。与之相反，赤字可能表明政府支持增长战略，投资于社会和有形基础设

施、增长能力和扩大生产潜力。如果此类政策取得成功并持续足够长的时间，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

的比率不仅可能实现稳定，而且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下降。由于收入增长率超过实际利率，适度的

基本赤字 ( 而非盈余 ) 可能是发展中经济体取得成功的一个结构性特征。从这一长期角度来看，可

以根据一国的发展阶段，允许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提高，直到实现可持续增长和福祉的目标。

相反，特别是在有资源未利用或利用不足的经济体中，政府削减预算以减少公共债务，会影响私

人收入总额，导致失业率趋于上升，特别是那些更依赖公共服务的收入群体的失业率。此类政策

还限制了私人财富持有者获得无风险公共债务作为资产的能力，从而增加了整体投资组合的风险

(Lysandrou and Nesvetailova, 2020)。所有这些都影响到经济和社会抵御经济冲击的韧性。同样，如

果由于私有化等原因，公共部门规模缩小，经济中更大一部分将取决于私人预期。因此，收入波

动可能会更大，并越来越受不受控制和变化无常的私人信贷波动的驱动。

总之，任何类型的公共债务偿付能力指标和目标，仅在有框架可以确定变量间宏观经济关系以及

分析的适当范围的条件下，才有意义 (Costantini，即将出版 )。问题是，融资机会的获取是确定发

展进程的时机和方向的前提，也是在出现外部冲击或国际宏观经济条件发生重大变化时重新调整

债务可持续性状况的前提。

事实上，即使抛开宏观经济动态不谈，一些因素也会阻碍公共债务的可持续性，在发展中经济体

中尤为如此，因为发展中经济体公共部门的资产和负债有很大一部分以外币计价 (Barbosa-Filho, 
2021)。对本国货币的投机性攻击，导致汇率贬值、通货膨胀螺旋上升和利率调整，可能源于收缩

性财政政策造成的政治不稳定，引发增长崩溃、财政赤字上升和债务危机暴发的恶性循环。也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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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其他结果，这些结果暴露出一个共同问题，即瞄准基本盈余并不能保证控制债务比率，这可

能是因为谨慎的财政政策会被解读为未来会出问题的先兆，引人担忧，从而导致预期变化对贴现率

产生不利影响 (Guzman and Lombardi, 2017)，也可能是因为政策无法控制的冲击改变了汇率或外国

利率。可以扩大核算框架，把政府也持有固定收入金融资产这一现实情况考虑进来，当政府以更

快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积累固定资产时，或者当资产利率高于负债利率时，可以缓和所需财政

调整的力度。对于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而言，金融资产积累有限，固定资产或贷款的付息往往很低，

债务动态可能会恶化 (Akyüz，2021)。汇率使问题更加复杂，往往会雪上加霜，因为外汇储备的收

益通常低于债务支付，在出现外部冲击或外国投资者预期变化后，外国利率溢价上升的速度超过

本币贬值的速度时就更是如此 (Barbosa-Filho, 2021)。

更一般而言，与扩张性财政政策相关的流动性风险越高，国际收支约束越紧。这意味着不同的发展

阶段有不同的典型流动性风险配置 (Akyüz, 2007)。一方面，最不发达国家和低收入发展中国家难

以获得信贷，出口往往是外汇的唯一来源。另一方面，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发展中国家有时会成为

投机性资本流入的目的地，可能使国内金融和信贷市场不堪重负，诱发资产错配，推升通胀和进口。

从这个角度来看，是市场约束或者说是流动性风险，阻止了各国通过支出走上债务可持续性的结构

性可持续道路。如果减轻流动性风险可以部分成为国家政策的直接目标，并通过价格和资本管制等

实现这一点，那么这一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只有通过国际协调才能处理和解决，这就创造了各国减少

对全球金融的外部依赖所需的政策空间。围绕有利于发展的全球金融结构改革进行必要的政策协

调并非易事，而且从许多方面来看，都可能无法完成。但进行区域合作或南南合作，作为中间步骤，

可帮助接近这一目标 (Kregel, 2016; TDR 2019)。

在财政支助，这些方案应“包含触发器，以向

市场确保过度支出和过早紧缩都不会损害未来

经济”(Altman et al., 2019: 3)。

然而，有大量记录证明，这种反周期扩张不能

使经济充分发展或发展足够长的时间，以维持

收入稳定增长、总需求和技术进步带来的潜在

产出增加 (McCombie, 2002; Ocampo et al., 2009; 
Storm and Naastepad, 2012)。例如，就美国而言，

Storm (2017)、Taylor (2020) 和 更 早 的 Minsky 
(1969) 研究表明，由于未能促进创收和有效总

需求，导致生产率增长放缓，工作从高工资部

门系统性地转移到低工资部门。Celi 等人 (2018)
研究表明，南欧的紧缩政策和放弃产业的政策

如何导致生产率增长缓慢、对进口的依赖增加，

以及在许多情况下导致私人债务高企。

发展中国家更需要持续的财政支持。Wade 
(1992) 通过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阐述了这一

点，在这些经济体，由于基础设施和技术转让

促成了工业部门的扩张，它们促进出口和增加

国内吸收两手同时抓。6 另一方面，Palma (2011)
研究表明，拉丁美洲放弃积极的进口替代政

策造成了过早的去工业化和生产率放缓 ( 另见

Khan and Blankenburg, 2009; Tregenna, 2016)。

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做法似乎不仅不适于应对减

少不平等和减轻气候变化影响的巨大挑战，甚

至不利于其实现财政可持续性的既定目标 ( 见
插文 1.2)。几十年来对平衡预算 ( 往往失败 ) 的
追求加剧了收入和就业的周期性波动，同时缩

减了衰退期的财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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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4 2017-2021年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私人资本流动净额

(十亿美元)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根据国家数据计算的结果。

注：负值表示流出。按国家组分列的经济体样本如下：

转型经济体：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非洲：博茨瓦纳、佛得角共和国、埃及、加纳、毛里求斯、摩洛哥、莫

桑比克、纳米比亚、尼日利亚、南非、苏丹和乌干达。拉丁美洲：阿根廷、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萨尔

瓦多、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拉圭、乌拉圭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亚洲(不包括中国)：(中国)香港、印度、印度尼西亚、约旦、黎巴

嫩、马来西亚、蒙古、巴基斯坦、菲律宾、沙特阿拉伯、新加坡、斯里兰卡、泰国和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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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全球金融与发展中国家的脆弱性

正如前几次报告 ( 见第二章 ) 所强调的，发展

中国家已融入全球金融市场：自 1990年代以来，

高收入新兴市场经济体，以及最近中低收入的

所谓前沿经济体已经融入。7 这一变化使得这些

经济体更容易受到私人资本流动的波动性和顺

周期性影响。私人资本流动主要受外部因素 ( 如
美国的货币和财政决策或大宗商品价格变动 )
而非当地因素的影响，对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

失衡、债务可持续性以及货币和财政空间的管

理构成了实质性挑战 ( 另见 B.3 节 )。

当前的 COVID-19 大流行极大暴露了这些脆弱

性。如图 1.14 所示，2020 年第一季度证券投

资外流创新纪录，达到 1 270 亿美元，导致在

大流行病初期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净资本流动缩

减。此后，证券投资流动大幅减少，但仍不稳

定，2020 年第二季度流出 210 亿美元，随后下

半年流入 516 亿美元，2021 年第一季度又出现

了一轮流出 (345 亿美元 )。从 2020 年第二季度

起，“其他投资”大量外流，2020 年第二季度

至 2021 年第一季度的总流出额近 3 700 亿美元，

造成这一时期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净流入为负。8

相比之下，向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动

总体保持稳定，尽管在 2020 年第一季度有所

减少。

在这一总体情况之下，大流行病发生后发展中

国家的净资本流动动态更为复杂，其中包括不

均衡的区域影响 ( 另见图 1.14 右侧，按区域分

列 )。

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证券投资净额主要由非居民

的债务和股权投资驱动 (TDR 2020: 6; UNCTAD 
2021: 3; IMF, 2021)。在 2020 年第一季度，证

券投资流动受到前所未有的负面冲击，打击了

所有发展中区域，在此之后，证券投资早于预

期出现回流，原因可能是大量增配特别提款权

的前景，以及人们日益一致认为有必要将未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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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特别提款权从发达国家回收到发展中国家

( 见插文 1.3)，而与之相反，投资者对美国长

期利率上升的预期推动了 2021 年初的资金外

流 (Wheatley，2021)。自 2020 年下半年以来，

证券投资流动剧烈波动且数额减少，反映金融

市场面对病毒未来走向的不确定性，以及发达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平衡的经济复苏模式，但

2007-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金融脆弱性的

加深扩大了证券投资流动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如前所述 (TDR 2020, 插文 1.1)，该新一轮金融

一体化有若干趋势。首先，新兴市场经济体的

外部资产负债表扩大势头增强，9 发达经济体的

资产管理公司除了瞄准以外币计价的公司债券

市场外，还增加了对国内主权债券市场的参与。

虽然更多地依赖以本国货币计价的公共债务缓

解了发展中国家政府资产负债表中的货币错配，

但也造成了期限错配，这是由于大多数发展中

国家发行长期政府证券的成本奇高。这还将货

币风险转移到全球贷款人，从而增加了对投机

性非居民投资者行为的风险敞口 (Berensmann 
et al., 2015)。

第二，对前沿经济体以外币计价的主权债务的

非居民证券投资大幅增加，反映出投资者追

逐收益和国际公共资源调动减少。第三，与

此相关的是，资产管理作为全球金融中一个

行业崛起，导致高度同步的顺周期证券投资

策略 (Haldane, 2014; Miyajima and Shim, 2014; 
Raddatz et al., 2017)。10

第四，在危机期间，“三大”私人信用评级机

构的主权评级和展望进一步加深了国际金融市

场进入限制，造成越来越多的问题，而陷入困

境的发展中国家最需要的就是进入国际金融市

场，以争取更大的金融 ( 和财政 ) 喘息空间。

除了推高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再融资成本外，信

用评级机构还阻碍了国际应急举措的有效实施，

如二十国集团的暂缓偿债倡议 ( 缓债倡议 )。虽

然参与缓债倡议不被视为违约事件，但根据该

倡议的条款向私人债权人寻求平等待遇，一直

在阻止参与国采取行动 (Li, 2021; Griffith-Jones 
et al., 即将出版 )。

由于这些脆弱性，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证券投资

即使有波动也往往是净负值，导致货币贬值、

债务可持续性削弱和财政空间减少的恶性循环。

2020 年期间，新兴市场货币对美元贬值 20%
以上，一些前沿经济体货币贬值 20% 至 50%，11

引发主权信贷利差上升，推高了其以外币计价

的债务价值，因此也影响私人借款人的资产负

债表和再融资风险 (Hofmann et al., 2020)。

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证券投资流

动增长和停滞反反复复的现象尤为普遍。2020
年，在非洲，证券投资外流是该区域私人资本

流入总额减少的主要因素。尽管 2019 年非洲实

现了略高于 390 亿美元的证券投资流入，但这

一趋势在 2020 年消失殆尽。从 2020 年第二季

度开始，大多数非洲国家政府和公司在国际金

融市场发行新债时面临困难。与其他区域相比，

高昂的借贷成本加上不断恶化的信用评级，阻

碍了非洲国家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筹集资金的能

力。2020 年非洲主权债券发行量相当于 2019
年的三分之一，2020 年第二季度后几乎没有发

行，这并非巧合 (Munevar, 2021)。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同样受到证券投资流动

剧烈波动的影响，2020 年上半年流出 300 亿

美元，随后下半年部分好转，为 190 亿美元，

2021 年第一季度再次流出，尽管水平较低 (-26
亿美元 )。与此同时，虽然流入非洲区域的外

国直接投资保持相当稳定，但拉丁美洲和加勒

比区域的外国直接投资在 2020 年下半年出现短

暂骤降，2021 年第一季度才部分恢复到与危机

前趋势相比较为正常的水平。

结合图 1.12 的两部分来看，很明显，2020 年和

2021 年第一季度流向发展中区域的私人资本净

额主要流向少数新兴市场经济体，特别是中国，

以及其他亚洲新兴经济体，其次是拉丁美洲的

大型新兴市场经济体。对这些国家而言，其居

民的净外部资产变化很大，因为过去十年这些

国家外部资产负债表的扩大不仅涉及国际储备

的积累，而且涉及其他外国资产的积累 (Akyüz, 
2021)。尽管中国在 2020 年年中至 2021 年第一

季度期间是净证券投资和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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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1.3 有用途的钱：继续扩大特别提款权的作用

基金组织理事会于 2021 年 8 月批准了创纪录的 6 500 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新配额 ( 或按当前特别

提款权 / 美元汇率计算，约 4 570 亿特别提款权 22)，使特别提款权的总存量 ( 目前为 2 040 亿特别

提款权 ) 增加了一倍多，相当于全球金融危机后 2009 年特别提款权普遍分配额的 2.5 倍多。

特别提款权最初由基金组织于 1969 年创建，是一种国际储备资产，用于补充成员国的外汇储备。

特别提款权是对基金组织成员国可自由使用的货币 23 的潜在求偿权，用于成员国中央银行之间以

及成员国与基金组织之间的交易，但不直接用于私人市场业务 ( 另见 TDR 2020，插文 4.5)。

表B1.2 2021年特别提款权分配给发展中国家组的拟议数额

(占总分配额的百分比，以10亿现值美元计，以及占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国际储备和短期债务的百分比)

国家组 国家数

份额
(占特别提款权
总额的百分比)

2021年分配额
(10亿美元)

特别提款权/
国内生产总值

特别提款权/
储备

特别提款权/
短期债务

转型期经济体 18 4,2              27,52 1,1% 3,8% 23,8%

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低收入国家) 29 1,4                9,21 1,9% 18,4% 70,3%

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中等收入国家) 58 9,6              62,12 0,8% 4,8% 19,4%

高收入发展中国家(高收入国家) 45 22,2            144,01 0,6% 2,5% 6,3%

所有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共计 150 37,4            242,86 0,7% 3,1% 8,9%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根据世界银行、基金组织和国家资料来源计算的结果。

注：根据世界银行的国际债务统计，短期债务包括最初期限为一年或一年以下的所有债务和长期债务的拖欠利息。

特别提款权独一无二：特别提款权分配给基金组织成员国，无需资格标准，不会产生新的债务，24

同时增加一国的国际储备，并为一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提供无条件的流动性支持。对于发展中国家

来说，仅仅持有特别提款权作为一种储备资产，就可能改善全球投资者和信用评级机构对它们的

看法 ( 另见 TDR 2020 和 Hawkins and Prates, 2021)。

不过，2021 年特别提款权分配是基于基金组织的历史配额制度，正如长期以来所指出，该制度有

利于发达国家。25 在基金组织 190 个成员国中，40 个发达国家将获得约 63% 的分配额 ( 约 4 070
亿美元 )，150 个发展中国家加在一起，将获得略高于 37%(2 430 亿美元 ) 的分配额，平均占其

2019 年国内生产总值总和的 0.7%( 见表 B1.2)。虽然拟议分配给低收入国家的特别提款权远少于其

他国家组，为 92 亿美元，但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相对份额为 1.9%，占储备资产的 18.4%，占短期

债务的 70.3%，由此可见，此次特别提款权分配对低收入国家有多重要。相比之下，新的特别提款

权分配对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影响要小得多，其中许多国家，包括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面临着特

别高的债务水平和环境脆弱性。

令人不满的不仅是历史上扭曲的特别提款权配额分配制度，还有发达国家对分配的特别提款权的低

利用率。如表 B1.3 所示，71%(108 个 ) 的基金组织成员使用了特别提款权。但是，82% 的小岛屿发

展中国家使用了 44% 的特别提款权分配额，69% 的低收入国家使用了 86% 的分配额，而使用分配

额的 65% 的发达国家只使用了 13% 的分配额。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除了新的分配外，是否 ( 以
及如何 )将未使用的特别提款权从发达成员国自愿重新安排到发展中成员国 (或称特别提款权回收 )。

特别提款权回收：新瓶装旧酒？

从七国集团 (G7) 向发展中国家回收特别提款权的广泛估计 ( 不包括计划中的 2021 年新的特别提款

权分配 ) 表明，这一数字在 1 000 亿美元左右 (Reuters, 2021)。与新的特别提款权分配给发展中国

家的 2 665 亿美元相比，并且如果扩大到七国集团以外，特别提款权的回收数额非常可观。在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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酝酿的关于特别提款权回收的建议中，最突出的之一是以基金组织的减贫和增长信托基金为渠道

进行特别提款权再分配，另一个是为包括中等收入国家在内的脆弱经济体建立一个单独的基金组

织复原力和可持续性基金，以支持这些国家从 COVID-19 中复苏和宣传气候变化 (Shahal and Jones, 
2021)。这样做的用意是 ( 基金组织 ) 回收的特别提款权将用于增加基金组织优惠贷款机制的资金。

然而，这不仅损害了特别提款权不产生债务的特点，而且通过基金组织贷款机制回收特别提款权

有可能使特别提款权丧失作为政策无条件流动性支持的作用，而这种支持 ( 间接 ) 有助于释放发展

中国家急需的财政空间。

表B1.3 截至2021年5月31日按国家组分列的现有特别提款权分配额的使用情况

国家组
(括号内为国家总数)

曾使用过去特别提款权分配额
的国家所占份额

特别提款权使用情况
(分配份额)

转型期经济体(18) 67% 38%

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低收入国家(29) 69% 86%

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中等收入国家(44) 73% 63%

高收入发展中国家—高收入国家(31) 68% 35%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28) 82% 44%

所有发展中经济体共计(150) 72% 47%

发达国家(40) 65% 13%

共计(190) 71% 28%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根据世界银行、基金组织和国家来源数据计算得出。

注：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不包括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其他建议包括在基金组织之外设立专用基金，如 COVID-19 应对投资基金、全球疫苗基金或全球

社会保护基金，但这些建议没有明确解答如何设计国家资格标准，为专用目的设定潜在的竞争性

优先权以及此类基金在贷款活动方面更详细的运作方式 ( 例如 Ghosh, 2021)。另一种办法是允许所

分配的特别提款权利用率低的发达国家行使决策权，单方面向发展中国家伙伴借出或捐赠未使用

的分配额 ( 例如 Plant, 2020)。

更大胆的选项：利用特别提款权进行多边合作以实现全球目标

面对全球紧急情况造成的压力，要作出快速反应少不了在特定结构内开展工作，以实现最佳短期

成果。即便如此，仍迫切需要改进，不能将特别提款权仅用作“救火”的危机应对工具。26 最明显

的选项是进一步、更深入地审查基金组织的配额制度，解决目前偏袒发达国家的问题。鉴于花了

很多年才达成险未成形的第 14 次份额总检查 (2016 年实施 )，由于缺乏政治共识，审查配额制度也

是最不现实的选项。另一个仍有挑战性但也许更容易实现的选项是创建新的指定用途类型的特别

提款权，如环境特别提款权或 2030 年议程特别提款权，以建立基于特别提款权的全球基金，用于

需要高度集体和多边支持的用途。根据这项建议，参加国将制定国家投资计划，以实现具体的 ( 环
境和 (或 )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 )目标，并具体说明预算要求。对于不能为这些计划自筹资金的国家，

可在基金组织设立一个零息贷款机制，其最大供资能力将使用特别用途提款权来衡量，特别用途

提款权将这些提款权要求直接与计划的专项投资挂钩 (TDR 2019: 92-93)。这一选项有几个优点：

一 . 这将使扩大 ( 和更经常使用 ) 新型特别提款权与基金组织的份额制度脱钩。

二 . 它将为环境和发展目标的可预测、稳定和可负担的融资提供一个灵活的、原则上不受限的

机制，不必机械地依赖适得其反的政策条件或临时资格标准。

三 . 它还可以将回收的“标准”特别提款权以协调的方式用于互补的全球环境和发展目标。

虽然这一想法同其他建议一样，27 可能需要修改《基金组织协定条款》，但要真想实现相互关联的

环境和发展目标，就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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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国 ( 非居民证券投资流入和外国直接投资

远多于中国对外证券投资和直接投资 )，但如

上所述，中国海外企业和商业银行存款、海外

银行贷款、( 其次是 ) 贸易信贷和预付款等其他

投资大幅流出，这是该期间对发展中国家整体

资本净流出的重要原因 (SAFE, 2021; Westbrook 
and Zhou, 2021)。虽然其他亚洲经济体在整个

2020 年和 2021 年都是所有区域中证券投资流

出最多的国家 ( 在某些情况下包括大量非居民

投资者逃离国内主权债券市场 )，但该区域总体

而言从其他投资的流入以及强劲的外国直接投

资中受益最大，特别是印度 (UNCTAD, 2021a; 
World Bank, 2021)。

1. 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可持续性：尚无缓解迹象

尽管 2020 年避免了螺旋式上升的主权债务危

机，但发展中国家的外债可持续性进一步恶化，

除眼下的国际流动性限制外，外部偿付能力的

压力也越来越大。对发展中国家金融复原力日

益乐观还为时过早。

2020 年发展中国家外债存量达 11.3 万亿美元，

比 2019 年高出 4.6%，是 2009 年 (4.5 万亿美

元 ) 的 2.5 倍。12 与 2009 年至 2020 年的平均年

增长率 (7.7%) 相比，2020 年发展中国家外债存

量增速放缓，反映出进入国际金融市场的机会

更加有限、对优惠融资来源的依赖程度增加，

以及通过二十国集团暂缓偿债倡议让低收入经

济体暂停支付部分债务的短时影响。2020 年第

二季度左右，商品价格上涨有助于缓解商品出

口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收支限制，但也加剧了商

品进口发展中国家的通胀压力和粮食不安全，

而汇款的恢复一直非常缓慢 (Malik，2021)，旅

游收入仍然低迷 ( 见 D 节 )。但这些反弹以及

全球投资者逐步返回一些发展中国家 ( 见上文 )
仍不足以弥补上半年急剧崩溃对发展中国家外

债偿还能力的影响。

与此同时，尚未实现实质性债务减免。唯一持

久的多边减免是基金组织取消 29 国对其偿债义

务，在 2020 年 4 月至 2021 年 10 月期间，金额

达 7.27 亿美元。2020 年，参与二十国集团缓

债倡议的双边债权人向 73 个符合条件受援国中

的 46 个提供了约 57 亿美元的暂缓偿债待遇，

预计 2021 年上半年还将提供 73 亿美元。13 这

不仅最多是杯水车薪，而且还将加重参与国在

2021年 12月缓债倡议结束后的债务偿还负担，

因为这些国家从 2022 年起将不得不在还款计划

中加入暂缓偿还的款项。基金组织、世界银行

和其他多边开发银行 ( 提供的融资额相对较小 )
提供紧急优惠融资，14 虽然需要，但也是新债，

需要偿还。

因此，发展中世界的许多主权债务危机只是被

推迟而已，并没有得到解决。如图 1.15 所示，

自 2018 年以来，发展中国家外债存量的增长

速度再次超过其出口收入，这一趋势在 2020
年明显加速，表明对外偿付能力约束收紧。因

此，发展中国家外债总额与出口的比率从 2019
年的 110% 大幅升至 2020 年的 129%，原因是

以下国家组从较高水平大幅上升：低收入发展

中国家 ( 从 2019 年的 179% 上升至 2020 年的

220%)，最不发达国家 ( 从 2019 年的 158% 升

至 2020 年的 202%)，特别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在一年内从 158% 升至不低于 293%。这一趋势

在非洲国家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最为明显

( 图 1.16，右侧 )。

因此，所有发展中国家外债总额的还本付息

额占出口的百分比从 2019 年的 14.7% 上升到

2020 年的 15.8%，而 2009 年至 2020 年期间的

年平均水平为 11.3%。这个数字在中等收入国

家达到了 17.5%，在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达到了

前所未有的 34.1%，这两个国家组在国际金融

市场上都面临着公共外债再融资的实质性风险，

而且私人外债在总外债中的份额不断增加。在

这种情况下，值得回顾的是，1953 年关于德国

外债的《伦敦协定》认为，西德在任何一年用

于偿还债务的出口收入应限制在总额的 5%，

以避免阻碍其战后恢复 (TDR 2015: 134)。

由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债券市场上面临着

即将到来的主权债务偿还墙 ( 图 1.16)，未来几

年外债可持续性将持续承受高压。综合来看，

发展中国家 ( 不包括中国 ) 在 2030 年前将需偿

还总值 9 360 亿美元的已发行主权债券，其中

包括偿还本金 5 710 亿美元和按债券面值 (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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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5 2009-2020年发展中国家外债总额与出口收入之比

(百分比)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根据世界银行国际债务统计数据计算的结果。

注： 2020年=估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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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义价值 ) 支付的票息或年利息 3 650 亿美元，

而 2030 年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一年。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尤其令人关切，其中许多

是低收入国家。在编写本报告时，第三波大流

行病肆虐非洲大陆，这里疫苗接种水平非常

低，因此无法保证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能够履

行 2023 年到期的债券义务，也无法保证它们在

2025年之前有时间恢复，2025年是一个分水岭，

届时这些国家需要偿还 130 亿美元 ( 未偿还本

金和票息支付 )。

在大多数中等收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紧

接大流行病的主权债券债务墙带来了可感压力，

2024 年和 2025 年将有超过 250 亿美元的债务

到期。这两个区域还面临着高额的票息支付负

担 ( 或票息支付占观察期内任何一年到期的外

币计价主权债券偿还总额的份额 )，远高于其

他发展中国家 ( 不包括中国 )，特别是在当前十

年的前五年。这一挑战反映出，拉丁美洲和加

勒比区域国家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为其主权债券

支付的票面利率或年利率高于整个发展中国家

的平均水平 (Munevar，2021)。因此，数据集

中反映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历史上高票息

的后果，直到 2023 年，票息支付负担将远超

60%，只是在随后几年逐渐下降，在 2030 年

将降至 16%。对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而言，

票息支付负担在所述期间开始时非常高，超过

80%，虽然之后有所下降，但估计仍占 2030 年

偿债总额的 41%。

除主权债券债务外，外债的总体构成发生了变

化，自 2018 年以来，公共和公共担保长期外

债超过私人无担保长期外债，成为大多数发展

中国家外债的主要组成部分，COVID-19 大流

行的暴发明显加强了这一趋势。虽然在全球金

融危机之后，私人无担保债务成为发展中国家

总体债务的驱动因素 ( 见 TDR 2019)，但与私

人无担保债务相比，最近公共和公共担保债务

增长更快，这反映出在危机时期，对公共借贷

更为依赖。因此，虽然公共和公共担保债务在

2020 年增长了 8.7%，明显高于其自 2009 年以

来 7.5% 的年均增长率，但私人无担保债务仅

增长 2.9%。但是，按照历史标准，目前私人无

担保债务在长期和短期外债中所占比例仍然很

高 (2020 年分别为 48% 和 34.7%)，给公共部门

带来了相当庞大的或有负债。

最后，为充分了解情况的严重性，有必要超越

外债负担，放眼于公共债务负担的总体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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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6 2021-2030年部分区域主权债券偿付情况

(十亿现值美元(左轴)和占还本付息总额的百分比(右轴))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根据路孚特数据计算的结果。

注：包括的主权债券是以外币发行的债券。票息支付反映目前可用的信息，可能低估了票息支付负担，因为一些主权债券合同在审议期间有可

变利率(票息)。红点代表根据目前可用信息所得平均票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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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作为发展中国家财政空间和偿还能力所受

压力的指标。如图 1.17 所示，随着政府收入

骤减以及卫生和社会支出增加，COVID-19 大

流行造成的经济影响不出所料地导致公共债务

增加。在撒哈拉以南非洲 (364%) 以及拉丁美

洲和加勒比 (300%)，政府债务总额占政府收

入的百分比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超过了本

世纪初的高位。就撒哈拉以南非洲而言，这也

意味着 1990 年代和 2000 年代初多边债务减

免倡议的成功付之东流。这种高水平的公共债

务一般更多见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对如此之

高债务的管理受益于低得多的偿债费用以及发

行国际认可的本国货币为其政府预算赤字融资

的能力。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后果可能是更大

的国际收支限制。虽然发展中国家的政策空间

大小以及财政与外部限制之间的联系各不相同

( 见 TDR 2020, p. 98-100)，但没有理由怀疑基

金组织目前的预测，即高公共债务比将持续到

2026 年。

鉴于这种前景，迫切需要采取更协调和大胆的

国际行动，通过实质性的债务减免和直接取消

债务来减轻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如果不能

解决结构性偿付能力限制，无法让发展中国家

的外债负担更可持续、更长期，那么就会再次

失去十年的发展机会，发展中国家将在不可持

续的债务负担下挣扎，而不是在大流行病后投

资于更有希望的办法及落实《2030 年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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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7 2000-2026年部分发展中国家区域和发达经济体的政府债务总额与政府收入之比

(百分比)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根据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计算，2021年4月。按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国家分类分组的国家。

注： 2021至2026年=估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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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国际贸易趋势

1. 商品和服务

封锁、隔离和旅行限制等非常措施对贸易产生

了巨大影响；2020 年国际商品和服务流量下降

5.6%。不过，从实际看，由于 2020 年下半年

的月度商品贸易流量的反弹力度几乎与之前的

下跌力度相当 ( 图 1.18)，降幅没有预期的那么

严重。B 节中经济增长结果所依据的建模预测

得出，2021 年全球商品和服务贸易的年实际增

长率为 9.5%。不过，复苏仍然极不平衡，贸易

所受创伤将继续拖累未来几年的表现。

下行风险仍然存在。首先，最近国际贸易有所

增加的态势可能是短暂的，因为这部分反映了

2021 年初许多发达经济体在库存销售比极低之

后的库存补货周期。此外，疫情使消费习惯发

生转变，尤其是商品需求相对增加，预计在高

接触部门需求模式正常化之后，这些转变会得

到扭转。如果全球疫苗接种情况得到改善，这

一动态可能会促进服务贸易。然而，2021 年中

之后德尔塔变异株开始蔓延，包括在疫苗接种

率相对较高的发达经济体内蔓延，这提醒人们

目前的情况是多么脆弱和不确定。新的变异株

还可能延长疫情造成的国际航运瓶颈问题，导

致集装箱航运输延误，运费上涨。

除了这些近期影响外，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

紧张局势仍在加剧。另外，更广泛的全球贸易

争端尚未解决。这些争端包括未能结束世界贸

易组织 ( 世贸组织 ) 上诉机构成员任命方面的

僵局、多哈回合谈判前景高度不确定以及在多

边贸易体制改革问题上持续存在分歧。即将于

12 月举行的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似乎不太可能

消除重大分歧。该会议呼吁制定更利于发展的

贸易议程，这可能与在贸易规则中增加环境层

面的努力相冲突。

从地理上看，贸易格局自 2020 年初以来出现分

化。亚洲占据主导地位，在 2020 年和 2021 年

对世界贸易的贡献有所增加。与大多数其他国

家相比，中国的进出口更早复苏，复苏也更强劲。

2021 年上半年，中国的月度贸易流量已比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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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8 世界商品贸易，2015年1月-2021年5月
(指数，2010年均值=100)

资料来源：荷兰经济政策分析局，世界贸易监测数据库。

注：本图中的国家组分类依据Ebregt(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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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9 2020年1月1日至2021年5月31日按船舶类型分列的世界出口公吨数

(指数：2019年均值=100；31天中心移动平均值)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基于Cerdeiro等人(2020年)和MarineTraffic收集的自动识别系统数据(可查阅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监测看板)的计算结果。

注：没有使用2021年6月15日之后的数据，因为到截止日期，覆盖范围仍然不足以获得有意义的世界总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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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水平高出超过 10%。此外，中国进口似乎是

一个例外，因为与历史趋势相比，2020 年上半

年中国进口并没有出现大幅下降。国内投资强

劲带动原材料需求旺盛，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

2021 年。同样，其他几个亚洲经济体也表现强

劲，其中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台湾省和

越南等。截至 2020 年底或 2021 年初，这些经

济体的月度出口额均超过了 COVID-19 疫情前

的峰值，并在今年继续飙升。

到 2021 年中，其他一些大型经济体的月度商品

贸易流量 ( 包括进出口 ) 都接近 COVID-19 危

机前的峰值。联合王国、非洲和中东地区滞后，

这些经济体截至 2021 年中的数字在许多情况下

仍比历史峰值低 20% 以上。在联合王国，各种

弱化因素 ( 主要源于全民投票后不确定性 ) 严
重扰乱了与欧洲联盟的贸易。2021 年初，加上

在 2020 年底英国脱欧过渡期结束前蜂拥囤积

产品的现象逐渐消退，导致贸易流量在不到 12
个月内第二次锐减。在非洲和中东，出口总量

主要取决于石油。尽管积极的价格效应增加了

大型石油出口经济体的外部收入，但出口仍然

低迷，主要原因是 2020 年 4 月欧佩克 + 协议

后石油开采量大幅减少。与此同时，这些经济

体的进口仍然极为疲软，表明其经济活动反弹

乏力。

从组成部分来看，自 COVID-19 暴发以来贸易

流的演变情况也与疫前模式明显不同。总体而

言，货物贸易比服务贸易显示出更大的韧性，

尽管这两大类之间存在巨大差异。

在货物方面，Cerdeiro 等人 (2020 年 ) 的世界海

运出口估计数实时跟踪各自船舶的海运商品贸

易情况 ( 图 1.19)。可以此为指标实时了解具体

模式，这在当前环境中尤其重要。由于海运贸

易占所有货物贸易价值的一半以上 (“空运”

和“其他运输方式”( 即主要是陆运 ) 分别只占

2019 年全球货运服务的 12% 和 31%(WTO，

2020))，这些数据很好地说明了这些特定部门

目前的情况。

海运也呈混合格局。至于贸易的其他方面，数

据表明经济以多节奏复苏。以公吨货物计算，

集装箱约占世界海运的三分之二。2020 年 3 月

至 2021 年 6 月期间，集装箱运输呈 W 形轨迹。15

总体而言，尽管集装箱分配不当导致了航运成

本的大幅飙升，特别是从东亚到欧洲航线，但

与 2019 年和 2020 年相比，2021 年上半年集装

箱船的活动减幅没有超过 5%( 见下文 )。不过，

与 2017 年和 2018 年相比，集装箱货运量下降

了约 18%，这反映了 COVID-19 冲击之前的贸

易争端和普遍低迷的经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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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两大类海运 ( 即散装和石油 / 化学品运输，

两者占总运输量的比例均略低于五分之一 ) 模
式也存在显著差异。散装货物比任何其他类型

的货物都要稳定得多。事实上，与以往的振荡

相比，数据中几乎看不到 COVID-19 冲击。但

是在 2021 年第二季度，散装货物逐渐增加，并

在 5 月底达到历史新高，以满足强劲的原材料

需求。

相比之下，2020 年第一季度和 2021 年第一季

度之间油轮运输出现波动，运量比疫前高点大

约低十分之一。汽油运输相对有韧性。由于许

多汽车装配厂关闭以及欧洲和北美汽车购买量

下降，2020 年 3 月至 4 月汽车销量大幅下降。

在此之后，由于被抑制的需求得到释放，车辆

运输迅速反弹，在亚洲尤其如此，运量在 2020
年下半年继续增加。

在服务贸易方面，疫情带来的冲击更为强烈，

这一“包罗万象”类别中的关键部门仍然受到

疫情相关干扰的严重影响。在疫情前，旅游业

占服务贸易总额的四分之一，是服务贸易的最

大组成部分，但到 2020 年由于旅行中断，其占

比降至只有十分之一，目前仍然严重低迷。最

近的估计表明，2020 年全球金融损失为 2.4 万

亿美元，2021 年根据该年剩余时间的情况，再

损失 1.7 至 2.4 万亿美元 ( 贸发会议，2021b)。
除了这些预测之外，最近的数据显示，2021 年

1 月至 5 月，全球国际游客抵达人数仍比 2019
年同期水平低 85%。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降幅

仍然最大，2021 年头五个月国际游客抵达人数

比两年前同期下降了 95%。北美和加勒比的情

况略好一些，不过这些数字的演变仍然表明分

别下降了 70% 和 60%(UNWTO，2021a)。

随着疫苗接种在一些关键客源市场推广，以及

安全重启旅游业政策的出台，人们对该行业的

信心缓慢上升，这增强了一些地区反弹的希望。

然而，由于疫苗接种不平衡和新变异株激增，

不确定性仍然很高，并且由于与长途目的地的

健康状况可能更不对称，以及针对 COVID-19
的旅行措施更不统一，这些因素往往对长途目

的地产生更大的影响。在这种背景下，几乎一

半的专家认为只有到 2024 年或更晚才能恢复到

2019 年的水平 (UNWTO，2021b)。

运输约占服务贸易的六分之一，2020 年活动水

平下降了 19%，为 2010 年以来最低。除了全

球 170 万商业海员中的大多数人因疫情被困以

外，上述海运相对较好地经受住了危机。但是，

由于客运航班难以恢复，航空运输服务仍然严

重低迷。在这种情况下，2021 年第一季度的航

空公司客运收入与 2019 年同季度相比下降了

74%。相比之下，由于疫情造成海运堵塞，阻

碍了高价值货物的及时交付，航空货运活动十

分活跃。疫情初期对医疗器械和个人防护装备

的突然抢购以及随后电子商务的兴起，进一步

支持了这个分部门。在这种背景下，资金紧张

的航空公司将客机变为货机，寻求用变通方式

限制经济损失。变通之后 2021 年第一季度的货

运收入同比增长了 50%，但这不足以弥补客流

急剧下降造成的损失，客流下降导致总收入下

降 65%。16

截至 2021 年中，其他几种类型的服务贸易仍然

低迷，其中包括商业、维护和维修、建筑，以

及在较低程度上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相比

之下，信通技术、保险、养老金和金融服务贸

易在一定程度上受益于疫情造成的影响，例如

由于社交距离和远程工作，通过互联网进行的

活动有所增加。

除了这些具体的发展之外，2020 年和 2021 年

的各种扰乱因素也打乱了国际贸易，其中一些

扰乱因素仍对前景构成压力。严重的供应链瓶

颈问题可能提高了航运盈利能力，但也增加了

供应链的压力，从而增加了贸易的压力。到

2021 年初，海运运费飙升，附加费激增，服务

可靠性下降，港口拥堵加剧，同时延误和停留

时间增加 (UNCTAD，2021c)。

过去一年，供应链因以下各种不相关的原因遭

受到相当大的压力：消费者对制成品的需求激

增，特别是在美国；运输能力制约；影响设备

和集装箱的短缺问题；世界一些地区再现病毒

感染，包括中国重要的国际集装箱港口盐田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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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集装箱船“长赐号”在苏伊士运河搁浅，

造成长达一周的堵塞。这些扰乱因素阻碍了一

些主要行业的复苏，在欧洲尤其如此。与此同时，

在联合王国等国，大型工厂或仓库的工人自我

隔离也扰乱了制成品的生产。例如，汽车行业

的工厂由于缺少关键零部件而不得不暂时关闭，

或至少由于劳动力短缺而减产。在这些因素的

共同作用下，人们更不愿意进行长途贸易、扩

展供应链和过度依赖单一来源供应商。

2. 初级商品市场

到 2021 年中，初级商品价格继续保持自 2020
年中以来的上升轨迹，所有初级商品组别都恢

复到疫情前的水平，某些组别的价格远超疫前

水平。从 2019 年 12 月到 2020 年 4 月 ( 价格指

数达到最低点的日期 )，初级商品综合指数下

降了 35% 以上，燃料初级商品在此期间下降了

近 60%( 图 1.20)。

全球石油供需失衡，导致国际原油价格空前下

跌。随后，欧佩克 + 成员国于 2020 年 4 月达

成协议，将石油日产量减少 1 000 万桶，这是

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协调减产，事实证明，该

举措在稳定原油价格方面发挥了有效作用。

2020 年头几个月，矿物、矿石和金属的走势略

有好转，反映出贵金属价格大幅上涨。在市场

不确定时期，贵金属是金融投资者的主要避险

资产。这些增长弥补了工业金属因国际市场需

求骤降导致的价格下跌。

最后，2020 年初，食品、饮料和植物油籽等初

级商品组别的价格降幅相当温和。尽管需求总

量前景减弱，燃料价格急剧下降 ( 这尤其影响

到玉米和大豆等生物燃料作物的价格 )，以及

一些粮食组别 ( 尤其是谷物 ) 的产量创下新高，

但 2020 年头几个月粮食价格的下行压力并不像

其他初级商品组别那样严重。这在一定程度上

是因为粮食组别需求的收入弹性较低。此外，

由于供应链和运输网络受到扰乱，在疫情蔓延

的情况下，粮食安全日益受到关注，对较贫困

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尤其如此，这也有助于减轻

粮价下行的压力。实施贸易限制措施 ( 包括出

口禁令 )，同时增加进口，以储存某些粮食商品，

进一步减轻了价格下行压力。由于上述因素，

疫情初期这些商品组别的价格降幅不大。

到 2020 年底，初级商品综合价格指数仅略低于

2019 年 12 月的水平。唯一仍然显著低于疫情

之前水平的组别是燃料，在 2020 年底，燃料价

格比一年前低 18%。相比之下，矿物、矿石和

金属以及植物油籽和植物油的价格在年底时比

疫情前高出 30% 以上。就金属而言，由于中国

增加基础设施项目投资支出，而且中国当局决

定补充战略库存，今年下半年铜和铁矿石等工

业金属的进口需求急剧飙升。与此同时，巴西

主要矿山因病毒暴发而关闭，使供应受限，造

成这些金属价格上行压力进一步加大。同样，

在粮食和植物油籽方面，中国对大豆和小麦的

需求增加，而南美洲主要生产国的降雨量却因

太平洋海水表层温度周期性冷却 ( 即拉尼娜现

象 ) 而低于正常水平，导致粮食产量下降，因

此在年底时抬高了这些农产品的价格。

2021 年，初级商品价格沿续 2020 年第二季度

低谷以来的上涨轨迹。2020 年 12 月至 2021 年

5 月，初级商品综合指数增长了 25%，主要原

因是燃料价格飙升了 35%，矿物、矿石和金属

价格增长了 13%。

2021 年需求侧造成工业初级商品价格上行压力

的主要因素包括中国工业产出持续反弹和美国

强劲复苏。这些发展有助于提升增长前景，为

2021 年的工业初级商品提供更大动力。此外，

拜登政府关于增加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投资支出

的初步提议进一步提升了增长前景，尤其是在

短期内提振了对铝、铜、铁矿石和原油等初级

商品的需求。然而，随后对投资计划进行的修

订和澄清表明，支出增长明显低于最初预期，

抑制了预期的需求增长。

此外，2021 年工业金属价格的飙升也因供应受

限得到支撑。秘鲁和智利的矿业中断提振了铜

价，铜价在 2021 上半年上涨了 24%。同样，

澳大利亚供应中断提振了铁矿石价格，其价格

同期飙升 38%。这些货物的运输方面的问题也

加大了金属价格上行压力，主要原因是具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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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0 2002年1月-2021年5月按初级商品组别分列的每

月初级商品价格指数

(指数，2002年=100)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基于贸发会议数据库的计算结果。有关数

据来源的更多详细信息见https://unctadstat.unctad.org/wds/
TableViewer/tableView.aspx?ReportId=140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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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战略意义的港口更加拥挤，而且一些地点的

检疫隔离要求在航运人员方面造成困难。最后，

燃油价格的强劲复苏也增加了运输成本。

矿物、矿石和金属价格的上涨在一定程度上因

金价下跌 ( 尽管温和 ) 轨迹而受到抑制。随着

美国国债的实际收益率在 2021 年小幅上升，

这种下行对应了被视为安全资产的初级商品的

需求下降。

2021 年上半年，食品、饮料、植物油籽和植

物油等初级商品组别分别增长了 17%、13% 和

26%。粮食不安全关切仍然是推高价格的一个

因素。同时，中国的持续强劲需求是推动全球

对这些商品需求的一个因素，特别是随着中国

畜牧业从非洲猪瘟疫情中复苏，中国对大豆和

玉米等饲料商品的需求强劲。燃料价格飙升也

推高了用作生物燃料的谷物和油籽的价格。

在供给侧方面，上文所述 2020 年底至 2021 年

拉尼娜造成的不利天气条件严重影响了南美洲

和美国的粮食生产，加大了 2021 年粮价上行

压力。

尽管初级商品价格自 2020 年中以来持续上涨，

但脆弱性的根源仍然存在。2021 年 6 月，美联

储暗示可能比预期更早采取收紧政策，这就导

致铜和木材等原材料价格在美联储声明后的一

周内下跌，而铜和木材均为建筑部门的关键材

料。战略政策转向也可以左右价格轨迹。例如，

6 月份，中国当局公布了铜、铝和锌等各种工

业金属的国家储备，以缓和 2021 年上半年价

格大幅上涨情况。

欧佩克 + 联盟持续限制石油产量的举措支撑燃

料价格上行。维持这些供应限制的前提是遵守

欧佩克 + 框架内商定的减产协议。最近欧佩克

+成员国之间就延长产量限制进行了激烈谈判，

突显出放松供应限制的可能性，这将不可避免

地导致全球石油产量迅速攀升。2020 年上半年

石油需求和价格的急剧下降导致美国页岩油生

产商接连破产，新页岩油生产设施的投资也大

幅下降。然而，油价持续高企可能会使美国的

投资和生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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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2008-2021年世界初级商品价格

(与上一年相比的百分比变化，除非另有说明)

商品基金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a

所有商品
b 33.4 -31.6 24.3 28.6 -3.0 -3.7 -7.9 -36.2 -9.4 17.4 16.0 -7.4 -15.9 43.5

非燃料商品
c 22.2 -17.8 26.1 18.9 -12.7 -6.5 -8.0 -18.9 2.3 9.1 -2.2 0.1 4.2 41.0

非燃料商品(按特别提款权计)c 18.3 -15.7 27.3 14.9 -10.0 -5.7 -8.0 -11.9 3.0 9.4 -4.2 2.5 3.4 34.5

所有食品 32.6 -10.4 12.0 24.0 -6.5 -9.6 -0.8 -15.6 3.6 -1.3 -6.5 -2.0 6.5 28.1
食品和热带饮料 31.1 -2.2 11.6 23.6 -9.9 -9.1 3.8 -14.2 2.2 -1.6 -6.7 0.3 3.6 13.7

热带饮料 19.2 1.1 19.8 31.2 -22.4 -19.8 24.1 -10.3 -3.3 -3.1 -8.5 -5.1 4.8 8.2
食品 34.9 -3.2 9.1 21.1 -5.6 -6.0 -1.2 -15.4 4.0 -1.2 -6.1 1.9 3.3 15.2

植物油籽和油 35.2 -24.1 13.0 24.8 0.7 -10.5 -9.6 -18.8 7.0 -0.5 -6.2 -6.9 13.4 61.8
农产原料 8.4 -16.4 37.0 24.5 -19.2 -8.8 -11.8 -13.3 -0.4 5.3 -1.8 -3.9 -2.0 16.6
矿物、矿石和金属 19.7 -12.9 33.6 20.5 -6.9 -9.5 -12.8 -17.2 4.6 11.3 1.3 6.2 15.5 34.6

矿物、矿石和非贵金属 17.5 -25.4 39.0 12.2 -16.8 -2.0 -14.6 -24.8 1.4 25.7 2.6 3.4 3.7 62.7
贵金属 23.4 7.5 27.5 30.8 3.4 -15.8 -11.0 -9.9 7.1 0.4 0.0 8.9 26.3 14.3

燃料商品 37.9 -38.6 23.1 32.0 -0.5 -1.2 -7.5 -44.4 -17.5 25.9 27.5 -12.6 -32.1 54.8
备忘项目: 

制造品
d 4.9 -5.6 1.9 10.3 -2.2 4.0 -1.8 -9.5 -1.1 4.7 4.7 -2.1 1.4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根据贸发会议《在线商品价格统计》和联合国统计司(统计司)各期《统计月报》所作的计算。

注：除非另有说明，否则为现值美元。

a 2021年1月至5月与2020年1月至5月期间平均值之间的百分比变化。

b 包括燃料商品和贵金属。2014-2016年的平均权重用于汇总。

c 不包括燃料商品和贵金属。

d 发达国家制成品出口的单位价值。

展望 2021 年以后，转向可再生能源对初级商品

部门有重要影响，不一定朝着人们可能假设的

方向发展，在短期内尤其如此。就铜、锂和钴

等某些材料而言，由于这些商品是电动汽车的

关键材料，因此不再使用内燃机将使其需求大

幅上升。欧盟最近提出的到 2035 年禁止销售新

汽油和柴油汽车的建议则会加强这一趋势。此

外，铜不仅用于电动汽车，也是太阳能和风能

等绿色基础设施的关键材料。因此，绿色转型

实际上将对一些商品的需求和价格造成持续的

上行压力。事实上，有点矛盾的是，建设绿色

转型所需的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的投资动力，

以及与这种投资动力相关的就业和经济增长的

相应增加，很可能在短期内引起这种绿色基础

设施以后将取代的那些传统能源商品的价格

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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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区域趋势

1. 北美洲和欧洲

2020 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缩减 3.5%，这

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衰退。

虽然私营部门需求的所有组成部分都对这种缩

减有影响，但四分之三的缩减是私营部门消费

大幅下降所致，尽管联邦政府进行了大规模转

移支付。为此，政府通过 1.9 万亿美元 ( 占国

内生产总值的 9%) 的美国救助计划等方式，将

其对需求总量的净贡献率增至有史以来最高水

平，但这只抵消了一小部分衰退。

2020 年第四季度第二波 COVID-19 蔓延期间复

苏步伐放缓，之后随着卫生限制放松，以及一

揽子刺激计划的影响在整个系统中扩散，复苏

在 2021 年第一季度至第二季度再次提速。增

长的推动因素包括私人消费 ( 特别是耐用品 )、
专业服务和住宅投资；个人现金转移项目于年

中结束。总体而言，预计 2021 年增长 5.7%，

2022 年增长 3%。

加拿大与美国情况类似，尽管政府对需求总量

的贡献率大幅提高，但 2020 年国内生产总值仍

因消费和投资支出的拖累而缩减了 5.4%。不过，

2021 年，由于社会保障支出扩大，以及美国经

济的快速增长，经济实现温和复苏。预计 2021
年增长 5.1%，2022 年增长 2.9%。

在欧洲，2020 年 3 月至 2021 年第二季度期

间，欧元区三大经济体多次进行封锁，对经济

增长造成了不利影响。事实上，2020 年法国、

德国和意大利的增长率分别为 -8.0%、-4.9%
和 -8.9%，而德国和意大利 2021 年第一季度相

对于 2020 年第一季度的增长率为负值 ( 分别

为 -3 和 -1%)。对此，各国政府采取了非常措施，

防止裁员和许多破产情况，维护私人储蓄总额

的积累。政府一般账项的基本支出总额在法国

增长了 12.8%；德国增加了 13.5%。意大利增长

了18.8%，这反映了前几年极其紧缩的预算政策。

同时，欧元区内部的差异表明该地区长期以来

缺乏协调，最强大的经济体德国的基本财政赤

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相对较小，为 -3.5%，

而法国的这一比例为 -7.9%，欧元区受影响最

严重的经济体意大利则为 -6%。欧洲联盟层面

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措施，但不足以克服这一结

构性限制。特别是，欧洲央行的支持 ( 包括 1.85
万亿欧元的紧急债券购买计划 ) 减少了 ( 但没

有消除 ) 国家政府债券之间的利差，保证了银

行和企业的流动性。

在法国和德国，财政努力弥补了家庭基本收入

的急剧下降，但无法阻止个人消费的大幅减少，

其中大多集中在直接受公共卫生限制措施影响

的部门。在意大利，尽管以现金形式进行的

社会转移增加了 10.6%，并且非养老金份额比

2019 年增加了近 50%，但家庭税后总收入仍小

幅下降。个人消费的降幅几乎是其他两个经济

体的两倍 (-11.8%)。在所有地方和各种活动中，

投资都以类似的速度萎缩，但在运输部门最为

显著。总体而言，出口没有出现重大中断，随

着全球经济复苏和旅行限制的放松，外部净需

求迅速反弹，这在意大利和德国尤其明显。

随着这三个国家在疫苗接种方面取得进展，并

在夏季放松公共卫生限制，旅游和消费以及一

些私人投资预计将恢复。财政和货币支持将暂

时保持不变，而价格压力方面的早期迹象一般

被视为具有暂时性。鉴于今年剩余几个季度有

望实现增长，如果医疗卫生方面没有任何新的

负面发展，那么预计 2021 年意大利和法国的

实际增长率将分别达到 5.5% 和 5.2%。德国预

计增长为 2.2%，原因是该国过去一年缩减幅度

较小以及第一季度大幅缩减。这些增长率将使

各自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低于 2019 年水平。

鉴于 COVID-19 疫情前已出现停滞的情况，反

弹之后能否继续复苏将取决于新计划的财政刺

激措施能否持久地扩大公共和私人投资，加强

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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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在 2022 年全年暂停执行其财政规则，为

进一步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留出了空间。此外，

2021 年 6 月，欧洲联盟委员会开始支付“下一

代”欧盟基金，该基金作为国家预算的补充，

将为刺激措施提供资金。国家复苏计划 ( 仅部

分由欧洲联盟赠款供资 ) 包括公共投资，其数

额 ( 六年期 ) 估计为 2019 年意大利国内生产总

值的 6.4%，法国的 4.1%，德国的 0.7%。考虑

到这些投资项目的规模较小，目前关于改革财

政规则以及欧洲央行债券购买项目标准的辩论

结果至关重要。这一问题的不确定性尤其对意

大利造成制约，因为我们预计，意大利是这三

国中唯一一个不会在 2022 年恢复到 2019 年国

内生产总值水平的国家，预计届时国内生产总

值增长率将达到 3.0%。法国和德国明年的增长

率预计分别为 3.4% 和 3.2%，都将在 2022 年达

到之前的水平。

联合王国 2020 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近 10%，缩

减幅度位居区域第二，主要原因是国内需求暴

跌。与 2019 年相比，政府对需求总量的净贡献

增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 10% 以上，达到创纪录

水平，这部分抵消了冲击。为应对 COVID-19
第二波疫情采取了限制经济活动和关闭学校措

施，使 2021 年第一季度零售额大幅萎缩，造成

国内生产总值下降 1.5%，比 2019 年最后一个

季度的水平低 8.7%。不过，在此期间，就业开

始恢复。2021 年的增长率预计为 6.7%，2022
年为 2.1%，假设不再实施更多限制，就业将继

续恢复到 2019 年的水平。然而，英国脱欧后的

调整进程仍拖累联合王国的中期增长前景。

2.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受到 COVID-19 重创，

传染率和死亡率很高，经济急剧下滑。整个地

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在 2020 年下降了 7.1%，预

计 2021 年仅增长 5.5%。拉丁美洲还在努力应

对由于国际粮价飙升而导致的通胀上升，以及

由于该地区商品出口过于专门化和国际投机性

资本流动的风险敞口很高所造成的汇率波动

(Campello and Zucco，2020)。

墨西哥经济 2020 年收缩 8.3%，今年预计将反

弹 6.2%。复苏的部分原因是美国经济蓬勃发展

带动了墨西哥非石油出口增加。另一部分原因

是国内社交距离措施放松和普通民众接种疫苗，

这应该会拉高对城市服务的需求。由于墨西哥

仍然用最小的财政刺激力度来应对 COVID-19
相关衰退，因此财政政策一直乏力。相比之

下，尽管短期利率上升，但由于墨西哥银行根

据预期通胀上升情况提高了基本利率，货币政

策倾向于保持中性。2021 年下半年经济增速将

为 2022 带来积极的基数效应，助力明年经济增

长 2.8%，略高于该国 COVID-19 疫情前的增长

趋势。

在巴西，尽管疫情造成了巨大的人员损失，但

2020 年经济仅收缩了 4.1%，为拉丁美洲前几

大经济体中受影响最小的国家。扩张性财政和

货币政策帮助巴西减弱了 COVID-19 的经济影

响，2021 年，初级商品价格复苏和逐步取消财

政刺激措施，有望助力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4.9%。

在有利的方面，疫苗接种和服务需求在 2021 下

半年趋于加速。在不利的方面，水电站的供应

短缺一直在推高通货膨胀，这反过来又迫使巴

西中央银行将短期利率提高到紧缩水平。与巴

西下届总统选举相关的消极力量和政治不确定

性可能会拖累 2022 年的前景，增速将放缓至仅

1.8%。

阿根廷的情况与墨西哥类似，其国内生产总值

也受到 COVID-19 冲击的严重影响，2020 年下

降了近 10%。该国疫情前即已出现的经济衰退

和国际收支问题也是经济大幅萎缩的原因，因

为阿根廷政府在减轻疫情冲击方面的灵活性有

限。2021 年，初级商品价格，特别是粮食物品

价格的上涨，缓解了该国的财政紧张状况，预

计将帮助经济增长 6.7%。今后，结构性公共和

外汇失衡以及通胀上升仍然是一个挑战。假设

政府管理好对外负债，中央银行避免工资－物

价螺旋上升，2022 年的经济增长估计为 2.9%，

从 COVID-19 之前阿根廷的表现来看，这是一

个积极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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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安第斯经济体也受到 COVID-19 的

沉重打击，秘鲁的国内生产总值出现两位数的

收缩，哥伦比亚、智利和厄瓜多尔的国内生产

总值下降了 6% 至 8%。初级商品价格 ( 特别是

智利的铜 ) 的价格回升，正在助力该地区大部

分经济体今年恢复至近 6% 的增长率。厄瓜多

尔是个例外，该国的货币挂钩政策限制了财政

和货币政策的稳定作用。安第斯经济体有望在

2022 年恢复到 COVID-19 疫情前的趋势，实现

约 3.4% 的增长。

最后，由于旅游业萎缩和来自美国汇款的减少，

中美洲 ( 不包括墨西哥 ) 和加勒比地区 2020 年

陷入深度衰退，许多岛屿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

值出现两位数收缩。相比之下，假设疫苗接种

加速，对国际旅行的大部分限制减少，那么

2021 年底该地区趋于快速恢复，并在 2022 年

回到疫情前 3% 的增长趋势。

3. 俄罗斯联邦和中亚

2020 年，俄罗斯联邦国内生产总值下降 3%，

略好于一些官方预期的 3.9% 的收缩。与其他

石油出口国的情况类似，下降的原因是国内实

施 COVID-19 限制措施，以及对能源出口的外

部需求急剧下降。更具体地说，影响 2020 年国

内生产总值下行动态的因素包括最终消费下降

5% 和贸易净差额，其中进口减幅 (-13.7%) 超
过出口减幅 (-5.1%)。

2021 年，大多数经济部门都出现了复苏，制

造业、投资、零售业以及人们的可支配收入在

2020 年平均下降 2-5% 后有所增长。到 2021 年

中，消费者活动已达到疫情前的水平。内部增

长放缓的主要因素是粮价上涨 6.4%。这使整

体通胀率高于央行目标，促使央行在 2021 年

多次加息。2021 年预计通货膨胀率为 4.6%。

在 20 年相对繁荣期间创建的金融缓冲使政府

能够增加刺激措施，从而在疫情期间维持需求

总量。2021 年的经济增长关键在于消费增长、

COVID-19 病例持续下降 ( 至少到 2021 年夏天 )
以及投资情况，其中部分投资由国家财富基金

提供资金。2021 年 7 月欧佩克决定扩大石油开

采量，使短期复苏前景更加明朗。贸发会议估

计，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 2021 年将增长 3.8%，

2022 年将增长 2.3%。

2020 年，中亚地区 ( 包括欧亚经济联盟国家 )
略收缩了 0.3%。2020 年上半年，该地区许多

主要贸易伙伴的经济活动急剧下滑，国际初级

商品价格下跌 ( 其中油气和工业金属是该地区

几个国家的主要出口产品 )，但在下半年，有

针对性的财政和货币支持措施的出台以及外部

需求特别是欧洲联盟需求的恢复，与之部分相

抵。贸发会议预计，2021 年的增长率将相对温

和，为 4.3%，原因是外部需求和国际初级商品

价格的持续复苏为增长提供了主要动力，但该

地区一些国家逐步减少财政支持措施和采取更

具限制性的货币政策立场，则会抑制经济活动

的反弹。随着国内需求更充分地摆脱疫情造成

的经济冲击，2022 年的增长率有望达到 3.1%。

2020 年上半年，该地区最大的经济体哈萨克

斯坦尤其受到其主要出口产品原油国际价格大

幅下跌的影响。之后国际原油价格企稳回升，

并且大量财政和货币刺激措施付诸实施，帮助

缓和了 2020 年的经济情况，经济萎缩 2.6%。

2021 年，随着全球需求反弹、国际油价和产量

逐步上升助力提振经济活动，哈萨克斯坦经济

预计将增长 3.6%。贸发会议预计，2022 年，

由于该国能源部门产量增加和国内需求复苏将

有助于推动生产活动，经济增长将温和加速，

达到 4.0%。

4. 东亚

东亚是 2020 年表现出最大韧性的地区，增长率

为 0.3%。同样，2021 年预计该地区将实现最

强劲的复苏，2021 年估计增长 6.7%，2022 年

将放缓至 4.7%。

东亚的增长模式主要由中国推动。中国在最初

疫情暴发后实施了限制措施，后来又开展大规

模测试和追踪方案，事实证明，这些举措在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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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程度上成功地将病毒控制在该国境内。由于

全球需求持续复苏，而中国在全球电子和通信

产品、医疗设备及疫苗供应链中扮演着关键角

色，这将有力推动出口部门，今年中国经济的

表现预计将轻松超过当局设定的 6% 的最低增

长目标，2021 年将加速至 8.3%。此外，国内

需求预计将逐步反弹，不过这部分取决于国内

能否成功推广疫苗。政府方面则继续支持新的

基础设施项目，这将确保公共支出健康增长。

贸发会议预计，随着财政和流动性支持措施逐

渐减少，2022 年的增长率将放缓至 5.7%。在

债务负担加重和住房价格上涨的情况下，实施

更严格的宏观审慎政策以及收紧金融和房地产

部门的监管，应该也会抑制增长。

2020 年，事实证明大韩民国的遏制疫情政策非

常有效，没有对生产活动造成太大的干扰，有

助于最大限度地减少疫情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

响。然而，2020 年底感染人数意外上升，使得

有必要出台更严格的限制和社交距离规则，这

反过来又对就业和私人消费产生了不利影响。

出口部门表现亮丽，缓和了消费下行的影响。

与中国类似，大韩民国的出口部门需求旺盛，

特别是电子和通信设备的需求旺盛。在这些因

素的综合作用下，2020 年仅小幅收缩 0.9%。

该国对外部门受益于对其消费电子、半导体和

汽车出口的强劲国际需求，预计 2021 年将增长

3.9%。在韩国“绿色新政”的背景下，在数字

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公共支出的帮助下，韩国的

投资支出仍然具有弹性。此外，政府在 2020 年

推出的财政和货币支持措施基本保持不变，同

时在 2021 年增加针对低收入家庭和小企业的公

共支出。贸发会议预计，随着政策支持、投资

和私人消费上升以及出口部门持续强劲增长推

动经济活动的扩张，2022 年增长率放缓后将达

到相当扎实的 2.8%。然而，家庭债务水平上升、

房地产价格上涨和不平等加剧仍然是政府政策

的关切事项。

2020 年期间，日本经济 2019 年第四季度和

2020 年第一季度连续两个季度出现收缩，后来

又受到 COVID-19 的冲击，这种双重打击使年

度收缩 4.7%。若非政府显著增加了在商品和服

务领域的支出，经济收缩情况可能会更加严重。

这些刺激措施在今年下半年创造了良好的势头，

但由于严重的第二波疫情而停止，导致 2021 年

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下降 1.0%。政府继续支

持受到冲击的经济，但步伐较为温和。私营部

门活动从第二季度开始转向正值区域，但由于

限制和封锁措施在不同程度上继续存在，到第

四季度增长才会稳定下来，并持续到 2022 年。

在封锁状态下举行的奥运会对有效需求的影响

微乎其微。在全球反弹的拉动下，并假设全球

价值链的瓶颈得以克服，那么自 2019 年以来

一直令人失望的净外部需求预计将发挥更加积

极的作用。考虑到所有不确定性，2021 年的增

长率预计为 2.4%。2022 年，外部需求可能会

进一步稳定增加，从而增加私营部门活动和消

费者需求。相比之下，财政立场可能会转向调

整，以应对遏制债务上升的压力。根据这些假

设，经济将实现 2.1% 的增长，这一表现强于

COVID-19 疫情前的平均水平，但在今年年底

时仅勉强略高于 2019 年的水平。

5. 南亚

2020 年南亚地区由于实施了广泛的限制措施，

经济活动陷入停顿，经济大幅萎缩 5.6%。公共

卫生保健系统不足和非正规经济占比大扩大了

疫情对健康和经济的影响，结果是贫困率急剧

上升。贸发会议预计，该地区 2021 年将增长

5.8%，年初预示的较为强劲的复苏将因 2021
年第二季度感染率的迅速飙升而减弱。此外，

由于在疫苗推广方面取得的进展有限，该地区

各国仍易受到未来疫情的影响。贸发会议预计

该地区 2022 年的增长率将放缓至 5.7%。

印度经济 2020 年萎缩 7.0%，在 2020 年下半年

势头的支撑下，在政府商品和服务支出的支持

下，2021 年第一季度强劲增长，季度增长率达

1.9%。与此同时，第二季度，除了食品价格和

物价普遍上涨之外，还出乎意料地广泛出现了

第二波重大疫情，加上疫苗推广遇到瓶颈，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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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不得不进行大范围封锁，造成消费和投资剧

烈调整。

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扩大，社会动荡加剧。央行

估计，第二季度将再次大幅收缩 ( 季度环比 )，
随后将出现反弹。鉴于在应对疫情、恢复就业

和收入方面有内在的脆弱性，2021 年全年的

增长率估计为 7.2%，不足以恢复到 COVID-19
前的收入水平。展望未来，假设不会再次暴发

如第二波疫情那样严重的疫情，在仍受制于就

业缓慢恢复的情况下，私营部门活动复苏可能

会伴随着更不利的政策环境 ( 特别是在财政方

面 )，并伴随着持续的贸易平衡压力。在这些

情况下，2022 年经济增长预计将放缓至 6.7%。

6. 东南亚

2020 年，东南亚经济收缩 3.9%，因为该地区

几个较大经济体 ( 尤其是马来西亚和菲律宾 )
为应对居高不下的感染率而采取了人口流动限

制措施。可以预见的是，这些限制措施的经济

后果非常严重。在印度尼西亚，由于该国对外

部需求和旅游流的依赖相对有限，而且封锁措

施较不严格，产出萎缩 2.1%，不像该地区其他

国家那么严重。由于为遏制疫情广泛实施了旅

行限制，那些依赖旅游业的国家 ( 特别是泰国 )
由此受到的打击尤其严重。该地区的一个积极

因素是越南，该国在 2020 年实现了经济扩张。

越南成功遏制住了病毒，这有助于确保经济活

动迅速反弹，同时由于全球需求在今年下半年

恢复，其出口部门也表现良好。

由于整个地区感染率回升以及再次采取封锁措

施 ( 包括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 ) 对
旅行和旅游业产生了连锁影响，2021 年加快复

苏的前景被打断。即使就越南而言，在 2021 年

第一季度末，COVID-19 病例数量也有显著增

加。此外，疫苗接种速度缓慢和政策支持措施

可能取销，进一步拖累了该地区的经济增长。

在该地区最大的经济体印度尼西亚，对基础设

施的大量公共投资有助于促进经济活动，但感

染人数增加会抑制家庭消费的复苏，最终 2021

年的增长率为 3.6%，与疫情之前的增长率相比，

增长乏力。

贸发会议预计，2021年该地区经济将扩张 3.5%，

2022 年将增至 4.7%。预期经济复苏有所放缓

的一个重要因素是，2020 年大量工作岗位流失

( 其中许多是服务业的低技能岗位 )，扭转这一

局面可能相对缓慢。因此，私人消费的反弹预

计将是渐进的。

7. 西亚

西亚地区的石油出口国在 2020 年的头几个月里

同时遭受了疫情以及石油需求和价格暴跌的冲

击，导致西亚经济 2020 年收缩 2.9%。与其他

石油出口国的情况一样，2020 年下半年，随着

全球需求复苏，原油价格逐步上涨，推动了石

油收入的部分恢复。贸发会议预计，随着国际

原油价格继续回升至疫情暴发前的水平，该地

区经济 2021 年将扩张 3.5%。疫情对经济活动

的干扰将继续阻碍复苏，不过事实证明，这几

波疫情造成的经济影响不像 2020 年那么严重。

2022 年，随着国内需求日益增长，全球需求保

持强劲，该地区经济预计将增长 3.2%。

2020 年，沙特阿拉伯经济收缩了 4.1%，原因

是石油价格下跌导致财政收入大幅减少，财政

压力日益增大，这妨碍了政府向家庭和企业提

供预算支持的努力。2021 年，沙特经济预计将

出现 2.7% 的温和反弹。复苏有所放缓的部分原

因是有关当局决定在欧佩克 + 配额协议商定的

基础上进一步削减石油产量。结束自愿额外减

产、逐步取消欧佩克 + 协议产量上限以及全球

石油需求反弹等因素，将助力经济增长在 2021
年下半年回升。贸发会议预计，2022 年，随着

国内需求更充分地复苏，以及该国计划增加主

权财富基金提供的公共投资，经济将增长 3.3%。

土耳其是少数几个在 2020 年实现经济扩张的国

家之一，增长率为 1.8%。虽然第二季度经济深

度收缩，但第三季度出现了创纪录的增长，原

因是中央银行大幅下调政策利率促使实际利率



36

2021年贸易和发展报告
从复苏到复原力：发展层面的问题

深陷负值。与此同时，由于银行法规变更，该

国银行不得不发放信贷。这些举措引发了前所

未有的信贷繁荣，随后经济活动大幅增加。贸

发会议预计，2021 年土耳其经济增长 3.9%。

今年第二季度，感染率回升和随后实行的限制

措施阻碍了经济复苏，不过政府出台了应对措

施，为企业提供预算支持，而且由于外部需求

反弹和该国工业部门显示出持续韧性，出口部

门表现好转，这将有助于推动今年下半年的经

济活动。贸发会议预计，随着国内需求日益强

劲并为增长提供更大的动力，2022 年的经济增

长率将达到 3.6%。然而，由于该国对短期资本

流动过度依赖以及国内企业以外币计价债务水

平上升，其经济仍非常脆弱。

8. 大洋洲

大洋洲 2020 年经济收缩 2.4%。这是该地区近

30 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不过，贸发会议预计

2021 年经济活动将强劲反弹，预计今年的增长

率为 3.1%，2022 年将增长 2.8%。该地区的表

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最大经济体澳大利亚

的表现，澳大利亚占该地区国内生产总值总额

的 80% 以上。

澳大利亚经济在 2020 年收缩 2.5%，下半年在

强劲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措施的拉动下开始增长，

目前正在快速反弹。初级商品价格和出口部门

的有利供应也有所帮助。这使得 2021 年第一季

度家庭消费和商业投资迅速恢复，特别是全面

边境隔离和局部内部封锁措施助力在疫苗稀缺

情况下遏制了疫情。

然而，新的不利因素已经显现。在国内方面，

需要在人口相对密集地区实行新的局部封锁，

影响到私人活动和信心。在对外方面，虽然初

级商品价格快速上涨继续提振出口收入，但与

主要出口市场中国的关系十分紧张，对反弹构

成潜在制约。总而言之，贸发会议预计，澳大

利亚经济 2021 年将增长 3.2%。2022 年经济增

长将温和放缓至 2.8%，部分是由于主要的私人

和外部增长驱动力恢复至更“正常”的速度，

部分是由于政府商品和服务支出缩减，这种缩

减已经在 2021 年初开始，今后将加快步伐。

9. 非洲

大多数非洲经济体在 2021 年进入周期性复苏阶

段，此前疫情造成了前所未有的 3.4% 的衰退，

使多年的发展成果化为乌有。在此背景下，整

个非洲大陆预计 2021 年将增长 3.2%，2022 年

将放缓至 2.9%。不过，基本活动仍然低迷，创

伤仍将存在。由于安哥拉、尼日利亚和南非等

几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大型经济体自上个十年期

期中以来就一直处于低增长轨道，这尤其不幸。

因此，目前的估算预计，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

该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不会在 2024 年之

前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特别是南非，2020 年

经济萎缩 7%，2021 年预计将温和增长 4%，

2022 年将增长 2.3%。由于数千万非洲公民已

经重新陷入极端贫困 (World Bank，2021a and 
2021b)，这样的发展将使可持续发展目标更加

难以实现。

在许多情况下，经济好转依赖于支持非洲出口

的外部条件的改善，特别是发达经济体和中国

情况的改善。与此同时，博茨瓦纳、摩洛哥和

南非等国汇率在 2020 年 3 月至 4 月受到重创后

继续反弹。到 2021 年中，这三个经济体的汇率

接近甚至高出疫情前的水平。相比之下，其他

几个国家的汇率呈下降趋势，特别是尼日利亚，

自 COVID-19 危机开始以来，尼日利亚严重的

硬通货短缺使得该国货币多次贬值。幸好主要

初级商品出口国的贸易条件在 2020 年第二季度

触底后反弹。在 2020 年最后一个季度和 2021
年上半年，肯尼亚和南非的制造业活动 ( 和服

务业 ( 如有 )) 的采购经理指数指标几乎一直高

于 50 点。而在此期间，埃及和尼日利亚的这些

行业大多处于萎缩区。

尽管粮价飙升造成了紧张局势，但在经济活动

低迷和通胀压力普遍较低的情况下，货币政策

往往是宽松的，在中非和西非尤其如此。然而，

一些国家的通胀率达到两位数 ( 苏丹甚至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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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数 )，其中包括津巴布韦、南苏丹、安哥拉、

利比亚、赞比亚、尼日利亚和埃塞俄比亚，这

些国家都面临滞胀威胁。

在财政方面，由于压力增大，需要减少甚至

完全撤回少数国家最初能够为应对 COVID-19
冲击而提供的 ( 有限 ) 支持。由于预算赤字不

断扩大 ( 有时达到两位数 ) 和政府债务不断增

加 ( 通常至少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5%)，许多

政府已无法控制公共债务轨迹，这极大地抑制

了政府需求。与此同时，外部财政援助严重不

足，无法满足社会、环境卫生和经济需求。撒

哈拉以南非洲 2018 年和 2019 年得到的官方发

展援助年均为 271 亿美元，但在 2021 年下降

到 226 亿美元 (OECD，2021)。在展望期内，

旅游业恢复和疫情相关限制措施逐渐减少应能

使该地区情况得到一些缓解。欧佩克 + 非洲国

家逐步增加石油产量也将支持出口收入增长。

然而，这些积极因素不足以使许多非洲经济体

摆脱低增长环境。此外，由于疫苗接种滞后，

2021 年 6 月开始的第三波病毒感染最近拖累

了疲软的复苏。1 这些疫情暴发将阻碍经济状

况，在出现快速传播的变异株的情况下尤其如

此。现阶段尚不清楚这种负面影响会有多大，

但毫无疑问，在疫苗接种运动达到群体免疫阈

值之前，不会有重大改善。在此之前，与酒店

业相关的部门 ( 尽管不仅仅是这些部门 ) 仍将

严重低迷。因此，大多数依赖游客的经济体仍

将面临严峻形势，而这些经济体已经遭受了巨

大冲击。

在这种展望中，两个主要因素可能进一步损害

经济前景。一个是粮食价格上涨 ( 见插文 1.4)，
粮价上涨已经加剧了整个非洲大陆的饥饿状况。

另一个是社会抗议和冲突再次爆发，在中非共

和国、斯威士兰、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萨

赫勒地区和南非等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一些地区，

这些抗议和冲突已经升级，现在有可能阻碍复

苏，并可能造成长期的经济后果。这些因素如

果持续存在，将加剧与 COVID-19 相关的冲击，

如教育中断、健康恶化和投资受挫，其负面影

响已经改变了未来几年的增长前景。17

插文1.4 粮食价格上涨导致粮食不安全加剧

随着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并需要紧急粮食、营养和生计援助的人数不断增加，到 2030 年实现“零

饥饿”的全球目标 ( 可持续发展目标 2) 似乎越来越遥不可及。2020 年，55 个管辖区至少有 1.55 亿

人面临粮食危机或更严重情况 ( 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 /CH 3 级或以上 )。28 这意味着比 2019 年增

加了约 2 000 万人，比 2016 年增加约 50%。就绝对人数而言，阿富汗、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和

也门的形势尤其严峻，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至少 200 万人被归类处于紧急阶段或更严重情况 ( 粮食安

全阶段综合分类 /CH 4 级或以上 )，需要采取紧急行动拯救生命和生计 (FSIN and GNAFC，2021)。
粮农组织 (2021b) 估计，全球有 45 个国家 ( 包括 34 个非洲国家、9 个亚洲国家和 2 个拉丁美洲和

加勒比国家 ) 由于粮食严重不安全而需要外部援助。

冲突往往是造成饥饿的主要原因，但 COVID-19 疫情加剧了气候失调和经济冲击的影响，使情况

进一步恶化。在此背景下，国际粮价在保持 5 年相对稳定后，从 2020 年第二季度开始上涨；粮农

组织每月粮食价格指数在 2020 年 5 月 (4 年期最低点 ) 至 2021 年 5 月 (10 年期最高点 ) 期间稳步上

升了 37%。

在国内市场，粮价上涨严重影响了家庭获得粮食的能力，在货币贬值、依赖进口的国家尤其如此。

与此同时，公共财政受损经常限制政府在弱势家庭需求增加时为其提供支持的能力。在此背景下，

阿根廷、巴西、尼日利亚、南苏丹、苏丹和津巴布韦这六个国家 2021 年中的一种或多种基本粮食

商品的价格过高，可能对获得粮食能力产生负面影响 (FAO，2021a)

总体而言，粮食危机变得更加旷日持久，更难以从新的不利事件中恢复。冲突、COVID-19 疫情和

长期的经济压力预计将使粮食危机延长到 2021 年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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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于2015年定值美元和汇率。

2 由于欧洲联盟与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同是二十

国集团经济体，我们将西班牙列为图1中的第

20个经济体，以避免重复计算。

3 扩张性财政措施对家庭收入分配的全面影响仍

不明朗。关于货币政策影响的争论也越来越

多，央行大规模注入货币举措虽然只让很少一

部分人口直接受益，但缓解了流动性限制，防

止了金融崩溃，不过，货币政策对财富不平等

的放大效应似乎更加确定(Petrou，2021)。

4 毫无疑问，很多国家预计将在未来采取积极

的一揽子财政紧缩方案(Ortiz and Cummins，
2021)。

5 有关这些概念的历史记载，见C o s t a n t i n i 
(2018)。

6 见1994年和1996年贸易和发展报告，另见

Storm and Naastepad, 2005；Wade，2014。

7 基金组织将这些经济体界定为“在国际市场

准入方面与新兴市场类似的经济体” ( I M F 
2020，p.46)。

8 其他投资通常包括其他股权、货币和存款、贷

款、保险和养老金、贸易信贷和预付款、担保

计划以及特别提款权。

9 这种扩张以及新兴经济体对外负债和资产构成

的变化，使对外资产和负债总额和净外国资产

头寸更易受资产价格和汇率变化的影响，造成

大量财富和收入从新兴经济体转向发达经济体

(见TDR 2019和Akyüz，2021)。

10 Haldane A (2014)。资产管理时代？英格兰银行

金融稳定部执行主任Andrew G Haldane先生在

伦敦商学院的演讲，伦敦，4月4日。

11 贸发会议秘书处基于路孚特公司数据库的

计算结果。另见贸发会议(2021)和基金组织

(2021)。

12 除非另有说明，文中引用的数字由贸发会议秘

书处根据世界银行、基金组织和国家来源计算

得出。

13 见https://www.imf.org/en/About/FAQ/sovereign-
debt。

14 2020年3月至2021年6月，基金组织向85个国

家提供的与COVID-19相关的贷款达1 130亿
美元(见https://www.imf.org/en/Topics/imf-and-
covid19/COVID-Lending-Tracker#REGION)，

世界银行则承诺在2020年4月至2021年6月期

间提供1 040亿美元的贷款。世界银行表示，

这相当于所有其他多边开发银行承诺的贷款

总额。见https://www.worldbank.org/en/news/
factsheet/2020/10/14/world-bank-COVID-19-
response。

15 第一次下跌与2020年春季的大封锁有关。第二

次下跌发生在2021年第一季度，原因是一些大

型经济体实施新的封锁，以及本年度头两个月

国际贸易传统的季节性放缓。

16 空运协会(2021年)。航空公司财务监测，5月。

可查阅https://www.iata.org/en/iata-repository/
publications/economic-reports/airlines-financial-
monitor---may-2021/。

17 世界银行(2021a)。《撒哈拉以南非洲：宏观贫

困展望》。2021年春季会议。世界银行，华盛

顿特区。世界银行(2021b)。《中东和北非：宏

观贫困展望》。2021年春季会议。世界银行，

华盛顿特区。

18 在解读COVID-19一揽子刺激计划的估计规模

时，必须注意每个国家的经济冲击程度。对于

欧洲联盟成员国尤其如此，如E节所述，每个

国家经济活动受到冲击的程度不同，其财政刺

激规模也相应不同。

19 由于数据的可得性和可比性问题，无法直接将

较小的发展中经济体或最不发达国家纳入其

中，而这些国家很可能会显示出更大的差异。

20 美 国 与 其 他 发 达 经 济 体 不 同 ， 因 为 其

COVID-19财政支持措施过度依赖直接收入转

移。如B节所述，在疫情期间依靠这些转移支

付为家庭提供支持，表明该国现有的福利保护

制度存在不足，且缺乏针对性。

21 美国经济分析局，2021年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

值(预)估值，表8。

22 按2021年7月7日特别提款权/美元汇率0.7026计。

23 目前，特别提款权可兑换美元、欧元、人民

币、日元和英镑。

24 使用特别提款权并非完全没有成本，因为当各

国在与基金组织或其他成员国的交易中使用

(或减少)其分配的特别提款权时，会产生以非

优惠利率计算的利息费用。基于一国累计分配

的特别提款权与其有效持有量之间的差额计算

应付给基金组织的净利息。同样的利率适用于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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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和持有，利率由基金组织确定，其基数是

5种特别提款权篮子货币的货币市场上具有代

表性3月期债务利率加权平均数。目前，利率

为每年仅0.05%，反映了特别提款权篮子货币

发行国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

25 当前的基金组织配额公式是国内生产总值

(50%)、开放度(30%)、经济可变性(15%)和国

际储备(5%)的加权平均值。这个办法系统性地

看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实力分配

的现状，而不是促进将特别提款权用于商定的

全球目标，包括包容性可持续发展。

26 贸发会议一直主张将特别提款权与发展资金挂

钩，见Park，1973。

27 因此，Plant和Andrews(2021)建议，如果要落

实仅限于使用或回收“标准”特别提款权用于

当前COVID-19应对措施的提案，需要修改基

金组织的法律和政策框架(包括其协定条款)。

28 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IPC)和协调框架(CH)的
级别从1(无/最低)到5(灾难/饥荒)不等。

29 读者请注意，T通常用于描述净税或毛税，即

私营部门向政府转移的资金。这里的定义带有

相反的符号，因此差异dT(如上所示)被解释为

财政刺激。

30 从政府向私营部门的转移净额包括政府向私营

部门的转移(包括失业救济金和直接收入转移)
减去税收和对政府社会保障缴款得出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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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插文1.1的方法说明

表 B1.1 中 G 和 T 的估计值系根据以下两个恒等式的分解计算得出。恒等式以标称值和常量值计

都有效；在本说明中，除非另有说明，否则使用常量值 ( 链式 )：

(1) Yx = Cx + Ix + Gx + NXx 其中 Yx：国内生产总值，Cx：私人消费支出，Ix：私人投资支出，

Gx：政府消费和投资支出总额，NXx：净出口。

(2) -NLG x = Tx + Gx  Tx = -NLG x - Gx 其中 NLG x：一般政府部门的贷出净额，Tx：政府向

私营部门的转移净额 29，Gx：政府消费和投资支出总额。

对于表 B1.1 中选择的国家，Gx 的年度数据取自国民账户数据集，如等式 (1) 所示。同样，NLG x
的年度数据取自这些国家的政府账户或财政数据。

为了估算 dG，即政府消费和投资支出超出 2020 年预期水平的金额，首先将 2020 年 政府

消费和投资支出的预期水平估计为过去 3 年 (2017 年至 2019 年 )Gx 的平均增长率 ,
适用于 G2019：

dG2020 作为 G2020 的期望值与观察值之间的差额：

为了估算 dT，即政府向私营部门 30 转移净额超出 2020 年预期水平的金额，首先将 2020 年

转移净额的预期水平估计为过去 3 年 (2017 年至 2019 年 )Tx / GDPx 的平均比率             ,
再适用于 2020 年国内生产总值的价值 (GDP2020)：

dT2020 作为 T2020 的期望值与观察值之间的差额：

为简单起见，表 B1.1 中变量 dG2020 表示为 G，变量 dT2020 表示为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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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得更好的曲折历程：

从1980年代债务危机到COVID-19 II

A. 导 言

罗纳德·里根总统喜欢引用托马斯·潘恩在美

国革命高潮时写下的宣言，即“我们有能力让

世界重新开始”。虽然由 1970 年代纷乱的经济

和政治事件引发的新自由主义革命并非由里根

开启，但他在 1981 年 1 月执掌世界上最强大的

国家，催生了一个新的政策共识。人们看到了

这样的希望 —— 将流动资本、灵活的企业家和

高效的市场力量从僵硬呆滞的政府监督和监管

下释放出来，从而为所有人创造更好的未来。

贸发会议的《贸易和发展报告》于同年推出，

在随后的四十年中见证了新共识产生的后果；

新共识通过许多国际机构传播到了盎格鲁 - 撒
克逊世界之外的发展中国家。

即使有大量证据表明，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危机

不断，财富和权力空前集中，经济不安全日益

加剧，但太多的决策者仍然坚定地认为，市场

天然具有竞争性，会自动自我修正。在很大程

度上，这一信条表明，某些人，尤其是某些更

加激进的超全球化支持者，一味无视热钱的无

政府主义冲动、大金融机构的掠夺性做法以及

资本无限制跨界流动的破坏性力量。

这种无视最终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究其根源，

全球金融危机起自于西方大型银行的活动 ——

这是无法忽视的。危机的破坏性后果迫使决策

者在恐慌和信念的双重作用下，放弃了该政策

共识的一些标志性内容。各国政府承诺将重建

得更好。2009 年在伦敦举行的二十国集团会议

显示，人们希望改变方向。

我们的出发点是相信繁荣是不可分割的；增

长要持续，就必须分享；我们的全球复苏计

划必须首先注重辛勤劳作的家庭的需求和就

业，在发达国家是如此，在新兴市场和世界

最贫穷国家同样如此；必须不仅反映今日民

众的利益，而且反映子孙后代的利益。

最终，实际情况表明，传统政策智慧和金融市

场的引力过于强大。到上个十年末，任何重建

得更好的希望都已落空。

COVID-19 危机导致人们的生命和生计受到威

胁，揭示了当今世界的脆弱性；它也提醒我们，

如果我们此番想要重建得更好，金融市场这只

无形之手并不会在正确时间、以正确规模、向

正确地方投放资金。让世界重新开始，需要国

家内部和国家之间作出更大的集体努力。

下一节介绍《贸易和发展报告》针对超全球化

时代阻碍发展的各种冲击、挫折和危机所作的

分析，并强调《报告》对包容性全球经济治理

的一贯呼吁。C 节探讨一旦疫情消退、如果在

那个时代被广泛采用的政策建议回归会发生什

么，并就随之而来的超强不对称性发出“琥珀

色警告”。D 节考虑到特别是发达经济体在危

机期间为解决不平等、不受约束的企业势力和

迫在眉睫的气候危机而采取的一些措施；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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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正确，但这些措施试探性质过浓，而且由

于缺乏政策协调，可能会对发展中国家造成冲

击。要构建新的政策共识，就需要有更坚固的

材料。最后一节突出提到的、COVID-19 危机

期间出现的一些内容广泛的政策主题，就属于

此种材料。

B. 《贸易和发展报告》四十岁了

1. 逆流而上

1981 年，发达经济体仍在努力应对上个十年释

放的滞胀压力。通货膨胀和失业率居高不下。

投资低迷或出现下滑。政治紧张加剧了焦虑和

混乱的气氛。国际一级也明显出现混乱；由于

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资本账户开放、私人资

本流动出现动荡，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达成的

共识已被颠覆。一些大型国际银行由于向发展

中国家提供了有问题的贷款，结果面临偿付能

力问题。

在此背景下，七国集团国家于 1981 年 7 月在渥

太华举行会议，“以振兴工业民主国家的经济”。

它们坚持认为，这样做，取决于通过削减政府

借款和控制货币供应来战胜通胀 —— 这是凯恩

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时代结束的信号。它们

还坚持认为，振兴需求将需要在增长和收入预

期、劳资关系、工业支持、投资方向和规模以

及能源使用和供应方面发生更根本的变化 ( 七
国集团，1981 年 )。

七国集团认识到世界相互依存的现实和“许多

发展中国家的严重经济问题”，还确认它们致

力于加强国际合作，并表示希望在今年晚些时

候在坎昆举行的国际合作与发展会议上讨论共

同的挑战。

在过去十年中，由于初级商品价格上涨，尤其

是石油价格上涨，投资增加，增长加快，许多

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取得了进展。经济信心日

益增长，推动各国在政治方面制定更为远大的

目标。各国在联合国启动谈判，以形成一个更

有利于发展的国际经济秩序。然而，许多经济

体的结构基础仍然薄弱，突发性增长被证明是

短暂的。债务的真实成本 ( 就支付利息所需的

出口量而言 ) 较低，而初级商品价格很高，鼓

励人们通过银团贷款，进行大规模借贷。随着

发达国家利率大幅上升和经济增长大幅放缓，

一些负债累累的经济体开始出现财务压力。

贸发会议第一份《贸易和发展报告》就是在

1981 年、在这些不断变化的经济潮流中问世的。

《报告》警告说，促进长期发展议程的全球条

件正在消失，许多国家不断恶化的局势预示着

一场即将到来的“发展危机”。《报告》传达

的信息在随后四十年中成为反复出现的问题，

即发展中国家更快的增长对发达国家是互利的，

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加强国际合作以及各国

政府开展协同努力，因为单靠市场力量无法实

现所需的转型和结构改革”。1981 年，这一信

息与北方的政策方向不一致。1

政策方向发生变化，在 1970 年代中期就已经初

显端倪 —— 此后被贴上新自由主义标签；但随

着 1979 年玛格丽特·撒切尔在英国当选和次年

罗纳德·里根在美国当选，2 此种政策变化就在

政治上上了一个台阶。法国弗朗索瓦·密特朗

政府向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发出了最后一次欢

呼，该政府在第一份《报告》发表前几个月当

选，但面临资本外逃和经常账户赤字不断扩大

的压力，很快转向紧缩。尽管渥太华会议表达

了各种愿望，但坎昆首脑会议证明是谈判改变

国际经济秩序做法的终结；里根总统明确表示，

他的政府将重点支持那些愿意“鼓励经济自由”

的国家的国内政策，而非改革现有的多边架构。

政策由此转变，颂扬小政府的优点以及将市场

从监管纪律和监督下解放出来的益处。竞争力

超过就业，胜出成为衡量经济成功的标准，自

由化成为政策舞台的焦点，货币紧缩政策成为

宏观经济唯一的支持性角色。他们承诺的前景

很简单：从政府干预，特别是对国际资本流动

的监管和工资 - 物价螺旋上升中解脱出来，竞



47

重建得更好的曲折历程：从1980年代债务危机到COVID-19

争加剧将刺激创业、刺激投资和促进财富创造，

其收益甚至会有点滴渗透到最贫穷的社会阶层，

并通过自由贸易和增加资本流动，在全球扩展。

2. “失去的十年”

事实证明，经济现实非常不同；由于美联储主

席保罗·沃尔克 (1978年 )将利率推高至两位数，

美元走强和商品需求下降，将发展中国家的流

动性紧张和金融压力转化为偿付能力危机。墨

西哥 1982 年违约，让其他主权借款人产生了怀

疑，私人资本外逃，引发南方大部分地区出现

债务危机。1982 年《报告》警告说，随着“开

放给发展中国家以促进其自身发展的可行政策”

范围进一步缩小，“国际合作精神……式微”，

发展危机将会加剧。

在缺乏及时的多边优惠支持的情况下，严格的

紧缩措施是不可避免的。结构调整方案在发展

中国家变得司空见惯，成为重新获得多边融资

的条件。该方案得到一种发展政策模式的支持，

但该模式与《报告》所设想的截然不同，后来

被称为“华盛顿共识”(Williamson，1990 年 )。
这些方案造成了损害，而且并未创造支持长期

投资的宏观经济环境 —— 随后的《报告》对此

作了广泛记录。

随着发达国家开始复苏，一种截然不同的全球

经济出现了，它不同于沃尔克自己委婉地描述

为美元浮动后“世界经济的受控解体”。这个

世界经济需要有不同于布雷顿森林会议所建立

的治理安排 —— 具有系统重要性的经济体货币

当局之间进行“相互应急规划”(Volcker，1978
年 )。这些安排有美国新的增长制度支撑，主

导该制度的，是以下各方面：不断扩大金融部

门和相关服务行业，强势美元，持续贸易赤字，

以及大力通过增加外国投资流量、收紧知识产

权和不断寻找更廉价的劳动力来源、来提高海

外利润。

支付和汇率制度越来越与资本自由流动和国际

贸易制度交织在一起；国际贸易制度的运作方

式主要是，发达经济体在关贸总协定下谈判议

定的关税削减，以及这些国家单方面酌情实施

的贸易限制，二者兼而有之。1984 年《报告》

预见到了新兴的全球格局将出现的断层和不对

称：重债权人，轻债务人；重大生产者，轻小

生产者；重利润，轻工资；在国际论坛上，发

达国家利益优先于发展中国家利益。

要克服不可持续的债务负担所造成的危机，理

想的情况是，既要加速增长、降低利率，又要

在适当条件下增加资本流动。如果做不到这些，

缺少一个设计良好和公正的及时解决外债问题

的框架的问题就会日益明显。从 1985 年的贝克

计划开始，临时性和有利于债权人的重组工作

提供了一些有限的重新安排，但债务国要承担

削减开支和通货紧缩调整之责。对此，1986 年

《报告》提出了围绕债务重组新原则的替代办法，

部分借鉴了美国破产法，暂时停止偿债，并建

立了一个独立的债务解决机制，负责公平和及

时地进行债务重组。

随着该十年的结束，1989 年《报告》得出结论

认为，要走出失去的十年，就需要大幅度放松

对发展中国家增长的外部限制，同时制定新的

社会契约 ( 以及相应的财政改革 )，以便更公平

地分担进一步调整的成本和任何后续复苏的成

果。从商业银行有选择地减记一些贷款开始，

出现了某种形式的放松：1989 年启动的布雷迪

计划通过将未偿贷款转化为可交易的债券工具，

提供更广泛的债务减免，为拉丁美洲中等收入

国家重返国际资本市场铺平了道路。然而，一

个更公平的社会契约尚有待制定。

3. 热度的诞生

随着严重经济困境的缓解 —— 以及 1989 年 11
月柏林墙的倒塌 —— 超全球化经济的轮廓变得

更加清晰。金融市场放松管制和资本账户开

放，让位于金融资产的买卖、股东治理和债务

额的上升。取消关税壁垒的工作仍在继续，但

谈判转向商定规则，以支持深入推行一体化和

扩展国际生产网络，同时加强对管理这些网络

的公司的保护。国有资产私有化的努力让位于

促进公私伙伴关系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商业

环境。决策者被告知，这些变化如同季节变

化一样，他们并没有多少理由加以辩论 (Bl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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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各国要么“融入国际经济，要么被边

缘化，从而在增长和发展方面掉队掉得越来越

远”(Camdessus，1997 年 )。

随着新十年的开始，苏联解体为基于市场的改

革开辟了更广阔的战线，其速度更快，被称为“休

克疗法”。1993 年《报告》警告说，转型经济

体经历了更多“休克”，而非治疗。尽管如此，

美国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承诺建立

一个新的世界秩序，提供“与其他国家合作的

新方式……和平解决争端、团结一致反对侵略、

削减和控制武库以及公正对待所有人民”(Nye，
1992年 ) ；有一位热心观察者断言，这标志着“历

史的终结”(Fukuyama，1992 年 )。

事实证明，历史并非如此乐善好施。在资本自

由流动的世界中，全球相互依存的面貌不断变

化，带来了新的威胁，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而

言，这成为其后《报告》的一个永恒主题。贸

易和资本账户自由化，加上顺周期的财政和货

币政策，会如何扰乱增长和发展？人们特别关

注这一问题。宏观经济价格失调、投资期限缩

短以及助长资产泡沫情形，导致紧缩、失业和

贫困加剧。当市场情绪突然转变引发资本快速

外流和支付压力加剧时，资产泡沫就可能破灭。

尽管有人保证金融创新正在克服市场风险，但

1995 年《报告》对产生系统性风险的衍生工具

迅速增长越发表示关切；在缺乏国际合作的情

况下，这可能导致金融市场更广泛的崩溃。

外国资本确实从 1990 年代初开始回流拉丁美

洲，但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

洲国家，继续努力应对债务危机的遗留问题。

只有在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于 1996 年发

起重债穷国倡议之后，这些国家的情况才开始

改变。与此同时，快速金融自由化的危险在东

亚一些最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变得越来越明显。

1994年《报告》警告说，那里的资本账户自由化，

提供当地较高的名义利率，引发短期流入 (“热

钱”) 激增，但是此类热钱可能同样迅速地流出。

随着投资者对不断增长的经常账户赤字感到紧

张，并将投机触角转向美国的景气市场，资金

流动的逆转给当地汇率带来压力。事实证明，

1997 年 7 月泰铢崩溃波及效应极大，将泰国和

几个邻近经济体拖入恶性金融螺旋，并引发急

剧衰退。到该十年期末，危机的蔓延继续波及

其他新兴市场。

2000 年《报告》的结论是，主要由国际金融机

构制定的应对东亚危机的最初对策过于严厉，

让工薪阶层、中小企业和穷人承受负担。只有

当紧缩措施被逆转、政府被允许发挥更积极的

作用，包括马来西亚政府通过有效使用选择性

资本管制来发挥更积极的作用的时候，复苏才

开始。由此得出一条基本的经验教训，即：在

金融化的全球经济中，即使是增长记录良好的

发展中国家，如果过度依赖外国资源和市场，

其增长前景也容易受外来冲击。

在发达国家中，1990 年代是美国的十年。该

十年初的短暂衰退让位于与宽松的货币政策和

围绕信息和通信技术革命的高涨热情相关的强

劲增长；投资、生产率和就业都有所回升，而

通胀压力仍然较低。股市急剧上涨，导致美联

储主席警告“非理性繁荣”，但他并未表现出

抑制这种繁荣的热情。相比之下，欧盟遭受了

更长时间的经济下滑，因为新通过了《马斯特

里赫特条约》，欧盟一时还不适应。然而，从

1990 年代中期开始的微弱复苏，确实为该集团

的一个分支注入了足够的信心，使其能够在该

十年末建立一个欧元货币联盟。相比之下，日

本无法找到一条可持续的调整之路，摆脱不了

前一个十年末期的大规模金融崩溃，短暂的走

走停停的循环阻碍了该十年的增长。

除了这些不均衡的增长表现之外，高失业率的

持续存在和去工业化的加速也使发达国家的决

策者不堪重负。适应市场力量并不像教科书所

暗示的那样顺利，即使经济增长加快，也还有

小范围贫困和匮乏的存在。有一种说法认为，

与发展中国家贸易日益增长，乃是罪魁祸首；

这种说法在政界得到支持。但 1995 年《报告》

摒弃此种说法，强调这是与日益金融化的经济

相一致的政策选择造成的需求疲软、投资增长

不平衡和劳动力市场放松管制共同作用的结果。

《报告》警告称，试图提高竞争力而削减工资，

会减少国内需求，从而只能进一步削弱就业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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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1971-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

(每年和每十年几何平均值，百分比)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依据为贸发会议数据库；以及用于编制《贸易和发展报告》的世界产出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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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尽管资本流动激增，但 1990 年代的

全球平均年增长率未能比上个十年有显著改善

( 图 2.1)。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均增长继续落后

于发达经济体，表明它们进一步落后 ( 表 2.1)。
然而，南亚增长加快，东亚 ( 现在包括迅速转

型的中国 ) 持续保持强劲增长，标志着国际经

济格局正在发生变化。

4. 赢家和输家

在对高效市场的信心继续主导着经济政策的制

定的同时，发达经济体的政府开始担心全球经

济持续失衡。1980 年代，主要发达国家内部和

之间宏观经济政策立场不一致造成的贸易失衡

和随之而来的金融不稳定一直是《报告》持续

关注的问题。日本不断增长的经常账户盈余引

发了美国的特别焦虑，在缺乏有效国际协调的

情况下，引发了一系列扰乱国际贸易的临时应

对措施。1990 年代，由于持续的政策分歧，

再加上新兴工业化东亚经济体的出口成功，失

衡进一步扩大。由此产生的全球失衡暴露了在

一个日益相互依存的世界中缺乏政策协调，而

2000 年《报告》警告说，这很可能会以无序的

方式得到解决，对发展中国家不利。随后的《报

告》，直到全球金融危机，继续警告硬着陆的

危险。

自由贸易的逻辑使得发展中国家有望得到广泛

收益。然而，在十多年的快速开放中，只有少

数主要来自东亚的发展中国家实现了强劲的赶

超式增长，而在其他地方，失去的 1980 年代十

年正在延伸至新十年的头几年。“奇迹”经济

体的异常成功开始引发人们对来自华盛顿的政

策建议的质疑。受日本政府委托，世界银行进

行了一项重大研究，将其成功归因于更严格地

支持顺应市场的政策 ( 含蓄地认可其对其他发

展中国家的建议 )。但这一说法很快遭到越来越

多的学术研究的质疑，这些研究强调发展型强

国采用的战略性贸易和产业政策在促进结构转

型和弥补其企业在国际市场上面临的竞争劣势

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贸发会议在各份《报告》

中介绍了它自己的研究；此项研究证实，积极

的政策措施有助于在最成功的东亚经济体建立

强有力的利润 - 投资 - 出口关系，并强调愿意、

也能够与私营部门对话的得力公共机构的作用；

这些机构拥有足够的政策空间，可以支持、指

导并在必要时约束企业，以实现快速的投资和

技术升级。

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都有

输家，也有赢家 —— 这种认识有悖于市场原教

旨主义提倡的涓滴逻辑。国际社会的部分成员

开始担心，狭隘地关注增长条件会忽视一个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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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1951-2020年按区域分列的人均年增长率

(购买力平价)

世界

发达(M49
编码，包括
大韩民国)

发展中
(M49编码) 中亚

东亚
(包括日本

和大韩民国) 南亚 东南亚

西亚
(包括

以色列) 拉丁美洲 北非
撒哈拉

以南非洲

1951–1959 3.0 3.6 2.8 5.1 1.4 2.5 4.1 2.3 2.6 1.9

1960–1969 3.5 4.4 3.1 5.4 2.8 1.9 4.7 2.6 6.8 1.9

1970–1979 2.6 2.4 3.6 3.9 1.2 4.2 4.6 3.5 2.1 0.9

1980–1989 1.0 2.0 0.8 -0.5 4.0 2.0 3.1 -2.8 -0.3 -1.4 -0.9

1990–1999 1.0 1.1 2.2 -4.7 2.9 3.3 3.4 1.1 1.2 0.8 -0.6

2000–2009 2.4 1.8 4.0 6.9 4.6 4.5 3.7 2.4 1.6 2.5 2.4

2010–2019 2.1 1.7 3.0 4.3 3.5 4.7 4.2 2.1 0.8 0.2 1.4

2020 -4.5 -4.6 -3.9 -2.0 -0.3 -6.7 -4.4 -4.4 -7.9 -5.8 -4.7

2000–2008 2.9 2.5 4.3 7.5 4.9 4.6 4.0 3.1 2.2 2.8 2.6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理事会(2021年4月)。经济总量数据库。见https://www.conference-board.org/data/economydatabase/total-economy-database-productivity。

大的挑战，即“创造一个有利环境，使人们能

够享受健康和富有创造力的长寿生活”(UNDP，
1990)，于是，“人类发展”成为 1990 年代的

重要主题。虽然这种方法有助于扩大国际发展

界的政策讨论，但它只侧重于极端贫困和社会

剥夺带来的政策挑战。1997 年《报告》打破了

这一思路，将辩论从经济金字塔底层 ( 贫困挑

战 ) 转移到顶层；《报告》认识到收入差距不

断扩大，已成为超全球化的普遍现象，越来越

脱节的精英阶层 ( 既有家庭也有公司 ) 的行为

和影响对更广泛经济的方向和前景产生了不成

比例的影响。

该《报告》详细描述了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

家不平等加剧的趋势，北方的中产阶级被掏空，

而南方的中等收入国家则进一步落后。《报告》

认为，最好的解释是政策决定的结合，特别是

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快速自由化，以及国际

经济中有利于资本自由流动和对工资施加下行

压力的新规则。

这些趋势的另一面是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

额的上升，但它非但没有带来所承诺的生产性

投资提振，反而导致总需求不足、债务水平上

升和增长放缓，投资者将注意力从生产性经济

转移到现有资产的买卖上。食利经济已经出现。

该《报告》警告说，如果任其发展，由此产生

的经济脆弱性和政治紧张局势最终将对全球化

产生强烈反作用。1999 年 11 月西雅图世贸组

织会议期间发生暴力示威，就是不满情绪日益

增长的早期迹象。

5. 增长回升；失衡情况扩大

正如前几份《报告》所预测的那样，不仅自由

化的金融市场成为更大的波动来源，而且全球

经济日益一体化也意味着震荡 ( 包括实际震荡

和金融震荡 ) 在各部门、国家和区域之间传播

得更快。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仍在被强迫解

除资本管制，以期提高市场效率。1994 年袭击

墨西哥债券市场的所谓龙舌兰酒危机表明了金

融不稳定可能从“新兴市场”蔓延，3 而 1998
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倒闭 —— 它对俄罗斯债券

市场的敞口过大 —— 引起决策者对冲基金作为

波及效应渠道的注意。在这两起案例中，美国

货币当局迅速采取救市行动，都取得了成功。

然而，2000 年暴发、持续到 2001 年的网络泡

沫破裂，引发美联储以及其他央行作出更主动

的回应，它们迅速大规模、长时间地降低利率

并注入流动资金，以努力稳定和重振金融市场。

纽约和华盛顿遭受恐怖袭击后，此种回应力度

加大。

投资者在寻求更高收益时较少注意规避风险，

于是，上述大规模注资也通过资本注入的增加、

溢出至发展中国家。随着中国被确认加入世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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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以及全球贸易复苏，经济乐观情绪进一步

回升。自 1970 年代以来，整个南方的经济增长

首次出现同步提升，贫困人口数量终于开始下

降，尽管主要原因是中国贫困人口迅速减少。

商品价格很高，而且不断上涨 —— 所谓“超级

周期”—— 推动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随着

发达经济体的增长放缓，有关方面长久以来所

承诺的趋同 ——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收

入差距缩小 —— 终于貌似会发生。

随着利率下降和金融市场回暖，发达国家的决

策者确信他们已经找到了宏观经济稳定的圣杯。

经济学家 ( 回顾性地 ) 宣布“大缓和”的到来

(Bernanke，2004)，有些经济学家宣布经济萧

条结束 (Lucas，2003)。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

斯潘 (2005年 )认为，金融创新加上央行的远见，

最终给了亚当·斯密的无形之手给整个全球经

济带来稳定和活力的空间。

最大的问题是，这些趋势是否可以持续？随着

决策与不受监管的金融市场的计算和自由资本

日益缩短的投资期限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人们有理由对此表示怀疑。正如 2001 年《报告》

所概述的那样，在不同论坛上提出的希望找到

一个与灵活汇率和大规模资本流动相适应的国

际治理体系的各种倡议，并未取得有意义的进

展。在缺乏与全球金融市场的覆盖面相匹配的

多边体系的情况下，出现了一种二元体系，即：

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监督和纪律，同时对具有

系统重要性的发达国家的政策采取自由放任的

做法；而这些国家的国内金融体系 ( 包括私人

国际债权人 )的管理，则通过自愿安排进行。《报

告》总结说，这样一个体系既容易发生危机，

也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需求。

《报告》借鉴以前推动国际金融服务于发展的

改革建议，呼吁：改善主要经济体经济政策的

多边监督和协调；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

和监督；增加官方融资，包括以减让性条件进

行此种融资；采取新方法，以更加公平的、及

时的方式管理和重组债务；提升制定与金融和

发展有关的政策方面的协调一致，包括大幅削

减调整方案附带的政策条件。

对国际贸易治理的担忧也在增加。1996 年《报

告》讨论了乌拉圭回合的模棱两可的结果，

1999 年《报告》得出如下结论：由于存在着限

制进入北方市场的非关税壁垒和压缩发展中国

家政策空间的各种与贸易有关的措施，发展中

国家的预期收益被夸大了。随着国际生产网络

的扩展，2002 年《报告》所称的“自由国际经

济秩序的言论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更加明显。

发展中国家参与这些网络，一方面开辟了新的

出口机会，另一方面，其参与取决于进口中间

投入的大幅增加，以及向管理这些网络的大公

司牺牲政策空间 —— 这是治理的私有化，参与

国因而越来越难以实现多样化，以从事高附加

值活动。

2002 年《报告》的结论是，虽然发展中国家现

在的贸易多于以往，但许多发展中国家从中获

得的收入却减少了。与更广泛的国内经济联系

很少的制造业飞地无助于促进就业、投资、增

值和生产力增长，在 2003 年《报告》所审查的

某些情况下，自由化的快速步伐导致了“过早

的去工业化”，因为各国在相对较低的收入水

平上经历了制造业就业和产出份额的下降，并

降级至技术密集程度较低的活动。

从更积极的方面来看，东亚的增长故事显示了

密切区域贸易和投资流动的潜在益处，增加了

复制这种安排以及更密切的南南合作和一体化

有助于维持南方增长势头的可能性。各份《报告》

审查了机遇和挑战，同时坚持认为不应将机遇

和挑战视为有效多边安排的替代品，并警告说，

如果这些安排继续通过设计不佳的贸易和投资

协定、过多的贷款条件和进一步鼓励顺周期性

资本流动来挤压政策空间，其影响会受减损。

6. 是特征，不是缺陷

2007 年，《报告》再次表述了以下关切，即：

持续的全球失衡，加之高杠杆机构投资者规模

过大，又能受益于，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

各国宏观经济的价格变动，正对全球经济构成

系统性风险。再加上复杂的金融工具有望分散

风险投资的影响，以及投资者寻求远远超过实

体经济增长的收益率，“非理性繁荣”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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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成为金融化经济体的一个永久特征，同时

自我调节市场对这种行为的约束也很有限。

这一警告被证明是有先见之明的，2007 年 8 月

开始的金融危机击碎了新千年带来的乐观情绪；

这场危机随着 2008 年 9 月“雷曼兄弟”的破产，

殃及全球经济。这场危机是在美国抵押贷款市

场日益鲁莽的做法中孕育出来的，但它是脱离

生产性经济的高杠杆金融体系最终形成的产物。

这种影响既迅速又具有破坏性，投资者诉诸恐

慌性抛售，希望将损失降至最低。随着金融瘟

疫蔓延至各个市场和大洲，全球经济自第二次

世界大战以来首次陷入衰退。

判决很快就来了。神情沮丧的艾伦·格林斯潘

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他发现自己对自由市场

优点的思考中存在“一个缺陷”，而英国若干

著名经济学家告诉女王，这是“许多智者集体

想象力的失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多米

尼克·斯特劳斯 - 卡恩更正确地总结道，这场

危机“摧毁了过去二十五年的认知基础”。

人们认识到如此规模的全球危机需要超越一小

撮西方经济大国努力的集体行动，于是扩大了

应对的范围，把新的二十国集团的主要新兴经

济体都包括进来。在 2009 年 4 月的伦敦会议上，

二十国集团呼吁大规模协调财政扩张以遏制危

机。在此次会议之前，美国新政府宣布了一项

为期三年的 7 200 亿美元刺激计划 —— 占年度国

内生产总值的 1.6%，但真正改变游戏规则的，

是中国为期两年的 5 860 亿美元支出计划，约

占其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 4.3%。2009 年 6 月

金砖国家举行首次峰会，进一步体现了地缘政

治格局的变化。

伦敦会议承诺进行一系列雄心勃勃的改革，以

防止危机重演、恢复增长并重建得更好 ( 二十

国集团，2009 年 )。然而，事实证明，此次会

议兑现承诺的能力平平。一旦处于危机中心的

大型国际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得到清理，金融市

场重又镇定下来，发达经济体就会在不同程度

上转向紧缩。欧洲、尤其是美国决策者显现出

的偏好倾向于全球金融稳定；全球繁荣则不那

么重要。

2011 年《报告》警告称，如果在私营部门仍在

去杠杆化的情况下，一致转向财政整顿，那么

无论是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还是恢复金融部门，

无论是二者单独实施还是双管齐下，都不会带

来强劲复苏。此外，考虑到随后可能出现金融

震荡，不仅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扶贫挑战会受到

挫折，而且向更气候友好型经济过渡的、日益

高涨的呼声也会遭到忽视。

还在奥巴马总统宣布不平等是“我们时代的决

定性挑战”的一年前，2012 年《报告》就再次

讨论了不平等加剧及其与经济停滞的联系的问

题。《报告》确认，1990 年代后期指明的政策

因素和结构力量继续造成世界极不平等，并指

出，自新千年开始以来，出现了一些区域改善，

在拉丁美洲尤然，因为初级商品价格上涨和加

速增长对 ( 公共和私营部门 ) 创造就业机会的

推动作用被一个新的政策转向所放大，该政策

转向支持社会服务和收入支助计划方面的公共

支出。尽管如此，在国际治理未经改革的情况下，

持续易受冲击和高度的经济非正规性将继续对

解决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问题构成重大

障碍。

最终从危机中出现的是一种新的超全球化，新

形式的非银行金融被允许在危机后引入的对银

行的 ( 有限的 ) 监管监督之外蓬勃发展，4 中央

银行将继续通过其资产负债表交易为金融市场

提供资金，通过集中市场和数字平台的垄断做

法创造新的抽租来源。

在美国，大公司利用利润回购自己的股票并收

购竞争对手公司，造成股市飙升，而预算削减、

国内投资疲软和工资停滞阻碍了强劲的复苏，

导致情势越来越具有不确定性。其他地方也可

以看到类似的两极分化压力，不过，一些国家

还有一些剩余的福利规定，软化了更极端的

结果。

危机后常出现紧缩和萎靡不振的情况，但中国

是例外。中国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前所未有的

财政刺激将增长动力转向国内需求，特别是投

资，投资额从 2010 年 2.8 万亿美元上升到 2019
年的 6.2 万亿美元 ( 相比之下，美国这两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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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额分别为 4.5 万亿美元和 2.8 万亿美元 )，
并继续支撑着强劲的出口表现，尽管货币升值，

特朗普政府又采取了有针对性的关税上调。尽

管中国的贸易顺差在 2014 年后确实开始下降，

但仍处于顺差状态，而海外贷款 ( 包括对其他

发展中国家的贷款 ) 开始上升，这在一定程度

上与其 2013 年启动的“一带一路”倡议有关。

然而，过去十年的增长减速和国内债务的持续

积累，特别是在省级和企业层面，以及日益加

剧的不平等，带来了非投机性泡沫的威胁。

2015 年和 2016 年上海股市的动荡向决策者发

出警告：金融资产负债表需要加以清理。

7. 新常态与新政

全球金融危机后，有关方面未能兑现承诺的改

革；在这个资本自由流动、市场不断集中、全

球需求低迷、投资疲软和债务不断增加的超全

球化世界，人们对多边体系的有效性开始产生

令人不安的疑问。尽管如此，2015 年启动了

《2030 年议程》，并在巴黎就降低碳排放水平

以缓解气候危机达成了协议，二者共同为全球

经济提供了雄心勃勃的变革议程。然而，由于

缺乏系统性改革方案来解决根深蒂固的超全球

化不对称问题，并为大力推动投资以实现商定

的目标和具体目标提供所需的财政支持，及时

实现这些目标和具体目标的可能性很快变得更

加遥远。

2017 年《报告》借鉴美国罗斯福政府努力从

1930 年代大萧条中重建得更好的经验，认为

需要实行全球新政，来结束紧缩并创造体面的

就业机会，管控食利经济并让金融为更广泛的

社会利益服务。《报告》得出如下结论：“有

效的国际主义仍然依赖负责任的民族主义，找

到恰当的平衡仍然是任何实质性多边议程的

核心。”

随着该十年结束，发达国家未能为基金组织找

到大量新资源，也未能兑现十年前为绿色气候

基金承诺的 ( 甚至有限的 ) 资金，放弃了在多

哈启动的多边贸易谈判，转而专注于双边和多

边协议，在全球税收改革方面也是进展甚微。

有关方面作出有限努力，进行金融监管 ( 包括

通过金融稳定委员会的努力和被推迟的《巴塞

尔协议》第三阶段这样做 )，对管制新一代私

人债权人的掠夺性活动收效甚微，导致许多重

债发展中国家面对无情的法律制度苦苦挣扎，

其中一些国家已经违约。

基金组织在其最后一份十年《世界经济展望》中，

对全球下行风险背景下政策失误的危险表示担

忧。贸发会议也担心政策失误，但更大的问题

在于国际经济游戏规则限制生产性投资，造成

不可容忍的不平等程度，纵容 ( 如果不是积极

鼓励 ) 掠夺性的公司行为。在全球经济中，越

来越深的不安全感继续渗透到太多人的生活中。

《报告》在 1990 年代末曾就新兴食利阶层带来

的潜在危险发出过警告，现在已出现一个成熟

的食利经济，产生全球影响。面对疲弱和不稳

定的增长、持续的金融脆弱性、日益加剧的经

济两极分化和不断加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2019 年《报告》警告称，明显存在着全球衰退

的现实危险。

8. 回到未来

COVID-19 是压垮这个硬化骆驼背的稻草。对

疫情冲击的直接反应遵循了过往危机中用过的

政策脚本，即以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来缓冲金

融市场受到的打击。但发达经济体的政府很快

发现这次情况不同，随着控制疫情的封锁触发

突如其来的经济后果，需要采取协调一致和有

针对性的措施来保护生命和生计。各国中央银

行保持了资金渠道的畅通，但各国政府也将支

出提高至战时以来的最高水平，从而放弃了此

前并无争议的政策立场。即便如此，2020 年

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的产出下降仍是前所未有

的；即使经济开始解封，信心恢复，但不同部门、

不同收入群体和不同地区的反弹力度相当不均

衡。此外，过去 40 年逐渐浮现的收入和财富不

平等有增无减，金融和数字资产拥有者从复苏

中获得的收益最大。

封锁对发展中国家打击尤为严重，引发了一系

列相互连接的冲击，在现有债务脆弱性之上形

成了恶性经济循环，导致大多数地区陷入深度

衰退，一些国家出现违约。尽管发展中国家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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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吃紧，债务负担增加，但它们基本上也只能

靠自己来应对危机，不得不对公共就业和服务

作出大幅削减。

随着发达经济体解除封锁，资本回流和初级商

品价格复苏速度均快于预期，最坏的情况得以

避免。但是，如上一章所述，大部分发展中地

区的增长仍然疲弱，巨额债务负担加重，而病

毒变种或将引发新一轮疫情，从而破坏较脆弱

经济体刚刚起步的复苏。

但即使病毒得到控制，对利率上涨的担忧也再

次困扰着发展前景，有可能再出现一个“失去

的十年”。作为回应，去年的《报告》与第一

份《报告》一样，也呼吁在发达经济体改变政

策方向的基础上制定协调一致的全球复苏计划，

以维持复苏，建设复原力，并改革国际架构，

从而更好地协调这些努力，并支持发展中国家

采取类似措施。迄今为止，国际社会未能实现

这一点。

今年的《报告》发布之际，正值七国集团国家

再次谈到需要重振西方民主并围绕基础设施投

资与发展中国家建立新伙伴关系 ( 包括通过一

项清洁绿色增长倡议 ) 之时 —— 这多少有点似

曾相识。这些国家呼吁“重建更美好世界”，

这给人们带来了希望。承诺将卫生和教育视为

全球公共品，致力于开展资金充足的绿色革命，

通过分配新的特别提款权注入流动性，以及宣

布全球最低企业税率，这些都是有别于近期做

法的可喜改变。

然而，尽管发展危机步步逼近，气候危机在许

多国家已经成为现实，而《2030 年议程》甚至

在 COVID-19 疫情爆发之前就已经陷入困境，

但仍然看不见承认发展中国家面临挑战之艰巨

的意愿。七国集团没有详细说明其拟议改革议

程，对于肯拿出多少资源让所有国家摆脱当前

危机、开启在 2050 年前实现一个去碳化世界

的公正过渡，所言更少。发展中国家在世贸组

织要求豁免《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下

有关义务 ( 这是实现疫苗本土生产所需的第一

步 ) 的呼声尽管得到了美国姗姗来迟的支持，

却遭到了的其他发达经济体的抵制，这些经济

体，对大企业利益的维护在全球经济中造成一

种基于疫苗获取和行动自由的新的裂痕。此外，

由于普遍不愿意让私人债权人坐到谈判桌前，

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得到充分缓解、

进而通过投资摆脱目前面临的多重危机的希望

渺茫。

现在所缺的是大胆的、以人为本的叙事，一改

对经济增长采用技术官僚腔的、受金融影响的

辞藻的做法，将全球共同面临的政策挑战与波

哥大、柏林、巴马科、釜山或波士顿人民日常

生活的改善联系起来。制定政策，不仅要处理

他们的工作保障问题，还要兼顾以下问题：他

们的工作是否能保证自己和他们的家庭有一个

安全的未来？他们所缴的税是否能提供他们想

要的公共服务？是否在出问题时能提供他们需

要的社会保护？他们为栖身之所，为果腹充饥，

为了供子女上学所借的债，是否会成为终身负

担？地球本身是否会继续为他们的子孙后代维

持有意义的生活？

第一份《贸易和发展报告》的结论在四十年后

仍然正确：

因此，目前的形势似乎需要一种新的发展范

式，这种范式必须明确考虑到一个事实，即

世界经济管理问题和长期发展目标是交织在

一起的。

当时和现在都需要将长期发展目标与全球经济治

理联系起来，最大的不同在于，处于各种发展水

平的国家的收入和财富差距不断扩大，以及现在

气候危机已经迫在眉睫。是否会出现一种新的政

策范式来帮助指引朝向去碳化世界的公正和包

容的过渡？这个问题还没有答案。能否为人类

和地球重建一个更好的世界将取决于这一新范

式；说得直白些，这一点已经毫无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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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生活在过去

在任何危机发生后，回归危机前的做法对发达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者都是一种诱惑。

但是，正如上一节所讨论的那样，近几十年来

盛行的经济政策智慧对绝大多数国家的效果并

不好，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尤其如此。即使

成功的执行者出现，其成就也往往是在非常特

定的情况下取得，使得一般性的政策选择变得

不明确。此外，正如今年新病毒株和极端天气

事件的出现所再次证明的那样，有许多不可估

量的因素会扰乱预测的经济趋势。连眼前都不

确定，再往后就更不确定了。

在本节中，我们牢记这些注意事项，评估回归

危机前“正常状态”作为政策制定者的一项疫

后复苏目标所面临的风险。我们在假设已消除

外生冲击的前提下，应用联合国全球政策模型 5

来描述一套预先确定的政策对经济表现的可行

影响。在情景所涉期间做出的政策假设借鉴了

近几十年来历次危机结束后时期的数据以及各

国政府、中央银行和其他相关主体当前和正在

进行的政策辩论和公告。该情景假设后疫情时

期的对策将以下列措施为导向：(a) 紧缩财政支

出，目的是将赤字削减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3%
以下；(b) 导致工资份额持续承压的劳动力市场

管制放松，以使工资增长速度低于生产率增长

速度，直到失业率接近 COVID-19 疫情前水平；

(c) 中央银行继续注入流动性，以诱导私人投资；

(d) 继续采取措施，实现资本市场自由化 ( 包括

通过推动贸易和国际投资协定 )。

这种政策配置是否会实现是一个政治推测问题。

本报告的意图是引发对回归政策常态所固有的

风险进行严格的事前思考。

1. 增长图景

表 2.2 列出了在采取回归政策常态措施的情况

下世界各主要区域到 2030 年的估计增长率。

它表明，在 2022 年延续 2021 年的反弹后，世

界经济可能放缓 ( 见第一章 )。减速幅度之大，

足以导致 2023-2030 年间的平均增长率低于

2007-09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增长率，甚至低

于 2000-01 年“互联网”危机后的增长率。6 我

们把这种复苏增长率的减速称为增长损失。我

们计算了增长损失，将这种 COVID-19 疫后复

苏模拟情景中的增长率与 1980 年以来以往历次

复苏时期的增长率进行了比较。我们表明，与

以往各时期相比，COVID-19 疫后增长损失对

所有区域都相当严重，尽管程度不一。

我们的假设情景表明，美洲发达国家似乎对宏

观经济管理采取了相对更积极的办法，因此将

比其他发达地区展现出相对较小的增长损失。

这一政策假设情景的惊人结果是发展中经济体

的预测增长减速更为严重。与其他发展中区域

相比，这种假设情景生成的拉丁美洲增长损失

较小，部分原因是其历史增长表现较差，其他

原因包括拉丁美洲与其表现相对较好的北方邻

国存在经济联系以及一些拉美国家重新出现了

更加积极主动的政府。但中国近 5 个百分点的

短缺并不是经济萎靡不振的迹象，而是其政策

驱动的结构调整的延续，这点已纳入情景设计。

在这一汇总层面上，中国的平均增长率仍将超

过世界其他地区。

2. 经济放缓的诱因

图 2.2(a) 在全球层面汇总了对上述增长结果起

关键作用的各种国内政策条件。众所周知，

自 1980 年代以来，政府货物和服务支出占国

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明显下降 (TDR 2013, 2017; 
Izurieta et al., 2018)，这与小政府理论有关。扩

张性政策时而被付诸实施，以对抗衰退，全球

金融危机时即是如此 (COVID-19 疫情冲击下

更是如此 )，但紧随其后的是紧缩预算，特别

是通过减少政府开支紧缩预算，因为政策制定

者要面对经济衰退造成的政府债务不可避免的

上 升 (Costantini, 2015; Lavoie and Seccareccia, 
2017)。削减财政预算并不是降低负债率的唯一

手段，其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无效的，而且会破

坏 增 长 (Jayadev and Konczal, 2010; Storm and 
Nastepaad 2012; Blanchard et al., 2015)。尽管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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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2001-2030年世界各区域经济增长情况

(年百分比，按市场利率以不变美元计算)

2019 2020 2021 2022 2025 2030
2001-07

年平均数
2010-19

年平均数
2023-30

年平均数
相对于以往

复苏的增长损失

世界 2.45 -3.67 5.33 3.59 2.54 2.44 3.54 3.13 2.54 -0.80

美洲发达国家 2.14 -3.69 5.67 3.03 2.29 2.04 2.53 2.28 2.22 -0.18

欧洲 1.46 -6.93 4.46 2.88 1.21 1.19 2.53 1.67 1.28 -0.82

太平洋地区发达国家 0.94 -3.46 2.84 2.35 1.45 1.33 2.24 1.97 1.45 -0.65

中国 6.11 2.30 8.34 5.75 4.73 4.34 10.96 7.80 4.59 -4.79

东亚(不包括中国) 3.17 -3.57 3.72 4.48 3.17 3.08 5.15 4.76 3.15 -1.80

南亚 3.49 -5.57 5.68 5.62 3.43 3.65 6.72 5.89 3.64 -2.67

西部和中部非洲 1.81 -2.72 3.69 3.07 2.34 2.18 5.15 4.02 2.34 -2.25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0.87 -6.70 5.46 2.53 1.94 1.80 3.36 1.83 1.93 -0.67

非洲 3.50 -3.58 3.16 2.70 2.54 2.38 5.30 2.70 2.51 -1.49

资料来源：联合国全球政策模型。从联合国秘书处和基金组织数据库汇编的历史数据；2021年至2030年预测是估计数。

注：表1.1所界定的区域(为建模目的，将大韩民国列入“太平洋地区发达国家”)。

此，它一直是最近几次危机发生后采用的首选

政策选择。

该情景的出发点是假设普遍回归紧缩财政立场，

同时承认在某些情况下 ( 中国、欧盟、北美以

及东亚和拉丁美洲的少数发展中国家 )，诉诸

于紧缩政策的做法指向一条相对柔和的路线。

然而，在大多数已述情况下，直接注入货物和

服务支出流的预期幅度微不足道 ( 见第一章 )。
与此同时，目前的政府债务比率史无前例，几

乎没有迹象表明已采取持续的政策处方，减少

财政扩张造成的债务负担 ( 另见 TDR 2019)。
因此，该情景将财政政策模拟为在十年末将财

政赤字削减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3% 以下，从而

形成图 2.2(a) 中所示的政府支出速度。7

图 2.2(a) 还显示了全球工资份额的历史模式。

如前几份报告所述，自 1980 年代以来，压

低工资份额一直是大多数国家的规范做法。

2000 年至 2019 年，工资份额下降幅度接近世

界生产总值的 4 个百分点。如下一节所讨论，

在 COVID-19 疫情冲击发生后，工资份额似

乎进一步下降。我们的情景假设是，工资份

额将继续以类似于全球金融危机后经历的速

度略有下降，特别是在恢复到危机前就业率

之前将继续略有下降，这个过程需要几年时

间。8 这是因为政策制定者在面对所引发的财

政紧缩导致总需求减弱并对私营部门过度推

动需求保持警惕 ( 因为担心通胀压力或金融脆

弱性 ) 时会倾向于优先选择提高出口竞争力以

获取市场份额。在目前的政策模式中，削弱劳

动力的议价能力似乎是降低单位成本的默认

选择。9

一系列综合国内政策条件反映在金融化步伐的

持续加快上，突出表现为外部和银行金融资产

对世界生产总值的比率呈上升趋势 ( 图 2.2(b))。10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策制定者倾向于通过

深化贸易和金融协定向外部市场开放来获得净

出口需求 (Kohler and Cripps, 2018)。但这在一

定程度上也是继续依赖货币宽松和创造流动性

来支持生产性投资的结果 (Dow, 2017; Epstein, 
2019; Gabor, 2021)。众所周知，生产性活动的

潜在投资者在面临总需求不振时更愿意在金融

部门寻找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 (Bhaduri et al., 
2015)。显示进口需求增长的那条线不是假设，

而是政策立场的内生结果。如图所示，贸易增

长的显著周期性波动跟随了重大经济危机的节

奏。该模型捕捉到了进口量对全球需求状况的

敏感性、减少关税壁垒的微弱影响以及金融化

步伐加快分散了用于生产和创造就业的信贷资

金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 另见 TDR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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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假设情景的主要驱动因素：2001-2030年全球汇总

资料来源：联合国全球政策模型。从联合国秘书处和基金组织数据库汇编的历史数据；2021年至2030年预测为估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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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多数发展中区域面临的不利条件

回归正常政策的关键假设作用的背景是当前的

全球治理结构。这种结构包括公司主体势力的

增强和全世界 ( 公共和私人 ) 债务负担的加重，

这给不发行在国际市场上交易的货币的大多数

发展中经济体带来了更深的脆弱性。如第一章

所讨论，私人融资结构产生了一波又一波的资

金流入流出，超出了政策制定者的控制范围，

放大了当前治理的最坏方面。11

因此，发展中经济体日益被迫通过出口来获得

履行其对外承诺所需的外汇。它们中的极少数

可以成为成功的 ( 净 ) 出口国，具体取决于初

始条件、资源的可及性、外部决定的价格波动

等。即便成功成为了 ( 净 ) 出口国，它们仍然

需要依靠紧缩政策来遏制进口增长和相关的资

金流失。大多数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则可能仍然

处于结构性赤字状态且面临更大的外部融资

成 本 (McCombie and Thirlwall, 1994; Barbosa-
Filho and Izurieta, 2020)。就发达经济体而言，

压低工资份额、公共部门需求不足和金融化加

速所带来的对增长的自我限制可能会放大宏观

财政失衡加剧的趋势。

据此可以将宏观经济模式归为财政紧张型 ( 大
多数发展中经济体 ) 或财政不紧张型 ( 发达经

济体 )。每个类别又可以进一步分为顺差和逆

差经济体。我们将中国单独列出，因为它不再

符合顺差经济体的条件 ( 增长日益依赖国内需

求 )，也不符合财政紧张经济体的条件 ( 鉴于其

在货币国际使用方面取得的进展及其所持有的

丰厚储备 )。这些经济体的经常账户配置如图 2.3
所示。12

这些组别在假设情景期间的经常账户表现是假

设的国内政策、上述财政紧张情况以及所审查

的每个经济体内部私营部门的预期行为反应相

互作用的内生结果。下文讨论的这些要素有助

于解释经济增长模式。

核算下来，经常账户头寸正好等于公共和私

营部门贷款净头寸之和 ( 每组国家的情况见图

2.4)。由于各条线都代表事后储蓄流动 ( 公共或

私营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减去经常和投资支出 )，
下行表示对有效需求的注入，反之，上行则表

示有效需求的流失。这些图本身并未揭示赤字

缩小 ( 上行 ) 主要是支出减少还是收入增加造

成的。但是，对“正常”增长期的普遍看法是，

政府收入与国民收入保持稳定关系。因此，假

设情景期间公共部门净贷款头寸的上行 ( 赤字

的减少 ) 主要反映了假定转向财政紧缩所导致

的支出削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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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过去经验的一种模式是经常账户顺差经济

体对公共部门小规模赤字的偏爱，情景设计把

该模式延伸到 2030 年。在从大赤字转向小赤字

的过程中，支出并没有与收入同步增长。因此，

除非其私营部门发生相应的额外支出，否则，

这些经济体从创收流中撤出公共部门需求，就

会对世界其他地区造成通缩压力。换句话说，

由此发生的顺差经济体相对于收入的净支出撤

出意味着伙伴经济体收入潜力的降低。

因此，考虑到转向财政紧缩的假设，增长表现

会主要取决于私营部门的行为，而私营部门的

行为又受到财政状况的影响。为了说明这一

点，值得回顾一下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的反

应。与所有其他组别一样，中国以突然增加财

政赤字的方式来应对 2008-09 年的全球冲击。

但是，对总需求最大幅度的注入来自私营部门

( 净贷款头寸的下行 )。为支持投资而创造的财

政状况为此提供了方便。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

后全球金融危机时期，产生了国内快速增长和

促进全球需求的双重效应。类似的配置延伸到

COVID-19 疫后复苏，显著的不同是，预计中

国将更强调支持家庭需求而不是商业投资。毋

庸置疑，为维持私营部门支出而提供的流动性

会带来金融风险 (TDR 2020)，但只要中国经济

不发行很容易在全球金融市场上交易的货币并

对资本流动进行谨慎管理，这些风险就可以得

到密切监控。

在其他盈余经济体中，2021 年的巨额财政赤字

在假设情景期间收缩相对较快。在头四年，财

政不紧张的经济体削减了 71% 的公共赤字，而

财政紧张的经济体削减了 62%。与此同时，这

些经济体的出口偏好也助推了持续压低工资份

额的现象，导致其私营部门的大量盈余被削减，

但削减幅度仅为 30%( 财政不紧张的经济体 ) 和
16%( 财政紧张的经济体 )。总之，公共支出的

削减幅度远高于私人支出的增加幅度，导致国

内外增长减速。这种行为与全球金融危机后的

行为非常相似。

这些盈余经济体之间的核心差异可参考其财政

状况。财政不紧张的 ( 发达 ) 经济体通过扩大

流动性 ( 由中央银行以电子方式产生 )，使国内

和国际组合投资因资产升值而具有吸引力，在

COVID-19 冲击期间促生了庞大的私营部门净

贷款头寸 ( 储蓄 )，13 在后疫情时期保持了相当

高的私人储蓄水平。

同时，财政紧张的 ( 发展中 ) 盈余经济体内部

的私营部门储蓄行为更多地取决于国际金融条

件而不是国内货币刺激。私人储蓄对金融资产

的配置通常偏爱以储备货币计价的海外投资，

而借贷流则主要取决于外部“推动”因素。特

别是在增长放缓和潜在全球金融不稳定的情况

下，这些经济体的私营部门往往会增加储蓄并

将更多的资产转移到国外。14 这反过来又迫使

各国政府承担更高的成本 ( 利率溢价 ) 来为其

预算融资。由于成本增加了财政赤字，必须实

施更大比例的支出削减，才能实现类似于财政

不紧张经济体的财政“整顿”程度。因此，对

发展中经济体而言，类似步伐的财政紧缩所产

生的国内通缩影响更大。在这种假设情景的政

策条件下，财政紧张的盈余经济体可能会经历

增长放缓 ( 国内外需求来源均减弱 )、更多国内

私人资本转移到国外等现象，在增长减速时尤

其如此。

在倾向于经常账户逆差的经济体中，主要增长

动力取决于国内需求。对于财政不紧张的 ( 发
达 ) 经济体而言，虽然财政紧缩可能占主导地

位，但财政调整的目标似乎比其他地方更为温

和，部分原因是赋予了能够在不造成严重市场

压力前提下发行国际公认货币的经济体相关特

权，另一部分原因是其经济结构已调档、在一

定程度上依赖公共部门对需求的注入 (Galbraith
称之为“软预算约束”，2008)。此外，在资产

升值支持下在国内创造流动性已被证明是加快

私营部门需求步伐 ( 减少或消除其净贷款头寸 )
的有效、强大的手段 (Godley and Lavoie 2007: 
74-77; Costantini and Seccareccia, 2020)。 凭 借

其货币的国际地位 ( 当国际形势不稳时，甚至

可能引发更多的国外资金流入 )，这些经济体

有能力通过信贷繁荣来投喂日益增长的私营部

门支出。

与此相反，财政紧张的 ( 发展中 ) 赤字经济体无

法通过创造国内流动性来寻求有意义的宽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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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2001-2030年一些组别的经常账户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见图2.2。

注：经常账户顺差、财政不紧张的经济体包括欧盟和西欧其他经济体、以色列、日本和大韩民国。经常账户逆差、财政不紧张的经济体包括澳

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经常账户顺差、财政紧张的经济体包括东亚(不包括中国)、西亚(不包括以色列)的主

要发展中经济体和俄罗斯联邦。经常账户逆差、财政紧张的经济体包括所有其他发展中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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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通过采取紧缩措施来缩减公共部门赤字。

虽然私营部门盈余可能缩减 ( 从而有效促进总

需求 )，但私人消费或投资可能严重依赖外国资

金流入，而外国资金流入㈠ 超出当地政策制定

者的控制范围；㈡ 成本高、风险大、不稳定。

此外，在这些在结构上受限且受荣枯周期影响

的经济体中，其私人支出的很大一部分涉及进

口无法在国内生产的制成品，因为工业化需要

负担得起的稳定融资。因此，有效需求可能不

会以财政紧张的盈余经济体那样的幅度走弱，

但保持增长会诱发越来越大的金融不稳定风险。

4. 克服相互依存的困境

鉴于目前世界经济的宏观财政结构，如果回归

以财政紧缩、工资约束以及宽松的货币和财政

政策为标志的 COVID-19 疫情前政策常态，将

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沉重的负担。

正如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前那个时期那样，只

要金融风险得到控制，这种政策组合似乎就能

带来强劲的增长。人们很容易认为，在后疫情

时期恢复类似的政策立场可能会在足够长的时

间内加速增长，从而使其惠益大于另一场全球

金融危机可能带来的损失。但这是一厢情愿的

想法。通过复制类似的政策诱因并在一个考虑

到外部失衡和财政约束配置条件的模型中分析

世界经济，我们已经表明更有可能的结果是增

长明显放缓，而且放缓会更早而不是更晚发生。

盈余经济体的政策制定者通常通过提供保证来

证明这套政策选择的合理性，即他们对金融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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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2001-2030年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净贷款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见图2.2。

注：国家分组见图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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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抵御能力和财政审慎的强调为其经济增长表

现提供了保障。但这次不会这样。图 2.5 显示

了四类经济体在假设情景期间的增长损失时间

表。15 该系列以年百分比计量这些经济体组别

相对于其 1980 年代以来所有复苏期平均经济增

长的经济增长损失。两组盈余经济体可能损失

最大，每年增长损失约 1.2 个百分点。在这两

个组别中，财政紧张的 ( 发展中 ) 经济体将受

到相对更剧烈的冲击。经常账户赤字经济体也

将展现相当幅度的放缓，每年增长放缓约 0.8
个百分点，但前提是能够避免金融脆弱性积累

带来的系统性冲击。毋庸置疑，在目前的全球

状况下，一旦发生重大金融崩溃，无论是赤字

还是盈余经济体，均将无法幸免于难。

对财政充裕的盈余经济体系而言，16 造成这种

不利结果的理由相当简单。首先，这一次，在

世界大部分地方，工资份额已经到了最低水平。

雇员、小农和非正规工人的报酬水平远低于其

对创造产出的历史贡献。这就造成了要么消费

不足要么过度借贷的前所未有的压力。

其次，回归旨在削减赤字的财政紧缩可能会触

发有效需求的加速短缺。这是因为，一方面，

如前所述，全球融资的主导地位将提高公共债

务成本，意味着更大幅度地削减实际公共部门

支出。另一方面，总体活动水平较低时财政乘

数较高，这反过来意味着紧缩削减将对总需求

产生更大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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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2022-2030年根据宏观财政模式预测的增长表现

资料来源：见图2.2。

注：国家分组见图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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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过去几十年中，相对于国民收入，公

共部门在货物和服务方面的支出一直在下降。

正如 Minsky(1982) 所明确解释并被大萧条后几

十年的观察所广泛证实的那样，规模缩小的公

共部门导致更加难以对抗需求的周期性波动，

从而使经济更容易受到私营部门冲击的影响。

第四，金融创新和更深入的全球化使得将潜在

可用于支出和投资的资源转移到对全球需求没

有直接影响的投机活动变得比以往容易得多，

也更加具有吸引力 (Nesvetailova, 2007)。

最后，正如以往历次报告所展示的那样，压低

工资份额、紧缩政策、缩小公共部门规模和提

高金融化程度相结合，对进口增长带来了进一

步的限制，削弱了全球贸易。

因此，这种结合的全球通缩影响可能会很严重，

并将急剧影响相对更严重依赖外部需求而不是

国内条件的经济体，特别是其中的发展中经济

体。如果普遍回归过去的政策，那么盈余经济

体面临的缓慢增长困境应有助于刺激政策制定

者寻求更有效的方法，通过注入需求和收紧对

投机性金融的控制来维持增长。如果增长是一

种全球相互交织的结果，那么实现增长的政策

就应该进行国际协调。

D. 从经济复苏到重建得更好

避免过去的政策错误是必要的，但不足以从

COVID-19 中复苏。只有当全球经济所有区域

都支持和协调强有力的经济复苏，只有当复苏

的经济收益向中低收入家庭倾斜，只有当包括

随时获得疫苗等健康服务的提供被视为真正的

全球公共产品，只有当所有国家都对无碳能源

来源进行大规模投资时，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才会出现。

这些本身就是艰巨的挑战，而它们之间的密切

相关性则使挑战更加突出。此外，由于需要在

所有方面同时取得进展，政策制定者不能再无

视这一挑战的复杂性，提供所谓只要价格合适

事情就会水到渠成的简单化叙述。正如上一节

所示，到本十年结束时，回归“一切照旧”模

式将使世界更加脆弱、更加支离破碎。现在，

世界需要的是规划，而不是老生常谈。

思考如何在所有这些方面创建联系，有助于将

思想和行动集中在成功战略的一些基本要素上，

并在此过程中使政策制定者面临的挑战不那么

令人生畏。具体而言，由于各方面的成功都取

决于促进生产性投资、创造体面工作以及缩小

财富和收入差距，本节考虑了自 COVID-19 爆

发以来发达经济体在减少不平等、打击企业寻

租和推进绿色投资方面采取的一些对策。

1. 避免分别发展

在经历了几十年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和两极分化

压力 (TDR, 2017, 2020) 以及一场以前所未有的

规模破坏工作机会的疫情之后，经济复苏为重

新平衡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收入分配提供了

机会。然而，尽管七国集团领导人呼吁“重建

更美好世界”，但事实上，不同的经济世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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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正从 2020 年的灰烬中崛起；如果不在国家和

国际层面采取协调一致的改革措施，就几乎没

有机会将它们统一起来。

COVID-19 危机对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不平等

的全面影响在一段时间内不会显现 (Ferreira，
2021)。但是，由于疫苗对世界上大多数人来说

仍然是渺茫的希望，自新千年伊始以来已经缩

小多年的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生

活水平差距可能会再次扩大。在大多数发展中

国家，财政和货币扩张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外部

因素的制约：金融市场对以本币发行的债务的

偏好有限，如果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援

助则有可能被迫进入紧缩计划，还有国际资本

流动的起伏不定。如上一节所述，如果不解决

这些制约因素，以往的不平衡复苏将重演。此外，

发达国家一直不愿意就有序解决债务问题的多

边机制达成一致，而是坚持认为，开明的市场

责任、专门的重组工作和财政纪律的结合将最

终缓解不当债务负担所带来的压力 ( 见第一章

B 和 D 节 )。

最重要的是，如果没有有效的国际协调和补偿

措施，发达国家赖以开展即时救济和实现长期

增长的许多政策 ( 包括财政和货币扩张、对高

科技部门的支持以及对传统部门和无形资产贸

易的保护 ) 可能会阻碍发展中国家从 COVID-19
造成的衰退中复苏的能力。事实上，发达国家

历史上的低利率加上投资者对高回报的投机欲

望，导致大量资本流入一些新兴市场和大宗商

品市场 ( 包括粮食市场 )，对世界其他地方的粮

食安全造成了不利后果 ( 见第一章 C 节 )。此外，

如果不扩大对气候减缓投资的多边财政支持，

那么，随着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成为碳调整

税的征收对象，其外汇紧张情况可能会进一步

加剧。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卫生紧急状况

在持续。因此，发展中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更有可能面临削减劳动力成本和公共服务的压

力，徒劳地试图通过出口实现复苏，从而进一

步加剧国内的不平等。

相比之下，发达国家的复苏萌芽受财政扩张和

货币政策推动，前者支撑了家庭收入，后者确

保了在经济最脆弱的时候避免金融崩溃，并确

保企业能够获得廉价信贷，在封锁期间保持足

够的流动性。展望未来，只要维持现行政策，

增长必将继续，甚至会有更大的增长势头，至

少在对气候变化的关切鼓励加速投资绿色技术

的情况下是这样 ( 见下一节 )。

然而，在这场疫情发生之前就存在的结构性问

题继续给未来的稳定蒙上阴影。各国走不同复

苏道路的危险对应于各家庭的 K 型复苏，反映

了现有的国内不平等模式。一方面，如第一章

所述，2020年首席执行官薪酬增长了 18%以上，

自 1978 年以来增长了惊人的 1 322%。另一方

面，在最低工资为每小时 7.25 美元的美国劳

动力队伍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在疫情期间因失

业从 300 美元的联邦津贴中获得的每周收入实

际上高于他们在工作时获得的收入 (Matthews, 
2021)。在此背景下，危机期间采取的货币措施

是把双刃剑：这些措施无疑防止了金融崩溃，

但也助长了大规模资产升值，在此过程中极大

地加剧了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

如上一节所述，由于金融化已成为全球经济的

普遍特征并刺激了寻租行为，自 2000 年互联网

泡沫破裂以来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存在失衡的

宏观经济政策组合，但在一些新兴经济体也可

以发现类似的趋势。如果政策制定者忽视了这

一点，那么金融部门相对于经济其他部分的单

独复苏会扩大在 COVID-19 之前就已经看得见

的脱节，从而对“重建得更好”构成障碍，而

且可能是不可逾越的障碍。图 2.6 显示了自全

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房价和股价是如

何在急剧上升的趋势中彼此密切关联并与更低

迷的产出趋势日益脱节的，为衡量政策挑战提

供了一个指标 ( 另见附件图 1)。

要避免分散发展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取

决于发达经济体的政策制定者能否直面不平等

这一挑战。在美国，COVID-19 累计造成的每

千名居民的死亡人数是发达国家中最多的，其

中女性和少数群体以及低收入家庭的死亡人数

尤其高。分为高工资、高生产率的“领先”部

门和低工资、低生产率的“落后”部门的经济

本已支离破碎，在这次冲击中又遭到重创 (TDR 
2020; Taylor, 2020)。截至 2019 年，几十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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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低工资、社会保障薄弱和产业离岸外包早已

使半数劳动力 (8 000 万工人 ) 的状况岌岌可危，

他们往往负债累累，获得医疗保健的机会有限。

在这种已经两极分化的经济中，疫情期间收入

分配的变化遵循了一个熟悉的脚本：由于经济

衰退抹去了利润，一开始劳动收入份额增加，

部分原因是政府酌情采取了发放刺激支票和增

加失业福利等干预措施，但后来裁员导致劳动

收入份额再次减少。在经济衰退首次来袭五个

季度后，劳动收入份额似乎注定呈下降趋势，

仅有小幅波动。这条时间线与 2008 年和 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记录的时间线非常相似，

但影响似乎更严重 ( 图 2.7)。

部门层面的数据仍然不完整，但汇总数据已经

清楚地表明不平等现象在加剧：虽然 2020 年

失业率飙升且仍比 2019 年水平高出 2 个百分

点，但工资支付总额已经恢复。事实上，工资

支付总额在 2020 年第四季度已超过衰退前水

平，当时失业率还在 7%。这表明，疫情期间

图2.6 2000年第一季度至2021年第一季度发达国家住

房、股票和产出情况

(实际价格指数，2010年第一季度=100)

资料来源：经合组织和货币基金组织数据。

注：按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加权的平均指数。已有42个国家的数

据：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巴西、加拿大、瑞士、智

利、中国、哥伦比亚、捷克、德国、丹麦、西班牙、爱沙尼

亚、芬兰、法国、联合王国、希腊、匈牙利、印度尼西亚、

印度、爱尔兰、冰岛、以色列、意大利、日本、大韩民国、

卢森堡、拉脱维亚、墨西哥、荷兰、挪威、新西兰、波兰、

葡萄牙、俄罗斯、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瑞典、土耳其、

美国、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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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 经济衰退后美国的劳动收入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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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国民收入和生产核算，表1.10；2021年7月29
日发布。

注：㈠ 工资份额指“雇员报酬”占国内总收入的比例。

㈡ 2021年第二季度的工资总额系官方公布的(初步)数字。

生成2021年第二季度国内总收入时假设国内生产总值趋势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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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在工作的一些工作者的收入增加了。由于

必要工作人员不太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这可能

反映了该主要经济体内部在高科技和制药等高

生产率、高工资部门远程工作的员工的收入有

所增加 (BIS, 2021; Gould and Kandra, 2021)。
换句话说，对于很大一部分劳动力而言，美国

的经济复苏尚未发生。

在 2020 年和 2021 年上半年，政府支付以及刺

激支票、暂缓支付抵押贷款和暂停驱逐令等酌

情救济措施避免了更深的社会和经济危机，帮

助缓解了收入阶梯最底层人民的困境 —— 某些

估计显示，2021 年的贫困率大幅下降 (Parolin 
et al., 2021)—— 并可能使美国经济在长期内更加

高效。然而，扭转长达几十年的压低工资现象

需要的不仅仅是临时措施，而从 2021 年初开

始的关于政府通过提高最低工资进行直接干预

的讨论似乎已经消退。

大量现金转移支付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和创造

就业的贡献低于货物和服务的直接支出，因为

一部分转移支付变成了储蓄。这是现金转移支

付的一个众所周知的效果。在危机的最初阶段，

这可能与把人们留在家里的目标相一致。但

2020 年个人储蓄大幅增长，超过国内生产总值

的 12%。尚不清楚储蓄刺激支票在多大程度上

助推了这种现象，但大部分储蓄增长来自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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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的资本利得这一点似乎是符合现实的。无

论如何，向私营部门的资金转移和扩张性货币

政策的结合助长了金融资产和房地产价格的上

涨，进一步加剧了财富的不平等。

复苏的道路以及复苏是否具有包容性取决于投

资和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实施情况，目前正在讨

论的立法提案阐述了这些政策。最近的社会保

障措施大多将于 2021 年到期。随着各项措施的

逐步退出和减少公共债务压力的日益加大，财

政政策可能会回归紧缩状态，抵消复苏计划的

影响。

避免走这条路将是确保包容性复苏的关键。政

府今后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如何说服家庭将其在

疫情期间积累的一些储蓄花出去。如果大部分

储蓄由中产阶级持有，那么阻碍其消费的可能

是对未来经济安全的信心不足或对财务回报的

信心过高。这可以通过加强就业保障和工资增

长的政策、公共投资和不那么具有扩张性的货

币政策来解决。如果大部分储蓄是富人持有，

将它们引导到实际支出可能需要提高边际税率，

这样才能将部分财富转移给政府，由政府对其

进行有效利用。以房主缴纳财产税的方式对总

资产征收财富税会在确保公平征税方面开辟新

天地并帮助扭转现有的不平等现象。

广泛的计划则包括加强实物基础设施 ( 辅之以

旨在实现经济脱碳的公共投资计划和对私人投

资的激励措施 ) 和“社会基础设施”，如引入

旨在促进工资和生产力增长的免费育儿服务和

高等教育。该计划还认识到制造业作为生产力

增长驱动因素的重要性，并概述部分扭转离

岸外包和遏制公司集中的愿景。而关于在八年

时间中支出 4.5 万亿美元的提议 17 则相当于从

2022 年开始每年发生占国内生产总值 2.5% 的

支出，足以对长期存在的不平等和投资不足问

题产生初步影响。

如上一章所讨论，欧盟遭受了比美国更严重的

衰退，主要原因是广泛和长期的封锁。尽管私

营部门抑制了支出，但由于更严格的解雇规定，

其就业没有像美国那样收缩。广泛的社会保障

制度助力维持可支配收入，但消费者的消费意

愿仍处于历史低位，(2021 年年中 ) 占可支配收

入 21% 的储蓄率就体现了这一点，而美国的储

蓄率为 12%( 长期利率相似 )。

这里的部分原因可能是欧盟各国政府在 2020 年

提供的财政支持不足。但这也可能反映了 2021
年的不平衡收入恢复，即最高收入者在这方面

享有特权、按比例储蓄更多。关于该问题的数

据尚无定论，但经济二重性扩大导致不平等加

剧，对欧盟实现包容性复苏构成了重大挑战。

在法国、德国和意大利这三个欧盟最大的经济

体，二十年来的生产力增长一直很低或为负

数，低生产率部门的工资大幅跑输高生产率部

门 (Capaldo and Ömer, 2021)。劳动收入份额大

幅下降，但大部分损失由本来工资就低的职业

的工人承担。在意大利，生产率增长的严重恶

化抵消了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但仍有很大一

部分工人的工资几十年来一致被压低。研究表

明，推动这些事态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是紧缩

与强调出口竞争力的综合作用 (Capaldo, 2015; 
Capaldo and Izurieta, 2013)，这两项措施削弱了

总需求的两个关键组成部分：货物和服务的公

共支出和家庭支出。

在此背景下，欧盟的包容性复苏取决于能否恢

复消费和投资的活力，这种恢复需要持续的工

资增长、公共投资和对强有力社会保障制度的

持续承诺。目前的财政规则和对出口竞争力的

强调带来了严重的障碍，而最近通过的复苏计

划尚未应对这些障碍。

如下一节所述，“下一代欧盟”计划是振兴公

共投资并确保其发生在可再生能源、运输和农

业等战略部门的一个良好起点。但要实现有针

对性的转型和包容性的经济复苏，成员国必须

在国家层面大幅增加公共投资。然而，欧盟规

则预计 2023 年将回归紧缩，此前暂停《稳定和

增长公约》授权进行的赤字削减，这可能会阻

止成员国有效增加促进复苏所需的支出。与此

同时，继续强调贸易扩张和成本削减改革 ( 影
响政府支出和工资 ) 有可能扩大领先部门工人

与落后部门工人之间的差距，加剧不断扩大的

收入差距，并进一步破坏包容性复苏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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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驯服食利者

如上所述，以往历次《报告》的一个不变主题

是高度全球化与大公司主导的食利者经济崛起

之间的关联。大公司对关键战略资产的控制及

其长期的全球影响力使它们得以占据主导市场

地位，滥用这种地位而且往往是掠夺性的商业

行为层出不穷。过去二十年积累的大量证据表

明，在国家和全球层面，滥用市场力量及其扭

曲影响的程度日益严重。而疫情更是扩大了这

些行为，具体而言是通过知识产权和控制数字

技术扩大了这些行为。

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们都认为全球化

的惠益不公平地向大型集团企业倾斜，而这些

企业能够对其攫取的经济利益缴纳很少的税或

不交税则强化了这种看法。

一个突出的例子是，通常被归类为外国直接投

资的公司利润中通过空壳公司进行转移而不是

投资于接受方经济体生产活动的部分所占比例

越来越高 (Damgaard et al., 2019)。这类资金转

移可用于公司内部融资或用于持有知识产权和

其他资产。出于税务优化目的，这类资金转移

集中在少数避税天堂 (Delatte et al., 2020)，剥

夺了许多国家公平分享全球化惠益的机会。例

如，有关利用漏洞和避税天堂或低税率管辖区

的证据显示，美国公司从卢森堡和百慕大创造

的投资收入高于其从中国和德国获得的投资收

入 (TDR 2018)。

这种做法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国际企业税务制度

的基础，其广泛原则在 20 世纪初商定，直到

最近仍然完好无损。这些原则将主营业务收入

的征税任务分配给税源管辖区即业务所在地，

而投资收入或租金等被动收入的征税则归投资

者居住地管辖。18 从源征税的概念一直是国际

企业税务的支柱，但在技术和政治上都存在缺

陷。由于全球贸易的很大一部分是以同一公司

内部子公司之间的公司内贸易形式进行 (TDR 
2015)，公司往往将大部分盈利活动转移到低税

率管辖区也就是所谓的避税天堂的子公司，这

样一来，收入就似乎是来自那里。

2007-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后果促使在国家

和国际层面重新尝试针对税务舞弊和为这些做

法提供便利的秘密辖区 (TDR 2014：第七章 )。
具体而言，主要经济体的政策制定者一直特别

关注大型数字公司的舞弊行为。在疫情期间，

一些欧洲国家政府与欧盟委员会一起推动改善

对这些公司的监控并加强反垄断执法。美国新

政府也着手加强反垄断法及其执法，明确表示

其目的是更广泛地改写公司行为规则 (Financial 
Times，2021)。

主要的多边应对措施是经合组织在 2013 年启

动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项目 ( 见 TDR 2019：
第五章 )。2020 年，《包容性框架》的推出提

振了该项目，该框架为经济数字化带来的税收

挑战提供了基于共识的多边解决方案 (OECD, 
2021a)。

最新的进展是 139 个实体中的 132 个成员管辖

区在 2021 年 7 月初达成协议，围绕管辖区之间

的征税权分配以及利润转移活动造成的政府税

收损失为应对这些税收挑战制定双支柱解决方

案 ( 详见 OECD, 2021a: Annex A)。随后，二十

国集团财长赞同《包容性框架》协定的关键组

成部分。其中包括在第一支柱下重新分配跨国

企业的利润，在第二支柱下实行至少 15% 的有

效全球最低税率。二十国集团还呼吁《包容性

框架》迅速解决剩余问题，在商定框架内最后

确定设计要素，并在 2021 年 10 月前提供两大

支柱的执行计划。同时，它邀请尚未加入协定

的《包容性框架》成员管辖区加入该协定 (G20, 
2021)。

出于多种原因，这项成就被视为游戏规则的改

变者。从技术上讲，它重申需要将跨国公司视

为单一企业，取代了无效的公平独立交易原则。

此外，通过对合并收入超过 7.5 亿欧元的所有

跨国集团 ( 不仅是与数字经济相关的集团 ) 适
用最低税率，简化了谈判范围，缩小了进一步

拖延的空间。

在政治上，该协定应有助于重振多边主义，包

括缓和二十国集团一些关键成员国之间的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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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张局势。此前几个发达经济体宣布，它们将

按自己的方式对主要科技巨头征税，这导致上

届美国政府威胁采取报复性贸易措施。在经济

上，双支柱一揽子方案还有望带来急需的税收

收入 (OECD, 2021a)—— 估计每年可达 2 750 亿

美元 (Cobham, 2021)，同时削弱 ( 如果不是消

除的话 ) 全球企业税逐底竞争。

正如税收问题经常体现的那样，魔鬼在于细节，

而执行最新协定的细节尚待最后确定。然而，

根据一些计算，通过在低税率国家转移利润实

现的公司避税在全球范围内为这些公司“节

省”了 5 000 亿至 6 000 亿美元的税款 (Shaxson, 
2019)，因此人们预计新制度会影响公司的利润。

不过，尽管围绕新的全球税提案进行了宣传，

但股价并未出现重大变化。这表明，商业分析

师并不相信新税制会带来很大变化。

改革的全球效力至少有三个方面令人关切。首

先，存在仍然可能玩弄制度的风险 (de Wilde，
2021)。制度越复杂，产生漏洞的概率越大。此

外，Devereux 和 Simmler(2021) 发现，这项改

革只会影响全球 500 家最大的跨国企业中的 78
家，因为，在第一支柱下，该税率只适用于收

入超过 200 亿美元、营收回报率超过 10% 的公

司。他们的研究表明，将跨国企业的收入门槛

从 200亿美元降到 7.5亿欧元 (第二支柱的门槛 )
会使受影响的公司数量增加 13倍，但作者承认，

相对于所涉公司数量的增加，将门槛降到 50 亿

美元以下的相对收益很小。

第二，存在发展中国家从这项改革中获益甚微

的风险，因为主要的灰色地带和其他有争议的

问题仍有待解决，其中包括：新规则的复杂性

给世界各地的税收征管造成了沉重负担，在公

共行政方面缺乏训练有素的税务专家的发展中

国家负担尤其沉重；税率低；第一支柱下的税

基重新分配有限，而且已经承诺对采掘业和受

监管金融服务提供例外规定；由于法律和政治

上的讨价还价，实施的开始日期被推迟到 2023
年以后；公司母国和东道国之间征税权的最终

分配目前是基于跨国公司在每个国家的销售额

( 经合组织及其成员赞成这样做 )，并给予公司

总部所在国对欠税利润补征税的第一权利，这

将使七国集团国家获得 60% 以上的额外税收

(Cobham，2021)。

第三，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具体涉及美国的税

收制度。美国传统上坚持资本输出中性原则，

其依据是企业税收制度应对居民在国内外投资

之间的选择保持中性这一理念。为此目的，美

国采用了应税收入扣除原则，从而使美国公司

可以从国内纳税中扣除在国外产生的损失。一

些大公司利用应税收入扣除制度将其税额降至

最低；例如，亚马逊利用这一制度在全球范围

内几乎不纳税 (Fair Tax Mark, 2019; Phillips et 
al., 2021)。

目前尚不清楚美国现有的应税收入扣除制度将

如何适用于新的多边提议、如何影响全球公司

结构的运作。此外，美国还需要解决七国集团

提议与其上届政府提出的所谓全球无形资产低

税所得税之间的不一致问题。为了防止美国公

司转移无形资产，2017 年《减税和就业法案》

将全球无形资产低税所得税率设定在 10.5% 至

13.125% 之间。

在未就解决上述所有风险和不确定性达成协议

的情况下，一个由主要税务专家组成的团队

提出了一个更公平、不那么复杂、更实用的

全球反税基侵蚀税建议 (Cobham et al., 2021; 
Picciotto et al., 2021)。该建议涉及最低有效税

率，可由有意愿的国家联合推出，无论这些国

家是跨国企业的总部所在国，还是跨国企业的

东道国，或者两者都是。正如作者所强调的那

样，这仍然不是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需要修

改税务条约，以确保重大经济存在的应税关系，

并允许转换规则。不过，他们认为，要在确保

实施最低有效税率方面取得进展不应取决于确

保所有国家签署和批准一项多边条约 ( 这是第

二支柱所必需的 )，因为这种批准程序实际上

会使所有国家对其执行拥有否决权，而这将是

致命的。与此相反，最低有效税率为有意愿的

国家达成可行的共识提供了实际、务实的基础，

从而为有效改革取得进展创造了关键多数，因

为采纳最低有效税率会促进而不是阻碍在更

遥远的时间范围内达成更全面的多边协议的

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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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发挥一揽子绿色恢复方案的作用

没有什么比全球气温上升带来的危险更能突出

今天采取的政策与明天更美好未来前景挂钩

的重要性。可以说，将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

1.5 摄氏度以下是全球政策界面临的首要挑战

(IPCC, 2021)，尽管这一挑战与国家内部和国家

之间的经济资源重新分配密不可分。

《2019 年贸易和发展报告》提出了一项可以减

缓全球变暖威胁、同时解决金融化世界不公平

和脆弱性问题的全球战略。气候保护需要一大

波新的投资来重新连接能源系统和其他碳排放

部门。该报告显示，这样的绿色投资浪潮可以

成为各地就业和收入的主要来源，但发展中国

家现有的制约因素意味着需要新的资金来源，

包括国际社会根据其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

承诺大幅增加支持，同时提供必要的政策空间，

使产业政策适应当地的公正过渡需求。

然而，鉴于全球经济格局的不平衡，能否朝此

方向取得迅速进展将取决于最大的主体特别是

中国、美国和欧盟能否立即采取行动。美国和

欧盟占大气中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近一半。中国

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经济体，所占比例远低于这

两者中的任何一个 ( 按人均计算更是如此 )，但

中国目前是全世界最大的排放国。这三个经济

体加起来占每年排入大气的 340 亿公吨排放量

的一半以上 ( 表 2.3)。

如表 2.3 所示，在 1999-2018 年的 20 年间，所

有三个经济体都设法降低了相对于国内生产总

值的排放，降幅相似：中国平均每年下降 2.5%，

美国下降 2.2%，欧盟下降 2.1%。当然，这一

时期的经济发展轨迹各不相同。中国经济以每

年 9.0% 的速度快速增长，因此其绝对排放水

平以平均每年 6.5% 的速度增长，但其排放量 /
国内生产总值比率有所下降。在此期间，美国

和欧盟的经济增长要慢得多，因此，其绝对排

放水平确实下降了：美国每年下降 0.1%；欧盟

每年下降 0.8%，略高于美国。然而，与中国不

同的是，在美国和欧盟，投资水平一直在朝着

错误的方向发展，特别是在公共部门。

表2.3 1999-2018年中国、美国和欧盟的二氧化碳排放
和经济增长情况

(百分比)

2018年二氧化
碳排放量(十
亿公吨)

在2018年全球
二氧化碳排放
中的占比

1999-2018年二氧化碳排放量
与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

排放量/国
内生产总值
增长比率

国内生产总
值增长率

排放水平
增长率

中国 10.3 30.2 -2.5 9.0 6.5

美国 5.0 14.7 -2.1 2.0 -0.1

欧盟 2.9 8.5 -2.2 1.4 -0.8

资料来源：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 for CO2 emissions and 
emissions/GDP figures；https://fred.stlouisfed.org/ for real GDP 
growth figures。根据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和排放量/国内生产

总值比率得出的排放增长数字。

尽管三大经济集团之间存在差异，但推进气候

稳定的基本要求对三者仍然都是一样的：无论

各自的经济增长率如何，都必须削减其绝对排

放水平。这三个经济体都面临着实现该目标的

严峻挑战。这是因为消除二氧化碳排放所需的

唯一最重要的行动是逐步停止消耗石油、煤炭

和天然气来生产能源，因为燃烧化石燃料约占

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的 70% 至 75%。因此，必须

在所有三个经济体以及整个全球经济中建设新

的能源基础设施。这一新的全球能源基础设施

的基石必须是高效清洁的可再生能源来源，主

要是太阳能和风能。

在政策设计方面，要问的第一个关键问题是：

在中国、美国和欧盟以及更广泛的全球经济中，

实现能源基础设施的转型需要多少投资支出？

包括 2020 年报告在内的各种估计都趋同于一

个结论，即，就全球而言，每年需要占国内生

产总值 2% 至 3% 的清洁能源投资总支出才能

在该项目上取得成功。这一数字在各国可能会

有高低，具体取决于一国清洁能源基础设施迄

今的发展程度。对中国、美国和欧盟而言，投

资支出可能需要维持在这一约占国内生产总值

2% 至 3% 的水平。19

由于中国、美国和欧盟以外的经济体目前产生

了约 48% 的全球排放量，因此，向清洁能源的

过渡也必须在全球经济的其他部分推进。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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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需要从其在多大程度上在全球范围内而不仅

仅是在本国或区域经济范围内促进实现气专委

目标的角度来评估中国、美国和欧盟的气候计

划。然而，在这方面，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

则将采取协调一致国际行动的责任交给了发达

经济体。

政府政策推动清洁能源转型的两个基本途径是：

通过直接公共部门投资或制定一系列鼓励私营

部门投资的条例和激励措施。这些针对私人投

资的条例 / 激励政策包括碳税或碳排放上限、

有保证价格 ( 即“上网电价”) 的清洁能源供应

商长期合同以及各种形式的补贴融资。

实现公共和私人投资的适当结合对整个项目的

成功至关重要。《2019年贸易和发展报告》认为，

鉴于私人投资者实现所需支出水平面临非常高

的沉没成本、政治风险、流动性不足和回报不

确定等问题，公共投资应发挥带头作用。私人

投资取决于私人企业主和金融市场对预期盈利

能力的计算。正如基金组织最近的一篇工作文

章所指出的那样，在这些条件下，很难利用市

场手段缩小由此造成的私人与社会回报之间的

差距。另一方面，通过提高私人投资水平促进

向清洁能源过渡的好处在于其将减轻公共部门

预算提供所需总体支出金额的压力。

公共和私营部门投资建设清洁能源基础设施都

将大规模创造就业。因此，中国、美国和欧盟

以及世界各地的气候稳定项目应包括相关措施，

以制定高就业质量标准并确保妇女和其他弱势

群体能够充分获得这些新创造的就业机会。与

此同时，随着化石燃料行业被逐步淘汰，目前

依赖该行业的工人和群体将不可避免地面临重

大经济损失。对中国、美国和欧盟以及整个全

球经济而言，还应在其向清洁能源过渡的整体

项目中纳入面向这些受到负面影响的工人和群

体的公正有效的过渡政策。

由公共投资主导、在丰富就业机会基础上向脱

碳未来过渡是呼吁开展绿色新政的基础，这种

呼声在 COVID-19 疫情爆发之前就已经听到。

发达国家为应对疫情而大规模调动财政和货币

资源，这表明有机会使这一想法全球化。在“重

建更美好世界”的旗帜下，七国集团经济体一

直在大谈启动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时承诺的、

但在发达经济体采取紧缩措施的情况下很快就

被放弃的那种绿色复苏。

与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相比，目前过早地诉诸于

紧缩政策的可能性似乎更小。然而，对世界

50 大经济体 ( 主要是发达经济体 ) 采用的一揽

子初步复苏方案的调查发现，只有 2.5% 的支

出用于绿色复苏 (UNEP, 2021)。因此，未来的

挑战是在未来十年及以后保持公共投资动力，

同时扩大气候部分的规模。在这方面，必须了

解主要经济主体目前的政策立场及其各自的优

劣势。

(a) 美国的政策

2017-2020 年期间，在特朗普政府领导下，联

邦政府不仅没有采取任何新的气候举措，而且

削弱了大多数现有的联邦法规，减少了应对气

候变化的财政支持来源。美国还在 2017 年退出

《巴黎气候协定》。拜登政府在 2021 年 1 月的

第一批行动包括重新加入《巴黎协定》，此后

又推进了一系列旨在使美国经济走上可行气候

稳定道路的进一步举措。从最广泛的角度看，

为了与气专委的全球减排目标保持一致，新政

府承诺到 2030 年将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减少

50%，到 2050 年成为净零排放经济体。

在实现这些广泛目标的具体措施方面，迄今为

止最重要的举措是 2021年 3月提出的为期 8年、

耗资 2.7 万亿美元的拟议《美国就业计划》。

其总支出拨款的 35% 至 40%，即每年约 1 300
亿美元，将用于可直接促进减少二氧化碳和其

他温室气体排放的投资。《美国就业计划》还

将为气候问题的研发提供重大支持，为目前严

重依赖化石燃料行业的工人和群体提供公正过

渡举措。在另外的提案中，拜登政府还主张为

发展中经济体的气候稳定措施提供资金支持，

但未具体说明金额。20

联邦政府为稳定气候提供这种程度的资金支持

对美国而言是前所未有的。但是，即使接近这

一措施的内容确实成为法律，仍不清楚拟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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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水平是否足以实现政府宣布的气候目标，

即到 2030 年减少 50% 的排放、到 2050 年实现

净零排放。

根据上面提到的估计，即需要国内生产总值的

2% 至 3% 来资助清洁能源转型，美国包括公共

和私人投资在内的总体清洁能源投资每年应在

4 500 亿至 5 000 亿美元之间，才能达到 2030
年减排 50% 的目标。《美国就业计划》将提

供所需总投资的 25% 至 30% 左右。州和地方

政府的公共资金也可以做出贡献，但在大多数

情况下，其金额可能比联邦政府提供的要小得

多。这就产生了一个从私人投资者那里调动其

余 75% 所需资金的大部分金额的前景问题。

十多年来，美国的私人清洁能源投资支出一直

处于上升轨道。但迄今为止，私人清洁能源投

资支出水平仍远低于所需水平。2019 年，即

COVID-19 引发衰退的前一年，也是有完整数

据的最近一年，私营部门清洁能源投资总额中

约有 600 亿美元投资于可再生能源、约有 400
亿美元投资于能源效率。21 这笔总计 1 000 亿

美元的资金可提供所需金额的 20% 左右。

能否根据所需投资水平调动私人资金取决于是

否有一套强有力的激励措施来支持清洁能源和

能源效率、是否会采取抑制措施来阻止化石燃

料消费。影响力最大的此类措施是碳税和碳排

放上限的某种结合。目前，美国有 12 个州实行

了碳税或碳排放上限，这些州占美国人口的四

分之一、美国 GDP 的三分之一，22 其排放低于

美国平均水平。但它们尚未成功地将私人清洁

能源投资支出引导到接近所需金额的水平。部

分问题在于，美国没有设计碳税或碳排放上限

政策来避免可能伴随这些措施出现的重大问题。

一个主要问题是，化石燃料价格上涨对低收入

家庭的影响大于富裕家庭，因为能源费用在低

收入家庭消费中所占比例更高。对这一问题的

有效解决办法是将碳税产生的很大一部分收入

退还给低收入家庭，以抵消这种税收的递减分

配影响。但这样的退税政策尚未在任何州颁布。

总体而言，美国要过渡到一条可行的气候稳定

道路上，将需要对以下措施进行某种结合：大

幅提高公共投资水平；出台比拜登政府或美国

各州目前正在实施或讨论的私人投资条例更有

力、设计更有效的私人投资条例。

(b) 欧盟的政策

欧盟正在推进全世界最宏大的气候稳定计划，

即它所称的《欧洲绿色协议》。根据该协议，

该区域承诺到 2030 年将排放量相对 1990 年水

平至少减少 55%，这一目标比气专委设定的

45%减排目标更为宏大。这样，《欧洲绿色协议》

就与气专委的长期目标保持一致，即到 2050 年

实现净零排放经济。

从 2019 年 12 月开始，欧盟委员会一直在颁布

措施并提出进一步的建议，以实现该区域的减

排目标。2021 年 6 月采取的最新措施是《下一

代欧盟复苏计划》，将通过该计划拨出 6 000
亿欧元 ( 占七年 1.8 万亿欧元总投资预算的三

分之一 ) 资助《欧洲绿色协议》。23 2021 年 7 月，

欧盟委员会跟进这一支出承诺，概述了具有以

下主要特点的 13 项税收和监管措施：

• 在欧洲联盟排放量交易计划内扩大碳税；

• 设立碳边界调整机制，进口商将通过该机

制为进口钢铁、水泥或铝等碳密集型产品

支付费用；

• 将总体税收政策与《欧洲绿色协议》目标

更紧密挂钩；

• 提高能效水平，扩大可再生能源供应；

• 更快地推出低排放运输模式以及支持这些

模式的基础设施和燃料；

• 推出保护和增加森林以及其他自然碳汇的

工具；

• 实现社会意义上的公正过渡，以分散应对

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成本。24

就公共投资、条例和其他促进私人投资的激励

措施的结合而言，《欧洲绿色协议》显然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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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依靠条例和其他私营部门诱导措施。通过

《下一代欧盟复苏计划》在七年内拨款 6 000
亿欧元，相当于平均每年拨款约 850 亿欧元。

该金额在这一期间欧盟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

比不到 0.6%( 假设在此期间欧盟每年温和增长

1.5%)。因此，用于实现该区域能源基础设施转

型以及改变林业和农业做法的私人支出必须提

供剩余的每年大约 2 500 亿欧元 ( 即总支出的

75%)，才能面向 2030 年和 2050 年走上可行的

气候稳定道路。25

如上所述，依靠条例和激励措施所诱导的私人

投资而不是直接的公共投资支出来建设清洁能

源基础设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相当大的不确

定性。因此，最近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认为，

相对于到 2030 年减排 40%，要实现到 2030 年

减排 55% 的目标，欧盟需要到 2030 年将碳价

格提高两倍。26 实施这一大幅提高碳价格的举

措无疑将面临强烈的政治反对，在没有退税来

抵消中低收入者的这种新税负的情况下反对会

尤其强烈。27 2018 年法国“黄马甲运动”的出

现正是为了反对马克龙总统提议在不对不富裕

公民进行大量退税情况下制定碳税。

因此，与美国的情况一样，《欧洲绿色协议》

作为一项气候稳定计划的成功前景几乎肯定需

要远高于迄今为止通过《下一代欧盟复苏计划》

所提议的公共投资支持。

(c) 中国的政策

中国与美国和欧盟不同，尚未承诺实现气专委

制定的 2030 年或 2050 年减排目标。然而，在

2020 年 9 月对联合国大会的讲话中，习主席成

了首位为本国制定一系列减排目标的世界领导

人：排放量将继续上升，在 2030 年达到峰值，

然后开始下降，到 2060 年实现净零排放。这一

承诺促使其他国家制定更加宏大的目标 (Tooze，
2020)。此外，中国已表示将努力减少对煤炭的

依赖；目前，燃煤排放比燃烧石油的排放高出

约 30%，比燃烧天然气的排放高出 70%。

中国的立场是，中国既是历史上的低排放国，

也是发展中国家，其情况与众不同，因为它正

沿着比美国、欧盟或其他发达经济体更快的经

济增长轨道前进。

作为一个快速增长的发展中经济体，中国在实

现大幅减排方面无疑面临着比美国或欧盟更严

峻的挑战。但情况仍然是：如果中国不能在自

己的经济中实现气专委的目标，那么这些目标

在全球范围内也将无法实现。由此可见，气专

委所描述的无法实现这些目标所导致的风险

( 不断加剧的极端高温、强降水、干旱、海平

面上升和生物多样性损失 ) 将日益严重，包括

在中国本身也是如此。

此外，中国在推进气候稳定项目方面确实有超

额完成计划的记录。一个相关的主要案例是，

继“十二五”规划 (2011-2015 年 ) 将太阳能

和风能设备制造业列为战略产业之后，政府实

施了一系列产业政策，包括公共融资、上网电

价、本地含量要求和研发支持，使中国成为全

球领先的太阳能和风能设备制造国。当国内太

阳能需求低成为该项目的瓶颈时，政府的反

应是促进国内太阳能市场的发展。结果，到

2017 年，中国成功安装了超过 130 吉瓦的太

阳能装机容量。因此，超额 24%、提前三年实

现了到 2020 年完成 105 吉瓦太阳能装机容量

的政府目标 (Finamore，2018)。主要由于这点

以及中国政策制定者的相关举措，自 2009 年

以来，全球太阳能电池板平均价格也下跌了

约 80%。

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包括与国际伙伴

合作，积极为发展中经济体的清洁能源投资提

供融资。28 与此相反，七国集团经济体在联合

王国康沃尔举行的 2021 年会议上没有承诺大幅

提高自己的全球绿色融资承诺。29

中国还实施了广泛的计划，帮助工人从化石燃

料行业过渡到其他职业。2016 年，在各类煤

炭和钢铁业务关闭时，估计大约有 180 万煤炭

和钢铁行业的工人需要重新安置到其他职业。

2016 年 2 月，中国中央政府宣布了一系列支

持下岗职工再就业的政策措施，包括 1 000 亿

元人民币 ( 约 154 亿美元 ) 的一揽子专项财政计

划。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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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中国成功地制定了一套宏大的产业和

金融政策，使其经济走上了一条可行的气候稳

定道路。与此同时，除非中国大幅加快减排计划，

否则在未来 20 至 30 年内，中国可能仍将是全

球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来源。

出于不同的原因，中国、美国和欧盟都需要实

施更宏大的气候稳定计划，以便其各自的举措

为实现气专委的减排目标提供必要的领导。具

体而言，这些经济集团需要为全球清洁能源投

资项目承诺更高水平的公共投资。当然，诱导

私人清洁能源投资的政策也至关重要。但是，

与更广泛的私人投资活动一样，在以走上可行

全球气候稳定道路所需的规模增加私人投资方

面，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增加公共投资的一个基本制约因素是如何找到

大幅增加公共资金的来源。所有国家都应考虑

通过更多累进税制来增加公共收入的必要性，

并意识到当地的需求和压力。但事实上，使全

球清洁能源投资达到规模效应所需的大部分资

金可以在不大幅增税的情况下通过利用其他来

源的资金获得，包括：

• 从军事预算中划拨资金；

• 取消化石燃料补贴，并将这些资金的很大

一部分转用于清洁能源投资；

•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欧洲中央银行和中国人

民银行正在实施大规模的绿色债券购买计划；

• 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利用公共开发银

行的贷款能力。

毫无疑问，要使这些建议可行，需要完成大量

的分析和方案设计，还需要各国选择这些潜在

融资来源的不同组合。31 但这项工作的一个关

键起点是提高中国、美国和欧洲联盟之间的合

作水平，无论是在清洁能源投资公共融资的具

体细节上，还是在更广泛的全球气候稳定项目

的各个方面，都是如此。

E. 走向新的经济解决方案

由于许多国家对大流行病的对策属于仓促应对，

加之时下高度的不确定性，使对 COVID-19 疫

后经济政策的未来方向作出猜测的工作更加复

杂困难。此外，全球金融危机发出了一个警告，

即在特别艰难的时刻在压力下确定的方向一旦

相关压力有所缓解即难以为继。

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并不令人惊奇的是，美国

新一届政府的行动和声明备受关注，有人已

在预期“新经济时代的黎明”(Tooze, 2021)，
而另一些人则预期会出现资本主义的“新形

态”(Elliot, 2021 年 )。

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 (2021 年 ) 坦率地承认，

需要重新设定政策，以补救过去政策造成的损

害，并应对新的挑战：

在过去四十年中，认为降低税收、削减支出和

减少管制就会产生更强劲的经济增长这种观点

对美国的公共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此期间，

美国对基础设施和创新等公益物的投资过少，

而增长带来的收益不均衡地过多汇聚到收入和

财富分配方面的最高阶层。

拜登总统的“美国就业计划”和“美国家庭计划”

所依据的经济理论并不相同。这些拟议政策反

映了凭借经验得出的证据，就是强大的经济取

决于坚实的公共投资基础，而对工作者、家庭

和社区的投资可以在未来的几十年得到回报。

在多边金融机构中可以察觉到一个新的现象，

即正在逐渐摆脱以往的政策处方，并形成一种

新的共识 (Sandbu, 2021)。这些金融机构赞成巨

额支出方案、向富人征税以及限制大企业的市

场力量 (Georgieva et al., 2021)，并确认需要对

资本流动作出更有效的管理，包括在一些情况

下通过资本管制加以管理 (Adrian and Gopinath, 
2020)，并赞同强力干涉政策议程，以支撑对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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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投资的推动 (IMF, 2020)。新自由主义政策思

维的另一个坚强支柱即经合组织也鼓励其成员

作大笔支出并保护就业 (Giles, 2021)，同时认

识到，要取得社会包容性和凝聚力的成果，就

需要“从根本上重新评估国家、社会、经济和

环境之间的关系”(OECD, 2021b)。

然而，另一些人则警告说，所谓新自由主义已

经作古的说法有些夸大其词 (Galbraith, 2021)，
对此强调了新自由主义对变化中的环境具有适

应性 (Slobodian, 2021)，并指出，一些新的潮

流将会扩大未受充分监管的金融市场的权势

和影响力 (Gabor, 2021)。一些人还指出，大流

行病期间多边金融机构贷款方案具有政策连续

性 (Ortiz and Cummings, 2021)，根据七国集团

贸易部长关于深化自由化和进一步缩小政策

空间的呼吁也推动了政策连续性 (Davies et al., 
2021)。此外还看到了一种更偏绿色的新自由主

义派别，它决心确保向低碳、高数字化未来的

过渡进程能坚持以市场为核心并友善对待资本，

为此需要确保碳价合理，坚持促进遵守环境、

社会和治理标准的新一代融资工具，绿化企业

社会责任，利用亿万富翁的财富和大数据的力

量来拯救地球。

迄今为止，关于新共识的多数言论都是北方发

出的声音，而且往往着眼于已融入前述“华

盛顿共识”中十点政策清单。虽然 Williamson
从未赞同这一共识涵盖的所有政策建议，但

他的确支持该共识的主张，即唯一的出路是

选择“受宏观经济纪律约束的外向型市场经

济”(Williamson, 1993) 以及这一主张所依据的

使命，即必须放弃将某些政策的适用局限于特

定国家类别的“知识隔离政策”(Williamson, 
2004)。

无论这种“一刀切”政策议程的历史记录如何，

它都不是政策制定者在面对将确定未来十年发

展成果情况的多重相互交织挑战时需要采取的

办法。如果要与过去 40 年作真正的决裂，各国

政府不仅必须与那些在超全球化之下扭曲的分

配模式中积累了大量经济和政治资本的既得利

益进行正面交锋，而且还必须确认持续阻碍可

持续增长和发展前景的深刻的结构性制约和脆

弱性。为此，必须允许发展中国家在设定政策

优先事项时有更大的灵活性，并确保在采取必

要措施时有足够的政策空间，以掌管远大的目

标和由此产生的得失，同时提供有差别的待遇，

以支持这些国家作出努力，调动落实《2030 年

议程》所需的资源。

尽管如此，COVID-19 危机已经为决策采取打

破禁忌的办法开启了门户，这有助于处于各种

发展水平的国家过渡到更好的未来。这些步骤

中包括承认：

1. 政府不是家庭。COVID-19 危机不仅使发达

国家政府的支出上升到了空前的水平，而且

还迫使它们放弃应始终保持预算平衡的理

念，而转向隐含或公开地以功能性方式处理

政府财政，允许政府先支出后征税，并在某

些条件下仅使用国家发行的货币进行支出

(TDR 2020)。对这一点的认识开启了关于财

政空间决定因素的讨论，而且特别是在发展

中国家，这些国家外部因素对政府支出能力

的影响要大得多，而且在这些国家里多边金

融机构和国内税收制度的改革有助于为逆周

期的社会性支出提供更大的空间。

2. 重新审视央行的独立性。自上次危机以来，

各国央行已经从仅仅关注通胀方面目标转

向通过资产负债表的运作来扑灭经济火灾。

在目前的危机中持续采用了这种做法，包

括在某些情况下直接向私营部门贷款。既

然承认央行是信贷制造机器的关键，就有

必要扩大央行的监管权，包括对影子银行

系统的监管权，驯服信贷的盛衰周期，并

将其风险面扩大到更广泛的范围，使之包

含气候变化和不平等加剧等对金融稳定的

大范围威胁。面对这些更广泛的责任，宜

扩大民主监督的规模。

3. 韧性是一种公益物。“除非人人安全，否

则无人安全”的理念显然也延伸到超越了

眼前健康危机范围的其他挑战，而尽管一

些精英似乎不顾一切地设法远远躲避经济、

健康和环境冲击，但 COVID-19 强化了韧

性是一种公益物的理念，因为它既无法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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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也没有竞争性，它是具有全球性层

面的。确保韧性无疑是国家的责任，由健

全的公共部门来实现，为此付出用于作必

要投资、提供配套服务、协调建设韧性的

多种相关活动等方面所需的资源。各国需

要普遍的基本服务和社会保障制度，但这

项要务也向发展中国家提出了具体挑战，

即如何使发展型国家的目标适应保护公民

免受冲击所带来的挑战 ( 包括财政挑战 ) 这
项目标。在这方面，为全世界的韧性供资

将需要对如何调动和分配财政资源进行目

标高远的新思考。

4. 金融至关重要，不能任由市场来决定。华尔

街以及其他地方的同行不善于提供长期的、

负担得起的融资，尽管华尔街放纵的过度投

机行为损害了国家和社区层面的韧性；许多

国家的不同发展水平上资本形成率都太低。

同样，事实证明，愿意允许金融体系中一些

部分在不受监管监督情况下隐蔽地运作，以

及没有可信度的所谓这些部门具有自我监管

特性的观念，都是有害的。如果金融体系允

许国营银行发挥更重大作用、分散巨型银行

并防止其形成、实行更有力的监管，就不太

可能产生过度投机，且更有可能创造一个较

健康的投资环境。

5. 尽量压低工资不利于工商业。认为工资只

不过是一种生产成本的理念是以微观经济

逻辑为基础的，一些国家据此推动劳动力

市场实现最大的灵活性。但工资不仅是需

求的重要来源，而且其增长还可以刺激生

产率。此外，体面的工资也是强健社会契

约的关键组成部分。因此，要有健康的劳

动力市场，就必须将工资问题纳入健全的

保障发言权和代表性的安排，设定最低工

资，并制定提供适当保护以制止侵权做法

的相关劳工法律。发展中国家的就业不足

仍然是劳动力市场的一个持续特点，这些

国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解决就业的非正

规性问题尤其重要。

6. 多样化具有重要意义。在走过了从乡村不

发达状态进入工业化后荣景这一艰难旅程

的所有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未曾

采取有针对性和选择性的政策，力图将生

产结构转向新的增长来源。许多发展中国

家的工业化过渡止步不前，甚至发生“过

早去工业化”的更糟糕状况，据此更难以

摆脱处于国际分工中边缘性的地位，使之

更易于遭受外部冲击，使非正规就业的现

象长期持续。要应对气候和数字化方面挑

战就必须实现结构性和技术性飞跃，因此

产业政策就更为紧迫，而实现公正的过渡

需要切实地管控进退维谷的活动以确保在

适当的地点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7. 一个有爱心的社会是一个更稳定的社会。

护理工作问题正成为所有更好地复苏的政

策议程中的一项必要内容，包括将有偿护

理工作转变为体面的就业，并给予劳动力

市场核心部门的产业工作通常具有的工资

水平、福利和保障。但更一般而言，对积

极的变革性社会政策的设置必须超越仅仅

提供一种旨在不让掉队者愈加落伍的安全

网或底线的剩余类别。也可以使用设置得

切实有效的社会政策以加快和管理结构性

变革，以此帮助促进技术升级并提高生产

力，由此彰显了采取综合方式制定政策以

实现更好地复苏的重要性。

显然，前几份报告就更雄辩地指出，基于这些

宽广规定的政策方案需要一个支持性多边制度

才能取得成功，为此需要有一套旨在确保“共

同繁荣”的指导原则，为国家一级的必要行动

提供空间，并争取对建立在各国合作基础上的

集体行动的全球支持。

40 年前的第一份《贸易和发展报告》就曾呼吁

改革多边体系以避免即将到来的发展危机，但

这一呼吁被置若罔闻。1981 年开始出现的不平

衡、不公平和不安全现象随着超全球化轰轰烈

烈地展开，被扩展、深化，以致今天的危机在

范围和影响上目前都真正具有全球性。随着债

务水平在过去 40 年中呈指数级上升，并在大流

行病期间再次飙涨，并且气候也越来越逼近灾

难的临界点，进行体制改革的紧迫性比以往任

何时候都更加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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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当然，这也是布雷顿森林国际性新政制定者发

出的信息，其典型就是Morgenthau所确认的观

点：“布雷顿森林方法所依据的认识是，印度

和中国等国家在英国和美国等国家的援助和鼓

励下实现工业化及生活条件的改善符合前一类

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同时也符合后一类国

家的经济和政治利益”，Morgenthau，1945年。

2 关于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官僚和政治起源及其

演变，见Mudge，2008。

3 虽然这个用语是世界银行在1981年编造的，但

它比较广泛的使用起源于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

(Morgan Stanley)在20世纪80年代末创建的新兴

市场指数。

4 私人资本行业迅速崛起，其受管理资产2020
年超过7万亿美元，即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十

年里增长了三倍多，就表明了这一趋势，见

Wigglesworth，2021。

5 联合国全球政策模型(GPM)是一个实证建模框

架，用于根据计量经济学的因果关系以及紧密

的库存流量比世界核算框架分析经济变量与政

策态势之间在国内和全球的互动关系(h t tps://
unctad.org/debt-and-finance/gpm)。

6 特意地没有对经济或金融危机创建模型，尽管

金融的薄弱性和经济的脆弱性显然正在显现，

可能接近过去引发危机的状况。

7 这并不表示政府负债率一定会通过这些方式

下降。

8 与财政政策一样，这种情景设想适当顾及了一

些国家发出的关于保护工资、促进就业和支持

收入的呼吁，而同样在这些国家似乎也出现了

更温和的财政紧缩办法。但与过去一样，对处

理办法中实际内容所作的分析充其量与以下观

点相一致，即工资方面的份额比例可能会在某

一时刻停止下降，但也不会大幅上升到足以赶

上下降的趋势。

9 就像实行财政紧缩以减轻债务负担的情况一

样，这种药方往往会失败，特别是在全球范围

内很可能失败(Capaldo and Izurieta, 2013)。

10 为得出外部资产总额数字，以净额列入了金融

衍生品账目。如果不这样列入，将会大幅增加

相关数额，但不会使这一趋势发生重大变化。

11 另见Akyüz，2021。

12 经常账户有盈余、财政上无制约的经济体包括

欧洲联盟和西欧其他经济体、以色列、日本和

大韩民国。经常账户有赤字、财政上无制约经

济体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联合王

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经常账户有赤字、财政上

受制约的经济体包括东亚(不包括中国)、西亚

(不包括以色列)的主要发展中经济体及俄罗斯

联邦。经常账户有赤字、财政上受制约经济体

包括所有其他发展中经济体。

13 见第一章，插文1.1。

14 这一观察意见与1970年代和1980年代初“石油

美元”累积时期的账户情况如出一辙，当时也

出现了过度借贷和资本外逃，而且在初级商品

和石油出口国内尤其突出(Vos，1989)。

15 如上一节所述。

16 上述情况在实施这套政策的早期较不明显。

17 这包括一项经两党商定的1万亿美元实物基础

设施计划，以及一项关于少量实物基础设施、

儿童看护、带薪休假、保健服务和气候相关投

资的3.5万亿美元新增拟议预算。在本报告编写

之时，拟议预算的处理结果尚不清楚。

18 此后，除美国外的大多数带头国家都已放弃了

被动税收制度(Matheson et al., 2013)。在主要

经合组织国家中，仅美国与荷兰维持了居民税

收原则，尽管甚至对此也存在一些疑问(Av i-
Yonah, 2019)。

19 最近的研究包括国际能源署(2021)、国际可再

生能源署(2021)、Pollin(2020)，特别是针对美

国的研究：Williams et al.，2020。

20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
s ta tements-re leases/2021/04/22/execu t ive-
summary-u-s-international-climate-finance-
plan/。

21 能效估计值来自：https://energyefficiencyimpact.
o r g /。可再生能源数字载于h t t p s : / / w w w.
bloomberg.com/graphics/climate-change-data-
green/investment.html。

22 https://www.c2es.org/document/us-state-carbon-
pricing-policies/。

23 https://ec.europa.eu/info/strategy/priorities-2019-2024/
european-green-deal_en。

24 https://ec.europa.eu/info/publications/delivering-
european-green-deal_en。

25 仍然值得注意的是，最新的公共开支提案远高

于以前预算的水平。因此在2020年，欧盟委员

会预计2021年至2030年所有开支的总预算为

1万亿欧元，包括清洁能源投资和公正过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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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这一预算包括来自所有公共和私人来源的

资金，其中大约一半的资金来自欧盟预算，另

一半由各国政府和私人投资共同供资(h t tps://
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
qanda_20_24)。

26 https://reader.elsevier.com/reader/sd/pii/S030
6261921003962?token=898AD8E008D08C84
8C1C66228819C4FDE743799A3B9A66947B
82E A B740587B680D E3E2D B11E E3D F96A
E99ACA78C1BB5C&originRegion=us-east-
1&originCreation=20210715214704。

27 https://www.ft.com/content/5e1e5ba5-5b95-445d-
9de6-034ad3568d2f。

28 2018年，中国和联合王国一道推出了一带一路

倡议绿色投资原则。

29 ht tps://www.carbonbrief.org/dai ly-brief/g7-
reaffirmed-goals-but-failed-to-provide-funds-
needed-to-reach-them-experts-say。

30 h t tp://www.xinhuanet.com/for tune/ca iyan/
ksh/137.htm。

31 Pollin (2020)；另见TDR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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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图2.A.1 Stock and housing appreciations in selected countries, first quarter 2000 to first quarter 2021
(Real price index, 2010q1 =100)

Source: OECD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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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知的世界已进入尾声：

适应情况调查 III

A. 导 言

2021 年 7 月是有历史记录以来地球上最热的一

个月，此前的 2020 年则是最热的一年，而这一

年本身又是继有史以来最热的十年接踵而至。

猛烈的热浪、日益强大的热带气旋、长期的干旱、

海平面的上升、疾病的传播只是伴随全球气温

不停上升而来的一些威胁，随之带来了越来越

严重的经济破坏和人的困苦。而最坏的事情还

在后面。即使我们在这十年内认真落实了减缓

行动，并设法在 2100 年前将全球平均气温的上

升维持在不超过工业化前温度的 1.5 摄氏度水

平，2021 年的极端气候事件还是预演了全球平

均气温增加 0.4 摄氏度将给全球各地的地方社

区和国家带来什么样的状况。

就当前趋势而言，全球变热将触及地球自然

体系的临界点，导致重塑本世纪生活的不可

逆转的变化 (IPCC, 2021)。即使假设经济崩溃

可以避免，未来几十年在产出上的损失在任

何地方都将会十分巨大，特别是在发展中国

家 (SwissRe, 2021)；几亿人将被迫在境内或跨

境进行迁移 (Rigaud et al., 2018)，而大部分热

带地区都将超越人类所能适应的限度 (Zhang et 
al., 2021)；粮食生产将发生巨变 (Kuma et al., 
2021)；获取日益稀缺的淡水资源问题将致使地

缘政治局势日益紧张 (WEF, 2019)。简言之，除

非采取强有力的行动以遏制温室气体排放，否

则地球上部分地区将成为子孙后代无法居住的

地带 (Wallace-Wells, 2018)。

迄今为止，应对气候危机的全球政策分为减缓

措施和适应措施两种。减缓气候变化侧重于通

过更有效使用能源加之用可再生能源取代化石

燃料两者相结合的方式，以减缓和减少温室气

体的排放。气候适应围绕的核心是利用韧性和

保护机制，尽量减少气候变化对生活和生计的

负面影响 (Ge et al., 2009)。虽然在实践中这两类

措施往往很难区分，但在许多设定气候问题议

程的讨论中，适应工作相对于减缓工作仍然不

够有力。事实证明，这种方式是短视的，而且

其代价在日益上升，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

随着卫生方面疫情的过去、人们的话题转向建

设应对全球冲击的韧性之际，持续的熟视无睹

方式所造成的后果就变得更加明显。迄今为止，

推动气候适应政策一直依靠一系列组合措施：

围绕气候会议的各种程序性政治、对政策设计

采取的技术官僚做法以及对市场有效确定通往

可持续未来之路代价的能力寄予过度的信任。

目的是通过更好地评估与气候有关的风险并利

用保险和其他市场机制改进对这些风险的管理，

实现国际商定目标。虽然这种做法取得了一些

积极成果，但它产生效益太少、太迟，已不再

能承受环境冲击的强度及其造成的经济破坏。

本章的结构如下：B 节探讨这一挑战的严重程

度，重点探讨对世界各区域和各国的损害以及

应对挑战所需投资的规模。C 节讨论管理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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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比照1980-1999年的2000-2019年期间灾害影响

资料来源： CRED and UNDRR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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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的现有体制结构尚存的一些局限性。D 节

审视的问题是，将适应挑战视为风险管理工作

之一，会如何分散对于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定位

适应措施的必要性的关注。

B. 正视适应挑战1

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一方面源自于日常生活所

需的环境条件 ( 如水的获取、空气质量和尚可

容忍的工作环境温度 ) 发生持续的恶化，另一

方面则源自于更属于短暂性质、但往往带来更

直接和更具破坏性后果的冲击，如野火、风暴

和洪水。可以说，后者更容易估量，当然引起

的关注也更多。根据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

室的《灾害对人类造成的代价报告》，2000 年

至 2019 年期间，7 348 起记录在案的重大灾害

事件夺去了 123万人的生命，影响到 42亿人 (许
多人不止一次 )，全球经济损失共计为 2.97 万

亿美元 (CRED and UNDRR, 2020)。有关数字

显然呈上升趋势 ( 图 3.1)。

这些灾害的发生不能仅归因于气候变化。尽管

如此，毫无疑问灾害与气候变化日益严重的破

坏性影响有着密切的联系 (IPCC,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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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灾害数据库的数据显示，就所记载的经济

损失而言，风暴造成的损失 (1.39 万亿美元 ) 超
过任何其他灾害类型，其次是洪水 (6 510 亿美

元 )。仅 2020 年就有 5 000 多万人受到洪水、

干旱和风暴的冲击 (UNEP, 2020)。气候引发的

灾害约有四分之三可归因于洪水和风暴，而热

浪正变得更加强烈和广泛，给发达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的很多人带来损失。重大季风洪水和热

带气旋影响到中国 220 多万人及包括尼泊尔、

印度和孟加拉国的南亚 960 万人，在这些地区

造成的损失超过 200 亿美元。在区域层面，

2000 年至 2019 年美洲的经济损失占全部损失

的 45%，其次是亚洲 (43%)。在美洲，美国的

同期经济损失为 1.03 万亿美元，占全部损失的

78%，显示其收入和重置成本高于其他国家。

在亚洲，中国和日本在这段时期内的损失分别

占该区域全部损失的 38% 和 35%(CRED and 
UNDRR, 2020)。

这种损害也依经济体的不同类别而有差异。高

收入国家受到灾害事件不良影响和死亡的人数

往往较少，但承受的经济损失绝对值则要大得

多。低收入国家报告的人均经济损失较低 ( 但
在不断增加 )，而每次灾害事件的死亡人数相

对较高。中低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在灾害事件、

死亡人数和受影响总人数方面的数量最大，不

过它们在世界人口中的占比也最大，其中最突

出的是亚洲，其遭受的灾害最多。然而，尽管

高收入国家受到的经济损失在世界上占比最

大，但其损失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最小。

相比之下，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的损失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最大；低收入

国家遭受经济损失的比率是高收入国家的三倍

(CRED and UNDRR, 2020)。

经济学家在标准增长模型中添加了损失函数，

以此估算气候变化的滚动损害。即使气温已有

明显的上升，令人惊奇的是据此对全球产出造

成的损失却并不严重，尽管随着这些模型变得

愈加错综复杂、愈加综合和完善，评估的结

果正呈现恶化的趋势 (Nordhaus，2018)。实际

上，曾大力推进“综合评估模型”的 William 
Nordhaus 在诺贝尔演讲中指出的结论是，“经

济增长正在气候和地球体系中产生未预期但很

危险的变化……( 带来 ) 无法预见的后果”。

虽然使用这种模型来估算潜在损害因此并非易

事，但它给人一种数量上具有严谨性、准确性

的印象，它为进行建模而对强假设的依赖，

这些都使人质疑它与气候方面挑战的相关性

(Ackerman，2018)。即使较先进版本的模型也

同样被指责是忽视了临界点 (Keen et al., 2021)
和反馈回路 (Kikstra, et al., 2021)，使之低估了

气候变化潜在损害的规模和持久性。此外，这

些模型不足以说明发展所涉的结构性不平等或

历史模式，特别是构成许多发展中国家增长前

景的全球经济中不断演变的不对称现象。

此外还有一种低估潜在威胁的趋势，将可管理

和无法管理的系统对策加以区分，并几乎完全

注重于热带地区国家和沿海国家等低收入国家，

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活动更依赖于自然生态系

统，被认为比高收入国家的活动和部门更难以

管理。这种二分法有可能淡化或完全忽视了各

发展层面的政策性决定在加剧气候威胁方面能

如何产生深远的影响，包括在更高度依赖自然

生态系统的农村经济中产生的影响。如上一章

所述，结构调整方案的广泛推行导致对公共服

务和投资的侵蚀，并使许多发展中经济体更加

无法脱离对商品出口的依赖，因而更容易受到

外部冲击的影响。此外，这种二分法虽然承认

一些发展中国家已经面临与气候有关的压力，

但它更有可能低估许多中等和较高收入发展

中国家以及发达经济体在气温上升接近 ( 和超

过 )1.5 摄氏度时所面临的更广泛的损害。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损失数据被严重少报，

使气候变化的代价和损害全貌更加扑朔迷离。

例如，现有数据不一致的一个起因就涉及到

热浪问题。根据国际灾害数据库，1900 年至

2019 年期间的记录仅显示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发

生的两次热浪，导致 71 人死亡 (Harrington and 
Otto, 2020)。相比之下，同一数据库的记录显

示 1980年至 2019年期间欧洲发生了 83次热浪，

造成 14 万多人死亡，经济损失超过 120 亿美元。

这表明在数据收集、国家机构可以使用的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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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灾难性事件的风险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增加

资料来源：世界资源学会，根据气专委和其他机构的资料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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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和资源方面存在重大差距，以及对外

界收集的发展中区域数据存在过度的依赖。不

过，毫无疑问的是，气温上升幅度越大，发生

灾难性事件的威胁就越大 ( 图 3.2)。

1. 增长在放缓，差距在扩大

从全球气温上升的后果中可看到各国内部和各

国之间现有结构性不平等。全球温室气体排放

( 即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 ) 的历史责任完全在于

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对大气累积排放总量的大

约三分之二负有责任，而非洲仅占 3%。2 虽然

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等一些发展中经济体

的排放量在迅速增加，但按人均计算仍然低于

发达国家，这类发展中国家即使最富裕公民的

消费所导致的排放量也低于发达经济体富人产

生的排放量 (Oxfam, 2015)。

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全球升温已经使几十

年来一直制约资源调动、削弱适应能力和扩大

收入差距的恶性发展循环更加恶化。保健系统

资金不足、基础设施落后、经济缺乏多样化和

国家机构不健全的发展中国家不仅更容易受到

潜在的大规模环境冲击，且由于气候影响而处

于更持久的经济拮据状态。

根据一项估计，1961 年至 2010 年期间气温上

升已经减慢了中低纬度 ( 相对较贫穷 ) 国家的

经济增长，热带和亚热带大片地区遭受损失的

中值超过 25%，当地多数国家显示很有可能受

到负面影响 (Diffenbaugh and Burke, 2019)。图

3.3 清楚地表明，随着气温上升对发展中地区的

增长前景带来了最沉重的打击，上述情况只会

变得更糟；而且当温度上升超过 1.5 摄氏度的

目标越多，打击就越大。

在某些情况下，贫困是衡量气候变化影响的更

好尺度，因为社会最贫困阶层面对冲击有更大

的脆弱性，他们在受到冲击时没有可以依靠的

资产，而且在建设适应能力过程中面临障碍

(Hallegatte, 2018)。虽然自新的千年开始以来

赤贫的程度一直在下降，但预计气候变化将加

剧贫困，尤其在特别脆弱的发展中国家，并在

不平等加剧的国家的各个发展层级上造成更多

贫困的孤岛 (IPCC, 2019)。世界银行估计，由

于气候危机加速产生的影响，到 2030 年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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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按区域分列的截至本世纪中期按全球变暖造成的国内生产总值损失情况

(百分比)

资料来源： SwissRe，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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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00 万至 1.32 亿人陷于贫困，到 2050 年会有

1.43 亿人被迫进行境内迁移 (World Bank, 2020; 
Rigaud et al., 2018)。

由于社会最贫困阶层的脆弱性具有多层面性

质，因此气候变化对这些人产生影响的渠道也

是多层面的。预计到 2050 年，气候变化将导

致粮食供应短缺，农产品价格上涨，使数百万

人面临饥饿和缺水的状况 (Global Commission 
on Adaptation 2019)。本次大流行病的爆发估

计已使面临饥饿和营养不良的人数再增加 1.29
亿人，这是日后将会发生事件的预演 (WFP, 
2021)。撒哈拉以南非洲遭受的影响会最为严重，

届时农业产量下降，粮食不安全加剧。同样，

与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 平均 1 180 万人 ) 以及拉

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 平均 190 万人 ) 相比，

在南亚、特别是在孟加拉国和印度等最易受自

然灾害影响的国家，可有多达 3 060 万人遭受

更深重的贫困 (World Bank, 2020)。

农村穷人特别易受海平面上升和其他极端天气

模式的影响，尤其是因为农村贫困状况发生率

普遍较高。但是，由于住房状况不稳定和获得

公共服务的机会有限，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的

城市穷人也处于岌岌可危的地位 (World Bank, 
Chapter 1, 2012)。

2. 部门和区域影响

气候变化的影响以及适应挑战的性质将随区域

和经济部门的不同而不同，因此不宜采取一刀

切的对策。预计极高温的日子将主要在热带地

区增加，这一地区的气温多年来变化最小。据

此预测，危险的热浪会首先在这些地区出现，

预计在全球变暖温度上升 1.5 摄氏度时，热浪

将会蔓延 (IPCC，2018)。撒哈拉以南非洲是最

缺乏粮食安全的区域，很可能面临日渐严峻的

挑战。在南亚，更强烈和频繁的热带气旋、加

速的热浪和海平面上升将继续对该区域产生不

利影响。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由气候导致的

灾害将损及发展进展。中东和北非国家面临严

重缺水，该区域有多达 60% 的居民已经面临严

重缺水。拥有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东亚和太平

洋地区已经遭受了全球最严重的风暴、旋风和

洪水，并很可能面临气候导致的最广泛的流离

失所。

低洼沿海地区的大部分人口 ( 非洲 84%、亚洲

80%、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71%、最不发达国家

93%)(Neuman et al，2015) 可能受到尤其严重

影响。诸如港口、机场、铁路和沿海公路等关

键基础设施资产和网络也会因海平面上升而面

临破坏，由此将造成永久甚至反复的破坏，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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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按经济损失在国内生产总值所占百分比分列的
十大国家和地区

(2000-2019年)

国家和领土 经济损失

多米尼克 15.0

开曼群岛 9.1

海地 8.0

格林纳达 7.8

特克斯和凯科斯 5.8

巴哈马 4.3

圭亚那 3.6

波多黎各 3.5

伯利兹 3.4

萨摩亚 2.1

资料来源： (CRED and UNDRR, 2020)。

将阻碍民众和企业获得粮食、材料及其他创收

用品。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例如，

2016 年，加勒比地区的 4 级飓风“马修”在

海地导致超过 11 亿美元的基础设施遭到破坏

(ECLAC, 2018, p. 27)。同样在 2017 年，巴布

达岛几乎 90% 的建筑结构受到 5 级飓风“艾尔

玛”破坏或摧毁，迫使居民全部撤离该岛 (UNDP, 
2018)。在斐济群岛，多达 30 369 所房屋、495
所学校、88 家诊所和医疗设施被破坏或摧毁，

约 540 400 人 ( 即约 62% 的人口 ) 受到飓风的

严重影响 (Government of Fiji, 2016)。强降水和

持续降雨可对结构完整性造成相当大的破坏，

并影响公路、能源、通信、水和卫生等沿海运

输基础设施的运作。

特别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而言，这类国家的中

等收入地位没有顾及极端天气事件的高风险和

经济破坏。加勒比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属于世界

上负债最多的国家之列，安提瓜和巴布达、巴

巴多斯、格林纳达、牙买加以及圣基茨和尼维

斯的公共债务相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特别严

重 (ECLAC, 2020)。这种危急的债务水平表明，

这些国家越来越依赖外部融资来满足国内适应

气候变化需要。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由于以不平

衡的方式融入国际经济体系、无效的结构调整

方案和日益加剧的金融化而被边缘化。据认为，

这类国家受经济和金融冲击影响的可能性平均

高 35%(UNCTAD, 2021)。3 捐助国、贷款机构

和私营金融部门在这方面几乎没有采取任何行

动以应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特殊气候风

险，并再次显现出它们在应对 COVID-19 冲击

中缺乏对具体债务减免措施的协调。

国际劳工组织 ( 劳工组织 ) 估计，到 2030 年，

热应力将导致全球高达 2.4 万亿美元的经济损

失和 8 000 万个工作岗位的丧失 (Kjellstrom and 
Maître, 2019)。然而，这些负面结果在各处的

分布将是不均衡的，南亚和非洲受到的打击尤

其严重 (Kjellstrom and Maître, 2019)。到 2050
年，气候变化冲击城市地区造成的代价将上升

到 1 万亿美元以上。因此，现时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更需要在城市里更多地采取适应行动，并

投资于有实际效益的解决办法。

由于一些地区的内陆洪水，大批城市居民面

临健康严重受损和生计被断的风险 (IPCC, 
2014)。气专委指出，在极端高温期间很可能发

生高死亡率和高发病率，特别是对于身处社会

边缘的城市人口和城乡地区的户外工作者。粮

食不安全和粮食供应链崩溃都源自于升温、干

旱、洪水和降水的变化，特别是对于处于城市

和农村环境中的低收入和贫困人口。那些无法

享用重要基础设施和服务、或居住在棚户区和

露天地区的人们面临的威胁会增加。预计，由

于粮食价格上涨，靠劳力赚钱维生、作为粮食

净消费者的城乡贫困家庭所遭受的影响将会尤

其严重，包括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等有着相对缺

乏粮食保障人口的地区。

3. 适应气候变化的经济成本

就绝对美元值而言，高收入国家的适应费用通

常较高，但对于低收入国家而言，这方面费用

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而言则较高。传统上，衡

量适应需求的依据是：随气候变化而可能发生

的情况与应对相关冲击的理想对策之间的差距

(IPCC, 2014)。有 46 个国家在其最初的国家数

据中心内列入了对适应费用的评估，该费用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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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30 年总计 7 830 亿美元 (Bhattacharya et 
al., 2020)。这些费用包括项目筹资、收入支助、

技术支助和能力建设，但尽管《巴黎协定》载

列了正式的全球适应目标并在《坎昆宣言》中

对此作出了阐述，却并没有一个单一、直接的

指标 ( 甚至一套指标 ) 可用于将全球适应目标

转化为全球一级的可衡量目标 ( 和基线 )(UNEP, 
2020)。这通常是因为适应行动往往是在地方

一级与一个国家内部的相关利害关系方一起确

定的。

尽管对适应挑战的详细描述存在这些不确定性，

但忽视这一挑战的后果是毋庸置疑的。在 2009
年哥本哈根缔约方会议即将召开的前夕，《气

候公约》估计到 2030 年，每年为适应 2 度的升

温而在全世界的费用将达到 490 亿至 1 710 亿

美元之间，而发展中国家将面临 340 亿至 570
亿美元的费用。经过十年之后，迟迟不作反应

的代价会变得十分高昂。发展中国家每年的适

应费用目前估计为 700 亿美元，到 2030 年将

达到 1 400 至 3 000 亿美元，到 2050 年达到

2 800 至 5 000 亿美元 (UNEP, 2020)。目前的资

金还不到当前需求的一半，如果不从根本上改

弦易辙，将无法实现 2030 年目标。诚然，由于

若干原因，很难比较也很难估计适应筹资和适

应 费 用 (Pauw et al., 2020；UNEP, 2020, figure 
4.1)。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对减缓和适应作出的

贡献设置了须获得国际支助资金、技术转让和 /
或能力建设的条件。4

总体而言，Pauw et al.(2020 年 ) 指出，他们所

调查的 60 个国家的适应费用估计数在质量、来

源、估计技术方面各不相同，其中仅一些国家

的国家数据中心提供了全部费用估算数，而另

一些国家的数据中心提供了部分基于部门的费

用。然而，根据现有估计数，相对于费用的适

应筹资缺口正在扩大。随着极端事件越来越频

繁，如果我们顾及可能发生的间接和不可预测

成本，缺口相当大，而总体费用可能增加。数

量上严重短缺加上专门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源方

面的差距，仍是执行气候行动计划的一个有约

束力的制约因素 (UNEP, 2020)，特别是对最不

发达国家而言 ( 见插文 3.1)，在这些国家，气

候变化的持续影响加上设置不当的应对措施阻

碍了实现关键部门目标的长期努力 ( 见表 3.2)。

全球适应问题委员会指出，即使那些利用了多

边和国内公共资金以应对 COVID-19 大流行病

( 开支高达 10 万亿美元以上 ) 的国家也没有将

气候复原力充分纳入其复苏方案 (Saghir et al., 
2020; UNEP, 2020)。世界资源学会最近的一项

分析表明，在接受调查的 66 个国家中，只有

18 个国家明确将实体气候风险、适应和韧性纳

入其一揽子刺激计划，无论是有选择地纳入具

体干预措施，还是整体纳入，作为其战略的一

个核心方面。5 有 12 个国家专门将气候风险管

理干预措施列为刺激性开支主要目标，它们是

孟加拉国、巴巴多斯、哥伦比亚、斐济、肯尼

亚、基里巴斯、尼泊尔、尼日尔、菲律宾、韩国、

圣卢西亚和瓦努阿图。值得注意的是，除韩国外，

所有上述国家都属于“脆弱二十国”，在调动

资源方面都面临有约束力的财政限制。6 然而，

投资于适应工作的好处显然对发达经济体和发

展中经济体都有利，但对发展中国家肯定更为

紧迫，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国家的气候

风险不断上升，变得更为复杂。

C. 断裂的气候治理结构

发展中经济体首当其冲地承受着全球气温上升

的不利影响，而且情况会越来越糟。然而，由

于发展中经济体在当前全球环境治理结构中处

于边缘地位，或更准确地说，谈判伙伴不愿解

决发展中经济体的关切，发展中经济体没有得

到应对适应挑战 ( 包括损失和损害 ) 所需的多

边支持。缺乏有魄力且慷慨的领导，导致信任

缺失，进一步削弱了应对气候挑战方方面面所

需的国际合作。

此外，为应对适应挑战，各国普遍大力投资，

推动能源系统转型，与之不同的是，为应对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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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3.1 国家适应行动方案

最不发达国家面临尤其严重的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风险，而这些国家能用于摆脱气候变化影响、

实现恢复的资源和体制机构也最少。不平等的社会经济条件、高度脆弱性和不稳定的制度体系等

多重压力汇聚在一起，导致适应气候变化影响的能力低下。

认识到这一情况，2001 年在马拉喀什举行的缔约方会议第七届会议上启动了国家适应行动方案，

以解决最不发达国家在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眼前和紧迫的适应需要。每一国的国家适应

行动方案都配有一个特别供资窗口和适应规划指导，以支持最不发达国家启动符合这些国家独特

国情的适应计划。最不发达国家通过国家适应行动方案进程来确定适应气候变化方面的优先活动，

并根据首要的需求和紧迫性领域来提出适应项目，特别是那些进一步拖延会加剧脆弱性或导致后

期费用增加的需要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Expert Group, 2002)。

国家适应行动方案的一个关键目标是要更好地了解地方和区域一级的气候多变性，并确定建设适应

能力所需的紧急行动。在社区一级，确实存在应对气候多变性和极端事件的战略。因此，国家适

应行动方案既涉及扩大目前的应对范围，也涉及加强针对目前气候多变性和极端事件的应对能力。

继此之后制定了国家适应计划，以拟定和执行战略和方案，解决符合广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中长

期适应问题。由全球环境基金 ( 环境基金 ) 运作的相关最不发达国家基金与缔约方会议保持一致并

接受其指导，支持国家适应行动方案的执行。然而，最不发达国家基金资源不足，妨碍了国家适

应行动方案的及时制定和执行。因此，许多国家无法将国家适应行动方案的计划转化为明确界定

的执行方案。

将适应目标纳入到国家发展规划中，意味着将减贫战略和总体可持续发展目标与对气候变化影响

的地理、社会和物理标准的理解相结合。有八个重点领域被认为很重要：1) 进行参与性需求评估；

2) 设定明确的任务规定；3) 为国家适应行动方案进程制定明确的路线图；4) 确定如何将适应工作

纳入发展战略；5) 创建有效的机构性支助和安排；6) 确保与相关利益攸关方、特别是边缘化群体

进行公开、持续的对话；7) 持续评估气候风险和脆弱性；8) 评估国家适应行动方案进程各方面的

能力需求，包括全面监测和评价。

截至 2017 年 12 月，所有最不发达国家都提交了国家适应行动方案，并开始执行。在考虑国家适

应行动方案对建设更具包容性、更有韧性的社区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总体影响时，对这些方案的

审查表明，它们有其主要性优势和成功，也有一些挑战。

在此背景下，这些方案强调了适应工作取得成功的三个关键方面。

1. 整合适应能力

发展能够应对气候变化复杂程度的能力，然后将其整合到可持续发展进程之中 ( 这本身就是另一项

复杂的工作 )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然而，它似乎是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考虑到这些多层复杂性，

最不发达国家重点关注了将适应气候变化纳入国家减贫政策和方案以及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挑战。

对于这一挑战已通过各种方式作出应对，例如设立一个气候变化适应联络点或设置一个多部门小

组，为其配备以综合方式开展工作所需的质量和能力，并促进和扶持适应方面的区域协同作用。

例如，赞比亚设立了一个气候变化促进股，负责协调国内气候变化行动，以此实现有效的适应工

作必要程度的一体化。有些国家的国家适应行动方案已高度融合到国家一级的可持续发展进程，

而其融合的方式似乎是凭借政府认可并承诺这些可持续性成果的落实。同样，萨摩亚采用了一种

综合办法，将国家适应行动方案所确定的各项优先事项结合在一起，并根据其国家发展战略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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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综合项目中从战略上规划这些优先事项的执行，该项目涉及“国家适应行动方案中确定的

四个部门”的适应活动：“㈠ 气候健康；㈡ 农业和粮食安全；㈢ 生态系统保护；㈣ 预警系统”(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Expert Group, 2012, p. 55)。发展这种综合适应能力，将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纳

入国家和国家以下各级的规划进程，以更适合气候变化问题本身的复杂程度开展行动，似乎是迄

今国家适应行动方案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

2. 适应的扩大

紧迫性和权宜性是国家适应行动方案概念的核心，因此，扩大这些方案的影响对其成功十分重要。

最不发达国家专家组 (2009, p. 30) 指出，“扩大适应行动是一个新的概念，只有经过适当规划才能

充分实现。……适应的扩大也认识到各系统之间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关联性，如果实施得当，将产

生持久的影响和长期的惠益”。目前的研究一致认为，这不能仅仅包括将其横向扩展到更多的举措

或复制更多的项目。此外，将适应行动扩大到已改变的机构和结构也很重要 (Moore et al., 2015)，
而且将适应目标融入发展规划的所有方面尤其重要。例如，在贝宁实施第一个国家适应行动方案项

目期间，这就转化为将适应做法纳入各部门的主流、密切的国家和地方协调，以及地方当局从最初

起的积极参与，而这反过来又促进了动员共同供资和跨部门管理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Expert 
Group，2012, p. 26)。“扩大”将适应性思维和设计纳入了指导和塑造国家发展的体制结构，特别是

有明确任务的具体重点领域。除了横向扩展和扩大之外，向改变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深度扩展也很重

要 (Moore et al., 2015)；这方面包括促进地方社区和行为体对适应性做法的自主权和接纳态度。例如，

柬埔寨在该国大体上属于农业经济的目标地区与农民和主管部门一起开展了为期一年的提高认识运

动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Expert Group, 2012, p. 30)。在重点关注“深度扩展”以提高对价值观

的认识和关注的同时，还开展了其他项目，以加强脆弱地区的政策和科学，并采取各种具有气候韧

性的农业方式建设适应能力。这种横向扩展、扩大和深度扩展三管齐下的办法可能是国家适应行动

方案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要素。

3. 走向过渡的适应

在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五次评估报告中，在气候变化适应和过渡之间建立了重要的联系

(IPCC, 2014)。建立这种联系的依据是业已认识到存在一系列适应性应对行动，其中有比较因应性的

和递增性的行动，也有比较深思熟虑和具有变革性的行动，不一而足。一些研究人员认为，仅仅调

整目前的发展方面做法的那种适应方式有可能会扩大甚至重复不可持续性和适应不良。研究人员还

注意到，绝大多数所提议的适应战略旨在为递增性变化的短期战术决策提供指导信息 (Eriksen et al., 
2021)，但可能没有顾及气候影响与更广泛的变化过程具有何种相互联系 (Ensor et al., 2019)。2018
年气专委会议强调了这一说法：“要将升温限制在 1.5 摄氏度，就需要推行变革性的系统性变化，

与可持续发展相结合，[ 并 ] 需要与补充性的适应行动 ( 包括变革性适应 ) 相结合”(Masson-Delmotte 
et al., 2018, p. 16)。因此，在这一系列适应应对措施中发挥作用并延伸到变革性适应的国家适应行动

方案更有望取得成功 (IPCC, 2014(O’Brien, 2018)。这些在本质上就是长期的变革进程，在建设适应

能力方面具有倍增效应，并涉及新的部门协调以实现适应目标。

国家适应行动方案的设置和执行效力取决于将其纳入现有的国家发展规划，以便气候适应能够作为

各区域总体可持续、公平发展的一个协调一致的方面融入其中。然而，发展机构往往不一定为这种

跨专题、跨方案的整合做好准备；这是国家适应行动方案面临的第二大挑战。最不发达国家专家

组支持区域协同增效的工作为这一方面提供了支助，《气候公约》适应委员会也提供了这方面协助，

后者旨在加强与国家、区域和国际组织、中心和网络的协同参与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Expert 
Group, 2015, pp.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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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 适应气候变化的潜在干预领域

部门 适应措施

城市地区

创建适应洪水、有弹性的基础设施网络，创造环境，让人们住在离工作地点较近的地方，或在安全的环境中工作，

以降低过高的交通成本并缩短过长的通勤时间，确保公平的工作模式，在发生洪水或极端天气事件时提供紧急安全

避难所或疏散点。

水

利用和改进雨水集蓄技术

改善水储存和分配设施及安排

投资灌溉设施，调整排水管理系统，改变耕作方式以保护水资源

海水淡化

改善灌溉区规划，加强与农田的连接，提高效率

农业

调整播种/收获期，增加作物品种

重新调配作物、饲草和树种

改进土地管理制度和技术，例如，通过植树来管理水土流失及保护土壤

改善小农和农村原住民社区的土地保有权安排

基础设施

改进堤坝，改变建筑模式

建立湿地，作为抵御海平面上升和洪水的缓冲区

对核心公共有形基础设施进行气候防护

建立无障碍和有韧性的公共应急庇护所和疏散点

保健

提高监测和管理疾病暴发的能力

改善水和卫生设施及管理

对一线社区公共卫生基础设施进行气候防护

确保在气候造成的紧急情况下可获得公共卫生服务

运输
发展和迁移运输网络和系统

改进交通基础设施的编码和规划方法，以应对气候变暖和破坏

能源系统
加强发电设施和电网，以抵御洪水、风暴和强降雨循环

开发和部署分散、离网、微型或基于社区的可再生能源发电设施

资料来源：改编自联合国经社部，2008年。

应挑战，在各活动和部门采取的广泛措施 ( 表
3.2) 则因各国国情而不同，因此不存在一刀切

的政策办法，政府必须根据具体国情制定政策。7

面对持续的疫情，人们把注意力放在了加强抵

御冲击的能力上，而 2021 年一系列极端天气事

件已成为新闻头条，这些事件给发达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的社区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损失。气专

委最新报告明确指出，在不久的将来，更多对

生命、生计及 ( 社会和有形 ) 基础设施的威胁

将变为现实。因此，显而易见，有充足资金支

持的适应战略不仅对岛屿国家的生存至关重要，

而且对保护全球和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人类生

境也至关重要。

《巴黎协定》于 2015 年通过，并于 2016 年生

效，宗旨是加强执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气候公约》)，其中一个目标是“提高适应能力、

加强抗御力和减少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

以促进可持续发展，并确保在……气温目标方

面采取适当的适应对策”，8 其中适应能力是指

可用于支持未来适应措施的资产存量 (IPCC，
2014)。该目标的实现途径为所有缔约方承诺根

据不同国情，按照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和各自能力的原则，定期通报国家自主贡献，

包括缓解和适应行动。缔约方还承诺通过《巴

黎协定》的增强透明度框架，报告其国家自主

贡献的执行进展。将定期对进展情况进行全球

评估，为缔约方之后根据《巴黎协定》确定国

家自主贡献提供信息。

2010 年，缔约方会议第十六届会议设立了适

应委员会，作为《气候公约》缔约方会议和更

广泛的联合国系统下的主要机构，就适应行动

提供全面的专家咨询意见，并支持有针对性的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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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委员会是《气候公约》下唯一定期、

全面处理适应挑战所有方面的机构 (United 
Nations，2019)。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 气专委 ) 之后区分了增量型适应和变革性适

应；增量型适应“维护一个系统或流程的本质

和完整性”，而变革性适应“在预期气候变化

及其影响的情况下，可改变社会生态系统根本

属性”。

根据《气候公约》，公平气候谈判的基本原则

仍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该原则承认对

造成气候危机和解决气候危机不同程度的责任，

包括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资金和技术。

然而，在气候谈判中，矛盾依然存在，分歧点

在于国家间转移资金和技术的适当规模，以及

先进国家在贸易措施、知识产权等方面的决策

可能对发展中国家气候应对产生的不利影响

( 详见第五章 )。此外，在围绕气候挑战的多层

决策和管理框架中，来自不同层级的政府、私

营部门、公民社会和科学界的其他行为体也参

与了推进共同议程。

各方广泛讨论了拖延缓解行动的各种政治力量，

有人把问题归结于与弥合短期和长期决定的压

力有关的激励问题 (Carney，2015)，或是受搭

便车现象影响的公共利益问题 (Stern，2006)，
又或是被视为受既得利益者、特别是碳基经济

“赢家”不当影响的“全球公域”问题 (Standing，
2019)。可以说，气候减缓方面的分歧是使国家

和全球决策间关系成为气候讨论焦点的主要原

因。各缔约方应在多大程度上作出减缓承诺，

这方面的分歧是《京都议定书》后续议定书谈

判拖延的原因之一。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未能作

出承诺，无果而终，6 年后才签署《巴黎协定》，

该协定的基础是国家自主贡献，是落实“共同

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公正和公平

的方式。

与减缓挑战一样，适应挑战同样涉及权力、政

策偏好冲突、资源分配和行政紧张等问题，尽

管这些问题在国家和次国家决策关系中更为明

显 (Dolsak and Prakash，2018)。进行全球监测

和分析一定有助于确定脆弱性特别高的边缘化

区域和社区，包括在发达国家。例如，在尼泊尔，

将喜马拉雅定为特别脆弱的区域，为落实国家

适应行动方案调动了外部支持。9 但为适应行动

调动资源的焦点仍在国家层面，包括在国际社

会，而且仍是将全球适应气候变化的雄心转化

为有效行动的关键。因此，气候挑战很难与资

源调动的长期发展限制割裂开来，而且现在应

对这一挑战必须了解气候变量如何制约国家层

面发展政策。发展中国家过去四十年来努力适

应外来经济冲击，政策制定者仍可从中吸取一

些重要的经验教训，以应对适应挑战：

• 如让各国自行调整，各国很可能被迫压低

收入，经历一个长期、不稳定的调整过程，

加剧贫困，破坏长期增长前景，进一步加

深脆弱性。

• ( 在部门和地理上 ) 更具多样性的经济体往

往对外部冲击有更强的韧性，复苏更快，

更深地战略性融入全球经济的经济体也是

如此。

• 社会越平等，越能更好地管理冲击，因为

可以分散调整负担，避免调整可能引发的

危险冲突。

因此，国家面临的部分挑战是，认识到适应是

一个跨领域的问题，需要将适应问题纳入财

政、环境和农业等各职能部门的主流。例如，

在马拉维、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体制结构和

资源可用性影响着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设计

及实施适应政策和方案的能力 (Pardoe et al.，
2018)。新自由主义政策、负担沉重的债务工具

以及通常代价高昂的机构调整，损耗着执行适

当适应政策所需的国内资源，这进一步导致业

务预算依赖捐助方 (Ciplet and Roberts，2017；
UNCTAD，2017，2019)。过度依赖限制了国家

采取果断适应行动的能力，导致需要根据地方

情况调整决策、增加资源调动，并进行动员以

逐步推进结构变革。在这种情况下，行动能力

受限，不得不有选择地执行适应政策 (Pardoe et 
al., 2018)。

全球和国家级适应议程可能需要在国家以下各

级执行，而地方公共机构和公务员是联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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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与公民的纽带，因此必须就所涉不同利益

及权衡取舍进行谈判 (Funder and Mweemba，
2019)。在资源供应不稳定的情况下，特别是在

中央政府长期无法兑现政策承诺的情况下，这

些“接口官僚”必须统筹所涉不同利益，并愿

意在实施过程中照顾地方优先事项。责任部委

的代表可能还须在地方政府框架内协商行动空

间，并通过地方政治领导人参与传统治理关系

(Funder et al., 2018)。

通过代表政治，可以发现各地不同的脆弱性，

而更技术官僚化的适应框架往往试图回避代表

政治 (Ojha et al., 2018)。在这种情况下，许多

发展中国家表示关切，在制定国家气候适应

政策的过程中，自上而下授权的参与性进程

会加剧现有脆弱性 (Nagoda and Nightingale，
2017)，而且发展中国家发出了对地方主导适应

措施作出更大承诺的呼声 (Soanes et al., 2021；
Mikulewicz，2018)。

基于社区的适应可以促进地方集体行动，共同

应对气候风险，这种方式历史悠久 (Forsyth，
2013)。然而，基于社区的适应虽可能替代技术

官僚解决办法，但也有其内在的政治性。因此，

基于社区的适应可能推进或推迟考虑到气候变

化系统性风险的变革。社区空间受制于地方一

级的权力结构和不同行为体之间不平衡的权力

关系，而在向项目提供公共和其他资金来源时，

需考虑这些因素。这对捐助界采用参与式发

展办法产生了特别影响 (Dodman and Mitlin，
2013)。这些结果是包含的更广泛的经济治理办

法的许多气候政策思维的一部分，这些政策思

维使国家支离破碎，造成权力和资源不对称，

并限制了最有需要的社区实现必要的结构变

革 和 公 平 (Ciplet and Roberts，2017；Perry，
2020)。

在解释和微调适应议程以适应这些情况时，必

须承认地方政治经济动态，这也集中体现了所

涉相关方的多样性。在国家以下一级，不仅地

方政府、社区和基层领导人，而且非国家行为

体也在执行适应措施方面发挥作用。鉴于许多

发展中国家面临资源限制，与国际非政府组织

和当地民间社会组织合作的多边和双边捐助方

往往发挥着关键作用。虽然私营部门往往较

少受到关注，但在某些情况下，私营部门也会

被纳入适应工作联盟。例如，在肯尼亚，《气

候变化法》鼓励合作支持气候应对，建立了

一些涉及中小企业的多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

(Gannon et al., 2021)。然而，无论伙伴关系和

联盟构成如何，建立伙伴关系和联盟本身就是

在地方一级 ( 重新 ) 产生不平衡权力关系的方

式，可能导致适应不良 (Naess et al., 2015)。

捐助方在制定适应政策方面也可发挥关键作

用，特别是在项目融资和资金支付方面，而且

必须切实参与。在加勒比和太平洋区域的一些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捐助方的支持推动了全球

议程的实施，并在提出及演进国家适应议程方

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Perry，2020；Robinson and 
Dornan，2017)。然而，正如随后各章进一步讨

论的那样，将官方发展援助用于气候适应有其

特有挑战，这些挑战源于获得支持所附带的政

策条件，如果不对支持进行有效多边监测和评

估，特别是在牵涉当地社区和基层组织的情况

下，挑战尤为艰巨。

由美国总统乔·拜登于 2021 年 4 月主持召开的

最近一次领导人气候变化峰会特别强调，气候

复原力和环境正义是国际支持的主要支柱。美

国政府承诺投资于“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服

务不足和边缘化社区，包括原住民社区，使它

们做好准备，应对气候相关影响”。该计划将

重点关注小岛屿社区以及利用文化敏感知识和

数据的当地知情适应战略。此外，拜登总统还

提议为美国和国外基于社区的组织提供资金，

推动应对气候影响问题的当地方案。10

提出或充实了三项具体举措，包括：(1) 地方

2030 岛屿网络，将美国岛屿领土与世界各地其

他岛屿领土连接起来；(2) 全球能源转变倡议，

支持加勒比和亚太区域岛屿社区实现转型并建

设复原力；(3) 太平洋气候准备项目及加勒比能

源和复原力方案，以支持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促

进具有气候复原力的发展。在最近的气候适应

峰会上，联合王国发起了适应行动联盟，这是

一个由领先国家组成的小组，将与“奔向复原

力倡议”合作，并将在 2021 年的缔约方会议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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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届会议上与联合国气候行动小组合作。

该联盟由埃及、孟加拉国、马拉维、荷兰、圣

卢西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组成，旨在加快努

力，将政治承诺转化为实地行动，支持最边缘

化和受影响的国家。11

这些倡议在多大程度上有效，以及多快见效，

不仅取决于各级决策的政治意愿，而且取决于

物质资源。接下来的章节将探讨调动资源的挑

战。但决策本身取决于用来设计气候适应战略

的概念框架。下一节将更深入地探讨该问题。

D. 气候适应：冒险之举？

几千年来，人类一直在适应变幻莫测的自然。

随着早期的狩猎和采集社会过渡到更稳定的生

活模式，农村社会学会了如何通过作物多样化、

储水系统等应对不可预测的环境事件。同样，

为享受生活在低洼沿海地区的好处，人类住区

不得不通过发展风暴预警系统、洪水应对机制

等来适应当地气候条件可能带来的威胁。并非

所有适应尝试都能取得成功。然而，这些失败

大多限于特定地理位置和单一气候事件。相比

之下，当代适应挑战不仅广泛，而且与近几十

年来浮现的更广泛的深层社会和经济脆弱性有

关 (TDR 2017；Gallagher and Kozul-Wright，
2019)。

全球金融危机前后的经济冲击、更频繁的极端

气候事件以及现在的疫情造成的损害日益严重，

暴露出决策者对当代全球经济固有的脆弱性和

危机缺乏准备。对此，各级发展政府被告知加

强其抵御冲击的能力，改进其数据收集和风险

评估技术，以更好地保护现有资产，并在冲击

发生时提供临时财政支持。这种办法很有吸引

力，因为似乎不需要新的方法和框架。采用和

调整已经行之有效的方法可以快速应对威胁生

命和生计的冲击。12

有一篇评论 (Sherman et al., 2016) 区分了适应

挑战的不同办法：(1) 技术官僚风险管理；(2) 
扶贫减少脆弱性；(3) 可持续适应。前两者通

常关系紧密，因为它们往往不质疑基本的发展

模式和由此产生的经济结构，而是以保存和

保护现有资产和当前经济结构为目标。13 这可

以描述为传统、渐进或技术官僚的适应气候

办法。

技术官僚办法认为，主要靠技术干预就可实现

适应，但是在技术干预时，并没有适当考虑权

力关系、冲突动态或政治背景。因此，依据该

办法采取的适应措施主要为减少灾害风险、生

态系统管理、农业实践、水资源管理、改进气

象和预警系统、社会安全网、保险和小额信贷。

这样一来，适应就变成了发展援助。这些措施

可能现在能提供部分复原力，但由于在适应当

前的气候危害时使用了稀缺资源，采取这种干

预措施便意味着不可能采取其他面向未来的干

预措施，陷入一种不断重现当前脆弱性的路径

依赖。Dilling 等人 (2015) 认为，并不能保证适

应当前的气候变化会自动降低受未来气候变化

影响的脆弱程度。

在经济决策中，风险评估已是一个成熟的工具，

不同的政策选择会带来不同的收益和成本。假

设可在某种程度上精确算出替代方案的结果，

那么决策者就可通过各种对冲和应对策略，提

前为所选路径的成本做好准备。在衡量潜在成

本时，经济学家会区分特异性风险和共变性风

险，特异性风险是一次性或局部的，其潜在成

本往往较小；共变性风险是系统性或广泛的，

可预测性较低，造成的成本也更高。如前所述，

传统的经济模型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特异性风

险上，而忽视了系统性风险，很少关注长期的

结构性趋势，往往低估气候挑战的规模和复杂

性，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规模和复杂性。

将这种方法用于适应挑战可以更明确地追溯到

联合国大会于 2015 年通过的《仙台减少灾害

风险框架》，这是提高抗御灾害能力和应对人

为灾害的蓝图 (UNGA，2015)。2015 年通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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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协定》也强调了这一方法，重点是减少

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风险 (Opitz-Stapleton et al., 
2019)。

将基于风险的办法扩大到适应挑战，其弱点在

于依赖定价和其他市场评估技术，因此偏向于

可预测和渐进性的问题，而不是不确定和系统

性的问题，往往将关于适当对策的讨论导向如

何应对而非如何变革 (UNDESA，2008；Global 
Adaptation report，2019)。气专委《2014 年综

合报告》( 第 107 页 ) 就是一个例子：“现有和

新出现的经济手段可以通过激励预测影响和减

少影响 ( 中等信心 ) 来促进适应。这些工具包

括公私融资伙伴关系、贷款、环境服务付费、

改进资源定价、收费和补贴、规范和条例以及

风险分担和转移机制。”如果由金融市场分析

师来解读冲击的性质并决定如何恰当应对，这

一办法的弱点就愈发明显，因为在分析师眼中，

偶发危机是对现有资产头寸的特异性威胁，最

好的处理方法是通过增加另一层基于市场的工

具 ( 衍生品 ) 来对风险进行更有效的定价，以

减少投资者的不确定性。在“去风险”(TDR 
2019) 这一总括术语下，这种方法呼吁通过深

化资本市场，创建可被证券化为更安全金融产

品的大规模资产类别，以及追求透明的经济治

理，建立一个“低风险”的国家投资环境。推

动去风险议程的政策机构和智库认为，这样做

可使国际金融机构有更大余地吸引私人投资抓

住原本没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包括在气候适

应领域的机会。

尽管气候冲击和金融冲击的性质不同，但基于

风险的适应挑战应对办法可借鉴以下几个共同

假设。第一，在金融领域，风险通常被理解为

实际结果与预期结果的可量化差异，如有足够

信息，就可以有效地衡量风险并适当定价。因此，

花多少钱购买风险保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选

择问题，反映了个人或社区对今天花钱以抵御

未来某个时间发生的损害的态度。第二，虽然

风险驱动因素可能是内生的 ( 即由利益攸关方

的行为和政策驱动 )，但气候风险往往被理解

为外生的 ( 即其来源在系统之外，因此超出国

家政府或组织的控制 )，但却是可预测的。

就全球气候挑战而言，这些核心前提有若干重

大局限。对风险可分割性的假设忽略了系统性

风险。14 尽管全球金融危机后对金融监管进行

了修正，但危机后的改革低估了系统性风险，

而对系统性风险的认知往往相互矛盾，且发展

不足。例如，虽然通常认为系统性风险是由低

概率、不可预测的外部事件造成的外部威胁，

但系统性风险也可源于复杂和高度互联系统中

的内生结构弱点 (Goldin and Vogel，2010)，也

可能源于政治决策。气候变化和加速发生的极

端事件带来了一系列复杂的系统性风险，这些

风险无法分散，也无法用传统风险管理工具定

价，因为这些风险牵涉到社会、地理生态和政

治层面。

有鉴于此，经修正的“风险和复原力”办法

基于风险的复杂、互联和系统性，提出了一

个更全面的框架 ( 例如 Opitz-Stapleton et al., 
2019)。最近发生的事件比科学家建模预测的

还要严重，因此，气候风险更不确定，更不容

易通过传统风险管理工具进行量化并管理。相

反，为应对极端天气事件带来的复杂风险，我

们可能需要将认知从风险事件转向受影响系统

的复原力。

由此产生的政策议程分为五个步骤：㈠ 了解风

险，特别是复杂的系统性风险，途径为查明风

险驱动因素及其潜在影响；㈡ 预防和减轻风险，

即通过降低冲击的概率和避免产生新的风险来

消除风险驱动因素，特别是通过确保善治和创

造有利环境；㈢ 降低风险影响，途径为加强复

原力，减少脆弱性；㈣ 管理剩余风险，途径为

风险分担，包括通过保险和安全网；㈤ 恢复和

重建得更好，途径为适应新的现实，过渡到更

具复原力和更可持续的增长和发展道路 (United 
Nations，2021)。

朝着更综合的办法和基于系统的决策观点迈出

一步，逐步摆脱关注单一风险驱动因素和狭

义脆弱性指标的狭隘议程，这是一种进步。

这种办法对政策的影响最突出的是“缓冲能

力 ”(Hallegatte，2014；Caldera-Sanchez et al., 
2016)，“风险知情发展”(Opitz-Stapleton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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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2019)，或“风险和复原力框架”(United 
Nations，2021)。其中前两种方法相对局限，属

于技术官僚办法。“风险知情发展”措施强调

提高对复杂风险的认识，并根据这种认识采取

行动。“风险知情发展”还认识到，所有决定

都涉及不同发展目标和利益攸关方之间的权衡

取舍。建设“缓冲能力”强调增加理解和创造

知识。但它的目标是预测性行动：利用预测风

险和评估潜在影响的能力，以及阻止脆弱性累

积，特别是在国内经济中，以避免不利冲击演

变成危机。

然而，即使是这种修正的、进化的管理气候风

险的办法也有其局限性。如果风险是威胁和潜

在条件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那么创建复原力

就意味着创建缓冲，而不是改变更广泛的风险

生态。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应用抗风险办法至少

有三个缺点。第一，由于这种方法植根于金融

风险管理，所以会优先考虑回归 ( 危机前的 )
常态和稳定，而不是一种动态的变革愿景和新

的发展轨迹。对许多群体而言，这种“常态”

意味着回归持续的不平等。换言之，保持原状

凌驾于变革之上，而面对气候危机，该办法不

仅不足以解决问题，而且会适得其反，导致适

应不良。该办法抹杀了一整套动员行为体和政

策的作用，这些行为体和政策可能追求一套不

同的既定目标和行动。

在当前政治背景下，使用抗风险办法问题尤其

多，因为现在需要建立新的社会契约，以恢复

公民对公共政策和多边努力的信任。应对气候

适应等当前的全球挑战需要对共同目标有一个

新的愿景，而不是着重于避免目前情况下可能

出现的风险和最坏情况。例如，在围绕绿色新

政的讨论中就认识到了这一点。

第二，地球上一连串的危机以及不平等和排斥

现象的加剧表明，这不仅是无意忽略 ( 信息和

工具不足 ) 的问题，也是一个有意为之的问题。

在气候变化背景下，使当代经济全球化及其相

关脆弱性具有排他性和不稳定性的规则和政策

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制度化。计算性的私人

金融风险管理机制无法解决一系列的气候危险，

其中大部分危险涉及极端事件，无法对其影响

和相关不确定性进行分割。相反，战略性政策

反应的基础应是“采取积极预防措施，最大限

度降低出现最坏情况的风险”，这远远超出了

基于传统风险管理概率办法和机构架构的温和

监管措施 (Ackerman 2017：163)。

第三，与此相关的是，抗风险办法认为国家主

要发挥促进作用，为自我调节的市场和私营部

门倡议制定激励措施和框架。在这一框架内，

各国政府可发挥三个风险相关关键作用 (United 
Nations，2021)：㈠ 作为最后的风险承担者，

如救助破产的银行和公司，以遏制风险蔓延；

㈡ 为私人投资者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塑造风险格

局，如使激励措施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风险

一致；㈢ 寻找与长期转型投资相关的风险，以

便在私营部门参与这种高度不确定的风险项目

时降低其风险。政府也可以进行降低风险的投

资，以提高应对能力，办法是增加人力资本、

社会保护、改善连通性和有助于弥合数字鸿沟

的数字基础设施，特别是通过扩大财政空间，

以创造缓冲。

这三个缺点在当前的力量平衡 ( 和问题 ) 中有

所反应，而这些力量平衡构成了气候适应国际

努力的框架。尽管我们越来越了解全球气温上

升带来的威胁以及由此产生的适应需求，但技

术官僚式的补救办法迄今未能让脆弱国家找到

成功的适应战略 (Boyd，2017)。这在一定程度

上是因为，即使收集了必要的数据且有适当的

技术，成功的适应战略也不会“有现货可取”，

而须通过社会规则进行 ( 再 ) 生产 (Jasanoff，
2013)，这些规则包括围绕知识产权构建的规则，

可能使发展中国家获得和调整所需技术的过程

变得困难且花费巨大。此外，应对气候冲击与

收入水平密切正相关，反映着随着各国经济多

样化，转向更复杂、更高生产率的活动，经济

和社会结构也发生变化。创建机构网络还可以

在这些活动之间创建协同作用，民众审议机制

可以推动提高发展型国家应对气候挑战的能力，

扩大影响范围 ( 见下一章和 Gabor，2020)。



96

2021年贸易和发展报告
从复苏到复原力：发展层面的问题

注

1 这里的适应是广义的，既指管理气候变化的不

利影响，也指超出适应措施所能解决的相关

“损失和损害”问题。

2 见https://ourworldindata.org/co2-emissions。

3 见https://dgff2021.unctad.org/foreword/。

4 环境署指出，估算适应成本是一项复杂的挑

战；发展阶段和进程会改变适应成本，适应成

本可相应增加或减少；对某些部门的适应成本

了解不全面，特别是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

务部门；间接和不可预测的气候变化影响会改

变动态并增加某些成本；如果农民采取某些措

施，提高了适应能力，基于此类自主行动的估

计可能会被严重低估，但这仅是低估的原因

之一。见《适应差距报告(2020)》附件1中的

名单，网址为https://www.unep.org/resources/
adaptation-gap-report-2020。

5 报告草稿可查阅：https://www.dropbox.com/
s/ayqr j t2xphc7st2/WRI-Are%20COVID%20
packages%20building%20resilience%20-%20
Jan%2020%202021-%20DRAFT%20FOR%20
COMMENT.pdf?dl=0并引用于(Richmond et 
al.，2021)。

6 气候弱势论坛的弱势20国财政部长小组是一

项专门的合作倡议，成员为对气候变化有系统

脆弱性的经济体。弱势20国通过对话和行动

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可在此查阅全部会员：

https://www.v-20.org/members。

7 气专委围绕三个轴心考虑适应转型：(1) 通过

扩大适应规模诱发根本性变化的转型，被视为

具有转型潜力的有限技术干预；(2) 作为增量

型适应达到极限时开启的行动或干预的转型；

(3)  通过将适应、减缓和可持续发展联系起

来，寻求解决发展的深层失败(包括温室气体

排放增加)的转型(IPCC，2014)。

8 见ht tps://unfccc.in t/topics/adapta t ion-and-
resilience/the-big-picture/new-elements-and-
dimensions-of-adapta t ion-under-the-par is-
agreement-article-7。

9 绿色气候基金以及一些私营和外国政府机构提

供了支持。见https://napglobalnetwork.org/wp-
content/uploads/2018/07/napgn-en-2018-nepal-
nap-process.pdf。

10 见h t t p s://w w w.w h i t e h o u s e.g o v/b r i e f i n g-
r o o m/s t a t e m e n t s - r e l e a s e s /2021 /04 /23 /

然而，如第五章所述，只有通过国家和多边两

级的适当机制供资，满足执行体制和结构性措

施的资金需求，更具变革性的适应办法才可能

行得通。

E. 结 论

本章介绍了适应挑战的规模和范围，以及作为

应对挑战措施框架的体制和政策环境。这一章

为政策行动和改革设定了一些广泛的标志，表

明不仅应通过一个更综合的框架处理气候挑战

的政治、认知和融资部分，而且鉴于传统气候

行动方案持续低估适应挑战，需要采取更具发

展性的气候办法。

投资于适应措施将提高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

经济体应对全球气温上升的复原力。但是，虽

然造成威胁的责任主要在发达经济体，发展中

经济体却受到不成比例的损害。此外，在许

多情况下，由于实施有利于市场的调整方案，

降低了国家及时有效应对的能力，使它们面对

外部冲击时更为脆弱。当然，需要更好地了解、

衡量和监测适应差距，并更好地了解可能阻碍

适应的地方政治和权力结构。本章还说明了为

什么目前借鉴自金融市场的抗风险措施不适

于制定变革性适应议程。相反，改造发展型国

家并为其提供更绿色的工业政策，正如下一章

所讨论的那样，对于推进变革性适应议程至关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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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去风险到多元化：

让结构变革服务于气候适应 IV

A. 导 言

如前一章所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前景已

受到气候冲击威胁，更糟糕的情况还在后面。

适应气候冲击是一项重大的政策挑战。受青睐

的办法目前为止强调通过各种基于市场的应对

措施为发展“去风险”，并仰仗公共部门仁慈

地为现有资产保险。虽然此类办法可能有助于

解决气候冲击的一些直接后果，特别是对弱势

群体的影响，但唯一持久的解决办法是通过结

构转型进程，建立更具复原力的经济，减少发

展中国家对少数几种易受气候问题影响的活动

的依赖。

当今发达经济体以及东亚追赶型经济体的成功，

都有赖于与结构转型密切相关的持续经济增长。

就其核心而言，这涉及两个相互结合和不断积

累的过程：一方面是生产结构从初级部门向制

造业 ( 以及高端服务业 ) 的纵向转移，另一方

面是资源在部门内部和之间从生产率较低的活

动向生产率较高、资本更密集的活动的横向转

移。在几乎所有成功的发展经验中，这两个过

程共同促成了经济活动结构的多样化，提高了

生产率，并实现了包括减贫在内的大量社会指

标的改善。

经济体多样化程度越高，越不容易受到可能破

坏增长和转型进程的外部冲击的影响 (OECD/
WTO，2019)。近年来，依赖初级产品出口的

经济体更容易受到源自全球经济其他地方的经

济冲击，便清楚展现了这一点，气候冲击也是

如此。事实上，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热

带和亚热带地区的发展中国家，面对经济冲击

和气候冲击的脆弱性正在相互叠加，使这些国

家落入生态发展陷阱，陷入长期混乱、经济不

稳定和生产率增长缓慢的困境。摆脱这一陷阱

需要从发展的角度应对发展中国家的气候适应

挑战。

然而，过去的经验无论多么吸引人，并不都能

轻易地适应当代现实。从历史中寻求成功增长

经验的主要问题在于，过去的经验依赖以化石

燃料为基础的发展道路。今天，发展中国家面

临着如下困境：既要追求经济发展，又要将排

放和资源消耗控制在地球的生态承受限度之内。

这一挑战反过来又要求发展中国家在受气候限

制的世界中寻求结构转型的新战略。随着世界

在 COVID-19 冲击后开始经济重建，不应错过

一个制定、商定和实施一套结合发展和生态关

切的新政策选择的机会。

面对这些挑战，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处于

不利地位，这体现在他们调动国内资源的能力、

阻碍扩大这些资源的结构性限制以及他们薄弱

或缺乏的机构能力和技能方面，而其中很多能

力和技能只能在成功的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

经济上的后发国家拥有一个可以抵消不足的潜

在优势，即它们能够利用更先进经济体已经开

发的技术来帮助加快转型。然而，这说起来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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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做起来难，大量文献讨论了发展中国家在技

术转让方面面临诸多障碍，在束手束脚的环境

限制面前这些障碍变得愈加突出。

在一个层面上，许多发展中国家较少受制于基

于化石燃料的技术，以及可能会阻碍变革的公

共决策中的既得利益。相反，发展中国家可以

以碳密集程度较低和环境更可持续的方式建设

城市环境、制造业、能源和交通系统。与此同时，

由于全球价值链的铺开，导致生产过程分散，

再加上近几十年来知识产权收紧，让发展中国

家在获得过渡所需技术时面临更大障碍。与此

同时，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受到气候变暖不利后

果的影响以及生态发展陷阱的威胁。

与东亚发展经验联系在一起的政策战略往往

被概括为“发展型国家”模式 ( 例如，TDR 
2016；Wade，2018)，这些政策战略可以在这

方面提供有用的指导 (Poon and Kozul-Wright，
2019)。这些战略在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使东

亚 ( 以及更早使拉丁美洲，但更为短暂 ) 实现

了快速工业化和生产率增长，这些战略包括经

济规划和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以及确立明确

国家利益所需的空间，试验不同的政策选择，

确定和协调各种利益攸关方的经济优先事项

(TDR 2003；Beeson，2006)。与此同时，当今

显而易见的是，不仅在高度全球化的压力和限

制下，国家利益空间缩小，而且由于在发展中

还要考虑环境层面的优先事项和相关权衡，使

仿效发展型国家模式更加困难。

本章分析了在受气候限制的世界中进行结构转

型的挑战。本章分为两个大标题。最初几节在

历史和比较的背景下讨论发展挑战，受阿瑟·刘

易斯爵士的二元经济模型 (1954) 启发，探究在

受气候限制的世界中如何通过结构转型实现经

济发展，并指出原始理念的一些限制。在第二

个大标题下，更深入地探究今天如何突破这些

限制。这一部分提炼了成功工业化的政策经验，

并确定了一套 ( 工业、粮食和能源安全 ) 政策，

可以帮助指导结构转型，同时处理气候危机。

总的来看，这些政策构成了绿色发展国家议程

的一部分，可以在气候受限的后 COVID 全球

经济体系中照应发展中国家的优先事项。

B. 气候受限世界的刘易斯发展模型

由阿瑟·刘易斯 (1954) 提出的经济发展模型是

最著名的模型之一。刘易斯认为，经济发展的

驱动力是资本积累，条件是劳动力 ( 劳动力是

典型发展中国家丰富的生产要素 ) 从“传统”

或“非资本主义”低生产率部门向“现代”或“资

本主义”部门流动，后者的特点是更高的生产率、

更高的工资、以及使用可再生资本 ( 主要是机

器和设备 )。

这一机制发挥作用的关键条件是传统或非资

本主义部门存在剩余劳动力。这种剩余确保

在长期的劳动力迁移期间，资本主义部门的

工资能保持不变，因为在该部门现行工资

下，工人的流入超过需求，而现行工资的数

额是传统部门的维生工资加上固定差额。结

果，现代部门的产出收益超过工资，这部分

盈余就成了资本家的利润。资本主义部门得

以发展壮大，原因是劳动力不断迁移且工资

保持不变，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上升，

部分利润被再投资于现代部门。利润与投资

的这种关系造就了一个良性循环，即生产率

快速增长、工作机会增多且报酬更高、家庭

收入增长、市场扩大，反过来推高投资水

平，从而有助于生产率进一步提高 (Akyüz 
and Gore，1996)。一旦劳动力剩余消失，1

即出现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和一体化的经济，

工资上涨导致投资回报下降，增长放缓。可在

不降低工人生活水平的情况下控制工资上涨，

办法是以负担得起的价格提供工资货物，特别

是粮食，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一办法的前提

是农业生产率提高，产出增长。

刘易斯模型的一些假设在理论上存在争议。2 对

此，刘易斯认为，他工作的主要目标不是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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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的模型，而是说明如何使用公共政策工具，

以能解决问题的方式来处理发展问题，而发展

被理解为经济、社会和制度变革的多维过程。3

更严重的批评是认为农业是落后部门，天生就

停滞不前，这激发了人们如何让农业发展在结

构转型中发挥更积极主动作用的兴趣，手段包

括利用农村机构和激励措施提高农业生产率。4 

Timmer (1988) 认为，结构转型始于农业生产率

提高，拉低粮食价格，从而促进生产率增长和

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活动。换言之，

该观点认为，结构转型取决于农业和非农业部

门生产率的提高，两者通过后向和前向联系连

结在一起。

尽管有批评声，刘易斯模型“仍然是研究经济

发展的一种‘理想类型’或启发，通过它可以

审查当代结构转型模式及其对包容性增长、工

资、利润、就业和生产率的影响”(Sumner，
2018: 2)。

其中一项审查涉及使用刘易斯模型的主要要素

分析东亚过去四十年的成功发展经验，及其中

适用于当前发展挑战的潜在经验教训。尽管每

个国家都需根据自身具体条件，包括历史、文

化和制度背景来制定发展战略，但刘易斯模型

中的某些关键要素仍具有更普遍的适用性，在

东亚经验中也可以找到这些要素。其中两个要

素，即资本投资的作用和国家能力，对于讨论

在当今气候受限世界中如何应对发展挑战格外

有意义。第三个要素，即联系这一概念，部分

是由于原来的刘易斯模型中没有这一概念而提

出的，可以进一步丰富讨论。5

1. 资本投资

也许东亚发展经验最重要的特点是，资本投资

是驱动促进增长的结构转型的重要力量。不断

扩大的现代部门可以逐渐吸收剩余劳动力，而

其较高的生产率水平可以支持经济增长。在工

业化初始阶段，调动足够的资本可能需要外国

资金，但外国资金会随着越来越多利润再投资

于不断扩大的现代部门而被取代，从而形成一

个动态的利润与投资关系 (Akyüz and Gore，

1996)。如果在分析中也考虑进农业，农业也

可以成为结构转型的一个来源，作为一个潜在

的 ( 往往是唯一的 ) 促进增长的部门。Ranis 和
Fei(1961) 认为，农业可服务于工业化，因为它

可以创造急需的外汇，为资本和中间产品的进

口提供资金，为制造业产出提供稳定的国内市

场，并将工资货物成本保持在较低水平 ( 从而

提高工业利润和投资 )。

现代部门的资本投资与生产率增长密切相关：

由于现代部门的规模经济，劳动生产率增长与

产出增长速度成正比。6 资本投资与生产率增长

之间的正相关可以由出口进一步推动，这是刘

易斯模型中没有考虑的因素。这是因为增加对

向发达国家出口的部门的投资可以使生产转向

具有高收入弹性的产品，而扩大现代部门需要

大量的中间产品和资本货物，这些货物的进口

必须由出口赚取的外汇支付。否则，依赖增加

外部借贷会提高偿债率，这反过来又会制约增

长。7

与刘易斯 (1954) 的假设相似，即发展中国家可

以利用不断增加的技术储备来追赶其他国家，

这些机制也意味着，通过技术升级实现生产率

增长主要依赖于转让、模仿和改造外国技术，

这些技术已经在更先进的经济体中成功使用，

而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建立国内技术能力、本

地研发和更好的熟练劳动力来有效使用这些技

术。这就引出了刘易斯模型中的第二个关键要

素：国家的作用。

2. 国家能力

除市场机制之外，刘易斯 (1954) 还强调政府

政策的作用，认为政府政策有助于解决随着结

构转型而出现的一系列连续的协调问题。具体

而言，二元经济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管理传统经

济部门与现代经济部门之间的关系。8 政府制

定和执行政策的能力被定义为国家能力。在发

展的背景下，特别是在东亚，国家能力概念包

括“确切情况、工具、战略和关系，它们区分

并有效地构成了不同国家成功的经济发展方

式”(Beeson，2006: 444-445)。反过来，成功

取得发展成果又依赖于国家将持续谈判经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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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渠道制度化的能力。这些渠道一方面要与

国家利益相一致，另一方面也要使国家不被既

得经济利益者所控制。

发展型国家宏观经济优先事项的基础是一套积

极主动、有利于投资的政策，以及私营部门和

政府之间的战略合作与协调。需要这种合作与

协调来监测投资与生产决策之间的相互依存关

系。这些决策涉及：确定哪些是受制约最严重

的投资领域；如何有效地将公共投资和私人投

资引向生产率高的活动；以及监测这些投资的

管理方式是否能够在未来维持公民的高工资并

提高长期生产率。可通过可监测的业绩标准，

撤销在给定时间内无法实现目标的政府支持，

以及对主管部门和企业家寻租行为的彻底检查，

确保对投资行为的这种管控。

虽然资本形成和加强国家能力是发展型国家模

式的关键支柱，但该模式不仅一种，而是有许

多变体，反映了具体的区域、历史和社会经济

因素 (Haggard，2018)。尽管 1997-1998 年的东

亚危机让这一模式的某些方面失去往日光彩，

但没有变的是“政府指明了方向，扫清了道路，

搭建了途径，并在需要时提供了手段”，帮

助该区域的国家在发展型国家的积极支持下成

功过渡到复杂的工业经济 (Cohen and de Long, 
2016: 2)。

即使在农业部门，只有通过国家以研发等农业

推广方案的形式提供大量支持，并通过为水

管理和灌溉系统提供有形基础设施，修建通

往市场的道路，以及通过价格支持计划稳定

投入和产出市场，才能提高生产率 (Ranis and 
Fei, 1961; Johnston and Mellor, 1961)。国家干

预也针对中小型农场，因为它们对国内生产的

有效需求更高，不同于更大型、更机械化的农

场。大型机械化农场倾向于使用进口投入，以

获得更多的资本密集型生产技术，这不仅消耗

外汇储备，也打破了前向和后向联系，而这种

联系是累积性增长过程的必要特征 (Adelman, 
1984)。

最重要的是，需要国家机器通过税收和操控国

内贸易条件 ( 即弄错价格 ) 来重新分配农业部

门创造的剩余，使之有利于工业。如果国家不

对剩余进行战略性重新分配，就无法保证来自

数百万独立中小生产者的私有农业剩余会流动

到结构转型战略部门。

在外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压力也要求加强国

家管理经济一体化和保护脆弱经济部门的能

力 (Beeson, 2006)。虽然投资、出口和生产率

增长间可能存在很强的协同作用，特别是在制

造业活动中，但不能预先确保会有积极结果；

当出现劳动力过剩、进口竞争激烈或生产率较

低的公司退出时，贸易自由化可能导致总 ( 整
个经济 ) 生产率下降，即使贸易自由化提高了

工业部门或贸易公司的生产率 (McMillan and 
Rodrik, 2011)。净影响为何最终取决于更广泛

的就业动态，也取决于工业部门的生产率增长

是否被劳动力和资源更多地转移到该部门以外

低生产率工作所抵消。由于有证据证明出现了

这种转变，人们开始关切近几十年来发展中

世界的工业化疲软现象 ( 包括过早去工业化 ) 
(TDR 2003, 2016; Tregenna，2009)。

随着经济结构在技术和外部市场压力下不断变

化，在国内和国际上建立一个强大的联系网络，

成为经济发展的更大挑战，积极的工业和贸易

政策必须相应地适应这一挑战。

3. 联系

制造业的巨大吸引力在于它能创造生产率和收

入增长的潜力，而且这种收益可以通过生产、

投资、知识和收入的联系传播到整个经济。如

上所述，刘易斯模型假定利润和投资之间存在

紧密联系，这无疑是东亚后期工业化国家成功

的关键。不过，这种联系既是积极的国家政策

的结果，也是市场力量自动调节的结果 (Akyüz 
and Gore, 1996)。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一些其他联系可以在

创建增长和结构转型的良性模式方面发挥重

要作用。首先，扩大生产可有助于建立“后

向”联系 ( 为生产获得投入 )，若制成品被用

于其他经济活动，还有助于建立“前向”联

系 (Hirschman, 1958)。其中涉及国内生产的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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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剂和简单的农业设备，以及作为国内生产投

入的农业原材料。当知识的增长和效率的提高

从制造业扩展到其他经济部门，包括初级产业

和服务业时，就产生了部门间联系 (Tregenna, 
2010)。适应性联系还有其他好处：在更有利于

分工的制造业，对使用直接工业领域以外的投

入有高度的适应性。

当对生产能力的投资、新创立的企业以及制造

业活动在某企业或分部门的相关延伸触发了对

其他企业或部门的额外投资时，就产生了投资

联系；而如果没有这种触发，就不会产生投资

联系，因为某制造业领域的具体投资项目的盈

利能力往往取决于对相关活动的先期或同期投

资 (Rodrik, 2004)。而这些相互依存关系可能导

致的协调问题，可以通过政府与商业组织之间

或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战略合作来解决。

当工业扩张带来工资收入增长时，就产生了收

入联系；收入联系又通过“消费联系”促进了

良性循环，因为更高的工资引发更高的粮食需

求，进而导致对国内农业投入的需求增加。收

入联系还通过补充的政府收入 ( 即“财政联系”)
发挥作用，因此有可能扩大公共支出。创造这

种收入联系可通过扩大内需从而推动国内生产

总值增长来加强工业化的自我强化作用。

制造业活动的扩大和更普遍的多样化进程是成

功转型的关键，转型可以解释为这些联系和相

关的反馈环路通过“累积因果”复杂地交织在

一起的过程 (Myrdal, 1957; Kaldor, 1957)。不过，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历史上，制造业扩张所依

赖的生产模式往往造成污染，破坏环境，导致

自然资源的退化和过度开发以及过量碳排放，

进而造成气候变化。事实上，一些人主张向基

于服务业的发展转型，正是为了避免在某些迅

速工业化的国家出现环境问题。然而，充分的

分析和经验理由表明，服务部门需要依靠与成

熟制造业部门的强大部门间联系和相互依存

关系才能实现自身升级 (TDR 2016; Cherif and 
Hasanov, 2019)。但这类问题不是工业化进程所

固有的，关键是选择怎样的技术、政策和法规。

C. 气候变化、发展和COVID疫后复苏

气候变化进一步加大了对管理结构转型的有效

国家能力和积极政策的需要，也加剧了决策的

挑战。今天，一个具有气候意识的发展型国家

必须能够采取均衡措施，既要应对气候变化威

胁，又要实现经济增长和缩小与更先进经济体

的经济和技术差距的长期目标。在最基本层面

上，应对气候变化使结构转型成为一项全球性

任务，发达经济体必须率先对其生产和消费模

式进行深刻变革，但即使是最不发达国家，也

需要进行重大的结构和技术变革。解决全球公

域恶化问题需要进行气候相关结构转型，但仍

需要有针对性的国家政策 ( 和资源 )，来解决各

国因为已经熔入当前增长模式的气温上升而面

临的适应挑战。协调一致地应对这些全球和国

家挑战不是一件简单明了的事，也不会自动发

生，而是需要战略规划和政策干预。根据上一

节的讨论，可围绕实现经济更加多样化的努力

建立所需的综合政策框架。

由于减排政策将不可避免地抑制化石燃料需求，

全球气候目标与眼前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在具

有庞大化石燃料行业的国家尤为明显。由于疫

情之后出现的政治短期主义，一些国家也可能

从环境标准和法规更严格的国家吸引污染行业，

用相关收益所带来的收入在以后减少污染。这

种“先发展、后治理”的做法表明了一种环境

库兹涅茨曲线，沿着这条曲线，环境退化指标

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先是上升，然后下降 (Stern, 
2004)。考虑到较发达经济体可能更容易承担与

开创性绿色技术相关的高度不确定性和大量前

期投资，以及作为迫使较早工业化国家为过去

的污染偿还历史债务的一种方式，这种做法似

乎特别有吸引力 (UNCTAD, 2020a)。

与此同时，由于亟需防止灾难性临界点风险，

以及为防治 COVID-19 疫情采取了更加积极的

政策，为开展行动开辟了宽松空间。如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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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前几章所述，可以借应对 COVID-19 疫情

带来的理想机会，重新思考公共政策议程，利

用刺激和复苏措施，加快向低碳经济结构转型。

巨大的政策挑战在于确保这些措施触发更多良

性增长循环，开启低碳增长部门的累积性技术

变革，支持经济多样化，并创造即使气温上升

也能保持的就业机会。

为了研究如何运用这一更宽松空间实现这些目

的，我们就气候适应挑战扩展了刘易斯模型的

指导原则，并概述了三种情景下对结构转型可

能产生的政策影响：㈠ 继续照常运作；㈡ 将气

候适应行动的重点放在消费者行为的变化和影

响贸易的其他因素上；㈢ 以一致、综合的方式

应对气候适应问题。

情景 1 和 2 并不相互冲突。这两个情景各自包

含一系列发展和公平增长的风险，我们将在下

文予以分析。我们的分析表明，只有采取一致、

综合的战略作出面向气候的结构转型，才能在

受气候限制的世界中实现可持续发展。鉴于气

候方面的限制，结构转型需要将从高碳技术转

向低碳技术作为进一步的关键步骤，因此在受

气候限制的世界中，只有以综合一致的方式进

行结构转型，在提高生产力、扩大就业机会和

提高全世界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普遍转向低碳

技术，才能够成功转型。

(a) 情景1：照常运作制约结构转型：农业案例

许多发展中国家已经面临气候变化制约结构转

型和收入增长的问题。在农业活动仍然是主要

收入来源，经济部门特别依赖温度、降水和其

他气候变量的情况下，这个问题最为突出。这

些因素共同破坏资源基础，造成全球农业生产

损失 (FAO, 2021a)。

气候变化对全球农业的净影响仍然存在很大的

不确定性，但有证据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农业

和林业部门特别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部

分原因来自农业部门内部。由于施肥、集约化

畜牧和粪肥管理以及为清理土地而燃烧农业残

留物和稀树草原产生了大量排放，工业化农业

已导致土壤过度开发和退化，以及荒漠化、毁

林和水污染。

与此同时，农业对这些国家的经济越来越重

要，而这些国家的农场规模较小，往往占据很

小的土地面积，这可能会限制发展中国家应对

气温和降水哪怕是微小变化的能力。因此，

许多发展中地区将面临农业产量和粮食物品

平均产量大幅下降以及可耕地侵蚀的风险。

模型模拟显示，气候变化可能导致粮食产量

损失 5%-25%( 视作物适应性而定 )，这可能导

致到 2050 年世界粮食商品平均总价预计上升

12-18%(Rosegrant et al., 2021)。

如果这些特征出现在人口密度很高或增加的地

方，影响将尤其大。在这些地方，气候变化将

损害农业和林业的经济活动，并加大社会冲突

的可能性，而这两个因素都会刺激大量人口从

农村移向城市。与刘易斯模型相反，这种迁移

是非自愿的。而在刘易斯模型中，城乡迁移

自愿进行，由劳动力市场结果的部门差异驱

动。这种迁移也可能是“早产”的 (Godfrey, 
1979)，因为劳动力迁移与生产力增长脱钩，

发生在工业部门能够吸收移民并从中获利 ( 即
在移民能够在有可观利润和再投资机会的活动

中找到工作 ) 之前，是农业区退化的结果 (e.g., 
Barrett et al., 2021)。这种过早迁移还可能造成

粮价上涨，对城市工人的购买力和制造企业的

国际竞争力产生不利影响。因此，与气候变化

相关的劳动力迁移有可能导致城市非正规部门

的膨胀，就业和收入不稳定，生产率增长潜力

很小。9

其中一些情况在非洲近期进行的结构转型中已

经很明显。在农业方面，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

很大的差异，2008-2018 年期间，亚洲与气候

相关的农业生产绝对损失特别高，中国占全球

损失的一半以上。然而，农业生产损失的严重

性在以潜在产量的份额表示时最为明显：按照

这一标准，非洲经济体的损失高达 8%，大大

高于全球一级的损失 (FAO, 2021a)。此外，非

洲的农业发展不是由生产力的提高驱动，而主

要是由面积扩大和集约化驱动，这导致了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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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土地退化和土壤养分枯竭 (Badiane, Diao and 
Jayne, 2021)。10

这两种情况都促使人们离开农业部门。然而，

随之而来的农业劳动力在总就业中所占比例的

下降，并没有伴随着大规模制造业活动中高薪

职位的显著增长。相反，与之伴随的是与建筑、

食品贸易和个人护理服务有关职业的快速增长，

其形式往往是非正规的城市活动。这意味着农

业劳动力过早迁移与刘易斯 (1979) 所称的“中

间”城市部门的兴起有关 (Diao and McMillan, 
2018; Kruse et al., 2021)。

除了与粮价上涨相关的持续高通胀 (Alper et al., 
2016)( 原因包括低于预期的粮食产量、主要粮

食品种的不可贸易性以及普遍脆弱的农业部

门 )，撒哈拉以南非洲没有出现大规模现代制

造业部门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非洲公司可获

得技术的性质。11 埃塞俄比亚和坦桑尼亚联合

共和国最近的证据显示，这两个国家现有的少

数几家大型制造企业采用的资本密集型技术远

远超过了这两个国家收入水平或相对要素禀赋

的预期 (Diao et al., 2021)。这种对资本密集型

技术的偏好可能源于全球价值链的扩张以及由

此产生的全球技术采用方面的同质化效应。为

了与富裕得多的国家的生产进行竞争，非洲公

司必须采用发达经济体开发的资本密集型技术，

这种技术使它们能够提高生产力，但不能扩大

本可以吸收农业劳动力迁移的就业机会。

“中间”城市部门的存在提出了关于非正规部

门与气候减缓之间关系的更一般性问题。文献

表明，非正规部门促进了绿色经济的发展，例

如：废物管理、回收和将废物加工成新产品；

通过鼓励在小农耕作中使用当地绿色技术，并

提供更加物美价廉的粮食，促进农产食品市场，

这进而又能使消费者进行绿色投资；利用生物

质能；进行住房和基础设施的升级改造，这既

能提高能源效率，往往又需要劳动密集型工

程；与正规就业相比，在家工作需要更少的交

通、空间和公用事业 ( 包括电力 )(e.g., Benson, 
2014; Chen and Raveendran, 2014; Özgür et al., 
2021)。

与此同时，非正规部门分散和无组织的特点使

当局更难以跟踪并执行环境规章。鉴于这种对

环境监管的规避，以及环境污染与政府监管力

度之间的反向关系，大多数非正规经济活动加

剧了环境退化 (Brown et al., 2014)。此外，非

正规制造业部门通常由小型企业组成，这些企

业缺乏投资清洁或节能技术的资本基础 (e.g., 
Timilsana and Malla, 2021)。但是，取决于正规

和非正规企业之间的联系，规避环境监管有时

可能是有意为之，甚至可能得到当局的允许，

正规企业将环境负荷重的活动外包给非正规企

业，以降低生产成本，( 在某些情况下 ) 保持国

际竞争力。12 城市非正规性也往往鼓励形成非

正规住区或贫民窟。这些地区缺乏像样的卫生

服务和设施，其所在地既造成了与气候有关的

危害，又使居民面临着这些危害，尤其是洪水

和山体滑坡。

综上所述，旨在通过结构转型在受气候限制的

世界中实现经济发展的措施需要农业生产力足

够高，以确保以负担得起的价格实现粮食安全。

这些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停止毁林和土地退化，

同时改善制造业和农业技术的获取，以提高生

产力并创造就业机会。

(b) 情景2：环境可持续性与结构转型：消费者
行为与贸易案例

日益增长的环境问题已经越来越多地反映在消

费者的要求中，在发达经济体尤其如此，消费

者要求企业在其供应链上优先考虑社会和环境

的可持续性。最近的证据显示，消费者和监管

机构对企业的环境标准进行了越来越多的审查，

但同时也显示，大多数企业尚未充分了解其供

应链，没有制定使其能够采取与其使命或宗旨

声明相称的切实行动的程序 (Villena and Gioia, 
2020)。

加强环境可持续性措施可能会对发展中国家的

结构转型产生不利影响，在未来三年内，主要

企业将重新关注其供应链中的制造环节，尤其

是着重改善环境可持续性，为此会依照减少总

运输里程的总体目标，将其中一些环节移至国

内或使其更本地化 (Oxford Economics,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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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看，回流的可能程度都仍

不明朗 (Barbieri et al., 2020)。然而，这些措施

可能会阻碍通过出口导向型制造业实现结构转

型，而出口导向型制造业在东亚的成功经验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因为端到端排放量最

高的供应链包含纺织服装、塑料、电子和汽车

等部门 (WEF, 2021)。

“服务业是低排放部门，发达国家消费模式日

益转向服务业是使经济增长与环境损害脱钩的

一种手段”的看法是错误的，认识到这一点后，

通过出口导向型制造业进行的结构转型也可能

受到损害。排放账户包括五个发达经济体服务

提供者采购投入形式的上游价值链排放情况，

显示其服务部门约占这些经济体总排放量的五

分之一。这是因为服务提供需要来自电子、制

药、材料和机械等制造部门的投入，这些部门

会产生排放，往往是以进口投入和中间体的形

式 (Roberts et al., 2021)。

这种与贸易相关的消费者账户越来越重要，但

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全球海运是二氧化碳排放的

主要来源。事实上，其他运输方式，特别是公

路运输的污染要大得多，而国际海运产生的排

放量不到运输部门排放量的 10%(IEA, 2019)。

气候变化还会阻碍发展中国家的制成品出口，

因为自然灾害事件 ( 如海平面变化、风暴强度

增加和气温上升 ) 会对支撑全球商业的港口和

海运供应链造成损害。尽管预期损害相当大，13

但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实施了必要的适应战略。

气候预测不确定、前期成本高昂以及适应措施

的好处往往无法量化，意味着这种投资可以在

一段时间内使港口更具吸引力，但最终将被证

明只不过是小修小补，因为它们并没有解决气

候变化的根本原因 (Becker et al., 2018)。然而，

许多发展中国家可能处于不利地位，因为较小

的港口用于所需投资的资源可能最少，并可能

在区域一级整合港口基础设施的过程中失去其

当地港口功能。

如果发达国家建立碳边境调节机制，即根据国

内碳价格和国外制造这些商品时排放的温室气

体对进口商品征税，那么通过出口导向型制造

业进行结构转型也将变得更具挑战性。14 此类

机制对国内外生产的碳排放征收相同的价格，

以此限制贸易商品中的碳含量。因此，对于许

多依赖煤电作为其制造活动能源的发展中国家

来说，负担尤其沉重。

碳边境调节机制的一个主要目标是避免所谓的

“碳泄漏”，即随着国内碳价格的上涨，污染

产业向排放法规不那么严格的管辖区转移。国

内碳价格上涨通常被认为是必需举措，以实

现最近设定的更严格气候目标 ( 如欧盟通过的

到 2030 年将减排量从 40% 增至 55%(European 
Commission, 2021a))，同时又不会导致发达国

家进一步非工业化。这一目标还表明，确保制

造业就业和活动在发达国家的气候措施中发挥

着核心作用。

但是，如果实施碳边境调节机制，对发展中国

家结构转型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其详

细的技术规格，主要的法律挑战之一是使这些

机制与世贸组织规则相一致。然而，除去这些

细节，这些机制的原则是将发达国家选择的环

境标准强加给发展中国家。这违背了《巴黎协定》

所载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此外，如果

这些机制的收入用于发达国家，而不是投资于

发展中国家的气候适应工作，就会颠覆气候融

资的基本原则。15

(c) 情景3：低碳技术与结构变革：需要采取一
致办法

传统认为，结构转型的后来者比早期工业化者

更有优势，因为后来者可以快速、低风险地采

用发达国家开发的技术、生产方法和管理技术。

“后发优势”假设认为，一个国家离世界技术

前沿越远，它能从这种优势中获得的潜在利益

就越大 (Gerschenkron, 1962)。这是因为由于创新

的成本更高，不确定性更大，知识密集度也更高，

采用现有技术比依靠创新更容易、更快捷。16

然而，依赖采用发达经济体技术的战略已变得

不那么有吸引力，因为其中许多技术与燃烧化

石燃料有关。由于适应气候变化的紧迫性只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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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依赖进口富碳技术的发展中国家有可能

陷入不可持续的生产模式，今后可能不得不负

担转向低碳技术的高昂成本。

在结构转型过程早期即采用低碳技术，可以避

免建设高排放的生产结构，并避免未来相关的

高昂转换成本。政策框架如果能使结构变革和

低碳政策相辅相成，就可降低技术锁定的风险，

在低碳解决方案允许简单翻新选择并确保与现

有结构互通的情况下尤其如此。此外，及早采

用低碳解决方案，就有机会在经济活动中增加

固定资产，使在国际生产中具备优势并迅速扩

大优势，直接助力进入不断扩大的新市场，在

这个市场中需要遵守高环境标准或消费者愿意

用较高的价格购买以环境可持续生产方式生产

的产品 (UNCTAD, 2020a)。

这意味着，在受气候限制的世界中，结构转型

的后来者可能享有“后发优势”，这不是因为

后来者能够获得发达国家经过验证的技术，而

是因为他们转换较低水平的搁置资产和锁定碳

密集型技术时花费的成本较低。因此，他们面

临的技术挑战与其说是通过从发达经济体获取

技术而获益并重走已经工业化国家的老路，不

如说是通过跨越式发展适合其特定经济和生态

条件的新低碳技术来加快资本形成的步伐。

加速资本形成和向低碳技术跨越的方法之一是

国际技术转让。然而，文献表明，以商业条款

转让低碳技术在发达国家中运作良好，而发展

中国家仍然面临着一系列经济、金融和技术障

碍，如对化石燃料技术的补贴，缺乏适当的融

资渠道，缺乏能源效率法规或其他鼓励采用低

碳技术的措施，这些都阻碍了发达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之间进行私人商业交易 (Trærup et al., 
2018)。这些发现有贸易数据佐证。低碳技术贸

易在过去三十年中的增长超过了全球贸易，但

发达国家仍然占低碳技术进出口的大部分，尽

管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低碳技术进口国和

出口国。中国也已成为可再生能源技术类别外

国直接投资的领先者，这是唯一可获得全面外

国直接投资数据的类别 (Pigato et al., 2020)。

对近期专利数据的分析 (e.g., Corrocher et al., 
2021) 表明，在成功的后发国家，特别是中国，

以及大韩民国和中国台湾省，绿色专利显著增

长。也许最重要的是，最近的文献表明，知识

产权近年来在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方面没有

积极影响 (e.g., Kirchherr and Urban, 2018)。事

实上，一份关于低碳技术转让的报告得出结论：

“本报告中的分析发现，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

护对高收入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低碳技术转让

没有明显的影响”(Pigato et al., 2020: xxiii)。这

一发现推翻了关于强有力专利保护的传统观点，

传统观点的依据是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可促

进技术转让和传播。结合全球共享低碳技术知

识产权以实现气候目标的普遍需要，这一发现

支持呼吁像放弃 COVID-19 疫苗知识产权那样

普遍放弃低碳技术知识产权，具体请见下文进

一步讨论。

从长远来看，以国内努力为依托向低碳技术跃

进有可能产生重要的效益。部分原因是环境性

能改善可提高供应链中供应商的吸引力，此外

因为市场尚未被现有者占领，而且由于技术尚

未受到专利保护，市场准入壁垒较低，就有机

会利用先发优势，至少是相对于其他后发者而

言是如此。

许多低碳技术本质上是地方性的，因为其能源

的性质取决于一个经济体的特定生态条件。这

意味着新低碳技术的改造需求低于基于化石燃

料的新技术。现在以化石燃料技术为基础进行

结构变革特别容易面临资产搁置的风险。

结构转型和气候适应综合战略中的技术跨越可

能依赖所谓的“绿色机会之窗”( 其特点明显

不同于传统机会之窗 ) 促进快速结构变革 (e.g., 
Lee and Malherba, 2017)。考虑到快速结构转型

的机会之窗可能来自“主流技术经济模式的变

化、市场需求的变化或政府法规或政策干预的

重大修改”(Lema et al., 2020: 1195)，案例研究

证据表明，与传统的机会之窗相比，绿色机会

之窗之所以脱颖而出，是因为政府政策的作用

相对更为重要，对新市场需求产生了强烈的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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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反应 ( 如通过政府采购 ) 和技术变革 ( 如通过

引入任务导向的公共研发项目 )，以及即使外

部环境和外部市场机会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地

条件和国内市场也相对更为重要 ( 例如，由于

上述相关能源的内在地方性 )。

众所周知的波特假说反映了政府政策的更大作

用，该假说指出，“适当设计的环境标准可以

触发创新，可能部分或完全抵消遵守这些标准

的成本”(Porter and van der Linde, 1995: 98)。
一些研究发现，对这一假说褒贬不一，因为环

境法规会触发清洁技术的创新活动，但这些创

新的直接收益似乎不足以抵消法规的成本。需

要注意的是，这一发现来自于单独研究环境法

规对企业竞争力影响的分析 (Dechezleprêtre and 
Sato, 2018)。

相比之下，最近一项关于清洁技术投资对部门

生产成本和生产率增长影响的文献综述得出结

论，“大多数研究绿色 / 清洁技术与生产率之

间的关系显示出正相关”，对制造业部门而言

尤其如此，大公司更有能力进行此类投资，“绿

色 / 清洁投资增长背后的主要因素是政府针对

环境问题，特别是全球气候变化出台的政策和

措施”(Timilsina and Malla, 2021: 3, 39)。

向低碳技术跨越也面临着重大挑战。除了建设

必要的技术能力之外，公共政策的一个重大挑

战是确保公共投资以资本积累支持结构转型

和创造就业的方式挤入私人投资。换言之，

政策一致性 ( 将明确的气候承诺与表明坚决履

行这些承诺的政策措施相结合 ) 可能是支持结

构转型和气候适应综合办法的最重要的单一

因素。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与大流行相关的积极

政策的更大自由度，以及政府政策在促进结构

转型的绿色路径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对具体的政

策措施意味着什么，以及如何为这些措施提供

资金。这是本章第二部分的重点。

D. 结合结构转型和气候适应战略的政策

气候减缓和气候适应都不一定会拖累经济发展。

相反，它们可以成为新增长引擎的动力源，注

重同时实现结构转型 ( 生产率增长、技术升级、

更多更高薪的工作 ) 和环境保护的好处 ( 避免

全球变暖的负面影响 )。前面的讨论还表明，

与工业化非常相似，应对气候制约因素需要对

生产活动进行深远的结构转型，而具有气候意

识的结构转型必须包括从高碳密集型活动向低

碳密集型活动的转变。因此，需要将多样化而

不是降低风险置于气候适应议程的中心。

本章的这一部分首先讨论了气候制约因素对产

业政策的影响，然后探讨了补充性的国家政策，

重点是财政政策和中央银行的作用，最后讨论

了国家在实现低碳经济方面的作用。有关贸易

和金融的国际政策问题是下一章的主题。

1. 重新审视产业政策

就理论背景和应用形式而言，关于产业政策的

辩论由来已久。17 最近，产业政策在政策讨论

中重新占据突出位置，与其说这是新的分析见

解的结果，不如说是对以《华盛顿共识》为指

导的政策的重新评估。片面强调政府的失败，

声称政策实施积极政策损害而非支持发展，产

生的结果不仅没有实现自己的承诺，而且也缺

乏依靠更多干预政策的成功发展经验，使人们

更普遍的重新认识国家作用，并对如何最好地

利用产业政策进行相关的检查。另一个原因是

人们日益认识到，没有政府的积极支持，就无

法为适应气候变化实现紧迫的大规模转型 (e.g., 
Gallagher and Kozul-Wright, 2019; European 
Commission, 2021b)。鉴于迈向低碳经济意味着

重塑经济结构，适用成功产业决策的关键原则

可为气候变化适应政策提供宝贵的启示。

产业政策可有多种定义，但大多数定义指的是

“有针对性和选择性的政府政策，目的是将生

产结构转向生产率更高、报酬更高以及技术潜

力更大的活动和部门”(TDR 2016: 76)。绿色

产业政策的范围更广，其目的不仅在于将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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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转向生产力更高的活动，还在于在围绕提

高生产力进行结构转型的同时，从高碳密集型

向低碳密集且资源节约型活动转型，并特别强

调利用这两个结构转型进程之间产生的协同效

用。18

产业政策“绿色化”带来了更多的挑战。在这

些更多挑战中，最重要的是绿色产业政策 ㈠ 为

“好”技术提供了明确的规范方向，可以引导

投资和技术变革有意识地转向低碳活动；㈡ 具

有大得多的雄心。这种更大的雄心不仅体现在

旨在改造整个经济，并在短时间内以相当大的

紧迫性进行改造，以避免环境临界点，而且还

体现在需要更广泛的经济和社会支持，以应对

更高的全球温度和更具破坏性的气候，具体请

见下文更多讨论。

为应对与结构转型相关的传统挑战以及这两个

额外挑战，需要以结果为导向的框架和以下产

业政策办法：政策制定者的目标是塑造市场，

并“有机会通过进行战略投资、协调许多不同

部门的行动以及培育私营部门可以进一步发展

的新产业格局来确定增长方向”(Mazzucato and 
Kattel, 2020: 312；强调是原有的 )。在这种办

法中，释放工业化协同效应并转向低碳活动的

转型可被视为一种全球公益，由多个行为体集

体实现，国家和私营部门以及普通公民都可为

其实现发挥积极作用。

本节其余部分将讨论绿色产业政策这一视角对

政策制定者的目标以及针对这些目标的有效决

策基本原则的影响。

(a) 绿色产业政策的选定目标

一. 能源安全

如果要避免气候变化的最坏影响，就必须成功

地大规模过渡到清洁和可再生能源。据估计，

到 2050 年达到净零碳排放的目标需要将化石燃

料能源在占总能源供应中的占比从目前的约五

分之四减至约五分之一。取而代之的是，风能、

太阳能、地热、水能和生物能必须提供总量的

三分之二 (IEA, 2021)。由于化石燃料能源一直

是工业生产的支柱，因此向清洁能源过渡无疑

将对结构转型产生最大的影响。

如今，实现向清洁能源过渡以及到 2030 年大

幅减少全球排放量所需的大多数技术都可以

通过商业途径获得 (Pollin, 2020)，十年来通过

采用这些技术显著降低了能源生产成本。根

据国际可再生能源署 (2021) 的数据，2010 年

至 2020 年间，公用事业规模太阳能光伏发电

的电力成本下降了 85%，2020 年，大多数新

的风能和太阳能项目生产的能源比煤电厂便

宜。Lazard(2020) 估计，几年前，在新建基础

上，陆上风能和公用事业规模的太阳能与传统

发电相比具有成本竞争力，可再生能源的储存

成本也迅速降低。根据近期趋势，可再生能

源生产和储存成本有望进一步降低。同样，

Mathews(2020) 认为，产量每增加一倍，太阳

能光伏的成本就会下降 28.5%。

实现进一步转型的障碍主要是在社会和政治方

面 (Pollin, 2020)。特别是在发达国家，这些障

碍包括切断环境不可持续技术路径可能造成的

搁置资产的高成本。避免这种成本的尝试造成

的一个结果可能是继续对化石燃料提供大量补

贴。最近的估计表明，2017-2019 年期间，G20
政府以直接预算转移和税收支出、价格支持、

公共财政和国有企业投资的形式，向国内外化

石燃料的生产和消费提供了年均 5 840 亿美元

的支持 (IISD, 2020)，其中煤炭和石油共占全球

化石燃料补贴的 85%(Coady et al., 2019)。

消除发展中国家的这些障碍不仅将促进向低碳

经济的结构转型，而且还将支持工业发展。产

生可再生能源的设备 ( 风力涡轮机、太阳能光

伏电池、电池 ) 是制造业的产品，就像传统制

造业一样，通过边干边学，特别是随着转向可

再生能源的速度加快和市场扩大，可能会获得

越来越大的规模回报 (Mathews, 2020)。因此，

转向可再生能源有助于促进工业化，同时推进

能源转型 ( 最初通过能源来源的多样化 )，降低

能源安全对全球燃料价格变化的脆弱性，并将

稀缺的外汇用于进口资本货物和技术，进一步

支持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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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是发展中国家采取以低碳、资源高效技

术为基础的全面工业化战略的一个例子。19 摩

洛哥以希望实现能源组合多样化和减少进口化

石燃料在能源供应中所占份额为出发点，于

2008 年通过了雄心勃勃的可再生能源目标，并

建立了有利的法律框架、培训和研究方案、项

目开发和实施机构以及为所需投资提供资金的

专项公共资金。最初的目标是在住房和农业中

使用可再生能源，但政府也开始为制造商提供

减税和其他投资激励措施，以激励它们采用国

内可再生能源来源，并为可再生能源和节能技

术制造零部件，以期创造可再生能源市场，促

进当地产业的发展。这项战略支持创造就业和

国内制造业，但个别政策措施的协调不到位阻

碍了这些举措及其成果的扩大 (Auktor, 2017)。

中国参与可再生能源生产最初也是为了建立能

源安全，但中国通过明智协调多项产业政策措

施 ( 如税收激励、国内能力形成和标准制定，

以及开发银行以折扣利率为优先活动提供资

金 )，成为全球领先的制造低碳能源设备供应

商 (Mathews, 2020)。太阳能光伏产品尤其如此，

这些产品可以大规模生产，为发展中国家采用

新兴低碳技术提供了较容易的切入点，风力发

电设备则不然，这些设备有些部件的运输成本

很高，或者对特定型号涡轮机有当地维护和服

务的要求，因此需要国内需求迅速增长来支持

制造活动的发展 (Binz et al., 2020)。

中国在低碳能源方面的快速发展也支持了该国

从内燃机技术转向电动汽车技术，重点是汽车

和两轮车。人们认为，积极参与这种转变不仅

有助于解决城市空气污染问题，还是追赶全球

汽车技术和生产的机会。为支持这种转变，政

府在需求端提供大量购买补贴、免税、进行公

共采购并成立了一个负责建设电动汽车充电站

基础设施的公共电网公司，在供应端则出台了

专门的锂离子电池研究方案、汽车制造商的电

动汽车配额、更严格的燃油经济性要求、新的

技术和环境法规等。这些措施使中国成为全球

领先的电动汽车市场。中国制造商迄今主要覆

盖低端产品系列，但政府更加重视研究、更严

格的技术标准以及整合分散的汽车和电池行业，

必将实现快速升级 (Altenburg et al., 2017)。特

别是电池的回收和再利用将提供更多的制造机

会，具体如下节所述。

二. 资源安全

实现资源安全与“循环经济”概念相关，其依

赖于这样一种认识，即资源使用必须与产出增

长脱钩，以确保全球经济能够增长，在不对地

球有限资源不断增加需求的情况下养活日益增

长的全球人口。这种脱钩可以通过用循环经济

取代传统资源利用线性路径来实现，循环经济

的特点是减量、再用、循环。

资源利用线性路径依赖于在过程的一端从自然

界提取资源，在另一端将残留物倾倒回自然界。

这样做有可能产生无法管理的废物，造成水以

及稀有矿物和金属等关键资源短缺。20 循环经

济的目的是减缓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的消耗，减

少其开采和加工过程中对环境的破坏，并减少

其使用和处置过程中造成的污染。循环经济力

求通过提高资源使用的效率和生产率以及减少

未再用材料的份额来实现这一目标。它还旨在

改变产品设计，以促进再用、翻新和维修，而

不是处置。

转向循环经济可被定义为代表“人类社会与

自然相互关联模式的改变，旨在防止资源枯

竭，形成能源和物质闭环，促进可持续发

展”(Prieto-Sandoval, Jaca and Ormazabal, 2017: 
610)。在这一定义中，地理上接近是循环经济

的关键组成部分。因此，循环经济为工业化提

供了一个新的切入点，因为资源的循环利用是

基于分解和再制造资源，这与更传统的制造工

艺一样，可能会受到规模经济递增的影响，并

使再循环材料的成本下降至低于新提取材料的

成本 (Mathews, 2020)。

通过促进全球循环经济，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出

口再制造产品的机会，可以加强国内制造过程

中资源废物的再利用。然而，这种支持只有在

以下情况下才能实现：新兴的全球循环经济不

是这样一种经济，即发达经济体通过向发展中

国家倾倒废物和废料或通过将循环经济的碳密

集型回收和再制造阶段外包给发展中国家并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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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碳边境调节机制对由此产生的再进口征税来

减少其碳足迹，或者它们自己开展回收和再制

造活动并以使发展中国家的新产品和新材料生

产商失去竞争力的价格向发展中国家出口生产

资料或最终消费品。避免这种结果需要采取适

当的贸易政策措施，为全球循环经济提供一个

发展框架，具体请见如本《报告》第 5 章。

三. 低碳农业与粮食安全

当前的粮食生产模式以集约型工业化农业为基

础，依赖大量化肥和农药投入，以大规模专业

农场为主，造成了巨大的环境负担，此外还具

有缺乏可靠的粮食供应和各种形式的营养不良

现象普遍存在的特点 (FAO et al., 2021)。农产

食品系统 ( 包括农作物、畜牧业、渔业、水产

养殖、农林业和林业 ) 约占人为温室气体排放

总量的三分之一 (Crippa et al., 2021)。此外，工

业化农业、养鱼业和林业往往与出口导向型全

球价值链相关，产品需求与当地土壤条件不完

全匹配，导致土壤退化、过度捕捞和以粮食作

物或动物饲料取代自然野生动植物系统。

使农业适应气候制约因素的一种办法是发展气

候智能型农业。这个办法以可持续农业方式为

基础，利用生态系统和可持续土地和水管理及

景观分析的原则，并评估农业生产系统和粮食

体系中的资源和能源使用情况。该办法并非依

赖于一套可以普遍适用的做法，而是根据具体

情况考虑不同要素，因地制宜地满足当地具体

需求。21

这种综合办法在农业适应气候变化方面有所裨

益，但可能还不够。Wollenberg 等人 (2016) 分
析了到 2030 年减少农业排放以将 2100 年的气

候变暖限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 2℃之内的不

同情景，发现看似合理的发展道路远远达不到

这一目标，需要更具变革性的技术和政策选择。

更激进的办法包括用微生物生产食物。由此产

生的微生物生物量富含蛋白质和其他营养物质。

这种办法 ( 仍处于初级阶段 ) 的一个巨大好处

是，通过精密发酵酿造的微生物可以将粮食生

产从农田转至工厂，从而减少对农田和集约农

业的需求，减少粮食生产对环境的影响，并使

得土地能在此过程中用于其他用途。另一个好

处是效率高于传统农业。就单位土地面积的热

量和蛋白质产量而言，与任何主要作物相比，

微生物生产的蛋白质产量可高出 10 倍以上，热

量产量至少高出一倍 (Leger et al., 2021)。此外，

与其他制造业活动一样，随着生产者沿着学习

曲线前进和生产率提高，成本会下降。

目前仍不确定的是，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其中

哪些创新 ( 如果有 ) 将最终在全球农业生产中

取得重大进展。但如果确有创新取得重大进展，

那么粮食生产的环境可持续性很可能在全球范

围内大幅提高。不过，令人关切的是，这些创

新将进一步减损发展中国家普遍获得负担得起

的营养食品的能力。这些创新往往由发达国家

拥有和应用，可能对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净进口

平衡产生不利影响。而且，如果这些向碳密集

度较低的粮食生产模式的转变导致发展中国家

的粮食价格上涨，也将对其低碳工业化道路产

生不利影响。

最重要的是，这些变化将在很大程度上消除农

民，并将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交给主要位于发

达国家的大型数字和农工企业。如果将因粮食

生产转移到实验室而腾出的土地用作碳汇，全

球金融资本可以在其中投资，通过抵消自身排

放量而不是实际减少排放量来减少其净碳足迹，

公司权利的这种进一步扩张会更加严重 ( 例如

Oxfam, 2021)。相反，我们需要的农业生态办

法要既能够应对气候变化和确保粮食安全，又

能确保当地农业社区获得体面收入。

(b) 有效产业决策的经验教训

产业政策的批评者质疑产业政策的实际执行情

况，通常指出政府官员与企业家之间的信息不

对称，以及政府官员和产业说客的寻租行为

(Oqubay et al., 2020)。在这方面，发达国家和

东亚发展中经济体成功结构转型的经验提供了

有益的启示 ( 另见 TDR 2006, 2016, 2018)。

第一条经验是，政府在拟订产业政策和引领结

构转型时，需要强大的行政和体制能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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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COVID-19 疫情的经验以及与气候适应相关

的不确定性表明，政府还应具备预测事件并从

中吸取经验教训的动态能力。最近的一项建议

(Mazzucato and Kattel, 2020) 将这种动态能力应

用于五个领域：远见和预期治理；处理部分证

据和时而相互矛盾的证据；“网状治理”机制 (包
括多层次的治理 )；快速调整现有基础设施用

途；向其他政府学习。

第二条经验涉及对政策制定者和执行机构的问

责机制，例如通过提交报告的要求和其他披露

信息的义务，以及通过审计、独立法院和媒体

进行更普遍的检查来确保问责。如 Altenburg
和 Rodrik 指出 (2017: 10)，“问责制不仅有助

于防止腐败、偏袒和其他形式的共谋行为，

而且有助于使适当的产业政策合法化”。第

二条和第三条经验合在一起构成了相互控制

机制。

第三条经验涉及嵌入性：即企业家与政府官员

之间的密切关系可以确保相互交流信息和达成

共识。嵌入性对于绿色产业政策尤为重要，因

为气候适应涉及转向新经济道路的重大社会转

型。这种社会转型涉及更广泛的利益攸关方，

往往会产生更多的弱势群体，特别是那些受到

诸如取消化石燃料补贴等部门颠覆性能源政策

影响的群体。鉴于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之间和内部已经存在巨大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

绿色产业政策的目标、设计和实施必须避免进

一步加剧不平等，要反映广泛的社会共识。

最后一条相关经验涉及国家运用惩戒手段，惩

处滥用支助行为并叫停失败的项目和活动。惩

戒滥用行为需要有明确界定的目标、可衡量的

绩效指标、适当的监测和评估程序，政府在决

定何时何地采用惩戒手段、在何处采用何种试

验性办法以及如果出现问题在何时何处改变方

针方面要有自主权。

2. 财政政策

如果不扩大财政规模，重新平衡公共支出结构，

强调低碳活动，就不可能加快对适应气候所需

的绿色基础设施和低碳技术的投资。在这方面，

公共采购一直是公共政策的主要组成部分，是

政府作为主要购买者可以战略性使用的强大政

策工具 (TDR 2016，第六章 )。

扩大和调整公共支出需要着眼于增加公共投资，

以促进向可再生能源过渡等事项，并增加政府

转移支付，以应对摆脱化石燃料生产模式的不

利影响，确保低碳经济比过去几十年的化石燃

料经济更具包容性。

向低碳过渡的结构转型的一个重要独特因素

是，包括绿色刺激措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往往

具有更高的财政乘数 (TDR 2019)。发展中国家

的情况尤其如此，这些国家的公共资本存量占

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普遍较低，因此增加公共

投资的直接产出效应较高，同时对私人投资产

生较大的挤入效应，从而产生较大的财政乘数

(Izquieredo et al., 2019)。

如果公共银行业在财政扩张的同时加大作用，

财政乘数也会更高。开发银行和其他公共银行

注重长期发展成果和可持续经济转型的任务促

进了私人投资的挤入 (TDR 2019)。例如，这是

因为政府和私人投资者有必要就需要气候适应

投资的广泛活动进行战略合作，以期协调投资

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各个投资决定相互依存，

一个企业的投资和利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

他企业的投资决定。

绿色财政扩张的另一个独特好处是就业福利提

高。这是因为扩张中的低碳部门往往比收缩中

的高碳部门的劳动密集程度更高。最近的一项

研究估计，到 2050 年，可再生能源、能效和电

网改进将在全球创造约1 900万个新工作岗位。

化石燃料行业将失去大约 740 万个工作岗位，

因此净新增就业岗位将达到 1 160 万 (Gielen et 
al., 2019; 另见 IMF，2020)。对于劳动力迁移导

致城市非正规部门扩大的经济体来说，实现结

构转型的绿色道路若有能力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可能特别重要，一个原因是现有技术对这些经

济体的结构条件而言资本密集程度过高，例如

在部分非洲国家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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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央银行的作用

世界各地的央行一直在逐步调整其业务，在某

些情况下调整其任务，以更好地反映与气候变

化有关的金融风险，并减少“气候明斯基时刻”

的威胁 (e.g., TDR 2019)。全球绿色金融网络汇

集了 80 多个中央银行和金融机构，探讨各种方

式，使中央银行能够发挥其作为金融系统领导

者和投资者的作用。这些措施包括将气候风险

纳入审慎货币框架，并坚持在整个金融体系中

定期进行气候压力测试和披露。

然而，如贸发会议和其他机构以前所指出的，

这些措施令人鼓舞，但还不够。如果要鼓励积

极投资于转型活动和进程，协助各国适应气候

变化和减少总体排放，至少需要协助减轻风

险。另有观点认为，中央银行需要调整其目前

的 COVID-19 对策，避免在寻求维持金融稳定

时锁定高碳复苏 (Dikau, Robins, and Volz, 2020; 
McDonald et al., 2020)。增加流动性的刺激措

施如果与《巴黎协定》的目标不相符，会加剧

金融机构投资组合和整个金融系统中已经存在

的气候相关风险。此外，当世界各国政府考虑

放松自 COVID-19 以来实施的刺激措施时，需

要注意确保这不会进一步增加气候相关风险，

也不会增加业已陷入困境的发展中国家的资本

成本。

一些央行采取了更进一步的措施，实施了宏观

审慎政策，并以对碳更敏感的方式积极引导资

本。一些发展中国家几年来一直非常积极地

朝着这个新方向发展 (Campiglio et. al., 2017; 
Dikau et al., 2020; TDR 2019; Volz 2017)。特别

是中国人民银行长期以来一直利用金融政策和

定向信贷来支持绿色产业政策，不过，规模小

得多的经济体的银行也在资本创造和定向方面

进行试验和创新。然而，这些举措提供的资金

更多是为了减缓气候变化，而非适应气候变化，

表明即使适用低利率，但资金仍然是作为贷款

而不是赠款提供的。银行从事银行业务；即使

以优惠条件提供贷款，银行通常也不被视为赠

款机构或慈善机构。这并不是说银行不能成为

其他捐赠机构和慈善机构的资金来源，特别是

在发达经济体。

鉴于适应需求的规模，以及受害最深的人最无

力支付这些需求的事实，发达和更具韧性的经

济体显然将是主要的资金来源。由于世界各地

的中央银行能够在 COVID 疫情期间向各国政

府提供直接支持，因此可以疫情后的恢复期为

契机，考虑中央银行在多大程度上也可以遵循

同样的路线来支持政府发展部委、援助机构和

开发银行。

至少，各国央行可以更有作为，确保不会继续

支持碳密集型活动和不良适应活动，这意味着

对目前计划作出改变。自哥本哈根缔约方会议

以来，世界各国政府大幅减少了对化石燃料

和石化行业的资金流，但中央银行仍然是这

种资金的主要渠道，从 2009 年开始至今仍活

跃 ( 就交易和债券尚未到期而言 ) 的 380 亿美

元公共资金中，约有 260 亿美元来自中央银行

(Barrowclough and Finkill, 2021)。这向市场和

社会发出了错误的信号。

这种情况在最近的 COVID-19 期间持续存在，

在此期间各国央行为增加流动性和避免经济瘫

痪采取了紧急行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购买公

司债券。对中央银行 COVID-19 复苏方案的

调查发现，许多方案偏向化石燃料融资，并

没有试图远离该部门 (Oil Change International, 
2021)，尽管一些方案对更好认识这一矛盾具有

积极的研究和政策兴趣。

贸发会议和隆德大学的研究同样发现，主要中

央银行的 COVID-19 复苏购买计划往往与其

政府的环保目标不一致。
22 在将中央银行的支

持性公共职能扩展到气候需求方面，英国央

行 (2021) 指出，激励措施可用于影响公司实

现净零，并且这些措施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

增加。与此同时，该行还指出，从高碳企业

撤资意味着将失去影响其政策的机会；最近

的 COVID-19 复苏支持计划表明，需要将此

作为明确目标，否则可能无法实现。对化石燃

料行业的支持通常没有任何条件，但当向可再

生能源部门的公司提供资金时，情况则相反

(Tearfund，2021)。人们日益认识到这些问题，

这令人鼓舞，但进一步工作 ( 即考虑发达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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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央行如何帮助欠发达经济体进行适应融资 )
还没有得到高度重视。

除了对金融部门进行应有的监管之外，各国央

行还应使用更多的工具来创造和引导绿色活动

融资。更具体地说，它们应该停止隐性支持高

碳排放者和惩罚低碳活动。抵押品政策是使央

行业务更加绿色的主要工具之一：央行还应调

整关于抵押品的监管规定，接受金融机构的绿

色债券作为抵押品。

4. 建设绿色发展国家

人们普遍认为有必要扩大经济政策目标，将环

境适应纳入其中，但对于国家在实现这些目标

方面的作用和范围，仍存在分歧。一个学派从

将适应挑战作为风险管理挑战的做法中得到启

示，认为大部分重任应由私营部门完成，国家

的作用则侧重于将环境目标转化为可融资项目，

并降低这些项目的风险，以便全球私营金融资

本对其进行投资。这种观点长期以来认为国家

参与会造成而不是解决经济问题，此外，这种

观点还认为对有效的资源配置和经济福利最大

化最有力的支撑来自市场的创造力。按照这种

观点，当去风险化未能产生可投资项目时，积

极的国家行动是最后的手段 ( 另见本《报告》

第三章 )。

对国家作用的另一种观点始于这样一种认识，

即适应气候需要转型，而不是保护现有资产 ( 即
风险管理办法的核心 )。这类似于之前讨论的

东亚快速工业化和经济赶超中的“发展型国家”

概念。为了应对气候适应挑战，政策制定者需

要认识到发展议程的变化。这尤其涉及到，结

构转型和快速经济增长如何与全球气候变化挑

战相关联，以确保可持续低碳发展。虽然该议

程继续将技术和产业升级以及提高物质繁荣水

平视为关键发展目标，但这些目标需要与环境

可持续性目标相协调。

因此，出于若干原因，东亚发展型国家的传统

概念已有所演变和调整。在东亚本身，成功的

工业化战略和经济体升至中等甚至高收入地位

降低了资本积累的重要性，增强了创新和技术

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与此同时，由于家庭

收入增加，消费方面的限制因素更难以存续，

而公民更多参与社会的愿望则更强烈，特别是

因为工业快速增长造成的环境退化。23 在国际

上，围绕全球价值链进行的全球生产重组使国

内公司越来越依赖跨国公司的指导，在这个过

程中背离了与国家的协议。由于国际贸易和投

资协定中的规则和条例更加严格，东亚经济体

已适用的一些产业政策措施的政策空间有所缩

小，而全球经济日益金融化使得实现宏观经济

和金融稳定更加复杂 (TDR 2006, 2014)。

从 1990 年代开始，国内和国际上这些变化促使

传统的东亚发展型国家采取了一系列自由化措

施和监管变革，从而导致了该地区 1997-1998
年的金融危机 (TDR 1998)。尽管危机起源于此，

但包括国际金融机构在内的国际政策圈的反应

是进一步妖魔化发展型国家，并提倡好好“做

生意”的理念。这种观点不仅以关于市场动态

的可疑假设为前提，而且将发展型国家与具体

的政策措施相提并论，并在空间和时间上冻结

这一概念。它没有认识到，其核心“不是干预

本身的存在，而是主导这种干预的发展雄心和

精英共识，以及有助于将雄心转化为或多或少

有效政策成果的机构能力的存在”，而就大韩

民国而言，“政府对产业支持的条件类型随着

目标的变化而变化，几乎没有证据表明韩国政

府已经放弃了在以科学为基础的产业中的这种

做法”(Thurbon, 2014: XI, XIV；强调是原有

的 )。24

事实上，大韩民国 2008 年通过的绿色增长战略

可定性为“一项具有积极产业政策维度的生态

导向型发展战略”(Dent, 2018: 1200)。除其他外，

该战略使基于本地技术的世界一流的智能电网

系统得以开发，并使大韩民国在锂离子电池和

氢燃料电池等关键储能技术方面占据全球领先

地位 (e.g., Dent, 2018; Kim, 2021)。这意味着，

这些变化并没有忽视发展型国家的作用，而是

让这个概念演变，可称之为“东亚生态发展型

国家”(Harrell and Haddad, 2021)，或更广泛地

称为“绿色发展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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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绿色发展型国家的重新定位保持了传统

发展型国家模式的核心要素 ( 见 TDR 1996；
Wade, 2018)，比如：㈠ 政治领导层的发展思路

以经济部门之间的结构性差异为中心，以长期

经济追赶为目标，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有力制定

者；㈡ 通过监管和激励结构实施强调国家在结

构转型中发挥积极和协调作用的政策方针，其

中国家支持以业绩要求为条件，产业政策以技

术升级和创造高薪工作为目标，也就是说，重

要的是干预的质量和方式，而非数量；㈢ 体制

架构依托胜任的以任务为导向的政府体系，该

体系不受特殊利益压力的影响，同时与私营部

门保持密切联系。

其与传统的国家主导模式之间也存在重大不同。

最重要的区别也许在于，政策制定者必须成功

地创造绿色工业活动，同时摧毁现有的化石燃

料密集型活动。如果要实现这些不同但相互关

联的目标，需要采取更广泛的政策措施，因为

人们认识到，在当今技术驱动的全球经济中，

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如果没有基于知识和创

新的发展战略，就无法蓬勃发展。

政策制定者需要的社会支持也远超产业精英的

支持。如果要综合考虑低碳经济结构转型的建

设性和破坏性因素，就需要国家和社会之间建

立联盟，将传统发展型国家通过创造高薪工作

而收编的工人也纳入其中，并更加关注发展的

空间层面，从而更加关注农村地区和农业发展

的作用。只有这种更加平衡的社会经济联盟才

能击败某些与碳密集型增长密切相关的精英和

利益集团的影响，这些集团的长期存在将使政

府不可能采用长期的绿色发展方针 (Oatley and 
Blyth, 2021)。

建立更平衡的社会经济联盟也是必要之举，因

为民间社会已成为发展进程中更积极主动和更

有权能的机构形式。Dent(2014: 1204)指出，“低

碳发展既是一个经济过程，也是一个社会过程，

既包括微观层面的个人生活方式和选择问题，

又包括宏观层面的工业和基础设施战略。”这

意味着绿色发展型国家必须明确目标，建立以

社会参与、审议和共识为基础，同时覆盖社会

广泛群体的国家 - 社会网络。企业精英可能更

关注与搁置资产有关的既得利益和经济损失，

而这些更广泛群体对共同利益的认同可能多于

企业精英，尽管如此，创建这种新型更广泛的

合法性基础仍会使迈向绿色发展型国家的进程

更加复杂。

传统发展型国家与绿色发展型国家之间的另一

个重要区别在于其国际层面。希望参与全球经

济竞争的国家一直将建设发展型国家作为战略

政治选择，但主要形式是出口目标和吸引外国

直接投资。相比之下，考虑到当今的超全球化，

政策制定者还需要制定资本账户管理措施，使

国内金融体系免受全球金融不稳定的影响。此

外，当今发展主义的目标最终源于经济活动去

碳化的全球议程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努力。

因此，将国家制定执行的各项战略与之相联系

是大得多的国际气候行动项目的一部分，国家

战略需要提及其对更广泛的国际低碳发展努力

( 如《巴黎协定》) 的贡献 (TDR 2019)。

还必须指出，一个国家如果专注于消除风险，

则将缩小绿色发展国家的政策空间，因为消除

风险往往意味着限制绿色发展国家适用的政策

工具。例如，监管去风险将更难维持垂直一体

化的国有能源公用事业，更难将化石燃料的

补贴转向可再生能源供应商 ( 如通过上网电价

税 )，或更难确保可再生能源的电网接入。此

外，金融去风险化将针对绿色赠款、税收减免

或债基工具，同时推动金融全球化，强调投资

组合流动 ( 而不是传统发展型国家的外国直接

投资 )，这往往会阻碍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

这还会将稀缺的财政资源从公共投资转向支持

公私伙伴关系，例如如果有偿使用基础设施方

面的需求不足，或者如果政府出台可能降低私

营部门利润的条例 ( 如提高最低工资 )，对私人

经营者进行补偿。25

由于气候适应政策的这些国际方面因素，需要

建立新的多边主义，使之能够提供实现共同繁

荣和健康地球所需的全球公益，并确保任何国

家对其经济和环境目标的追求都不会侵犯其他

国家追求这些目标的能力。下一章将对此作进

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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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结 论

结构转型的特点是生产结构从初级部门向制造

业转移，传统上这是实现快速经济增长最成功

的方式。现在的发达经济体以及东亚一些成功

的后发工业化国家遵循的就是这条道路。然而，

这种传统的化石燃料密集型发展模式无法满足

其他许多试图通过工业化提高国民收入的发展

中国家的愿望，因为这种模式将使排放和资源

消耗超出地球生态所能承受的极限。

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不是让发展中国家放弃制

造业发展，更一般而言，不是让它们放弃多样

化战略。答案应是建立一个低碳工业体系，由

可再生能源和绿色技术提供动力，各部门内部

和跨部门的经济活动通过资源高效型联系相互

连接。这种解决方案仍将制造业作为核心目标，

因为朝低碳经济转型的重要结构要素与工业化

密切相关。能源转型以及新兴的循环经济为减

少传统制造业的碳足迹以及制造低碳经济设备

提供机会。

向可再生能源的过渡和参与循环经济可以扩展

广大发展中经济体的工业化范围，因为这样能

够与依靠自然资源的经济活动脱钩。太阳能、

风能和水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分布比有经济开采

价值的化石燃料矿藏分布更为均衡，而循环经

济可实现从使用过的产品和废物中提取资源，

从而减少所需的新资源数量。许多与可再生能

源生产和循环经济有关的活动能够以经济划算

的方式低规模运作，可以为小企业和农村地区

带来商机。这不仅有助于使经济生产结构多样

化，减少许多国家对少数初级商品生产的依赖，

而且还可以扩大发展中国家的税基，促进调动

国内资源充当发展资金来源。这些活动还有助

于缓解各国的国际收支制约。依靠国内生产的

能源和粮食来满足需求，从而减少原材料进口，

有助于大幅减少进口，从而释放稀缺的外汇，

用于进口资本货物，以实现工业化和经济追赶。

如果不建立发展型国家，这些转型都不可能发

生。成功的结构转型通常依赖于积极的政府政

策。适应气候变化意味着全系统变革，如果没

有一种综合政策办法，同步和协调一致地应对

气候受限的世界中工业化的多重挑战，这种变

革就无法实现。除了进行大规模公共投资和通

过绿色金融工具为绿色结构转型所需的投资推

动融资之外，结构转型还涉及绿色产业政策和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这不仅会打破现有的化石

燃料利益，还会建立明确的规则，而实施这些

规则可以控制新绿色投资的轨迹，并确保获得

可以依赖广泛社会群体的合法性基础。

注

1 或者，换句话说，经济达到了所谓的“刘易斯

转折点”。

2 大部分批评涉及：刘易斯对新古典劳动方法的

质疑及其对同质单一部门经济的关注，以及他

明确提及古典经济学和历史经验(Sumner 2018
年)。

3 Lewis (1979)通过在二元经济模型中增加一个

“中间”部门扩展了他原来的方法。该部门包

括在城市地区从事制造、运输、建筑和各种服

务业的各类小型企业。它们通常没有注册，是

非正规部门的一部分。虽然这些企业提供了宝

贵的就业机会，但它们的资本基础、技术水平

和生产力普遍低于现代部门。

4 事实上，Lewis (1954)强调，传统的非资本主

义部门不仅应与农业或农村地区联系起来，还

应包括所有不使用可再生资本的经济活动。

这种批评也引发了所谓的“城市偏见”假设

(Lipton, 1977; Bates, 1988)，此种假设认为发

展中国家的贫困集中在农村地区，是政府政策

如何管理传统与现代部门之间的关系的直接结

果，下文对此加以进一步讨论。

5 这一概念与阿尔伯特-赫斯曼对发展经济学的

贡献密切相关。

6 这种关系被称为“维多恩定律”，它是基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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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观察：制造业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它有更大

的分工潜力，这就产生了规模经济。

7 初级出口也可以成为外汇收入的最初来源。然

而，除了上文提到的与可负担得起的食物供应

有关的问题外，这一机制还可能受到重要主食

之不可交易性的限制。

8 非洲经济体未能像东亚经济体那样实现结构转

型，往往与管理这两个部门之间关系的差异

有关。独立后的非洲各国政府被认为有一种

“城市偏见”，将基础设施集中在城市地区，

对农村地区课税过重，并使相对价格向城市

追求倾斜(Lipton, 1977；Bates, 1988)。但参见

Karshenas (2001)，他的结论是，1970年代和

1980年代非洲的主要政策失败不是农业税本

身，而是没有把钱放回农业，以提高生产力，

从而促进农业净剩余的增加。

9 有一些贫穷经济体，其工业化进程处于起步阶

段，或由于其他原因，对移民的收入激励较

低，气候变化就可能会收紧农村居民的流动性

限制，以至于他们无法承受移民(e.g., Selod and 
Shilpi, 2021)。在这种情况下，气候变化可能会

中止结构转型，导致大片农村人口陷入贫困。

10 土地退化和土壤养分枯竭也是所谓的“土地掠

夺”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土地及其可用的

水潜力被私人和公共行为者，包括主权政府收

购，往往是为了确保他们自己的国家粮食安全

和生物燃料需求。这些收购往往发生在土地

保有权法规薄弱的地区，地方政府需要财政

收入，同时对被剥夺权利的当地社区几乎没

有补偿，也很少顾及可持续的土地使用(e.g., 
Batterbury and Ndi, 2018)。

11 非洲的结构转型与东亚的经验持续存在差异，

原因显然相当之多，包括宏观经济和制度因素

在内。这里的叙述仅限于刘易斯模型的主要

内容。

12 从某种意义上说，就从端到端向低碳价值链过

渡的尝试而言，这是同一枚硬币的另一面，下

文对此作了讨论。参见Rani (2020)就为削减成

本起见进行非正规就业的一般性讨论，此种就

业的起因在于劳动法规或所费不赀的环境或社

会保护政策。

13 关于与气候有关的港口中断事件的成本，最新

证据参见，例如，Verschuur等人，2020年。另

见贸发会议，2020年b。

14 关于美国设想的机制，见总统《2021年贸易

政策议程》和美国总统《关于贸易协定计划的

2020年年度报告》，2021年3月，https://ustr.
gov/sites/default/files/files/reports/2021/2021%20

Trade%20Agenda/Online%20PDF%202021%20
Tr a d e%20P o l i c y%20A g e n d a%20a n d%20
2020%20Annual%20Report.pdf；关于欧洲联

盟，见欧盟委员会2021年7月14日通过的新的

“碳边境调节机制”提案，https://ec.europa.
eu/taxation_customs/green-taxation-0/carbon-
border-adjustment-mechanism_en；关于该建议

的讨论情况，详见贸发会议，2021年。

15 据媒体报道，欧盟计划利用其计划中的碳边境

税收机制预计的100亿欧元年收入来偿还其复

苏措施所产生的债务；见Mehreen Khan, “EU 
carbon border tax will raise nearly Euro10bn 
annually”, Financial Times, 6 July 2021, https://
www.ft.com/content/7a812f4d-a093-4f1a-9a2f-
877c41811486。

16 最近的文献认为，后发优势只能使那些不太落

后的国家受益，因为许多较贫穷的国家需要有

足够高的国内技术能力水平才能有收益地使用

先进技术(e.g., Oqubay and Ohno, 2019)。这有

助于理解为什么许多最不发达国家并未从其

“后发优势”中受益。

17 关于本辩论的情况，见TDR 2006, 2016; Cherif 
and Hasanov, 2019; Oqubay et al., 2020。

18 关于绿色产业政策相关定义和概念的讨论，

详见Altenburg and Rodrik, 2017; Harrison et al., 
2017; and Tagliapietra and Veugelers, 2019。

19 关于对埃及、摩洛哥和突尼斯的可再生能源与

制造业联系的潜力的更总体性评估，见欧洲投

资银行，2015年。

20 见经合组织，2019年，关于1970年以来物质资

源使用的最新情况和2060年之前的预测。

21 见粮农组织，2017年，涉及具体国家的例子见

粮农组织，2021b。

22 ‘Pathways to Breaking the Fossil Fuel Lock-
In’. Sources: Bank of England (2020). Asset 
Purchase Facility (APF): Additional Corporate 
Bond Purchases – Market Not ice 2 Apr i l. 
Available at https://www.bankofengland.co.uk/
markets/market-notices/2020/asset-purchase-
facility-additional-corporate-bond-purchases 
[Accessed 19 July 2021]; European Central 
Bank (2021). Pandemic Emergency Purchase 
Programme. Available at https://www.ecb.europa.
eu/mopo/implement/pepp/html/index.en.html 
[Accessed 15 August 2021]; US FED (2021).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The Fed - Secondary Market Corporate 
Credi t Fac i l i ty. Avai lab le a t h t tps://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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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deralreserve.gov/monetarypolicy/smccf.htm 
[Accessed 23 June 2021]. 

23 这种环境恶化有国内因素，表现为城市、土壤

和河流被污染，以及温室气体排放量高，但也

有国际因素，表现为有些国家砍伐森林，为建

筑和家具行业提供木材，或提供大豆用作动物

饲料。

24 关于发展型国家的所谓死亡的讨论，详见例

如，Thurbon 2014; Wade 2018。

25 有关这些问题的讨论情况，详见Gabor,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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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治理：

国际贸易和金融方面的挑战 V

A. 导 言

在最近的《贸易和发展》报告中，贸发会议概

述了为应对国际社会面临的多重挑战而实施全

球绿色新政的理由。其核心在于呼吁大力进行

协调一致的投资和就业推动，以创建更清洁和

更高效的全球能源系统。但该全球复苏战略与

以前的同名战略一样，与监管和再分配措施有

关，而这类措施也应具有全球维度。其中包括：

采取措施 ( 并进行相关体制改革 )，以遏制大型

金融和非金融公司的不当权力和掠夺性做法，

减少造成社会支离破碎和经济扭曲的财富和收

入不平等，并确保保障许多人，而不仅仅是少

数特权阶层，能够抵御不可预见的冲击。

本《报告》前几章解释说，在国家一级，推行绿

色新政需要恢复因过度依赖市场力量而失去的政

策选择 ( 及其执行空间 )。在过去四十年中，有

两个关键假设指导了许多国家的经济政策：一，

私营部门处于独特的地位，应该不受影响，在市

场效率的指导下，通过注重成本竞争力来提高国

民收入；二，财政紧缩是政策制定者纠正可能改

变市场结果的宏观经济失衡的最佳工具。

结果，全球经济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缩小了公

共空间，同时释放了金融化和食利主义的力

量。然而，它没有兑现创建更有活力、更具包

容性和更稳定的经济体系的承诺。这种失败在

公、私投资方面尤其明显，在这一时期，许多

国家的趋势是停滞或下降，而大多数国家工资

与生产力增长之间长期脱节，加上公共服务退

化，造成日益扩大的社会经济差距 (TDR 2017, 
2020)。

各国政府对本次大流行疫情采取的前所未有的

对策说明它们认识到，政策转变的必要性和空

间都比以前所承认的还要大。第二章提供了一

系列经验教训，为各种政策力量提供指导，而

不仅限于当前危机和复苏的背景。其中，人们

认识到，“除非人人安全，否则无人安全”，

这一说法直接将韧性挑战扩大到气候适应。

但是，各国应对这一挑战的能力存在重大差异。

特别是，本次大流行疫情暴露了发达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在调动所需资源以应对意外冲击方面

的差距。这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对新能源的大量

投资，也影响到它们应对全球气温上升带来的

日益严重的威胁的能力。

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气候威胁加剧，并不是它们

自己造成的。鉴于这一历史，以及它们在调动

资源方面受到的严格的外部限制，不能指望它

们在没有国际社会大量资金和技术支持的情况

下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正如第三章所述，共同

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意在确保先进国家提供这

种支持，并与它们从将两个世纪的温室气体排

入大气中所获得的经济利益相称。调动和协调

这种支持的最佳工具仍然是多边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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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的《报告》强调，目前的多边架构需要进

行改革，以便能够在国际社会设定的时间框架

内，朝向国际社会确定的远大目标，去解决发

展中国家面临的多重危机。在某种程度上，这

意味着让 1944 年至 1947 年间建立的机构回

到其最初设计者的意图 (Gallagher and Kozul-
Wright, 2021)。然而，即使假设我们处于“布

雷顿森林时刻”(Georgieva, 2020)，鉴于原始设

计中的弱点和不对称性 ( 特别是在经济发展问

题上 )，这也不可能是简单地让时钟倒转就行。

在 2021-22 年，创建一个新的多边主义以实现

共同繁荣，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任务一

样艰巨，甚至可以说更加艰巨。现在的全球经

济规模更大、更复杂、更脆弱；对资源的竞争

需求更大；而必须倾听的声音，特别是来自发

展中世界的声音，也更加多样化。

重建得更好，需要在国家层面重新思考公共政

策，同时更新公共机构，重振社会契约，并在

全球一级实施新的合作和领导原则。正如上一

章所述，加强发展型国家的远大目标和能力，

是发展中经济体进行建立韧性所需的结构性变

革的必要条件，以免加剧气候危机和造成进一

步的环境破坏。但发展中国家需要国际层面的

集体支持，以补充和支持其国内的资源调动工

作。如果能有效协调这两方面的进展，就能推

动对所有人民和全球都有用的议程。

本章分析气候适应挑战方面的两大多边领域：

国际贸易规则和金融体系。正如本《报告》前

文所述，气候适应被对气候减缓和减少温室气

体排放目标的承诺所掩盖。这种不对称性重现

于更广泛的贸易和金融架构之中，它们没有为

发展中经济体的有韧性和有气候意识的增长提

供必要的机会和资金。现有的规则和原则不能

满足面临适应挑战的发展中经济体在技术、经

济和融资方面的需求。下面我们将详细回顾这

些挑战和机制，并概述政策变革建议。

B. 气候适应与国际贸易体系

随着稳定气候和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时间越

来越短，所有国家都应根据其《巴黎协定》的

承诺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找到既能促

进、又能约束贸易和投资的方法。但是，在国

际贸易体系改革中，许多势头渐增的倡议仍然

坚持片面的自由化议程。迄今为止，这一议程

既没有兑现发展的承诺，也没有与减少排放相

联系。进一步执行此项议程，可能会破坏任何

公正过渡的概念，因为它使那些对气候相关损

害负有最小责任的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地位。

1. 世贸组织内和其他贸易协定中的贸易和环
境问题

2020 年 11 月，世贸组织 23 个成员 ( 包括欧盟 )
发起了“贸易和环境可持续性结构性讨论”，

打算在第十二届部长级会议上向部长们报告具

体的成果、倡议和下一步措施。1 自那时起，有

关贸易和环境的问题在世界贸易组织中再次得

到重视。此后，在各次会议上就下列问题提出

了建议：环境商品和服务贸易自由化；改革有

害环境的补贴；碳边境调节机制与气候行动；

循环经济和生物多样性。2

《马拉喀什协定》序言强调需要“扩大货物和

服务的生产和贸易……，同时应依照可持续发

展的目标，考虑对世界资源的最佳利用，寻求

既保护和维护环境，又以与它们各自在不同经

济发展水平的需要和关注相一致的方式，加强

为此采取的措施。”3

根据这一目标，《多哈部长宣言》第 31 ㈢段呼

吁就“减少或酌情消除环境商品和服务的关税

和非关税壁垒”进行谈判，4 第 32 段呼吁特别

关注环境措施对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市

场准入的影响，以实现有利于贸易、环境和发

展的三赢局面。

2014 年 7 月，世贸组织启动了关于诸边《环境

商品协定》的正式谈判，但只有两个发展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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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加入；2016 年，谈判陷入僵局。发展中国家

不加入谈判的一些原因包括：缺少发展层面，

将主要支持发达国家出口利益的具有多种非环

境用途的商品列入清单，以及担心贸易自由化

会基于非环境和社会问题歧视其产品 (Khor et 
al., 2017; de Melo and Solleder, 2020)。

在世贸组织之外，气候问题已经反映在贸易体

系中，主要被收入双边或诸边贸易协定中不具

约束力的可持续性章节。这些章节可以说对鼓

励气候行动的影响有限 (Lowe, 2019)，但主要

有助于确保富裕地区作为全球标准制定者的监

管优势 (Goldberg, 2019)。2021 年七国集团贸

易部长公报还包括承诺“将贸易作为气候变

化解决办法的一部分”，特别强调破坏环境

的农业做法和碳泄漏问题，即高排放行业将

业务从监管较严地区转移到标准较低地区，

破坏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 (G7 Trade 
Ministers’ Communiqué, 2021)。防止碳泄漏一

直是发达经济体议程的重点，因为它们担心自

己较高的环境标准会给环境监管不严的国家带

来不公平的贸易优势，他们一直在要求“公

平竞争”(United States Congress, 1992)。其中

一项措施是拟议的碳关税或碳边境调节机制，

联合王国、美国和加拿大正在加以审议；它

已成为欧盟协调贸易和气候的旗舰政策 —— 绿

色 新 政 —— 的 一 部 分 (European Commission, 
2021)。

七国集团公报还强调了贸易部长们反对“不公

平贸易”和“非市场政策和做法”的统一立场，

包括工业补贴和强制技术转让，尽管这些国家

在自己的成功发展过程中也使用了这些政策。

七国集团还呼吁全面修订特殊和差别待遇原则，

基本上是要求以更有针对性的具体措施来收缩

特权。采用特殊和差别待遇是为了让发展中国

家从非互惠的关税减免中受益，并授予它们一

些特殊的权利和特权，以减轻它们在国际贸易

体系中面临的不利因素，并帮助它们执行多边

贸易协定 (Kozul-Wright et al., 2019)。发展中国

家在大流行疫情之后近乎面临又一个失去的十

年，而世界上最先进的经济体通过特殊和差别

待遇或产业政策工具限制它们可利用的政策空

间，却又期望它们达到日益苛刻的气候目标，

这其中显然存在矛盾。

还在这些最近的单边建议之先，即已开始就诸

边《气候变化、贸易和可持续性协议》展开谈判；

该协议集合了六个“先行”国家 ( 哥斯达黎加、

斐济、冰岛、新西兰、挪威和瑞士 )，在协调

贸易和气候问题方面形成势头。虽然谈判仍在

进行中，尚未形成具有可执行规则和条例的正

式贸易协定，但它表明这些国家计划解决贸易

和气候问题，即：降低环境商品和服务的关税，

取消化石燃料补贴，制定自愿生态标签计划的

准则。5

2. 全球价值链时代的碳边境调节机制

全球经济的相互关联性和生产过程的分散性使

得我们很难准确地衡量任何特定国家的碳足迹，

因为发展中国家相当比例的二氧化碳排放是在

为发达国家生产消费品时产生的。通过全球价

值链组织全球生产导致许多碳排放生产活动被

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相关的生产前和生产后

的低碳活动则保留在发达国家 (TDR 2018)。因

此，北方相对的能源高效与南方的能源效率低

下密切相关。

根据 Yamano 和 Guilhoto (2020) 公布的 65 个国

家、2005-2015 年期间最终需求和国际贸易总

额所体现的碳排放量数据，在 2015 年全球二氧

化碳排放总量中，约 27% 与国际贸易有关，集

中在七个行业 ( 采矿和提取能源生产产品；纺

织品、服装、皮革和相关产品；化学品和非金

属矿物制品；基本金属和金属制品；计算机、

电子和电气设备；机 ( 器 ) 具及设备；机动车、

拖车和半拖车 )。这些也是通过全球价值链进

行贸易比例较高的行业。对这些数据的分析显

示出另外三个特点。

首先，全球国内最终需求和全球总出口中所含

非经合组织国家的全球二氧化碳排放份额分别

为 57% 和 69%。不过，如果从非经合组织的总

量中去除中国的份额 (25%)，非经合组织在全

球最终需求所含二氧化碳排放中的份额将降至

32%，低于经合组织国家的份额 (43%)。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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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2015年经合组织和非经合组织国家国内最终需求和总出口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根据经合组织数据进行的计算，https://www.oecd.org/sti/ind/carbondioxideemissionsembodiedininternationaltrade.htm。

43%

32%

25%

经合组织成员国
非经合组织成员国减去中国
中国

31%

16%

53%

A. 国内最终需求中所含二氧化碳排放量
(百万公吨)

B. 总出口中所含二氧化碳排放总量
(百万公吨)

经合组织成员国
非经合组织成员国减去中国
中国

全球出口总额中非经合组织国家如果减去中国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其份额将几乎是经合组织

国家的一半，即只有 16%，而经合组织国家是

31%( 图 5.1)。

第二，2005-2015 年期间，经合组织国家基于

生产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有所下降，但在

2015 年仍然远远高于非经合组织国家。大多数

发达经济体，如澳大利亚、加拿大、欧洲联盟、

德国、日本和美国，与中国、印度、印度尼西

亚和马来西亚等发展中国家相比，其人均二氧

化碳排放量更高。

第三，2005-2015 年期间，经合组织国家对非

经合组织国家的出口总额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的增长速度远超其从非经合组织国家进口的二

氧化碳排放量。几乎所有行业和服务中都呈现

同样的趋势 ( 图 5.2)。尽管经合组织国家的排

放水平较低，但其出口总额中二氧化碳排放量

的增长快于其进口总额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这一事实表明，全球经济中的相互联系日益紧

密，使得人们无法区分全球价值链中的高碳排

放者和低碳排放者。

同时，如果碳边境调节机制真正得到实施，其

对发展中国家结构转型的影响将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其详细的技术规格，这方面一大法律挑

战就是使这些机制与世贸组织规则兼容。然而，

撇开这些详细技术规格不谈，这些机制所依据的

原则是将发达国家选择的环境标准强加给发展

中国家。它违背了《巴黎协定》所载共同但有

区别的责任原则。此外，如果这些机制的收入被

用于发达国家，而不是投资于发展中国家的气

候适应，就会彻底违背气候融资的基本原则。6

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自 1995 年以来，

贸易中所含碳排放量的绝对值和在全球排放量

中的份额都在增加。不过，全球贸易量的增长

速度比贸易中所含碳排放的增长更快”(OECDb, 
201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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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2005-2015年经合组织国家的出口总额及从非经合组织国家进口的总额中二氧化碳排放增长情况

(百万公吨)

资料来源：见图5.1。

2015 年，国际贸易中所含二氧化碳排放量 (88
亿吨 ) 仅占全球总排放量的 27.2%(Yamano and 
Guilhoto, 2020)。这表明，为生产国内消费的商

品和服务而产生的碳排放在全球碳排放中的比

例远远高于国际贸易中的碳排放。因此，国家气

候适应政策可以发挥比国际贸易政策大得多的

作用。然而，一些发达国家已经提出了环境商

品和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建议 (e.g. WTO,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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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 环境相关商品的主要出口方

出口额
(百万美元)

占出口总额的份额
(百分比)

欧洲联盟(欧盟27国) 510 210 38.8

中国 279 877 21.3

美国 106 252 8.1

日本 85 738 6.5

大韩民国 46 524 3.5

联合王国 36 760 2.8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27 282 2.1

新加坡 26 360 2.0

加拿大 20 440 1.6

瑞士 17 847 1.4

备忘项目：
以上各项总计

1 157 290 87.9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根据世界银行世界综合贸易方案数据库和联合

国商品贸易数据库进行的计算。

3. 推动环境商品和服务的自由化

经合组织 (2019b) 编制的环境产品综合清单提

供了 248 种环境相关商品的协调制度 6 位数级

别代码。2019 年，这些商品的前十大出口方是

欧洲联盟，其次是中国、美国、日本、大韩民国、

联合王国、中国香港特区、新加坡、加拿大和

瑞士，合计占全球出口的 88%( 表 5.1)，大多数

发展中国家是这些商品的净进口国。

发展中国家对这些环境相关商品征收的平均

关税为 5% 至 6%，对一些产品的关税最高超

过 100%，而在大多数发达国家，这些关税都

低于 1%(OECD, 2019)。例如，乘用车 (HS 代

码 8703.90) 也在环境产品综合清单中列为环

境商品，在以下国家征收关税，其税率为：印

度 125%，巴基斯坦 100%，尼泊尔 80%，埃及

51%。

2019 年，发展中国家对这些商品征收的关税收

入达 150 亿美元 ( 采用适用关税税率 )。因此，

这些产品的贸易自由化将导致发展中国家关税

收入遭受巨额损失。这可能会产生重大不利影

响，尤其是现在迫切需要国内资金来源，以对

抗 COVID-19 大流行疫情和应对气候变化。表

5.2 列出了 99 个发展中国家中这些产品的关税

年收入估计数。

虽然没有就哪些货物应列入环境货物清单达成

共识，但环境服务已经分类，供《服务贸易总

协定》谈判之用。关于环境服务的谈判历来是

在服务贸易理事会下面进行的，重点是污水处

理服务、垃圾处理服务和环卫服务，此类服务

被列入《服务部门分类清单》的环境服务部门

(GATT, 1991)。但一种尝试是扩大环境服务的

范围，将工程、建筑、设计、一般管理、建筑

等服务都包括进来 (OECD, 2017)。由此产生的

对这些服务的任何承诺都将剥夺《服务贸易总

协定》正面清单模式在服务贸易自由化方面向

发展中国家提供的灵活性。此外，还存在一种

风险，即强制要求对重要的公用事业进行自由

化将导致不良的发展结果，因为这创造了利益

冲突的环境，因为公共品的交付是以获利为目

的的。而这将进一步限制发展中国家以公共采

购为政策工具实现社会目标的能力。

4. 国际贸易规则能否促进循环经济？

最近在世贸组织，发达国家一直在宣扬“循环

经济”，以获得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准入。人们

有时认为，贸易自由化对于走向循环经济是必

不可少的，特别是因为出口禁令形式的贸易限

制可能会阻碍与再利用、修理、翻新、再制造

和回收有关的循环经济活动 (OECD, 2018)。

关于再制造或回收产品和废物贸易自由化的呼

吁可以追溯到 2004 年，当时人们首次提出了

影响医疗和重型设备以及机动车辆和零部件

等再制造货物贸易的非关税壁垒问题 (WTO, 
2004)。当时指明的有关再制造产品的一些非关

税壁垒有：要求提供驻原产地国领事馆签署的

保证进口产品“如新”的“翻新证明”；如果

再制造产品有国产同等产品，或可以国产品替

代，则禁止进口；规定所进口的再制造产品满

足“特殊需求”测试；要求特许工程师对零部

件至少剩余 80% 原始寿命加以认证。为了消除

这些限制并使再制造产品的贸易自由化，世贸

组织一些成员在 2010 年提出一项关于再制造产

品贸易的部长级决定 (WTO,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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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 2019年发展中经济体环境商品关税收入

加权平均
关税税率

最高关税
税率

环境商品进口
(千美元)

关税收入
(千美元)

加权平均
关税税率

最高关税
税率

环境商品进口
(千美元)

关税收入
(千美元)

阿尔及利亚 10.2 60 5 936 180 606 678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0.3 20 651 445 2 150

安哥拉 3.3 50 1 680 473 55 120 黎巴嫩 3.4 20 693 714 23 517

安圭拉 14.7 20 8 979 1 323 莱索托 0.2 30 283 544 482

安提瓜和巴布达 10.9 35 55 488 6 065 澳门 0.0 0 187 547 0

阿根廷 9.8 35 6 292 625 619 194 马达加斯加 5.7 20 191 376 10 889

亚美尼亚 2.9 15 301 507 8 804 马拉维 4.6 25 82 154 3 763

阿鲁巴 11.6 50 70 954 8 195 马尔代夫 20.9 400 312 341 65 217

阿塞拜疆 5.3 15 1 569 400 83 649 马里 8.2 20 168 101 13 734

巴林 3.2 5 1 407 649 44 341 毛里塔尼亚 8.8 20 184 151 16 224

孟加拉国 8.0 25 2 349 383 187 246 毛里求斯 0.5 30 348 394 1 881

伯利兹 7.3 45 59 056 4 287 蒙古 5.0 20 493 144 24 559

贝宁 7.6 20 100 845 7 614 蒙特塞拉特 10.5 35 3 859 403

不丹 1.1 100 63 192 695 摩洛哥 2.1 25 3 199 868 68 157

玻利维亚 2.9 20 1 624 712 46 629 缅甸 1.3 30 995 940 12 648

博茨瓦纳 1.4 30 266 854 3 816 纳米比亚 0.7 30 373 416 2 689

巴西 10.5 35 15 557 060 1 630 380 瑙鲁 10.5 30 5 024 529

文莱 0.0 5 900 181 270 尼泊尔 9.6 80 465 351 44 813

布基纳法索 8.1 20 179 222 14 535 尼加拉瓜 1.5 15 311 005 4 789

布隆迪 8.9 35 16 597 1 472 尼日尔 9.2 20 86 909 7 987

喀麦隆 13.9 30 316 419 44 014 阿曼 2.1 5 3 522 949 73 982

佛得角 6.1 40 58 834 3 589 巴基斯坦 11.5 100 4 220 456 483 664

智利 0.4 6 4 604 802 20 261 帕劳 3.0 3 10 470 314

中国 3.7 15 151 613 712 5 655 191 巴布亚新几内亚 1.9 25 409 901 7 870

哥伦比亚 1.6 35 3 404 373 55 491 巴拉圭 4.2 20 541 667 22 642

科摩罗 12.2 20 2 706 329 秘鲁 0.1 11 3 055 895 2 139

刚果民主共和国 9.3 20 393 356 36 543 菲律宾 1.2 30 8 667 970 104 016

库克群岛 0.0 0 8 580 0 卡塔尔 3.4 5 3 184 188 107 307

哥斯达黎加 0.8 14 993 988 8 151 卢旺达 6.4 35 306 986 19 524

科特迪瓦 8.6 20 787 451 67 721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8.8 20 4 248 372

古巴 10.0 30 475 653 47 660 塞内加尔 8.5 20 680 144 57 948

厄瓜多尔 6.8 35 1 419 910 96 128 塞舌尔 0.0 25 105 682 0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2.4 135 3 659 071 88 915 新加坡 0.0 0 25 144 184 0

萨尔瓦多 1.4 30 509 218 7 180 所罗门群岛 8.1 15 26 787 2 156

斯威士兰 0.4 30 9 9071 406 南非 2.1 30 5 633 598 118 869

斐济 7.9 32 149 789 11 848 斯里兰卡 5.7 30 1 072 420 60 806

法属波利尼西亚 5.0 13 99 797 4 990 圣基茨和尼维斯 11.9 45 19 830 2 354

加蓬 12.5 30 249 306 31 039 圣卢西亚 5.5 50 50 521 2 784

加纳 8.3 20 938 607 78 280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8.7 35 21 893 1 900

格林纳达 7.1 35 16 788 1 195 苏里南 6.3 30 155 882 9 852

几内亚 8.1 20 216 794 17 539 中国台湾省 2.0 18 17 070 441 334 581

几内亚比绍 8.8 20 12 872 1 134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6.2 35 724 055 44 819

圭亚那 6.1 45 220 345 13 529 多哥 12.6 20 136 060 17 184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0.0 0 30 341 851 0 土耳其 0.6 16 13 607 372 84 366

印度 6.4 125 25 710 053 1 645 443 乌干达 6.1 35 426 025 26 158

印度尼西亚 1.6 50 15 567 797 244 414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4.0 5 15 153 056 612 183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12.4 55 5 207 631 643 142 乌拉圭 6.3 23 496 472 31 178

哈萨克斯坦 1.4 15 7 748 942 106 935 委内瑞拉 11.4 26 282 817 32 241

肯尼亚 8.0 35 539 190 42 973 越南 1.0 70 21 151 174 217 857

科威特 3.9 5 4 971 529 191 901 瓦利斯和富图纳群岛 0.4 10 2355 10

吉尔吉斯共和国 2.6 20 237 716 6 157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根据世界银行世界综合贸易方案数据库和联合国贸易分析和信息系统进行的计算。关税收入是按适用的关税税率计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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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议的部长级决定被否决，主要是因为一些发

展中国家忧虑这些进口可能对其本国新产品生

产者和新技术转让产生不利影响。其危险在于，

二手、翻新或再制造的商品可能会将发展中经

济体锁定在过时和低效的技术解决方案中，因

此会延迟环境目标的实现 (Steinfatt, 2020)。也

有人对废物和废料贸易自由化表示关切，因为

这将给发展中国家的废物管理系统，特别是缺

乏健全的废物管理监管框架和相关基础设施能

力的发展中国家的废物管理系统造成额外压力。

发展中国家认为，对金属废料和废品的出口禁

令等限制措施是用来促进国内加工和增值的。

此外，二手衣服和鞋类的进口被认定对改革纺

织业和皮革业 ( 尤其在非洲 ) 有重大的负面影

响。人们还认定，此类进口对消费者的健康、

人的尊严和文化产生不利影响 (Wetengere, 2018
年 )。

因此，虽然走向循环经济对控制资源使用和环

境退化至关重要，但没有什么理由把这样做所

需的行动与贸易自由化结合起来。相反，循环

经济可能最好通过适当的国内监管政策加以实

现，正如前一章所讨论的那样。

5. 贸易和环境议程的前进方向

虽然气候适应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的优先事项，

但贸易商品和服务中的温室气体排放只占全球

碳排放的 27%。这表明贸易政策对全球绿色增

长议程的贡献范围相当有限，贸易政策只是作

为实现环境可持续增长的一个补充工具。与其

制定关于贸易自由化的贸易和环境议程，不如

充分利用在“特殊和差别待遇”与《联合国气

候变化框架公约》“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

则之间的一致性，这样做，可以为以发展为导

向的处理贸易与气候的关系的方法提供一个更

好的起点。

特殊和差别待遇旨在扩大发展中国家的政策空

间，以解决它们在融入全球贸易体系时面临的

具体挑战，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承认先

进经济体对造成气候变化的历史性排放负有大

部分责任，因此应承担大部分负担，以应对气

候变化的影响并解决其根本原因。特殊和差别

待遇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都承认系统不

对称性，两者的趋同导致了截然不同的协调贸

易和气候议程。该议程强调扩大绿色产业政策

的政策空间；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灵活性

以及促进气候和环境相关产品技术转让的激励

措施；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过渡支持，以加速

采用可再生能源；扩大财政支持，其数额超过《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进程中为发展中国家

实现气候目标商定的 1 000 亿美元的气候融资

目标。

(a) 扩大气候和发展的政策空间

要使“特殊和差别待遇”与“共同但有区别的

责任”原则保持一致，第一步是要扩大非互惠

的特殊和差别待遇措施，以扩大气候和发展举

措的政策空间。对世贸组织贸易和环境规则的

有限气候豁免，加上对发展中国家与贸易有关

的环境措施争端的“和平条款”可能是一条前

进之路。定义严格的豁免和和平条款将向各国

保证：它们不会因气候和发展友好型倡议 ( 如
优先考虑向可再生能源过渡、绿色采购和绿色

就业计划 ) 而面临争端 —— 所有这些倡议，先

进经济体也在优先考虑中，但在世贸组织争端

机制下可能会受到挑战。7

虽然豁免和和平条款等法律工具将有助于减少

限制性规则的数量和监管寒蝉效应的程度，并

有助于扩大发展中国家的政策空间，但先进经

济体的单边行动可以提供进一步的回旋余地。

采取奖励性的办法，如在官方发展援助之外提

供专用于气候的资金的可选优惠计划，或者以

优惠的市场准入换取在国家自主贡献方面取得

进展，就可以加快气候行动，而无需诉诸具有

反发展效果的惩罚措施。

(b) 气候与知识产权

最近的证据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并不能促进低

碳技术的转让 (Pigato et. al., 2020)，这表明减

轻知识产权保护可能是确保低碳技术全球传播

的最佳途径。这就要求作出多边安排，体现

“分担责任”的承诺，使低碳技术得到广泛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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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达成这种安排的一项举措，国际社会可以支

持改变知识产权规则的倡议，例如由世贸组织通

过一项关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和气候

变化的部长级宣言，以期扩大在气候相关商品和

服务方面，发展中国家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

权方面享有的灵活性。2001 年世贸组织部长级

会议在多哈通过了《关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

权协定〉与公共健康的宣言》，重申与贸易有关

的知识产权协定成员国在规避专利权以更好地

获得基本药物方面享有灵活性。这可以为建立创

新机制、促进获得受专利保护的关键绿色技术提

供基础。可以为这项议程提供支持的其他举措包

括作为全球公益物的关键绿色技术的公开采购、

低排放研究和设计方面的南南合作以及包括技

术转让在内的绿色投资战略。

(c) 气候融资和贸易

关于气候融资和贸易之间的关系，现有的碳边

境调节机制和取消环境商品和服务的关税的建

议可能会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调动产生尤其严

重的影响，因为这些国家目前的经济总产出比

发达国家的碳密集度更高，而且关税在政府收

入中的比例更大。可以通过贸易和环境基金提

供新的融资支持，正如一些世贸组织成员所建

议的那样 (WTO, 2011)。此基金可为采购关键

技术的增量成本提供资金，为特定的绿色技术

提供赠款，为联合研究、发展和示范提供资金，

以及建立技术转让中心、交流和机制。

如果在世贸组织就碳关税进行谈判，就必须确

保此问题留在基于规则的多边体系中。不应在

较小的发达经济体集团之间做出决定，因为这

将有可能进一步破坏世贸组织其他成员，特别

是受影响最大的成员，对多边贸易体系和全球

气候倡议支持实现发展目标的能力的信任。

虽然不清楚目前审议的碳边境调节机制形式是

否符合世贸组织规则，但任何此类机制如果包

括一个再分配机制，将新的关税收入转用于发

展中国家绿色转型的专项资金，将最有利于全

球气候承诺和发展目标的实现。此外，任何征

税或取消关税都应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

平、国家目标和需求相称，并应设置适当的过

渡期，以便让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分

阶段履行义务。但最重要的是，对全球南方国

家政府的任何要求都应取决于上述更有效的政

策 —— 扩大政策空间、加强知识产权灵活性和

开辟新的气候融资来源，以避免对发展举措产

生灾难性影响。

C. 为气候适应融资：问题、工具、机构

面对气候挑战，无论是减缓还是适应，都需要

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前所未有的投资。8 正如本

《报告》第三章所指出的那样，各种估计趋同

于以下数字：如果要把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 1.5
至 2 度之间，那么推动全球清洁能源投资的力

度每年应达到全世界产出的 2-3% 之间，并持

续到下一个十年。假设过渡公正进行，其中包

括为气候适应目的提供足够的融资，那么这一

区间的上端似乎是适当的目标，即相当于每年

2.5 万亿美元左右。从比较角度看，经合组织国

家在 2020 年发行了 18 万亿美元的债务来应对

COVID-19 危机。9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委托进行的一项研究 (UNEP, 
2020) 估计，到 2030 年对气候适应和复原力投

资的年度需求可能在 1 400 亿至 3 000 亿美元

之间，到 2050 年可能在 2 800 亿至 5 000 亿美

元之间。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到 2030 年，在

中低收入国家的电力、水和卫生以及运输部门

建设有气候适应能力的基础设施，每年将需要

110 亿至 650 亿美元 (Timisel, 2021: 3)。目前，

扩大发展融资被视为旨在将现有资金 ( 或储蓄 )
用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 包括气候减缓和气

候适应目标 )的一项基本静态的重新分配工作。

这一议程的核心是这样一种思想，即，应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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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公共财政“撬动”国际私人融资，具体做

法是通过允许投资者对冲风险的混合融资工具，

更广泛而言，是通过“着手进行全系统保险并

分散风险，以创造一个大规模的资产类别，动

员私营部门进行更大幅度的参与”(EPG-GFG, 
2018: 30)。

本议程的侧重点不是鼓励发展中国家打造能够

对国内创造促发展信贷进行管理的国内银行和

金融体系，也不是倡导采取措施减少它们对动

荡国际金融市场的风险敞口，而是如何最好地

增加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私人财富持有者的吸引

力，通过“金融创新”为国际投资者 ( 和债权

人 ) 提供风险保障，使这种风险在“整个系统”

中得到分散、获得保险。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

这实际上意味着将这种风险的大部分转移到公

共领域 (Attridge and Engen, 2019)。

气候融资的政治经济学涉及对发展中国家融资

需求的两个具体后果。首先，在为气候投资进

行融资依赖援助的情况下，其所需资金不得不

与捐助方其他优先事项竞争，特别是与减贫关

系更密切的优先事项竞争，且受到捐助方预算

的变量限制。因此，承诺用于气候相关融资

的实际资金尚未接近应对气候挑战规模所需的

金额。

第二，由于气候投资已开始依赖市场化金融工

具来筹集资本，本报告第三章阐述的风险管理

的主导范式优先考虑气候减缓方面的盈利活动，

导致气候适应需求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供资

不足。即使在气候减缓努力方面，现有的气候

治理体系也将投资者理性假定为一个既定事实；

优先考虑“市场纪律”并将气候变化理解为需

要披露风险的金融稳定风险 (Christophers, 2017: 
1108)。在这种类型的治理中，金融化已将权力

从公共部门转移到市场，即转移到管理公共、

私人和混合融资的基金和基金经理，从而降

低了问责和透明度的质量 (Bracking and Leffel, 
2021; Christophers, 2019)。

以往的《报告》突出了这种气候治理特别是让

金融市场决定气候导向投资优先事项所产生的

一些关切。10 而疫情不过是证实，公共品 ( 和
公害物 )的管理需要政府通过专门的公共政策、

投资和服务发挥带头作用。

如下文进一步详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表

明，公共多边发展举措在国家和地方各级建设

复原力方面取得了更大的成功。然而，这种供

资往往存在资本来源不足、不可靠以及多个行

为体之间缺乏协调的问题。因此，用于气候适

应目的的融资被夹在资金不足的公共机制和充

满热情但不可靠的私人机制之间。

显然，需要更加结构化的解决方案来应对广义

的气候治理挑战和特别是气候适应需要。这种

变化需要由发展型国家根据当地需要在国家层

面进行战略指导，但国际金融机构在调动和协

调支持这种变化的资源方面需要发挥比目前更

大的必要作用。

本节分析了迄今为止绿色融资举措的情况和记

录，然后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我们的分析表

明，为发展中国家的气候适应缺口提供资金，

既需要大规模扩大赠款融资和优惠融资，也需

要增加所筹资金惠及预期用户和目的的确定性。

最后一节概述了朝着必要政策改革方向采取的

一些措施。

1. 官方发展援助和气候基金的作用

提供充足的 —— 最好是基于赠款或高度优惠

的 —— 国际气候资金是全球气候变化合作的基

石 (Oxfam, 2020; UNCTAD, 2019, 2020)。气候

变化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其所涉问题的紧迫

性和代价，不仅因为其作为“公害物”的性质

要求采取集体行动，而且还因为许多受气候条

件变化影响最严重、最需要气候适应投资的国

家对造成这些变化的责任最小。

这些国家面临的主要困境是，为气候适应融资

不像为气候减缓融资那样可能产生创收机会。

此外，即使资金在这两大类之间平均分配，来

自官方发展援助和专项全球气候基金捐款的总

规模依然太小，无法满足相关需求 ( 表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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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3 气候资金存量和流量(按捐助方报告分列)

气候资金年度流量

在坎昆(2009年)和哥本哈根(2010年)认捐

的数额
1 000亿美元

向《气候公约》和经合组织报告的已付

资金流量(2017年)
560亿美元

向《气候公约》和经合组织报告的已付

资金流量(2018年)
630亿美元

乐施会对有效气候净援助的估计 190-220亿美元

来自《气候公约》项下气候基金的融资

存量估计

绿色气候基金(2009年以来)* 56亿美元

最不发达国家基金(2001年以来) 16亿美元

适应基金(2001年以来) 8亿美元

气候变化特别基金(2001年以来) 3亿美元

资料来源：乐施会(2020年)，文森特(2021年)。

注： *“2009年以来”一词中的时间指该基金成立的年份；其他日

期也一样。以上数字来自乐施会报告。

提交给《气候公约》和经合组织的公共气候资

金捐助方报告显示，尽管金额在增加，但仍远

低于 2009 年在哥本哈根和 2010 年在坎昆承诺

的到 2020 年每年 1 000 亿美元的捐助额。在

2019 年发达国家提供的 796 亿美元援助中，四

分之一用于适应目的 (OECD, 2021)。此外，根

据某些衡量指标，有效资金甚至不到报告金额

的一半 (Oxfam, 2020)。如果只计算赠款等价物、

不计算带来未来偿债支付、利息和行政费用的

贷款、担保或非赠款工具，则 2017-18 年给予

接受国的资金净价值就要从报告的 600 亿美元

降至 190 亿至 225 亿美元 ( 同上 )。一些捐助国

以赠款形式提供了 100% 的援助；11 然而，其他

捐助方的赠款在其一揽子计划总额中的占比从

不到三分之一到最多只有一半不等。这意味着

对穷国适应气候变化融资能力的净捐款比表面

上要少得多。在收到的资金总额中，只有 20%
左右是赠款 ( 同上 )；其余则是可能大幅增加接

受国 ( 其中许多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

中国家 ) 债务负担的贷款和其他非赠款工具。

气候政策倡议在 2019 年进行的一项调查强化了

全球公共基金扩大适应资金的必要性 (Buchner 
et al., 2019, updated 2020)。 调 查 发 现，2017-
2018 年度赠款总额仅为 290 亿美元，全部由公

共来源提供；有少量低成本贷款，93% 来自公

共来源 ( 特别是发展金融机构 )；市场利率贷款

的数量很大，金额高达 3 160 亿美元。12 筹集

的绝大多数贷款资金用于气候减缓 (93%)，只

有 5% 用于气候适应。比较积极的是，适应基

金的绝对值正在上升，适应 - 减缓联合基金的

价值也在上升 ( 占总额的 2%)，这也许反映出

对问题的综合性质有了更好的了解。然而，气

候政策倡议的结论是，公共和私人融资特别是

适应方面的公共和私人融资仍需要“构造板块

移动”( 同上：26)。图 5.3 说明了这一点；气

候政策倡议的调查只包括核证债券，而核证债

券在被发行人形容为“绿色”的所有债券中占

比很小。

美国最近承诺到 2024 年将其面向发展中国家的

年度公共气候资金增加一倍 ( 相对于 2013-2016
年间的平均承诺 )，包括将其年度适应资金增

加三倍。13 这将使美国的承诺达到近七年前作

出类似承诺时的水平。在最近举行的 2021 年气

候适应峰会上，14 法国重申，将把 20 亿欧元 ( 即
法国气候捐款的三分之一 ) 用于气候适应。德

国还承诺为气候脆弱国家额外提供2.7亿欧元。

尽管作出了这些承诺，但发达国家一直未能实

现官方发展援助占捐助国国民总收入 0.7% 这

一目标，这是实现与气候相关目标的一个主要

障碍。对那些连废物处理和水处理服务等最基

本活动都缺乏国内资金的国家而言，缺乏可靠

核心资金支持的影响尤其严重，而这些最基本

的活动不太可能对私人投资具有吸引力。早在

疫情时代之前，缺乏对这些活动的投资就带有

气候变化的紧迫性，例如，缺乏公共提供的淡

水刺激了对瓶装水的需求，而瓶子通常是一次

性塑料做的，最终污染了海洋。最近的七国

集团公报承诺“加强适应和复原力，保护人

民免受气候变化的影响”，但除了鼓励“根

据 InsuResilience 全球伙伴关系和风险指引型

早期行动伙伴关系进一步发展灾害风险融资市

场……”外，对如何做到这一点几乎没有提供

任何说明。而光这七个国家承诺实现官方发展

援助占捐助国国民总收入 0.7% 这一目标，每

年就会额外产生 1 500 亿美元，尽管该金额仍

处于所需范围的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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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 适应资金与减缓资金估计数比较

资料来源：源自Buchner等人(2019年)、乐施会(2020年)、非洲开发银行

(2019年)。

注：气候政策倡议调查只包括核证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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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边开发银行

多边开发银行共同出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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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政策倡议调查(2017-18年)

适应
减缓

2. 债务减免促进适应性发展

以前的《报告》表明，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现

有债务负担下无法实现《2030 年议程》(TDR 
2015, 2019)。此外，全球气温变暖只会恶化其

前景，在发展中国家助长更多的恶性循环，因

为对增长前景的不利影响加剧其认知信用风险，

导致其信用评级被降低、借贷成本上升，在未

来几年内增加数千亿美元的偿债负担 (Klusak et 
al., 2021)。对许多脆弱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

将使不公平信贷条件已经造成的伤害雪上加霜。

当金融和债务困扰达到需要干预的程度时，有

效公平的主权债务重组机制对于在未来保持发

展型信贷创造和债务的建设性作用至关重要。

目前的主权债务重组临时框架成本高昂、支离

破碎，充斥着效率低下和不当激励措施问题，

在很大程度上使权力的天平向债权人倾斜 (TDR 
2015：第六章；Guzman et al., 2016)。

正如贸发会议长期以来所主张的那样，许多较

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现在经

常受到与气候变化有关的自然灾害的影响，需

要临时债务延期偿付权和自动机制来延长这种

暂停偿债的期限，以在发生此类事件时保障政

府在健康、教育和卫生等基本社会支出方面的

开支。在这场疫情中，已通过暂缓偿债倡议朝

这个方向行动，尽管规模太小。

将债务减免与气候适应相联系的一个明显的着

手点是那些已经经历全球气温上升带来的严重

损害的经济体 ( 见插文 5.1)。孟加拉国总理谢

赫·哈西娜呼吁重新评估气候脆弱国家的债务

负担，以应对报告所预测的迫在眉睫的气候

崩溃。15 作为脆弱二十国财政部长集团 ( 脆弱

二十国集团 ) 的创始成员，孟加拉国以及 48 个

自我认定为气候脆弱的国家组成的集团有很多

需要关注的问题。16 如果听任全球气温上升不

加以控制，将导致孟加拉国三分之二的陆地在

30 年内被海水淹没。越南是另一个脆弱二十国

集团国家，它面临的前景是：在同一时间跨度

内，该国每年将有80-90%的面积将被海水覆盖；

而覆盖一次就足以颠覆越南作为世界三分之一

大米生产国的地位。这样的海平面上升仅在南

亚就会造成 1 亿多人流离失所。17

脆弱二十国集团国家的外债不到 1 万亿美元，

大幅免除或减免这些外债将为其提供财政空间，

使它们可以着手开展适应气候变化的投资，落

实与气候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1953年的《伦

敦协定》免除了战后德国一半的未偿债务并将

其偿债要求限制在年出口额的 3%，该协定可

以为这些脆弱国家及其债权人通过谈判达成解

决方案提供蓝图 (TDR 2015: 134)。

插文5.1 脆弱二十国集团国家在气候、融资和可持续发展目标三个维度面临的不同程度的脆弱性

把它们归类为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已经反映其脆弱性，18 但更仔细的研究表明，脆弱二十国国家在

三个基本方面比其参照组更脆弱：金融、气候和发展方面的脆弱性自我强化，破坏了脆弱二十国集

团国家经济和人口完好无损地从气候崩溃中走出来的前景。在其中的每一个方面，脆弱二十国集

团几乎都没有自主权：它们对气候退化没有责任，对其在国际资本市场上面对的高利率也没有责任，

它们也不可能调动足够的国内资源来满足可持续发展目标所囊括的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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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二十国集团国家中约有 70%(33 个国家 ) 被视为符合减贫和增长信托基金的资格要求，即，

由于其低收入地位，这些国家可以获得优惠融资。其中 32 个国家有资格参加在疫情发生后制定的

二十国集团暂缓偿债倡议。19 这提供了某种程度的有限救济，但显然是不够的：截至 2021 年 6 月，

33 个符合暂缓偿债倡议条件的脆弱二十国集团国家中有 25 个国家陷入债务困扰或面临债务困扰高

风险。20 图 5.B1.1( 左边柱 ) 显示，脆弱二十国集团国家外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 (40%) 高于其

他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26%)，其外债偿付水平则与后两者类似 ( 以占出口收入

的份额计算 —— 为 16%)。然而，图 5.B1.1 的右边柱显示，不符合暂缓偿债倡议条件的国家 ( 它们

像许多其他中等收入国家一样被排除在优惠融资之外 ) 的负债水平最高 ( 以外债对国内生产总值的

比率衡量 )，几乎达到 45%。就公共债务而言，脆弱二十国集团国家似乎为进入资本市场支付了溢

价。Buhr 等人 (2021) 最近的一篇论文指出，由于气候变化的影响通过经济活动减弱、基础设施受

损、与气候冲击有关的社会成本上升 ( 获得保健和粮食 ) 和人口流离失所传递到主权信用情况，脆

弱二十国集团国家在总体利息成本上额外支付 117 个基点，即近 10%。

图5.B1.1 2019年低收入国家组别、中等收入国家组别和脆弱二十国国家组别的外债可持续性指标

(百分比)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计算得出。

注： 没有巴巴多斯、基里巴斯、马绍尔群岛、帕劳、南苏丹和图瓦卢的债务数据。世界银行没有巴勒斯坦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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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备受期待的 2021 年对所有发展中国家 ( 包括脆弱二十国集团国家 ) 的特别提款权分配提供了

一定的潜在救济，但对于不符合暂缓偿债倡议条件的脆弱二十国集团国家而言，新的特别提款权

分配不会对其负债产生很大影响，因为所分配的特别提款权仅占其 2019 年外债的 2% 多一点，而

对所有中等收入国家而言这一数字为 2.4%( 见表 5.B1.1)。

表5.B1.1 所有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以及脆弱二十国集团的预计特别提款权分配

所有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 脆弱二十国集团

特别提款权
分配占2019年
外债的份额 国家数目

2021年分配
(10亿美元)

2019年
外债总额

(10亿美元)

特别提款权
对债务总额
比率(百分比) 国家数目

2021年分配
(10亿美元)

2019年
外债总额

(10亿美元)

特别提款权
对债务总额
比率(百分比)

低收入国家 26 8 151 5.40 12 5 86 5.46

中等收入国家 105 198 8.220 2.41 33 19 899 2.07

资料来源：乐施会(2020年)，文森特(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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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B1.2 气候适应已就绪* 的气候脆弱国家：按国家组别分列的百分比，2019年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根据圣母大学全球适应指数计算得出。

注： Obs：中等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分类以世界银行为准。* 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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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母大学全球适应指数和气候脆弱性指数 21 在衡量气候脆弱性方面的地位日益突出 ( 如 Tiedemann 
et. al., 2021)，其中一个指数包括对人类社会受气候灾害负面影响的多发性或易发性的评估，另一

个指数包括对气候变化就绪程度的评估，这种就绪程度被定义为有效利用投资促进适应气候变化

行动的能力。根据这些衡量指标，74% 的脆弱二十国集团国家的脆弱性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而中

等收入国家的对应比例为 53%。此外，既不符合暂缓偿债倡议条件也不是脆弱二十国集团国家的

中等收入国家在就绪指数方面表现最好 ( 它们有更多的国家超过全球平均就绪指数值 )，只有 31%
相对脆弱 ( 见图 5.B3.2)。低收入国家更脆弱，就绪程度最低 (0% 国家的就绪程度高于全球平均水

平 )。脆弱二十国集团国家适应就绪程度与所有中等收入国家相当，为 28%，而超过全球平均水平

的符合暂缓偿债倡议条件的脆弱二十国集团国家 (27%)略多于符合暂缓偿债倡议条件的国家 (17%)。
将脆弱二十国集团国家认定为气候脆弱可能已经将其投资引导到气候适应方向。

阿基米德有一个著名的论断：改变世界需要一个杠杆、一个支点。脆弱二十国集团国家已凭借其

气候脆弱南方国家的身份拥有了一个支点。22 而延伸其杠杆的一个潜在方法是纠正以脆弱国家超过

某一国民收入门槛为由将其排除在优惠融资之外的做法。例如，将气候脆弱性作为一项标准添加

到减贫和增长信托基金的甄选程序就可能意味着有机会获得优惠融资、降低信贷成本。另一个办

法是按照第一章插文 1.3 的建议，定期 ( 可能每年 ) 向气候脆弱国家分配特别提款权。第三个办法

是针对适应能力受到气候脆弱性损害的国家开始债务减免程序。

3. 绿色融资情况：工具和机构

尽管在政治上把市场化机制列为全球气候治理

的优先事项，但私人资本既不足以也不愿意应

对气候挑战。现有的研究列出了一大堆阻碍私

人行为体更全面参与气候项目的障碍。其中包

括缺乏可量化的激励措施，企业社会责任实践

的低回报，私人金融机构眼中的低碳技术高风

险，长期投资回收期与大多数私人投资者的短

期视野不匹配，无法评估项目及其气候相关后

果，以及缺乏可融资低碳、气候适应和复原力

项目 ( 见 Bhandary et al., 2021)。

私人投资面临的政治、机构和法律障碍也起着

重要作用，在缺乏国际层面协调的情况下尤其

如此 ( 同上：530)。本节审查私营部门使用的

关键工具，评估它们在为气候适应需求提供资

金方面发挥的作用。



139

适应治理：国际贸易和金融方面的挑战

(a) 绿色债券

在快速增长的绿色融资领域的所有活动中，所

谓的绿色债券吸引了最高的关注度，至少在金

融板块是这样。这并不奇怪，因为自 2007 年

欧洲投资银行推出第一只绿色债券以来，该

行业粗略定义的气候或气候挂钩债券目前估

计在 7 540 亿美元到 1.1 万亿美元之间 (CBI, 
2021)。虽然其中大部分可能只是装点门面或

更糟 (Guardian, 2021)，但与上述其他融资来源

相比，规模小得多的 1 000 亿美元“核证气候

债券”(CBI, 2021) 仍然是很大的金额。23 仅在

2020 年，发行总额就达到创纪录的 3 000 亿美

元 ( 而 2014 年和 2015 年不到 500 亿美元，增

加了近 700%)，这一数值在 2021 年上半年已经

实现。绿色债券还主导着核证绿色融资市场。24

然而，即使有这种快速增长，绿色债券市场也

只占总发行额的 5%，占国际资本市场未偿还

总额的 4.3%。换句话说，尽管世界上充斥着资

本，但挑战在于如何引导资本用于生产目的 ——

在这一特定情况下，在于如何将资本用于满足

额外性标准的气候适应目的。

就其性质而言，绿色债券通常被认为更适合短

期利润更高的绿色投资。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

是因为它们大多由私营部门发行，尽管政府和

开发银行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来源 ( 图 5.4)。需

要更多的研究来详细评估来自不同发行人的不

同债券之间的区别，但鉴于绿色债券不需要资

产支持 ( 资产事先定义 )，而且还可以与资产

挂钩 ( 资产事后定义 )，人们对“洗绿”( 即，

将绿色债券的收益用于环境效益微不足道甚至

为负的项目或活动因而与气候适应背道而驰的

做法 ) 可能性的担忧挥之不去。虽然一些债券

标签证书确实有助于确保受资助活动是绿色

的，但现有框架没有约束力，缺乏执行机制

(Deschryver and Mariz, 2020; Noor, 2019)。此外，

即使债券具有大量“绿色元素”的益处 —— 这

是一个尚未达成共识的问题 25 —— 只要以气候

适应为导向的活动不产生利润，特别是在短期

内不产生利润，这种融资来源就不太可能成为

发展中国家的解决办法。虽然在这些类型的工

具中没有正式区分适应和减缓，但从图 5.4 所

示的活动和发行人类别来看，显然气候适应在

所有工具中的占比微不足道。

(b) 基于自然的互换和基金

发展中国家能否把自然资源用作获得气候适应

所需融资的一种手段？将大部分化石燃料留在

地下被引述为落实《巴黎协定》的一种方式，

促使人们重新审视过去几十年使用的“债换自

然”理念。这可能是一种双赢，因为发展中国

家得到了所需的资金，造成排放的活动被停止

或削减；接受国甚至可以免受商品价格波动的

图5.4 2014-2020年绿色债券累计发行情况

(10亿现值美元)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计算得出，https://www.oecd.org/sti/ind/carbondioxideemissionsembodiedininternationaltrad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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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而随着投资者从“沉没资产”中撤出资金，

这种波动无论如何都会发生。然而，这些建议

再次需要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与减缓相比，

气候适应不可能是一项创收活动。

目前呼吁延续“债换自然”交易的部分依据是

全球至少有 30 个国家主要在 20 世纪 80 年代

和 90 年代使用这种交易的历史经验。与其他融

资来源相比，所引述的数额很小：一些估计表

明，自 1987 年启动以来的 30 年间约为 26 亿至

60 亿美元。最近的例子包括 2016 年 2 160 万

美元的塞舌尔主权债务互换，这是一项创新，

因为其中包括慈善捐助方和影响力投资者，并

载有政府对海洋保护的政策承诺 (World Ocean 
Initiative, 2020)。最近的其他例子包括 (2011 年

和 2014 年 ) 美国和印度尼西亚根据《热带森林

养护法》下的一个方案开展的“债换自然”项目，

其中一个项目已列入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所致

排放量 + 机制 ( 见插文 5.2)。不过，虽然前几

十年以来实际活动有所减少，但一些国家的建

议更加雄心勃勃，包括英联邦秘书处关于为资

助小国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开展债务互换的建

议。从不丹到斐济和韩国等国家最近也有使用

债务互换的其他例子。

然而，与过去几十年相比，“债换自然”在 21
世纪似乎越来越不受欢迎。一些人将这一趋

势归因于更强劲的世界经济以及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债务重组和债务免除方案的影响；而

其他人则将其归因于包括美国、欧盟和日本在

内的遭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债权国的担忧 (Ito et 
al., 2018; Sheikh, 2018)。

插文5.2 银行何以成为绿色银行？

要实现高成效，“绿色”银行应该在其任务、贷款资产组合以及贷款条款和条件方面明显强于其

他银行。具体而言，其任务应致力于实现绿色发展成果，并符合包括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巴黎协定》

在内的国际承诺，即使任务的界定有一定的灵活性且可能随着银行能力的发展和国家需求的变化

而演变。一些银行强调其目标是投资最有前景的新技术。有些银行则应关注这一领域贫困家庭的

需要 ( 例如 Hawaii GEMS)。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任务和作用驱动公共银行的活动、聚焦其投资决策，

包括需要针对的目标客户和部门类型。它们还允许利益攸关方要求银行和管理层对其投资影响和

社区承诺负责。

运营策略或业务模式必须与其任务相一致。这是指银行筹集资金的方式，包括公共和私人资金的

结合，这反过来又将影响银行提供优惠贷款和实现环境和发展成果的程度。调查显示，绝大多数

绿色银行提供贷款，其中大多数贷款的价格低于市场利率。但即使利率比市场利率优惠，履行这

一义务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也可能是一个挑战。以股权或担保等其他方式提供融资的银行占比较小，

而提供赠款融资的银行数量更少。26 似乎所有绿色银行都提供技术援助。这种贡献很重要，因为专

家型银行可以帮助政府设计适应气候变化的框架，包括与监管和定价政策有关的战略等 (Griffiths-
Jones, 2021)。对所有银行而言，财务可持续性也很重要。这并不意味着盈利最大化，而是要求使

用不同的词汇来计量业绩。绿色银行的长期财务可持续性不应损害其投资于高风险领域或发展回

报高但盈利能力低的项目的能力，因为当涉及到气候适应时，这可能是一种常态。

大多数绿色银行是由政府立法设立并由政府拨款提供资本的独立实体。一些绿色银行 ( 如美国的银

行 ) 通过转移支付、如电费转移支付获得资金 ( 康涅狄格州绿色银行和纽约绿色银行 )。不过，如

何在银行维持生存所需的适当回报水平与非营利性气候适应的更广泛社会和环境需求之间取得平

衡，仍然是一项挑战。27

至于绿色银行如何可以打造这条道路，最近的 COVID-19 抗疫经验提供了一些提示。疫情发生后，

世界各地的公共银行立即做出反应，而且往往是剧烈的反应，支持其政府努力在封锁造成的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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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确保经济救济和复原力。贸发会议在封锁的最初几个月进行的快速评估发现，世界各地的地方、

国家和区域公共银行竭尽全力，产生了快速强大的逆周期效应。28 有些银行为满足紧急需要改变了

任务和程序；许多银行通过发行债券或进入国际市场来扩大其贷款能力，有时是第一次这样做；

几乎所有银行都以优惠条件提供资金和技术咨询。那些机构历史悠久、任务得到充足资金和适当

业绩衡量标准支持的银行最有能力作出有效应对。为适应气候变化提供资金与这一经验有许多相

似之处。

没有再见过“波兰生态基金”这样规模的计划，

这也许反映了该“债换环境”倡议卡对了时间——

其出现恰逢波兰从中央计划转型之际 (Caliari, 
2020)。该“债换环境”倡议是在就更广泛的

经济和机构的形式进行谈判的同时精心筹划的

(OECD, 2007: 23)。巴黎俱乐部债权人同意进行

额外的双边债务互换，但不是将其作为一次性

互换全部债务存量进行安排，而是每年由波兰

政府将到期债务偿还额的一定比例转给一个地

方融资机制即生态基金，然后由该基金管理支

出，将其作为对波兰境内项目的赠款支持，解

决硫和氮氧化物的跨界空气污染、波罗的海的

污染和富营养化、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气体、

生物多样性以及废物管理和污染土壤的恢复等

问题。多年来，与其他债权人安排了更多的互

换，每个都有不同的条件。该计划总共产生了

超过 5 亿美元的资金，这一空前的金额使世界

上所有其他债换环境或债换自然项目相形见绌

(OECD, 1998)。

债务互换是债务负担沉重但仍可持续的国家

( 即不面临偿付能力问题的国家 ) 深化主权债

务重组的一种替代办法。债务互换方案可有效

解决发展中经济体的不同债务构成问题，特别

是商业债务较多和公共债务存量庞大的问题。

债务互换的一个缺点是基于项目的互换方案的

交易和监测成本很高。债务互换执行起来很复

杂，过去的互换需要各方花 2 至 4 年的时间进

行谈判，其中许多涉及接受国政府、捐助国政

府以及地方和捐助国保护团体。不过，这些问

题有可能在协调性质的区域倡议下得到缓解，

如拉加经委会为加勒比地区提出的“债务促进

气候适应倡议”和亚太经社会为西亚地区提出

的“债务互换机制”，这两项倡议都是最近启

动的。

自然绩效债券 (F4BI 2020) 是另一种基于自然的

方式，用于调整主权债务的资本结构。任何新

的债务都可通过承诺将资金用于可持续发展目

标类型的投资换取布雷迪式的信用增强 —— 这

类投资由多边金融机构发行的债券或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提供担保。最初的布雷

迪计划组织得极其迅速，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

因为债务国基本上拒绝付款且议价能力很强。

目前尚不清楚，当被欠钱的不是银行而是提供

资金的机构投资者时，这一提议是否可行。该

办法的支持者坚持认为，这种政策应与接受国

设计的国家方案以及也是由接受国设计的条件

相联系 ( 见 Caliari, 2020; Griffiths-Jones, 1992; 
OECD, 2007 等 )。不过，尚不清楚如何将这些

转化为气候适应，因为适应不能为接受国提供

收入流。此外，鉴于所提议的各项安排会限制

发展中国家的政策空间这一性质，需要谨慎行

事。它们甚至可能赋予债券持有人和国际融资

人更大的权力，而后者可能施加条件，限制债

务国的民主决策。

D. 银行与气候融资

1. 专门的绿色银行

几乎所有 2010 年以来成立的公共银行都将“绿

色”纳入其名称或放在其任务的重要位置 ( 见

插文 5.3)。某些估计显示，自成立以来，这些

银行已经放贷 245 亿美元左右 (Whitney et al., 
2020)。这一数字不包括设有绿色服务台或在正

常活动范围内进行绿色贷款的老牌银行 ——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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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008 年危机后出现的新的公共银行，包

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许多国家政府表示

有兴趣创建绿色银行，例如美国目前正在讨论

创建一家承担绿色任务的新的国家开发银行。

另一些国家准备在现有银行内建立绿色机制。

调查证据表明，通常是一国的财政部或中央银

行而不是环境部或私营部门支持这一想法。投

资于气候相关活动的主要动机是次级优先而不

是第一优先。因此，与减缓相比，不清楚这是

否会成为适应活动的重要资金来源。在绿色银

行状况报告中，适应活动出现在少数相关投资

中 (Exhibit 9，Whitney et al., 2020: 30)。其他老

牌公共和开发银行增强了它们的绿色资质；例

如，欧洲投资银行最近宣布，从 2025 年起，所

有新贷款的 50% 必须是低碳贷款，不允许任何

不符合《巴黎协定》的投资。

例如，1969 年哥斯达黎加政府为促进经济发展

成立哥斯达黎加人民银行，该行已作为“融资

催化剂”参与了一个旨在帮助边缘化民众和社

区适应气候变化造成的频繁干旱的项目。该行

支持的适应战略包括在赠款资助的基础上开展

流域保护和改善用水管理。人民银行与哥斯达

黎加政府和农业加工企业合作提供一笔 980 万

美元的赠款，与绿色气候基金提供的 880 万美

元赠款一道作为共同出资。

德国公共开发银行 —— 复兴信贷银行长期以来

一直认为，通过减少排放来解决造成气候变化

的原因是不够的，因为许多国家已经在感受气

候变化的影响。在 2013-2018 年间，该行为发

展中国家的气候相关项目投资了 236 亿欧元，

其中约 25% 专门用于气候适应和复原力建设项

目。这些项目包括巴基斯坦的冰川监测、莫桑

比克的防洪和约旦的水文监测。与上述哥斯达

黎加的例子一样，这些国家银行与其他机构合

作开展业务：最近，在孟加拉国的一个防洪项

目中，复兴信贷银行提供了 1 500 万美元 ( 来
自德国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 )，绿色气候基

金提供了 4 000 万美元，孟加拉国政府提供了

2 500 万美元。

2. 已设气候变化议程的多边开发银行

与其他资金来源相比，开发银行有能力应对适

应挑战，因为它们的职权范围通常具体授权其

以较低的利率和更有利的条件提供长期资金。

当涉及到这些投资时，私营部门几乎不会提供

必要的支持，这说明了与气候适应和以非营利

为核心的远大目标有关的系统性问题。迄今为

止，开发银行提供了大部分优惠贷款和赠款融

资。并非所有多边开发银行和区域开发银行在

这方面都保持一致，但鉴于《2021 年气专委报

告》所述的当前预测和恶化情景，它们的作用

至关重要。

在迄今为止资源不足的领域，特别是在区域项

目 ( 其中许多气候项目被认为对私人或谋求收

益目的不太可行 ) 中，需要增加这类公共融资。

在《巴黎协定》签署后的几年里，多边开发银

行一直在稳步增加其气候融资活动，部分弥补

了资本不足的国家银行的局限性。许多多边开

发银行承诺调整其融资决定和投资组合，以符

合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目标。12 家最大的多

边开发银行承诺遵守将气候变化纳入主流的五

项自愿原则，截至 2020 年 10 月，多达 48 家机

构已效仿。

为多边开发银行提供融资的关键原则在愿景

中 ( 如果尚未在实践中 ) 已经超越了单纯为气

候导向或绿色项目增加贷款的问题。现在，

多边开发银行和国际发展融资俱乐部的其他

成员誓言“从以渐进方式为气候活动提供

资金转向使气候变化 ( 包括机会和风险两方

面 ) 成为一个核心考虑因素和机构部署资本

的一个‘视角’”(Climate Action i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2018; Murphy and Parry, 2020)。
这是一个核心重大变化，旨在将气候考虑纳

入主流，并使银行的整个投融资组合与《巴

黎协定》保持一致。与调动和追踪对 2009 年

认捐的 1 000 亿美元的气候资金捐款相比，这

些计划实施的变化构成了更大更复杂的宏伟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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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扩大规模的目标尚未实现。2019 年，九家多

边开发银行宣布到 2025 年将全球气候集体投

资增加到每年至少 650 亿美元的目标，并宣布

在此时限内将指定用于适应目的的部分增加一

倍，达到每年 180 亿美元 (ADB et al., 2019: 1)。
它们还计划将共同出资增加到 1 100 亿美元，

预计其中不到一半通过私人直接来源筹集。到

2020 年，承诺的总额为 660 亿美元 (ADB et al., 
2020: 3)。但与此同时，尽管所有银行都宣布了

在未来几年增加支出的宏大计划，但 8 家银行

中约有 6 家在 2020 年的放贷规模比前一年有

所减少。只有世界银行和欧洲投资银行在去年

增加了气候融资支出总额。这是低收入国家特

别关切的一个问题，这些国家在 2020 年仅收

到 380 亿美元的融资总额，比前一年 (415 亿美

元 ) 有所下降 ( 同上：7)。这可能反映了疫情造

成的经济影响所带来的意外支出，尽管只有一

两个银行案例具体提到这一理由。因此，虽然

自 2015 年以来有了相当大的增长，但仍有很长

的路要走。29 确保充足的融资不仅仅关系到放

贷金额，而且还关系到贷款在广泛气候相关活

动中的目的。多边开发银行自己也指出，需要

扩大用于气候适应的份额，目前这一份额仅占

贷款总额的 26%。这一比例比 2019 年上升了

2 个百分点，而绝对值则从 150 亿美元略增至

2020年的 160亿美元，仍低于既定目标 (表 5.4)。
这对于已经在努力应对气候变化某些影响的最

不发达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尤其重要，这些国

家更难从其他来源吸引资金，更需要向工业化

转型 ( 理想情况下是绿色转型 ) 跃进，并为未

来能够赚取可持续收入的活动提供资金。

初步证据表明，非洲开发银行和伊斯兰开发银

行等受益成员包括更多低收入国家的银行专门

用于气候适应的资金占比最高，这两家银行

在 2019 年的占比分别为 56% 和 47%，到 2020
年则分别达到 63% 和 65%(AfDB，同上 )。相

比之下，更侧重北大西洋的欧洲投资银行在

2019 年的适应支出仅为 4%，在 2020 年上升到

10%，其余则用于可能改变游戏规则的气候减

缓。同样，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将其大部分资金

用于气候减缓。在低收入国家也能受益于减缓

所带来的新技术和新市场之前，长期存在的不

平等现象将进一步固化。

同样明显的是，与 2019 年相比，对 2020 年减

缓活动的共同出资仍然比适应活动更普遍，反

映了前者具有创收性质这一事实；但与此同时，

也许并不令人惊讶的是，今年共同出资和私人

借款都大幅下降，而公共借款则有所增加，反

映了人们对今年卫生和经济危机导致的短期需

求不应破坏长期发展筹资需求的关注 ( 见本《报

告》第一和第二章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涉

及到共同出资时，是其他公共资金来源与公共

多边开发银行一起提供了大部分资金，对低收

入国家而言尤其如此 ( 表 5.5)。

假设即使有来自多边开发银行、捐助方、国内

公共资源和其他方面的大量公共部门共同出资，

私营部门还是不愿意进行所需投资，那么从哪

表5.4 2020年多边开发银行气候融资部分

多边开发银
行气候融资
(百万美元)

占总数的
百分比

气候共同
融资

(百万美元)
占总数的
百分比

适应 16 100 26 19 954 23

减缓 49 945 81 65 130 77

公共借款人 46 687 71 53 413 63

私人借款人 19 358 31 31 672 37

共计 66 045 100 85 084 100

资料来源：非洲开发银行等(2020年、2019年)。

表5.5 2020年多边开发银行的气候共同融资伙伴

(百万美元)

资金调动

低收入和
中等收入
国家

高收入
国家 共计

私人直接融资 3 556 2 354 5 910

私人间接融资 6 345 19 417 25 762

私人共同融资共计 9 901 21 771 31 672

公共直接融资 8 366 1 658 10 024

公共共同融资

其他多边开发银行 8 150 813 8 962

国际发展融资俱乐部成员 1 774 251 2 026

其他国际公共融资 1 946 4 477 6 423

其他国内公共融资 6 182 19 796 25 978

公共直接融资和共同融资共计 26 418 26 995 53 413

资料来源：非洲开发银行等(2020年、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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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6 融资情况概述

机制/机构 实例 问题

官方发展援助190-630亿美元，视来

源而定。

经合组织发援会，对《气候公约》的付款 官方发展援助仍然远远低于认捐的数额。许多

资金不是作为赠款提供的，更多地用于减缓而

不是适应。

全球基金83亿美元 绿色气候基金、适应基金、最不发达国家

和其他

资金不足以满足需要。

多边开发银行460亿美元 主要是为了减缓，并不是所有的银行都像其他

银行一样可靠，一样有效。在需求最大的领

域，银行尤其资本不足，实力薄弱。

自然赠款或债务——自成立以来已

达26亿美元

自1980年代以来大多数在拉丁美洲和加勒

比；印度尼西亚、塞舌尔；REDD+方案

实施复杂，交易成本高，需要2-4年的时间在各

方之间进行协商。需要长期的资金承诺，容易

受到货币贬值的影响。本地及国际保护团体的

作用。

在定义松散的绿色市场7 540亿美元

中，有1 000亿美元的主权和企业绿

色债券得到认证。

发展中国家的绿色债券发行正在增加(不丹、

斐济、中国)；发达经济体的自由公债发行。

环境、社会和治理方面存在很大争议；与资产

有关而非由资产支持；即使国内债券仍会增加

货币的脆弱性；许多不是优惠性的；一些国家

说它们缺乏管理这些债券的能力；其他债券的

所有其他问题和货币风险等

自成立以来，绿色银行规模达245亿
美元；如果包括绿色贷款(亚投行、

国家开发银行、多边开发银行、世

界银行等)则更多。

关于建立一个新的美国绿色银行的讨论只是

众多讨论中的一个。

如果回报太多或太少，则有私有化的风险……

这些真的是最好的选择吗？

中央银行 发展中国家有许多实例。绿色金融网络。 COVID方案不是支持气候适应的，相反可能带

来适应不良。

保护信托基金 全球已有80多个，例如加勒比生物多样性基

金。2018年，捐赠估计有4 300万美元，目前

管理7 000万美元(捐赠基金和偿债基金)。

其他市场——津贴拍卖 支付进入海洋专属经济区的费用，支付捕捞

许可证的费用(印度尼西亚2018年为3 100万
美元，基里巴斯为1.17亿美元)。游轮税——

安提瓜和巴巴多斯2018年收取120万美元，

按每人1.50美元征税。

这些是与自然有关的筹资活动，但可能需要用

于支付适应以外的其他财政用途。

里可以加速这种必要的资本供应？要建立更大

的可用气候适应资金池 ( 包括更多的赠款和高

度优惠的贷款 )，需要多边开发银行大幅扩大

其总贷款能力。为此融资的一种方式是利用从

其减缓气候变化贷款所赚取的收入，但这种方

式对如今迫切需要适应投资的国家而言远水不

解近渴。此外，一些资本不足的多边开发银行

已经在为维持生存能力而挣扎。

过去，包括以前的《报告》，都提出过扩大贷

款能力的其他途径。一种途径是业主成员增加

其已缴股本 —— 如果有政治意愿的话，这条途

径可能潜力最大。另一种途径是接纳新成员，

特别是来自有能力缴纳更大资本的高收入国家

成员；或者修改多边开发银行的任务规定和

运营规则，以允许银行增加其已有的资金杠

杆。贸发会议长期以来一直主张这一点 (TDR 
2019)，在疫情期间已经有先例。在 COVID-19
疫情早期阶段，南方领导的多边开发银行扩大

了贷款规模，它们通过重新配置现有投资组合

和从成员的主权财富基金借款、调整任务、重

新界定关键优先事项和改变职能做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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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Donald et al., 2020: 361-375)。为了满足紧

急需求，某南南机构将其贷款能力提高了 60%
之多 ( 同上 )。

另一个可能的多边资金来源是调整特别提款权

的用途，将其用于特定国家的长期环境调整计

划，包括养护目标和减排以及实现这些目标所

需的投资和预算。这可以为贸发会议和其他机

构的长期呼吁提供一个原则上不受限制的灵活

融资机制，即设立一个全球环境保护基金，在

没有严格的政策条件或限制性资格标准的情况

下提供可预测的稳定的应急资金。

仍然可以利用国际资本市场来迅速扩大贷款规

模，而且大多数多边开发银行确实依赖国际资

本市场。30 2008 年，世界银行在一批瑞典养老

基金提出需要高质量 (AAA) 且可能产生积极

影响的流动性产品之后发行了第一只绿色债券

(World Bank, 2008)。31 自那时以来，世界银行

以 23 种货币发行了价值相当于 150 亿美元的

185 只绿色债券，包括南方主导的多边开发银

行在内的许多其他多边开发银行也纷纷效仿。32

国家和公司对绿色债券的需求也出现了引人注

目的类似热潮，尽管有许多理由认为，这更多

的是出于在低回报环境中寻求收益而不是对具

体影响的关注。鉴于多边开发银行正在积极参

与绿色支持项目，它们至少可以更好地利用其

中一些资金。许多真正有兴趣支持与气候有关

融资的投资者很可能更愿意购买世界银行和其

他多边开发银行发行的债券。然而，值得注

意的是，这些安排通常超出个人或小型基金的

范畴。

E. 政策建议

需要通过一些具体的政策改革来处理扩大气候

融资、将其引导到需要的地方以及确保在贸易

( 将国际贸易规则与气候适应政策脱钩 ) 和资金

( 长期限、赠款或优惠条件 ) 方面为发展中国家

提供有利条件这三重当务之急，其中一些政策

改革列示如下。

目前，国际社会对气候适应的援助仍然依赖短

期援助、财政整顿的长期条件和针对灾难性风

险的预防性自我保险计划的结合。然而，这远

远不足以应对反复出现、日益频繁的气候变化

相关冲击带来的系统性影响。

就其性质而言，气候适应挑战把责任推给了赠

款融资或高度优惠的贷款机制，使其成为应对

适应挑战的关键。同时，如果能够融入某个有

气候意识的发展型国家所制定和实施的总体金

融和产业政策，那么所提供的任何融资都将发

挥最佳效果 ( 见第四章 )。

因此，这是气候适应战略方针的第一优先。有

气候意识的发展型国家应该起到催化作用，而

不仅仅是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而且也不

应该让自己降格去“消除风险”，让别人有机

会赚取利润并获取超额利益。这里涉及的系统

性风险要求针对私人绿色融资设立监管机构和

协调机构，这点与普通金融部门一样。必须把

这些机构视为规避当今流动性超强金融部门破

坏性倾向的一种手段，金融部门对收益的内在

追求与气候减缓的需求都不一致，更不用说更

具挑战性的适应需求了。

大多数适应努力也需要在地方层面进行 (DCF 
AIliance, 2019)。绝大多数适应资金似乎都流向

以大型项目为主的大型金融机构，而这些项目

不一定支持地方努力或满足地方层面的气候适

应优先事项。地方主导的气候融资努力需要由

确保以最有效方式应对治理和气候挑战和风险

的原则来驱动，包括：㈠ 开展社区主导的规划

工作，这种规划支持并扎根于现有权力下放机

构，并促进 ㈡ 气候边缘化人群的社会融入；

㈢ 为创建复原力投资设立灵活的适应型管理程

序；㈣ 该程序强调公共品的供应 (DCF AIliance, 
2019: 4)。

在找到恰当的平衡之前，所有最好的意图都将

被劫持或靠边站。如上所示，迄今为止，绿色

债券、碳交易市场的出现甚至 COVID-19 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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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的使用在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方

面做得都不够好 (Gallagher and Carlin, 2020)。
就为适应挑战融资而言，可确定两个层次的改

革：首先，采取措施支持有气候意识的发展型

国家为减缓和适应投资调动资金；其次，在国

际范围内改革气候治理办法。

第一套改革措施应侧重于以下方面：

• 援助。官方发展援助承诺和认捐需要兑现

并进一步扩大，以增加指定用于适应气候

变化和建设复原力的额外资金的比例。赠

款和极其优惠的贷款对气候适应至关重

要。可以通过绿色债券和托宾税或者改变

化石燃料补贴的用途为其提供融资。这方

面必须考虑到最不发达国家、中低收入国

家和化石燃料出口经济体的具体国家要

求，这些国家需要逐步重组这些碳密集型

产业并建立适当的安全网系统来偿还气候

债务。

• 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减免和债务取消应列

入气候议程。鉴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背负

的债务负担，《2030 年议程》的落实在

COVID-19 危机发生之前就已经存在疑问；

而在后疫情时代，这些国家在满足其气候

抗御力需求方面面临更大的挑战。一个明

显的着手点是脆弱二十国集团国家的债务，

但将气候和债务危机挂钩凸显了对国际债

务架构进行系统性改革的必要性。

• 银行业务。需要在城市、国家和区域各级

创建资金充足的、配备气候变化问题专家

的绿色公共银行和开发银行。任务和业绩

指标应与该宗旨保持一致。多边开发银行

需要额外的资本来支持增加绿色投资、减

少化石燃料或污染活动，支持它们与《巴

黎协定》及其“建设更美好未来”承诺保

持一致的活动，支持撤出石油、煤炭和天

然气，并建立支持民众和这些行业实现飞

跃的过渡进程。需要削减政策条件，放宽

其 AAA 的限制，以支持实验性的或新的绿

色技术和企业。七国集团国家应该利用其

股东力量，引导多边开发银行朝着这个方

向发展。区域开发银行和多边开发银行也

可以购买发展中国家的绿色债券，保证对

此类债券有更稳定的需求，保证发展中国

家更容易获得长期资本。这么做也可能对

其收益产生有利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

帮助减轻对外偿债负担。

• 债券市场。以负担得起的方式获得长期资

金对于发展中国家满足发展和气候需要至

关重要，绿色债券市场是帮助筹集这种长

期资金的关键途径。然而，监管标准落后

于绿色债券市场的发展：许多披露承诺是

自愿的，保护发行人和债券持有人权利的

机制也不完善；避免“洗绿”的机制应该

到位。私营部门以及国家和国际监管机构

需要解决这些缺陷。需要商定和实施适当

的标准和执行规则，以确保绿色债券保持

绿色；确保各国政府发行的绿色储蓄债券

满足当地居民的需要；确保绿色债券的使

用得到发行政府的适当监测和执行；确保

投资者和债券发行人在债券存续期间受到

保护；确保查明并惩罚“洗绿”行为；核

证标准必须透明、统一并得到适当执行。

鉴于这一挑战的规模，绿色债券市场的监

管框架需要在国家和国际层面获得相应水

平的融资和人员配置的支持。

第二个优先事项是在国际层面上宣布适应气候

变化是一种公共品 ( 参见 Timisel, 2021)，并建

立适当的机制来管理它。这种认识将反映正在

努力实现绿色出口和为气候适应需求提供资金

的发展中经济体已经经历的现实，并使它们能

够获得绿色技术并使之适应其国家增长轨迹。

在国际上，世贸组织一些成员国提议设立的气

候适应基金
33 可以帮助各国实现绿色出口。贸

易和环境基金可以为采购关键技术的增量成本

提供资金，为具体的绿色技术提供赠款，为联

合研究、开发和示范提供资金，并为创建技术

转让中心、交易所和相关机制提供资金。这项

措施还将在国际层面提供必要的机构协调，以

满足有气候意识的发展所亟需的资金、技术和

经济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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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结 论

由于重大极端事件的强度日益增加，必须优先

考虑适应气候变化。所需的体制改革必须逐步

摆脱监管型市场化国家的原则，成为能够控制

自己在气候适应和经济轨迹方面长期优先事项

的发展型绿色国家。

贸易在塑造可持续发展道路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然而，试图在发达世界的出口利益领域实现贸易

自由化并依靠像跨境调整机制这样的行动，只会

破坏发展中国家利用贸易作为发展手段的能力。

通过贸易协定促进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将

需要无限制性专利的绿色技术转让、环境商品

和服务方面的适当特殊和差别待遇 ( 以使这些

商品和服务的发展中世界提供者获得公平的竞

争环境 )以及保留鼓励出口多样化的政策空间。

由于国际贸易中的二氧化碳排放占总排放的比

例不超过 27%，贸易规则需要与气候适应目标

脱钩，特别是在世贸组织与气候适应目标脱钩；

应为各国提供充分的政策空间，以执行其国家

气候适应政策。有必要采取激励型办法，如宣

布绿色技术转让和限制这些技术的专利。

在为适应挑战融资制定更宏大办法的道路上，

疫情之年可能证明其具有变革性，但障碍很大，

时间已经不多了。令人鼓舞的是，美国宣布承

诺到 2024 年为发展中国家提供 57 亿美元的年

度气候资金。然而，“从国内的需求和支出的

资金来看，这是一个错误的说法……缺乏对疫

情的真正的全球反应对共同气候行动来说是一

个不好的预兆”(Wolf, 2021)。

各级公共金融机构必须发挥更明显的牵头作用，

这点至关重要。大约 75 年前，马歇尔计划帮助

饱受战争蹂躏的各经济体实现了共同繁荣。如

今，气候变化是对全人类的挑战，需要采取类

似的前瞻性综合战略办法。本章讨论了菜单选

项。但设立一个全球性的、以绿色为导向的结

构性基金将有助于发展中国家进行调整，并同

时为适应和减缓举措提供资金，将其确立为紧

急优先事项。这不仅会给发展中国家也会给发

达经济体生成红利，而且将有助于建立逆周期

缓冲，在地方和国家层面增强群体的复原力和

包容性，并使增长朝着能够使全球温度上升低

于关键的 1.5℃的模式发展。

注

1 WT/CTE/W/249。

2 https://sdg.iisd.org/commentary/policy-briefs/
wto-members-assess-mc12-options-for-trade-
environmental-sustainability-work/.

3 见https://www.wto.org/english/docs_e/legal_
e/04-wto_e.htm。

4 见https://www.wto.org/english/thewto_e/minist_
e/min01_e/mindecl_e.htm。

5 h t t p s://w w w.m f a t.g o v t.n z/e n/m e d i a-a n d-
resources/climate-change-ministers-express-
support-for-the-agreement-on-climate-change-
trade-and-sustainability-at-cop25/。

6 据媒体报道，欧盟计划利用其计划内的碳边

境税机制的100亿欧元预期年收入，偿还其复

苏措施产生的债务；Financial Times (2021)。

欧盟碳边境税每年将筹集近100亿欧元。7月
6日。

7 根据其设计，这种气候豁免和(或)和平条款还

有助于解决投资人与国家间争议解决等法律机

制造成的监管寒蝉效应，这些机制不成比例地

扩大了投资者对公共决策过程的权限，往往以

牺牲气候和发展友好型举措为代价(Tienhara, 
2017)。

8 减缓资金用于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且符合低

排放发展的一般活动，如可再生能源发电或节

能建筑。相反，适应资金与直接影响气候变化

脆弱性的特定项目和特定地点贷款有关，如提

高小岛屿国家对自然灾害的抵御能力。

9 如第三章所述，在投资气候减缓方面，有多种

潜在的资金来源来确保各国能够达到所需的投

资目标。详见TDR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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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关于依赖私人融资主导可持续投资的局限性和

危险，详见Fancy, 2021。

11 其中包括澳大利亚、一些欧盟机构和荷兰。丹

麦、瑞典和瑞士以赠款形式提供了95%以上的

捐款。同时，对于那些捐款总额大得多的国家

而言，如德国和日本，它们以赠款形式提供的

相对比例较小，但却产生了相当大的绝对数额

(Oxfam, 2020:10)。主要的一点是，需要增加所

有来源的赠款。

12 h t t p s://w w w.c l i m a t e p o l i c y i n i t i a t i v e.o rg/
pub l i ca t i on/g loba l-l andscape-o f-c l ima te-
finance-2019/.

13 2015年，美国承诺到2020年将通过多边和双边

渠道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适应资金增加一倍，

达到每年8亿美元。见：https://2009-2017.state.
gov/r/pa/prs/ps/2015/12/250495.htm。从2010年
到2015年，适应融资总额为25.7亿美元，平均

每年4.28亿美元(US State Department, n.d.)。见

拜登总统的最新声明：https://www.whitehouse.
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4/23/
fact-sheet-president-bidens-leaders-summit-on-
climate/。

14 见：h t t p s : / / a d a p t a t i o n e x c h a n g e . o r g /
adaptationActionAgenda。

15 回应气专委第六次评估报告的声明，2021年。

2021年8月10日。

16 48国集团始于2009年，但于2015年在秘鲁利

马正式成立，这48个国家代表了13亿人口，

包括阿富汗、孟加拉国、巴巴多斯、不丹、布

基纳法索、柬埔寨、科摩罗、哥伦比亚、哥斯

达黎加、刚果民主共和国、多米尼加共和国、

埃塞俄比亚、斐济、冈比亚、加纳、格林纳

达、危地马拉、海地、洪都拉斯、肯尼亚、基

里巴斯、黎巴嫩、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尔

代夫、马绍尔群岛、蒙古、摩洛哥、尼泊尔、

尼日尔、巴布亚新几内亚、帕劳、巴勒斯坦、

菲律宾、卢旺达、圣卢西亚、萨摩亚、塞内加

尔、斯里兰卡、南苏丹、苏丹、坦桑尼亚联合

共和国、东帝汶、图瓦卢、瓦努阿图、越南、

也门。见https://www.v-20.org/members。

17 Sir David King, Head of the Centre for Climate 
Repair, Oxford, recorded in FT podcast “Can 
Climate damage be repaired?” 12 August 2021。
可查阅：https://www.ft.com/content/5804b93f-
8b80-40c4-9b30-3d8b9bf8da3d。

18 我们在这一讨论中采用世界银行的国家分类。

19 苏丹是个例外。

20 见https://www.imf.org/external/Pubs/f t/dsa/
DSAlist.pdf。

21 方法论可查阅https://gain.nd.edu/assets/254377/
nd_gain_technical_document_2015.pdf。

22 “给我一个支点和一根足够长的杠杆，我就能

撬动地球”。

23 根据气候债券倡议，“严格的科学标准确保核

证债券和贷款符合《巴黎协定》关于2摄氏度

的升温限制”。

24 还有一些环境、社会和治理债务工具没有经过

核证，也没有被贴上绿色、社会和可持续发展

债券的标签。未经核证的绿色债务工具被称为

气候债券或气候挂钩债券。

25 见例如：Ehle rs and Packer, 2017; Zerb ib, 
2016; Larcker and Watts, 2019; Hachenberg and 
Schiereck, 2018; Kapraun et al., 2019。

26 基于Whi tney e t a l., (2020)的27个绿色银行

样本。

27 这条途径的一部分可能是瞄准坚定的小规模投

资者，而不仅仅是大型机构投资者。成立于

2011年、专注于可再生能源的康涅狄格州绿色

银行最近推出了一项创新债券计划，面向家庭

和“普通公民”发行可分批购买、每批1 000美
元、期限为15年的债券，并保证资金将用于资

助安装屋顶太阳能系统。此次债券发行两周内

售罄，需求超过银行供给。

28 这是贸发会议在2 0 2 0年年中与欧洲债务和

发展网络、市政服务项目和一个由24名研究

人员组成的团队以及四个区域公共银行和金

融协会合作进行的，这是对公共银行及其应

对C O V I D-19疫情情况的第一次审查。可查

阅：https://unctad.org/webflyer/public-banks-
and-COVID-19-combatting-pandemic-public-
finance。

29 为2019年认捐的650亿美元似乎比前几年大幅

增加，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其中包括欧洲

投资银行对欧洲国家的贷款，而这是以前没有

包括在内的。如果只包括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2019年贷款承诺显示增幅较小，从431亿
美元增至465亿美元。

30 伊斯兰开发银行发行了一笔COVID特别伊斯兰

债券，并向其他多边开发银行借了款；该多边

开发银行还发行了一笔冠状病毒特别债券。

31 https://www.worldbank.org/en/events/2018/11/16/
from-evolution-to-revolution-10-years-of-green-
bo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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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需求仍然很高，新债券通常会被大量超额认购，

即使规模很大也是如此，最近在2021年5月发行

的25亿美元五年期AAA级可持续发展债券就是

一个例子。该债券的年收益率为0.963%，是该

行业利差最低的债券之一，主要是央行和官方

机构购买(购买了发行总量的63%)，养老基金和

资产管理公司也买了一部分(18%)。https://www.
worldbank.org/en/news/press-release/2021/05/18/
world-bank-usd-2_5-billion-5-year-bond-mobilizes-

finance-for-sustainable-development。

33 贸易和环境基金是2011年中国和印度提议设

立的。详见：https://docs.wto.org/dol2fe/Pages/
FE_Search/FE_S_S009-DP.aspx?language=E&C
atalogueIdList=104702,98548,101134,90606,71
962,99113,92836,94001,92436,58038&CurrentC
atalogueIdIndex=0&FullTextHash=&HasEnglis
hRecord=True&HasFrenchRecord=True&HasSpa
nishRecord=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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